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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20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往来日益密切。全球化不仅为我们带来了政治上的相互理解，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以及文化上的日益丰富，同时也为各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与前提。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1]
 一个国家，只有在国际社会形成良好的国家形象，才能够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也才能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与肯定。塑造国家形象，当然离不开大众媒介，“世界是由个体或集合的角色构成的，这些角色的形象是由我们的认识来决定的。虽然传媒不是塑造这种形象的唯一因素，但它的普遍性和持久性使它最有资格成为首要的国际形象塑造者”。[2]
 不言而喻，目前，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仍然是建构世界印象的最为有力的途径。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的代表国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日益崛起，美国对其产生的矛盾情绪与日俱增，既寻求合作，又借机打压，可以说是既爱又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许多涉华报道就已经开始暗示觉醒的中国龙将会威胁邻国、亚太地区和世界。到了1994年以后，他们则提高了调门，公开打出“中国威胁论”的旗号，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要遏制中国。

既然美国媒体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塑造其他国家形象的能力，而中国又是美国目前最不可忽视的国家之一，那么美国的大众媒介自然就成了塑造中国形象，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阵地。美国媒体，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声望较高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高的影响力。有学者如此描述美国报纸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没有报纸，新闻世界会像一辆雅致的敞篷汽车，但是没有引擎。正如电视从业者所说的，电视新闻依赖于报纸，广播新闻也经常来自于报纸，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都明白报纸的重要性，一旦有重要的或复杂的信息，就会向报纸提供。由报纸支持的新闻机构使美国的自由新闻更有意义。[3]
 由此看来，这些主流的美国报纸是否能够客观、准确、公正地塑造中国形象，对改善中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印象、进一步稳固和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意义重大。为此，学界对“美国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形象”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具体说来，就是要对美国主要报纸中的涉华报道进行研究。本书正是基于这些背景与意义，主要研究美国主流报纸中的涉华报道，以及由此呈现出的中国形象问题。

当然，为了与现有研究成果有所区分，也为了在“美国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形象”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引入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研究视角，本书将以目前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较为流行的“媒介框架论”作为理论支撑，从新的视角分析和探究美国主流报纸塑造中国形象时所运用到的报道方法、技巧与框架。期望在详细梳理和理解“媒介框架论”自身的前提下，对美国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一次“另类”的解读。

二　相关研究综述

本书的研究综述一共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西方国家纸质媒体中涉华报道的相关研究进行一定的综述;其二是对目前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针对“媒介框架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一定的梳理。

(一)美国等西方国家纸质媒体中涉华报道的相关综述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主流报纸中的涉华报道研究，由于专门研究美国主流报纸的文献数量和规模并不足以支撑本研究，为此，在搜寻相关文献时，笔者将搜寻范围进行了扩展，主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纸质媒体，如报纸，杂志中的涉华报道研究成果进行了搜集。最终，相关文献被分为了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两大部分。

第一，国内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纸质媒体中涉华报道的相关研究

本书将所有美国纸质媒体中的涉华报道研究作为检索目标，以具体的研究对象范围为基准，将国内有关涉华报道的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几类:

1.以单个新闻媒体中的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

书籍方面，在2003年出版的潘志高的《〈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4]
 一书中，作者对《纽约时报》1993—1998年全部的涉华报道进行了量化分析，探讨了《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类型、主题以及语气，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基本采取了负面的报道。

刘继南等在《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5]
 一书中分别将《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经济学家》等国外纸媒作为研究对象，以国家形象为出发点，对其中的涉华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并由此分别得出了每一种媒介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图谱。作者如此形容《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报道:“如果说《纽约时报》的报道给中国画了一幅人物肖像，那么这个人物是基本正常的，但同时又是‘多病’和‘面目丑陋’的”。

乔木在《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6]
 一书中，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运用统计描述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冷战后美国纸质媒体对华报道的变化，作者认为，美国媒体是在“为美国报道中国”，报道中存在着政治化和国内化的问题，同时还对“妖魔化中国”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论文方面，戴元光等利用框架分析法，对我国“新疆7·5事件”之后，《纽约时报》中2009年7月6日到2009年8月9日一个多月的报道进行跟踪研究，归纳出一些报道中呈现出的具体新闻框架，比如在美国媒体中“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没有民主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受到汉族的长期压制，生存空间狭小，最终导致了民族冲突”等。[7]


而张咏华等的《框架建构理论透视下的国外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以英国〈卫报〉2005年关于中国的报道为分析样本》一文，则得出“《卫报》中的中国报道，虽然某些报道中带有一定的偏见或对中国的误读，但也存在大量的客观报道”这一结论。[8]


2.以两个或多个国外新闻媒体中的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

此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包括邱林川《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9]
 ，作者采用了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包含多重现实之仪式性传播模式分析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从1999年到2001年有关李文和案的报道。从三份报纸的差异中得出“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该案过程中不仅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定型化处理，而且也存在争辩”的结论。

程曼丽的《美、俄、日、德主要报纸涉华报道分析》[10]
 一文，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了四国报纸中的涉华报道，从而得出结论:美、俄、日、德四国都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来报道和评价中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各国报纸刊登的中国新闻，大部分都是与其自身利益相关度高的中国新闻。

此外，史安斌、周庆安利用框架理论和符码理论对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CNN四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中有关我国十六大的报道进行了主题、关键词、新闻源、符码等因素的分析，认为“目前对我国新闻的调和式解读主要是由美国媒体完成的，这就难免仍然使这些报道带上很浓的偏见和曲解”。[11]


黄鹂则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中有关中国SARS的相关报道为例，比较了三者报道的基本态度与立场的异同。从正面、负面、中立的基本立场判断出:“美国三大报还是客观和尊重事实的。”[12]


3.以中外新闻媒体中的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

此类研究有的是从个案入手的，比如，李希光、赵心树所著的《媒体的力量》一书中收录了一篇由清华大学课题组撰写的论文《新闻架构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对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中国学生抗议报道的分析》，文中利用架构分析法，对两份中国报纸——《人民日报》和《北京青年报》，两份美国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进行驻南使馆被炸报道的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报纸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事件，并精选事实加以强调，完成新闻构架。他们对于事件的判断、解释和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框定在各自政府定义的构架中。两国报纸都表现出一种民族情感和对对方意图的质疑，对方国家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利益以一种既可预知又令人惊讶的方式影响了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报道角度、内容和主题的选择，从而最终决定了两国媒体的新闻构架。”[13]


此外，以话语理论为基点，中美报道中的一些微观异同也被纳入了研究范畴，如辛斌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转方式和消息来源的比较分析就属于此类研究。[14]


还有一些相关文献不以个案为起点，而以整体的东西方形象为出发点研究中美两国的新闻报道，如翟铮以中美两国主要媒体关于对方国家的报道为切入点，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总结了中美两国在对方媒体中的形象，归纳了两国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所采用的主要技巧，同时还分析了形成两国报道侧重点与风格的主要原因。[15]


4.以整体的新闻业为研究对象

与前三类的研究不同，此类研究一般不从细致的个案或话语出发，也不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一份或多份纸质媒介，而是着眼于整个东西方的新闻业，或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大众媒介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或分析西方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演变，或总结在进行涉华报道时，中外的新闻工作者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应该懂得那些规律等。

熊蕾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回答了新闻媒体和国家形象间的关系，她认为，国家的积极形象主要不是靠新闻媒体不切实际的报道，而是靠各级政府的执政水平以及公民的道德水平及素养塑造出来的。[16]


刘笑盈、贺文发等人从西方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演变出发，研究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美国媒体上的中国镜像发展的六个时期，并由此得出结论:2008年西方媒体在对华认识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从俯视到平视的重要转变，也找出了其中诸如文化位移、技术与政策等的原因。[17]


靖鸣、袁志红认为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都会在报道中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对中国进行曲解和污秽，不会放弃用信息入侵和文化暴力对中国加以遏制。只有中国增强传播力量，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与西方媒体平等的地位时，才能以中国的逻辑框架有效传播中国新闻事实。[18]


翟旭晟、张志安从驻华外国记者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在进行对华报道时的报道理念与模式:在新闻理念上，记录中国的变化;在报道模式上，辨析“妖魔化”动因;在报道议题上，关注“多元化”趋势。总之，只有在理解其新闻从业者、新闻框架、组织属性、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关注外媒涉华报道日益多元化的现状，同时，又将其报道放在转型中国的现实背景中去理解，才可能给这些报道以更加合理的评价，也才能对驻华外国记者如何报道中国有更加清醒的判断。[19]


5.国内研究现状总结

曾经有学者将《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检索了2000—2005年国内有关《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相关研究文献共30余篇，并由此归纳出《纽约时报》中对华报道研究的三个特点:首先，多为个案分析且分析角度多样化;其次，多采用比较分析且比较对象多样化;最后，多采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且理论和方法多样化。[20]


从以上对研究对象分类的文献综述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无论研究对象是单个媒体还是多个媒体，对某个特殊“个案”的研究都是研究的主流:“新疆7·5事件”、SARS事件、驻南使馆被炸、李文和案等都成为了涉华报道研究中的重要事件。当然，将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涉华报道作为分析对象的研究也不少，由于此类研究涉及的样本较多，一般也采取日期或事件抽样的方式进行研究，此类研究与以个案为分析对象的研究相类似。

其次，比较研究多样化也是国内研究的主流。从国外媒体与国外媒体的比较，到国外媒体与国内媒体的比较;从一对一的媒体的比较，到多个媒体间的比较……涉华报道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不仅对象多样，角度也十分多元:国家利益的角度、国际形象的角度、新闻架构的角度、新闻采写角度等都在比较研究中得到了灵活运用。

再次，在国内涉华报道的研究中，虽然研究理论不少，但方法运用的创新性较差，且研究普遍不够深入。在所运用的理论中，社会建构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话语理论等都有所涉及，但在研究方法上，同一性特征较强，研究内容局限于研究主题、关键词、基本立场区分、新闻源等，普遍受现存研究的影响较大，缺乏创新。

最后，国内对美国媒体中的涉华报道研究主要还是以宏观的、归纳性的、总结性的研究为主。以上综述中的第四类研究，即以整体的新闻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在总体上把握影响涉华报道的因素、导致涉华报道偏见的原因等。而在前三类的以个案研究、对比研究为主的看似“微观”的研究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宏观的归纳性、总结性的特征:这些研究基本都会在最后得出千篇一律的结论，即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客观报道的存在，但普遍仍然认为这些涉华报道是刻板的、负面的、有偏见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化的。这一现象也正是学者王蔚等所认识到的:“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妖魔化的囚徒’。即他们在研究之前心中就有一种假定:《纽约时报》正在‘妖魔化’中国。于是刻意去搜寻和罗列大量的现象来支撑其观点”[21]
 。

虽说“妖魔化”理论一经提出就遭到了不少非议，而那些得出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有偏见的结论的作者们大多也不是“妖魔化”理论的支持者，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先入为主的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怀有敌意和偏见”的想法却在大部分国内研究者的心中挥散不去。比如，在对美国纸质媒体涉华报道进行分析时，许多研究者喜欢以“正面”、“负面”、“中性”为识别框架进行归类，这一划分标准似乎只仅仅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划分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与中性报道的标准:如果一篇报道是赞誉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与做法的，它就属于正面报道。如果一篇报道的立场与中国政府完全相反或者是批评中国政府的则为负面报道。其余的则为中性报道”。[22]
 其实，这种分类方法早已不能穷尽所有的报道内容了，只会使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倾向性更为明显。此外，在很多时候，研究者们选择对研究结果体现出来的事实视而不见，而是仅仅关注，甚至是臆造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目的与动机，对于报道者想法的揣测替代了对于实实在在的新闻报道的分析，这也是导致众多“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是刻板的、负面的、有偏见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化的”等雷同结论的原因之一。

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或许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先期主观预设的进一步摒除，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不一定是认为“美国媒体就是客观的、平衡的、公正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运用新兴的理论，从不一样的研究视角做一次有益的尝试，无论是在理论、方法、对象上，还是在结论上。

第二，国外关于美国纸质媒体中涉华报道的相关研究

为了同以上的国内研究综述相对应，这里我们也从研究对象出发，从单份美国纸质媒体、两份或多份美国纸质媒体以及中美纸质媒体这三类研究对象入手进行文献总结。

1.单份美国纸质媒体中的涉华报道研究

在《纽约时报中中国报道的经济决定因素》[23]
 一文中，作者探讨了1994—2003年中美经济关系的改变是否影响到了《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的报道。并由此提出了三个假设，即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越紧密:①《纽约时报》中的中国报道总量就会增多;②《纽约时报》中中国报道的重要性也会增强;③《纽约时报》中有关中国的积极报道也会增多。文章主要采取了内容分析法验证假设，最终假设①②得到了证实，而假设③《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的正面、负面或中立的态度与中美两国的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证实。

《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美国媒体中中国对于民主和现代化的努力——2002—2003〈纽约时报〉中的中国报道研究》[24]
 一文运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三个问题，2002—2003年:①《纽约时报》是怎样报道中国的?对于中国发生的事件是如何框架的?这些框架具体是哪些?②《纽约时报》中对于中国的报道基调是否有所改变?架构新闻的方法是否也有变化?③21世纪，反共主题是否仍然盛行?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纽约时报》中的中国报道与主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报道中的中国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也有突出的社会变化与深远的社会变革，危机与机遇并存，希望与失望竞争。《纽约时报》中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报道展示了一个更为客观的基调和更为积极的评价，中立和积极的报道总量远远多于负面的报道。《纽约时报》被主要的自由民主原则所主导，其中的报道还有一种“反共”的主题，但是该报正试图包含一种更为多元的视角，包含更多客观和全面的报道。

肯特A.等人对《纽约时报》中的89篇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研究，对“旧中国”和“新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以三个假设作为研究的开端，并对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详细解读:在对奥运会的新闻叙事中，许多报道都强调了对奥运圣火的抵制;而对于西藏的报道都认为中国对待西藏就像对待殖民地;有关地震的报道言辞并没有仅仅是同情受伤或者死亡的人们，还对政府建设的不合格的学校建筑进行批评，却没有报道将此与美国的建筑或者美国当时的飓风灾害所带来的伤痛相比较。这些指责都印证了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此看出，《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尽管承认中国的进步，但新闻叙事中仍然会有一些否定的角度。[25]


王地(Di Wang)对1992—2008年《时代》杂志上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了研究，利用质化的内容研究和话语研究的方法来分析美国这一精英式的杂志在这段时期是如何框架中国的。一共研究了206篇相关报道。研究发现，《时代》中对中国报道的框架从“意识形态冲突”到了“经济冲突”，中国形象从“非法的他者”到了“合法的他者”。同时，一些框架、命名、竞争的道德、美国标准、中国责任、优越感等等则保持不变。[26]


2.两份或多份美国纸质媒体中的涉华报道的比较研究

金弘熙(Yung Soo Kim)与杰姆斯D.凯利(James D.Kelly)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80幅新闻照片进行了研究，研究其中的前民主时代的视觉新闻，选取了韩国光州事件以及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证明了视觉新闻对国际新闻框架的形成不一定同文本新闻一样受到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与对外政策相悖的。[27]


华人学者彭增军(Zengjun Peng)分别在两篇文章中对1992—2002年十年中《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中有关中国的文字报道和图片报道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六个研究假设，并一一进行检验。从文字报道的研究中，作者以回顾中国形象为背景，集中研究美国主要新闻媒体中的中国表述。从《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中抽取报道，进行量化分析和内容分析，采用了框架理论方法来①研究媒介中中国形象的特征;②在时间跨度上探究新闻报道是否有所不同，比较不同的新闻框架。作者发现，首先，有关中国的报道在显著增加。十年间两份报纸都有50%以上的增加;其次，十年间有关中国报道的基调都是否定的，两份报纸间并没有不同。[28]


而在对1992—2002十年间两份报纸涉华报道中的图片进行研究时，彭增军则分别抽取了1992年，1997年和2002年的新闻图片进行内容研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和三个研究问题。最后得出以下结论:①对新闻图片分析的重要的发现是，十年间新闻图片的总量有显著提高;②研究还发现政治和政府新闻图片占了很大一部分。然而，明显的是，经济和人类利益的新闻图片也获得了许多重视;③根据主题框架，本研究发现由描述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反映出的建设性框架占了新闻图片的45%，而由冲突等反映的破坏性框架则少于27% ;④本研究还发现是普通人而不是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成为了新闻图片中的主导主题;⑤两份报纸中正面负面和中立的态度都比较平衡;⑥两份报纸的比较结果是，《纽约时报》比《洛杉矶时报》有更多的图片新闻。而在主题、图片类型、特点等方面两份报纸都很相似。[29]


罗宾·S.古德曼(Robyn S.Goodman)在《中国贸易的辩论中，两份报纸是如何受到总统和国会控制的》[30]
 一文中，选取《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1989年6月到1992年12月期间有关中国最惠国方面的报道，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之后，运用词频和词数的检验方法对关键词进行搜集，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最惠国这一事件上，总统对于新闻报道的影响多于国会，但是，如果没有国会对这一问题的聚焦，总统也不会对媒介具有如此影响力。讽刺的是，总统对媒体的影响力，似乎从实质上来说，是由国会议程设置的能力所提升的。国会和参议院的行为都导致了媒介对于总统和布什政府的重视。《华盛顿邮报》强调国会，时常从国会寻找有关最惠国新闻的来源。而《纽约时报》强调总统，在众议院听证会期间，《纽约时报》上的总统言语、来源和引用都有显著增加。但有时，《纽约时报》也会被国会因素影响。

3.中美纸质媒体中涉华报道的比较研究

阿玛尼·伊斯梅尔(Amani Ismail)和丹·博克维茨(Dan Berkowitz)试图找出更加深入地了解跨新闻系统的媒介是如何报道恐怖主义的。以恐怖主义的构成、“9·11事件”的特性、“9·11事件”以后的反恐战争、不同政府对于这些战争的态度为背景，考察了《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这两份报纸在“9·11事件”前后四个月中报道有关恐怖主义的头版新闻，并运用话语分析法对每一篇报道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新闻体系如何，中美新闻媒介都有效地反映了政府在有关恐怖主义事件中的地位，这些反映成为两份报纸中支持恐怖主义战争的证据;两份报纸都对中东或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实施的业已确定的“恐怖分子暴力”进行了极度关注，但是对于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圣战都没有给出定义，对于恐怖主义的特性或其影响也没有相应的要点;报道无法将恐怖主义融入相应的背景之中，因为两份报纸都没有告诉我们“恐怖主义”这一标签是如何决定和归属的。[31]


吴敏(Min Wu)比较了2004年中国新华社和美国美联社对中国艾滋病的相关新闻报道。对两种新闻叙事的框架进行研究，目标是探究中国艾滋病的社会现实是如何被这两种新闻机构所建构的。结果发现美联社的报道有反对政府框架的证据，而新华社则建构了一个赞同政府的框架。在美联社的新闻中，三种主要的框架，如不诚实/压制的框架，人权滥用的框架和不称职的框架结合起来支持了其中的反政府框架。新华社的支持政府框架也由三种清晰的框架支持，即防御框架、发展框架和矛盾/歧义框架。总体说来，中国艾滋病这一社会现象的多种现实被本研究所识别的新闻媒体和差异性的框架所建构，这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即新闻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不是对社会现实客观反映的镜子。[32]


殷晶(Jing Yin)在《新闻的叙述作用: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媒体再现与受众理解关系的比较研究》[33]
 一文中利用批判的话语分析法研究了《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于中美贸易关系在新闻中的描述，并通过电话采访调查了中美受众对这一贸易事件的理解。研究说明:媒介内容是受众理解的伴同性的描述;当受众对其中一种媒体传达的意识形态有所抵制，他们就会依赖另外一种媒体的主要意义。

在《阴谋还是事故:分析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新闻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的比较》[34]
 一文中，作者利用框架分析法，提出了四类共十个研究假设，比较分析了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中国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台湾的中央通讯社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新闻媒体对该事件的不同框架方法。发现了不同的政治意识和新闻意识在架构新闻话语时相互作用。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奉行以及对科索沃战争正当性的肯定，美国媒介将这一轰炸事件看作因技术原因而引起的事故;对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以及认为科索沃战争是对一个主权国家蛮横的侵略这一观点，使得中国媒介将这一轰炸事件架构为侵略的延伸，是一种故意行为;在政治意识形态与对轰炸的解释上，台湾与美国的立场很相似，但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展示了更为中立的态度。研究最终得出结论:新闻架构是一种重要的技巧，通过它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新闻而传递。

4.国外研究现状总结

国外成果中对于纸质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与国内的相关研究比较起来具有许多不同之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重点:

首先，选题新颖，理论方法多样。同国内相关研究相比，国外对于美国媒体中的涉华报道研究在选题上更为新颖，国外学者不仅将涉华报道研究仅仅局限于特殊的事件或个案之中，而是从多方面挖掘可研究的内容:如专门研究经济、国会、总统等因素对于涉华报道的影响;选择一定时期的新闻图片进行研究;将描写旧中国和新中国的不同报道进行比较研究等等。当然，在理论方法上也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特征，内容分析法、调查法、量化分析法等等都有一定的运用，而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话语理论等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其次，研究的时间跨度大、样本多，微观动态性研究众多。与国内个案、短时期研究不同，国外有关涉华报道的研究时间跨度都比较大。一般都会对2—10年中的涉华报道进行集中研究，或者将有关几个个案的报道进行集中研究，由此得到近百篇或几百篇的样本量进行量化和质化分析。即使是对某一个案的报道进行分析，国外研究者也会将这一个案前后几个月的报道一同抽样进行全面研究，而仅对个案本身进行少量样本比较的研究较少。由于样本多、时间跨度大，由这类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少都带有动态性和针对性，更为关注微观上的变化，而像国内研究中专门宏观研究影响涉华报道因素、中国形象演变的成果几乎没有。

最后，假设验证性的演绎研究众多，结论多样、针对性强，但缺乏一定的普适性。国外研究者对涉华报道进行分析时，主要运用的方法是假设验证法，即在文献综述之后立刻提出文章所要验证的几个假设，在其后的分析中一一验证或推翻假设，这种演绎分析法与国内的先分析后总结的归纳分析法大相径庭。由于先假设后验证，这给研究的结论带来了多元性和强烈的针对性，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只适合某一事件或某一时间段，缺乏国内研究结论中的适当的普适性，归纳性也稍弱。当然，也存在一些归纳性的结论，但同国内研究不同，有的国外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了“《纽约时报》中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报道展示了一个更为客观的基调和更为积极的评价，中立和积极的报道总量远远多于负面的报道”的结论，结论多样化的特点也有所显现。

(二)与“媒介框架论”相关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的新闻传播学者们对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基于框架分析的学术探讨、方法运用以及效果研究等成果也因此层出不穷。然而，框架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毕竟属于舶来品，对其研究普遍显得不够深入。

就学科性来说，框架研究属于心理学、社会学向新闻传播学输入的新鲜血液，首先由西方新闻传播学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发掘并加以利用，且运用在新闻传播学中的时间并不长;而就研究深入程度来讲，框架研究又是我国学者从国外研究者并不久远的阐释、运用和分析中借鉴而来，且借鉴角度模糊单一、理论创新有限，因此，到目前为止，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于框架研究的理解还比较模糊，并且基于“框架”的各种新闻传播类研究也呈现出雷同研究众多、系统研究缺乏、引用文献单一的缺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一，“框架”的界定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由高夫曼(Goffman)在《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一书中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之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高夫曼在其《框架分析》一书中指出:所谓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因此，框架可被视为个人或组织(包括新闻媒介)对社会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关于框架从何而来，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高夫曼认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监控着社会环境，以便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期望和行为。

在高夫曼之后，框架的概念扩展到社会学的其他领域，如媒介、社会运动如何运用框架建构真实。甘姆森(Gamson)可能是迄今引用框架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35]
 甘姆森探讨媒介运用框架，报道政治与经济议题的现象，将框架依照英文字面的定义分成两类:一种是图片的框架(picture frame)，这是一种界限(boundary)的概念，也就是框架帮助我们在看待事物时，决定将什么东西纳进我们的认知;另一种是建构的框架(building frame)，这样的概念将是一种潜在的建构，也就是将我们框架后认知中的事物联结，建构出属于不同个体的意义。因此，可以帮助我们纳入界定意义的要素，也引导我们界定意义的行动。[36]


学者吉特林(Gitlin)也发展了高夫曼有关框架的概念，提出了更明确的“框架”定义:框架就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37]
 而恩特曼(Entman)则指出，框架设定就是要“选取一些已知现实中的部分内容并使他们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促进某个具体问题的定义、原因解析、道德评价以及对策推荐”。[38]
 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媒体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他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构架的要素是可调大小的——夸大或缩小所描述事实的元素从而使其突出或不突出”。[39]
 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

从恩特曼的定义中我们看出了框架运作的“选择机制”，当然这个选择过程与人类的互动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沃菲斯菲尔德(Wolfsfeld)在讨论政治冲突与框架之间的关系时所认识到的:框架的发生源自于各个团体间的互动，而这些团体包括了敌对双方、媒体与受众。[40]
 臧国仁的看法则更为理性:“框架一方面代表了人们或组织对外在事物的主观思考架构，是了解外在客观世界的基础。另一方面，框架却也是刻板印象或意识形态等‘偏见’的主要来源……”[41]
 此外，他还认识到框架的另一个机制是“重组”，事实上就是恩特曼所说的“凸显”机制。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经过不同的时空或排列顺序变换，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就如记者撰写新闻时，习惯将一些素材放在导语;或编辑决定何种新闻放在头版，这都是为了凸显，让受众注意或特别记忆某些内容。

潘忠党(Pan)和克斯基(Kosicki)所指出的新闻框架的句法结构(syntatical structures)[42]
 其实也是相同的机制，新闻报道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如最常使用的“倒金字塔”结构，将记者想要突出的信息放在文本的标题、导语等较具新闻价值的地方，让这些信息更容易被受众看见。学者麦卡锡(McCarthy)、麦克费尔(McPhail)与史密斯(Smith)[43]
 也指出，媒体报道社会抗争事件时，存在着议题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若某个时期的某个示威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这个正在进行的运动则会排挤原本也在媒体议程中的其他议题，使媒体透过议程的重组，凸显出某个议题的重要性。

以上我们既探讨了框架的概念，也探究了其运作机制。当然，针对中文里的“框架”一词，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不同的情境下，它所蕴含的词性意义其实是不同的，即名词性的“框架”与动词性的“架构”。

华人学者潘忠党曾细致陈述过框架(frame)中包含的两种不同含义:“在英语文献中，frame这个概念既作名词，也作动词。作为一个名词，以‘框架’表示颇为恰当;作为一个动词，frame表达的是以话语方式展开的社会建构过程，‘框架’一词显得过于静止，缺乏应有的动态和容量。因此，我采用‘架构’，并用‘架构分析’来指代整个的研究领域，以突出社会建构主义的元理论取向。”[44]
 当然，在我国国内有关框架理论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一直习惯用用一个中文词语——“框架”来统一代表frame的动词和名词含义。在汉语理解的背景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词语与上下文的联系来辨别“框架”的不同词性，对于“媒介框架”一词不同词性的理解亦是如此，很多时候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理解方式其实并不利于我们对其进行严格辨别和区分。

我国还有一些学者对“框架”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45]
 ;还有学者这样理解:如果研究领域“……采取了框架概念的社会学涵义，英文文献使用frame或frame analysis，而媒体效果研究则更多采取了它的心理学涵义，英文文献使用framing或framing analysis”。[46]


为此，在今后有关框架分析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必须要厘清自己研究的是“框架”的哪方面内容，是名词性的“框架”，还是动词性的“架构”，不仅要在命名上对其进行区分，更要深入辨别和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预先的设定，有助于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界定研究内容、拟定研究计划，并对相关内容进行集中细致的分析。

第二，媒介框架的含义

将框架分析运用到新闻传播学之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媒介框架，为此，除了对框架分析本身进行一定的界定和澄清之外，我们还有必要分析和总结与“媒介框架”相关的概念界定。

1980年，美国学者首先采用框架理论分析媒体内容，此后，框架理论在媒体研究中被广泛运用。这里，我们根据以上对于“框架”的名词和动词的区分，首先对媒介框架进行名词性的定义的界定。有关“媒介框架”的名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吉特林称其为媒介框架(media frames)，甘姆森则称为新闻框架(news frame)。潘忠党与克斯基(Pan ＆Kosicki)提出以下定义“媒介框架就是符号工作者长期组织言说(包括口语与视觉)的过程，长期以后形成固定的认知、解释、与呈现形态，以选择、强调以及排除”，[47]
 卡培拉与贾米森(Cappella＆Jamieson)认为:“新闻构架就是新闻报道中修辞和写作风格的选择，这种选择能够改变(读者)对主题的理解。”坦克德(Tankard)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而美国学者甘斯(Gans)指出:“媒体框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框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48]


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如吉特林认为用媒介进行“框架”就是进行选择、强调和排除，台湾的钟蔚文与臧国仁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恩特曼则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媒体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他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构架的要素是可调大小的——夸大或缩小所描述事实的元素从而使其突出或不突出”。[49]
 而诺里斯(Norris)等认为“新闻框架总是通过堆砌一些关键概念、陈旧的词语和有代表性的图像以强化某些普遍方式来解读事物的发展，……框架设置的本质是突出其中某些事实、图像和发展，从而无意识中强化对事件的某一种解读方式”。[50]
 沙利文(Sullivan)等则认为:“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常规处理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51]


在众多有关媒介框架的界定中，恩特曼的定义是最为著名的，有学者曾撰文以三个鲜活的事例证明恩特曼有关媒介框架定义与评价论述的合理性[52]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恩特曼有关媒介框架研究的重大贡献。恩特曼不仅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与凸显，还认为媒介框架具有“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估，以及处理方法”四个框架功能。在美国新闻中呈现的“冷战”框架这一事例中，恩特曼用框架栖息的四个场所来阐释名词性框架的含义，他认为“框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至少有四个栖息地，即传播者、文本、受众和文化。”[53]
 通过一系列的动词性的框架过程，如价值观的影响、字词的挑选和运用、文化的储存等，这四个框架的栖息地能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名词性的框架类型。

第三，国内外媒介框架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有关媒介框架的研究众多，也有不少学者对当前的框架研究类型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建议，如台湾学者黄惠萍在其研究中归纳了有关媒介框架研究的四种类型[54]
 :一是框架内涵及理论的探讨;二是媒介框架来源的研究;三是媒体报道内容的框架分析;四是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等。这种分类可以对应潘忠党的新闻框架的三个分析范畴[55]
 :话语，即文本为再现的体系，对应以上的第一种研究类型;话语的建构，即框架建构的行动及过程，对应以上的第二、三种类型;话语的接收，即效果及其心理机制，对应以上的第四种类型。此外，潘忠党也概括了新闻框架分析的两大类型，即定义新闻中的框架和框架机制，以及检验新闻框架的效果。前一种类型的研究几乎是运用内容或文本分析法，而后一种则经常用实验分析法，有的在实验室进行，有的则包含了调查部分。虽然对于媒介框架分析的分类有许多种，但是其中的分类标准的实质并没有发生冲突，只是分类的细致程度才造成了具体的区别。

这里，参考这几种对于框架研究的分类方式，并结合美国学者朔伊费勒(Scheufele)构建的框架研究过程模型图中所涉及的四个框架研究过程，即框架建立、框架设置、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作为受众的记者等[56]
 ，我们将媒介框架的分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类型，一是媒介框架的建立研究，主要研究影响媒介框架的因素;二是媒介框架的设定研究，主要研究媒介框架自身的特征，以及如何由此影响受众框架;三是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研究，对媒介框架影响的“结果”，即个人认知、态度等进行研究;四是框架的循环反馈研究，对媒介框架中记者的循环反馈系统进行研究;五是框架内涵及理论的研究，这一类型从宏观上研究媒介框架所涉及的内涵与理论。

1.国内的媒介框架研究

为了总体上了解框架分析在国内的研究状况，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利用“框架”一词进行题名、关键词的检索，并在学科类别分组中选取“新闻与传媒”学科，分别得到481条与241条的检索结果;而将检索词改为“框架分析”，在题名检索下得到了44条结果，在关键词检索下则得到了69条结果;再将“框架研究”分别作为题名与关键词的检索，前者得到了22条结果，后者得到了13条结果。分别将三次检索结果进行不相关及重合文章的剔除和整理，共得到了近百篇的新闻传播中框架分析的文献。通过对这些有效文献的分类与研究，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个案分析为主流。“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三鹿问题奶粉事件”、“5·12地震”、“中国国庆”、“十六大”、“陈晓旭出家”、“保护藏羚羊”等个案事件，“宗教报道”、“灾难报道”、“农民工报道”、“房屋拆迁报道”等系列报道都成为了我国媒介框架研究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此类研究一般都是从单个媒体中的事件性的新闻报道入手，且主要选择文本搜集相对容易的纸质媒体，如报纸、杂志中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对具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框架分析，这主要涉及了“媒介框架的建立”和“媒介框架的设定”的两类研究，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影响媒介框架的因素和媒介框架自身，而很少涉及效果与反馈。当然，在如今的事件性媒介框架分析中，电视[57]
 、网站[58]
 等媒体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者们的视野，已经有不少研究涉足了纸质媒体之外的文本领域。

其次，比较分析助深入。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还通过不同媒体、不同报道间的比较研究来加强框架分析的深度。比如将大陆媒体与港台媒体中的报道内容进行框架分析的比较研究[59]
 ，或是将中外媒体内容进行报道框架、新闻源等的比较[60]
 ，也有一些学者对国外媒体间的媒介框架进行了比较分析[61]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同一事件在相同媒介中的较长时间段的框架比较[62]
 ，或是同一主题事件在不同媒体长时间段中的比较[63]
 等等，这些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单一的个案研究的内容，无论在研究文本的采集上，还是方法的运用上都提升了框架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也仅是关注框架本身，重点是“媒介框架的建立”方面的内容，即在分析和归纳不同媒介、不同时间段的框架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了影响框架建立的因素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文本框架会出现差异。

再次，效果、互动研究需加强。本书总结的第三类媒介框架分析的研究是“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研究”，也就是对媒介框架影响的“结果”，即个人认知、态度等进行研究是国内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国内的媒介框架研究一般止于第一、二类的研究，即“媒介框架的建立”和“媒介框架的设定”，而基本没有跨入第三类研究，第四类反馈研究则显得更为稀少。目前，国内仅有少数研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效果和互动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如将同一事件在传统媒体框架与网络媒体框架间的互动纳入研究范围，利用双向的内容研究，得出“网上公众意见和网下新闻报道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的结论[64]
 。

最后，理论研究现端倪。目前，对于媒介框架的理论性研究正呈现初现端倪的状态，相关理论分析主要还是以引介、评说和理解为主。有关媒介框架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典理论重现与比较。比如从“框架”的概念入手研究贝特森、梵·迪克等的相关理论[65]
 ，还有一些研究对框架研究与议程设置研究进行了对比[66]
 ;二是对框架分析的概念性解读，比如，对媒介框架进行概念的总结[67]
 ，或是对框架分析的概念性理解[68]
 ;三是对新闻传播中的框架理论和框架分析进行总结[69]
 ;四是对国内框架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进行分析和展望[70]
 。与以上的由文本分析和比较分析入手的框架分析相比，有关新闻传播中框架分析的理论性研究明显不足:数量上，在近百篇相关研究中只占有十几篇，而在质量上也呈现出引介为主、深入不足的特点。同效果和互动研究一样，有关媒介框架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不仅要学会简单地应用理论，还要有深化理论、拓展理论的能力。

由此可见，国内有关媒介框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框架之上，即框架分析过程的“框架建立”和“框架设置”部分，主要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对媒介框架进行应用，但是对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方面又显得很单薄，发展并不充分;而在框架效果和反馈互动这两个微观层面的研究涉及较少，研究成果寥寥，且不够深入。

2.国外的媒介框架研究

国外有关媒介框架的研究与国内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探讨、选题范围、运用方法上都呈现出了众多不同点。我们在EBSCO数据库中的传播与大众传媒板块CMMC (Communication＆Mass Meida Complete)中利用关键词检索，由于“frame”一词比较特殊，它同时具有动词和名词两种属性，为了使得搜索结果较为科学，我们一共进行了四次检索:第一次输入关键词“framing”得到了700条的搜索结果，第二次输入关键词“frame”得到了336条搜索结果;而第三次的“framing analysis”和第四次的“frame analysis”的关键词检索则获得了11条和37条的结果。通过对其中一些重要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我们总结了国外有关媒介框架研究的几个特点:

首先，理论深入，不乏经典。由于框架分析主要是由西方传播学者引入新闻传播学之中的，且充足的研究资料、较强的理论功底以及对理论“刨根问底”的精神都促使国外的研究者对媒介框架分析的理论层面的探讨更为深入(Gitlin，1980; Iyengar，1991; Entman，1993; Pan＆Kosicki，1993; Huang，1995; Scheufele，2000; Paul D'Angelo，2002)，吉特林、恩特曼、潘忠党等学者有关框架分析的深入探讨几乎成为了国内研究中的必读文献，我国目前不太成熟的有关框架分析的研究大多也是源自国外这些经典的文献，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理论引介、推广和应用阶段。

其次，理性分析文本，注重方法科学。而在框架的建立和设定的研究中，国外的框架研究虽然也有将分析对象放在文本之中的，即对某些纸质、电视文本进行框架分析，但是，他们的案例选取不仅时间跨度大、数量多，且方法较为科学(Robyn S.Goodman 1998; Peng，2004; Yung Soo Kim＆James D.Kelly，2007; Amani Ismail＆Dan Berkowitz，2009)，这些国外学者不仅对主题、新闻源、正负语气等表面上的框架分析变量进行研究，还会开展一些较为新颖的研究方向，比如利用一定的新闻文本进行新闻框架的倾向性研究[71]
 。即使是对某一单一事件进行框架分析，基本也都会搜集不同媒体中的同类报道进行比较，也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国内研究中的“比较分析”类的研究，这显然会进一步加强研究的科学性。

再次，效果研究数量多，互动反馈受重视。当然，与国内注重文本分析不同，国外有关媒介框架分析的实证研究并不是以媒介框架为主，而是以微观层面的受众框架分析为重点，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会受到媒介框架的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等方面的变化较易得到国外研究者的关注，这类研究往往与政治传播相结合，利用实证方法研究媒介框架对于受众框架的影响(Tuchman，1978; Edelman，1993; Entman＆Rojecki，1993; Iyengar ＆Simon，1993; Price＆Powers，1995; James N.Druckman，2001)，此类研究也就是我们在国内研究中所归纳的“效果、互动研究”类研究，也正是国内研究中亟待加强的研究方向。国外学者在大量研究框架效果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其中的互动循环的过程，有不少实证研究涉及了“作为受众的记者”这一方面，研究记者们如何再次受到媒介框架的影响，如何进行媒介框架的反馈和互动(Fishman，1977; Patterson，1993; Rhodebeck，1998)。同样，这一领域也值得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

3.国内外媒介框架研究的比较

从以上对于国内外媒介框架研究现状与特点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有关媒介框架研究具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并且也各有建树，总体说来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内侧重宏观但零散的研究，国外侧重微观但系统的研究;二是国内侧重对于媒介框架的研究，而国外侧重对于受众框架的研究;三是国内侧重框架理论的引介与应用，而国外则侧重框架理论的发展与争鸣。

可以说，新闻传播中的框架分析研究在国外正出现丰富、充实、深化的走向，而国内正在进行验证、应用，并且逐渐出现一些与本土新闻事件相结合的媒介框架的研究，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甚至有一些研究逐渐显现出了逼近西方框架研究前沿的趋势。

总之，国内外有关媒介框架的研究各有侧重，也各有优缺点，但是，我们仍不可否认，国外的框架分析的相关研究更为丰富和成熟，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比如国外本就是框架分析的发源地，自然具有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我国在总体上还是比较缺乏对于框架分析的深入了解和相关理论范式的细致探讨，对框架分析本身缺乏认知和理解，只是进行简单层面的借鉴和模仿，这也是造成国内外差距巨大的重要原因。

本书虽然不奢求在框架理论的建设与创新方面超越国外已有的研究，但是笔者试图深入了解框架分析的内涵，同时借鉴其中的精华部分为本书的主题——“美国主流报纸的涉华报道研究”服务，以此达到突破国内相关研究中对于“媒介框架论”的简单层面的借鉴和模仿的现状。

三　研究问题陈述

根据以上的文献综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有关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具有数量大、角度多、方法广、理论泛的特点。当然，从不同研究的总结中我们同样得出了国内和国外研究中存在优缺点，而这些业已存在的研究现状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合适的问题切入点，同时为研究问题的陈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背景铺垫。

通过总结和相互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中外文献中几个突出的对比点:首先，选题方面。国内研究突出短期研究和个案研究，国外研究突出长期研究和全面研究。其次，理论方法方面。国内研究突出理论的单一套用和内容研究，国外研究突出理论的多元创新和量化、质化相结合的研究。再次，结论方面。国内研究强调对研究结果的归纳，结论单一但具有普适性;国外研究强调对研究假设的验证，结论多样但强调针对性。

总体看来，国内有关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一般是利用并不算多的个案样本，僵硬套用多种理论和运用简单易行的研究方法，总结出了带有一定归纳性和普适性的千篇一律的结论。而国外有关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则一般利用上百篇甚至几百篇的样本，灵活运用多种理论和各种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在验证假设的基础上得出了多样的、具有强烈针对性的结论。

为此，可以如此陈述本书的研究问题，即在摒弃国内外研究缺憾的前提下，利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全年数量众多的研究样本，运用目前国内外较为流行的媒介框架理论，借鉴国外研究中灵活、创新、多样的量化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归纳型的研究路径，尽量摒除主观情感和国内现存研究的干扰，客观地分析整体样本和个案样本，在分析的过程中重点介绍其中所运用到的新闻报道技巧和方法，并由此总结出不同美国主流报纸涉华报道中存在的新闻报道框架，试图最终得出具有一定归纳性和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四　样本选取与方法运用

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将研究过程中涉及的样本的选择、时段的选取、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研究路径的选择等进行交代。

(一)样本与时段的选取

本书选取美国的两大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研究对象。在过去百余年间，《纽约时报》始终是美国新闻类报纸的高峰，直至20世纪70年代与《华盛顿邮报》分庭抗礼，90年代被《今日美国》迎头赶上。

《纽约时报》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在美国最负盛名，有“档案记录报”的美称。它能比较充分和详尽地报道国内国际大事，消息比较灵通，社会新闻比较严肃。在美国首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也是美国的一家很有影响的对开日报，其声望仅次于《纽约时报》，被称为美国第二大报。由于它地处首都，一些记者、编辑与政界很熟，对联邦政府和国会活动的报道、评论、分析较多，而且时有“内幕”新闻透露，一直为读者所重视，号称是美国政界人士必读的报纸，也是了解和研究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报刊之一。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都属于自由派报纸，两者在做新闻上有一种不同于保守报纸的态度和不同的新闻模式。“他们保留了一种旧式的，有些过时的，可能越来越多地受到冲击的模式，他们在尽力树立自身的独立性和准则，在更多时候现实新闻媒体的批评性”，哈佛大学的一位新闻学研究者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 Tomasky)如是说。迈克尔在研究了美国报纸社论之后说，自由派报纸虽然更多地同意执政民主党政府的观点，但是在不同意该政府某些政策时，仍然会不遗余力地跳出来批评政府。[72]
 总体说来，《纽约时报》较为偏左，而《华盛顿邮报》相对温和。

因此，可以这么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公信力的媒体，它们的历史本身就是美国的新闻发展史。为此，选取这两份报纸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其中的涉华报道，可以从大方向上掌握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分析在美国国内具有不同报道方式的重要报纸是如何诠释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形象的。

本书选取的研究时段是2009年，研究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所有的涉华报道。之所以选择2009年作为研究时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二是2009年全球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这无论对我国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三是2009年对于中美关系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2009年是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30周年。这一年，中美高层互访频繁，成果显著，中美两国元首也在不同场合多次会晤，这些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意义重大，当然也是众多涉华报道中无法忽略的内容;四是200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引起了国内、国际社会的关注，如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央视大楼失火、过滤软件事件等。基于以上四点原因，本书选取2009年作为研究时段，以期在两份大报这一时间段的新闻报道中解读、分析美国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形象。

(二)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本书运用的理论为目前国内外较为流行的框架理论，以框架理论为基础，利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009年全年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进行研究。

第一，框架理论探讨

在上文有关“媒介框架”的文献综述部分中，我们已经将其中涉及的概念、研究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探究，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对本书所运用到的媒介框架的分析范畴、框架分析的取向和路径等问题进行梳理，并由此引出对全书研究方法的探讨。

1.媒介框架的三个分析范畴

传播学者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正式引进框架的概念来理解新闻价值。1980年，美国学者首先采用框架理论分析媒体内容，此后，框架理论在媒介研究中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

媒介框架分析主要有三个分析范畴:话语，即文本为再现的体系;话语的建构，即框架建构的行动与过程;话语的接受，即框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在传媒与政治传播领域，学者们素来将分析文本作为框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73]
 本书也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将新闻文本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由此找出影响媒介框架的多种因素，理解媒介框架中显现的某些选择和凸显的特征，并同时归纳出具有一定共性的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中呈现的框架类型。而目前有关媒介框架的研究大致有四种类型[74]
 :一是框架内涵即理论的探讨;二是媒介框架来源的研究;三是媒体报道内容的框架分析;四是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显然，本书的研究即属于以上的第三种类型。

2.框架分析的四个分析取向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框架分析的三个研究范畴:话语、话语建构和话语接受之外，框架分析还具有四个分析取向。学者潘忠党在其《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75]
 一文中，对框架分析的四个分析取向做了详细说明:

(1)梵·迪克(Van Dijk)的“批判论述”分析取向

梵·迪克曾投注十多年的心血分析报纸的新闻言说的领域，他以认知心理学为主要取向，采用新闻基模(news schemata)作为新闻的文本叙事体，拆解新闻的意义，这就是言说分析。梵·迪克曾以言说分析解读1982年9月间黎巴嫩总统甘默尔(Gemayel)的暗杀事件，因其建构微观到宏观结构(micro-structure＆macro-structure)的步骤完整，对精确解读新闻文本、呈现深层意义有很大的帮助。在某些研究者看来，这类分析取向适合媒介偏见的研究，如可从新闻遣词造句到新闻情节的描述分析，从媒体的专业、商业和政治背景分析西方媒体报道的偏见以及形成的原因。[76]


(2)甘姆森与雷恩(Gamson＆Ryan)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

甘姆森与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视框架为一种“附加价值过程”(value-added process)，也就是视框架为一种建构过程。甘姆森认为媒介框架由两个组件组织建构而成:包括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及框架装置(framing devices)。其中诠释包裹就是新闻故事中的主要框架(master frame)或称为故事结构(story line)，雷恩则将之称为“核心框架”(core frame)，也就是说，在媒介议题的框架过程中，诠释包裹决定了什么是故事场景中最重要的中心议题，这一议题又被不同的行动者框架成不同的形貌，媒介一旦介入，就会决定让某个行动者的诠释话题被再现出来。另外，框架装置具有装配、衬托及强化诠释包裹的作用，即运用符号、修辞、情节选择等达到“框入”与“框出”的功能。

(3)坦克德(Tankard)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

此取向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揭露文本所提供的“示意框架”，换言之，该取向是在揭露媒介对于某事件或议题的所有可能之“发言位置”或媒介框架的“框架方向”。学者坦克德发展了一套“框架机制”和“框架表格”，以试图测量“框架”及其特性，研究针对新闻事件订立架构目录，然后再为目录上的每一种“框架”建构定义和指针。登录人员从新闻事件的内容分析中找出所谓的“框架表格”，并从新闻样本中找出指针，最后再将这些样本分配到某一种“框架”类目之下。

(4)潘忠党与克斯基(Pan＆Kosicki)的“论述结构”分析取向

潘忠党与克斯基提出了框架分析采取建构论者的取向来检验新闻言说的观点。他们除综合整理学者“框架”的定义及概念外，也引用梵·迪克的新闻言说分析，对新闻文本进行由基本微观命题到宏观命题的拆解，利用言说分析来寻找新闻框架。他们认为框架是心中的内在结构，用来协助个人组织事件并为事件赋予意义。

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框架分析主要采用的是“框架清单”分析取向，这一分析取向以文本的内容分析为主。内容分析法是新闻传播领域的经典研究，相对来说操作简单、效果不错。“论述结构”分析取向在国内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此类分析取向采取建构论者的取向来检验新闻言说的观点，又借鉴了台湾学者臧国仁高、中、低的三层次理论与阿兰·贝尔构建的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结构图，并在此基础上新建“论述结构分析”取向图。这是中国学者在框架分析法上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很适合国内学者展开研究，相对来说这类分析取向的研究不少。[77]


3.框架研究的两个分析路径

在框架分析的路径上，研究者往往采用归纳(inductive)和演绎(deductive)两种方法:前者的分析始自于一系列相对模糊的框架体系/类别，试图在分析过程中逐渐厘清，并尽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框架类型;而后者在分析开始之时即已有明确定义的框架类目，并一次为标准系统检视所有被考察的话语/行动/文本，将其归入事先确定的框架类型，考察其出现的频数。[78]


由此可见，“框架清单”分析取向中所采用的研究路径就是“演绎”(deductive)，即在分析开始之前就建构了一系列的框架清单和类目，并将文本逐一归入相应的框架类型。国外有研究曾经指出，在1990—2005年的15年中的全球各大新闻传播类期刊中，共有与新闻框架相关的131篇论文。其中，1990—1999年的仅有19%运用了“演绎”的分析取向，而到了2000—2005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37%。[79]
 可以看出，“演绎”的分析取向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框架研究者的重视。

上文中提到的国内学者使用较多的“论述结构”分析取向则属于“归纳(inductive)”的研究路径，但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在进行框架的归纳时，往往缺乏统一性和系统性，仅仅是对简单量化统计的结论描述，无法归纳出整体的框架类型。而运用“归纳”路径最为典型的分析取向是“诠释包裹”，同时，这一分析取向也是国外研究中使用最多的。同样还是在1999—2005年有关新闻传播领域框架分析的131篇研究成果中，采用“归纳定性法”进行框架研究的文章占63%，而以“演绎量化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则占32%。[80]


总体来看，国外的研究还是以“归纳”路径为主的，并且强调独特、具体的框架归纳，同时，“演绎”分析路径的研究也在不断增长，尤其是那些在先期建立一定“研究假设”的相关研究之中;而在我国，虽然在“论述结构”分析取向中也以“归纳”分析路径为主，但是，缺乏具体细致的框架归纳，而仅仅是以少量的过于统一和宏观的结论总结众多量化分析的结果;同时，国内的“演绎”分析路径发展得也并不充分，仅有少数研究能够通过这一分析路径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学者张明新的论文《后SARS时代中国大陆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呈现:框架理论的观点》就是其中成功利用“演绎”路径进行框架研究的典型。[81]


为此，本书将结合国内外框架分析在分析取向和分析路径上的优势与不足，既不忽略适当的量化研究，从新闻材料的“选择性”和“凸显性”上体现框架的总体特征;又能够逐渐厘清并尽量穷尽各类报道中蕴含的独特、具体的新闻框架。总体说来，本书是以定性的“归纳”分析路径为主。当然，在进行不同媒体、不同报道之间的比较研究时，我们也不排斥运用量化的“演绎”分析路径，以便达到更好的比较效果。

第二，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方法包括文献综述法、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框架分析法、话语分析法、比较分析法。

1.文献综述法

文献综述法用来总结目前国内外已有的有关西方涉华报道的重要研究，并由此归纳出这些研究的结论、影响因素等。这有助于找到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优点和不足，了解国内外涉华报道研究中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为今后的研究打好基础。同时，在文献综述的部分，笔者还对与框架理论、媒介框架等相关的理论成果、研究现状等进行了梳理，为“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这一主题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

2.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的定义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贝雷尔森的定义，他认为:“内容分析是对显在(obvious)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地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主要具有如下特征，即研究对象不受打扰;研究过程可重复;定量方法;非结构化程度高;描述媒介内容。[82]
 本书运用内容分析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全面把握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的数量、主题分布等的整体情况。以往的不少与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有关的研究中也运用到了内容分析法，但是要么是样本数量较少，要么是定量分析不详细、不彻底，导致在样本的整体把握方面有或多或少的缺憾。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两份美国主流报纸中2009年一共近千篇的涉华报道进行细致、有效的数量、内容方面的统计和分析。

3.个案分析法

为了弥补定量分析的不足，在整体把握样本情况的前提下，本书还将运用个案分析法。个案分析法是一种从小处入手，从个别事件、某类样本出发的研究方法。本书将会选取特殊事件，如“新疆7·5事件”、奥巴马访华事件等，进行专门的个案研究;还会对某类专门的新闻报道，如经济类报道、社会类报道等进行个案型的集中式分析，搜集其中多个相关的新闻报道，综合利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层面入手，探究其中所涉及的新闻框架。

4.框架分析法

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的重视并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大众媒体的研究方面，应用更为广泛。目前，框架分析法在传播学视野下至少涉及了三个研究领域，第一，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看媒体的内容框架如何被设置;第二，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看大众媒体的内容框架是什么，即媒体框架;第三，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看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83]
 本书涉及的主要是第二类研究，重点是媒介中的内容框架是什么，利用媒体内容中的象征符号和表意元素等框架的构成要素的使用来研究具体的新闻框架，这些要素可以是隐喻、举例、标语、叙述、视觉图像等象征符号，也可以是句法结构、情节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84]
 本书希望由对框架构成要素的分析，以“归纳”分析的取向，得出两份主流美国报纸独特的涉华报道新闻框架，同时，对于其中涉及的新闻报道的技巧和方法等也进行了梳理。其中，对于涉华报道中不同类型框架的总结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我们知道，框架理论可以说是分析形象呈现和再现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虽然框架理论最初从定性分析开始，近年来也常常被运用到定量分析中来。[85]
 本书中的框架分析法也会与以上介绍到的内容分析法中的定量分析有所结合，尤其是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框架结构和框架类型进行“比较中总结”的时候，这一结合表现得更为明显。

5.话语分析法

同框架分析法一样，话语分析法也是文本分析法的一种，时常与框架分析法交织使用。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新颖的研究立场和方式，与传统的实证研究立场和方法不同，它是对后者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对框架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法，在探究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方面运用得尤为突出，批判性话语分析一般通过分析新闻语篇来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正如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所说:“我的目的不在于研究真相(truth)的问题，而在于研究说出真相的人以及作为一种行为的讲述真相的活动。”[86]
 这为探究新闻中蕴含的内在框架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

6.比较分析法

在详细研究了两份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之后，笔者还会对两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进行详细的比较。比较过程中，主要运用两种方法，即“在总结中比较”和“从比较中总结”，前者充分运用了前文“诠释包裹”分析取向中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而后者则会运用“框架清单”的分析取向进行一定的量化分析，以此探究不同的美国主流纸质媒体在进行涉华报道时是否具有一些明显的差异，是否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五　本书的写作结构与主要内容

除了导论与结语部分之外，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以下是五章中涉及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主要研究的是《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分析。笔者主要采用了主题分类的方法，对2009年《纽约时报》中的政治类、经济类和民族宗教类三类涉华报道进行了新闻框架分析，既在分析过程中总结出了《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形象时运用到的技巧与方法，更利用“诠释包裹”的框架分析方法总结出了《纽约时报》中政治类、经济类和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具体框架内容。

在本书主体的第二章中，主要研究了《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形象问题。笔者以版面为分类标准，分别对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的“头版新闻”和增刊中的“中国专题新闻”进行了个案分析。笔者同样总结出了一些《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涉及的一系列报道方法与报道技巧，也总结出了两个版面涉华报道的详细框架内容，同时也对具体的框架进行了详细解释。

在本书主体的第三章中，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对两报的涉华报道技巧、方法与框架进行比较。其主要目的是探究不同的美国主流纸质媒体在进行涉华报道时是否具有一些明显的差异，是否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具体的比较过程中，主要运用到了“在总结中比较”和“从比较中总结”两种方法，前者充分运用到了前文“诠释包裹”分析取向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而后者则会运用到“框架清单”的分析取向。

在本书主体的第四章中，我们对上文中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根源性的追溯，从框架研究的理论前提入手，以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具体建构过程为主要研究内容，找出相应结果形成的根本原因。主要论述内容包括了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与影响因素、媒介框架的作用与评价三个方面。

在第五章中，本书主要探讨了美国主流媒体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笔者首先界定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并对不同时期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文献综述，同时，还对本书中所涉及的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总结。此外，为了探索研究美国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本书随后又对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最后，笔者还对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负面中国形象进行了剖析，并对这些负面形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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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作为美国的三大主流报纸之一的《纽约时报》创办于1851年9月18日，是美国社会公认的历史记录性报纸，美国人日常资讯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纽约时报》版面风格素来高贵严肃，被誉为“灰色贵妇”(The Gray Lady)。《纽约时报》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名声远播的“档案纪录报”特征，针对这一特征，该报有一句被浓缩了的编辑方针，即“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该报对国际国内大事，其完整和全面的程度，美国报纸无出其右者。[1]
 作为美国主流报纸的代表，《纽约时报》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章的目的就是研究2009年《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报道，利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式归纳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的主要新闻框架，以及由此所展现的中国形象。

第一节　新闻文本的数据统计与概述

在本节的内容中，我们将重点放在2009年《纽约时报》的全部涉华报道上，对2009年全年的涉华报道进行总体的统计与分类。

一　样本的选择与抽样

本章的研究对象是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笔者利用上海图书馆中的《纽约时报》纸质版本对2009年的涉华报道进行了全面搜索，共搜索到2009年中与中国、中国人、台湾、香港等涉华内容相关的报道583篇。搜索到的新闻报道不仅包括国际版、经济版、社论专栏、体育版、文艺版等重点版面中的内容，还包括了其中的简报(world briefing，business briefing，sports briefing，art briefing)、讣告(obituary)等版面的内容。

可以说，本研究是对2009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内容的一次全面、整体的搜索。

二　主题编码与原则

借鉴目前众多新闻报道量化分析的研究和分类方法，同时根据2009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依据主题的不同，将《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报道分为以下几个领域: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学技术、艺术体育。而在这六个领域之中，我们随后还将以报道的具体内容和报道方向为依据，将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比如，“政治”报道领域就可分为“国际关系”、“新闻自由”、“官员、政策”、“香港与台湾”、“改善中国形象”、“中国历史”六个具体类别，每一领域中的详细分类可用下表详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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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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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于美国报纸中涉华报道主题的编码和分类主要遵循了“细致入微”的原则，即试图将全部的583篇涉华报道都进行编码和归类。虽然有些分类中涉及的报道数量较少，比如经济类新闻报道中的“网络经济”以及科技艺术类新闻报道中的“旅游、历史、国宝”这两类编码下的文章各仅有两篇;同时还存在不少具体分类中的报道数量仅有不到10篇，与《纽约时报》总体583篇报道量相比数量的确较少。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编码并不能随意删除或忽略，因为这些包含报道数量较少的编码类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了整体报道的主题完整性和题材的丰富性，还进一步加强了文本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值得被我们列入统计、分析的范畴。

三　信度检验

在对《纽约时报》583篇报道进行“细致入微”地编码分类的同时，并不意味着笔者能够完全脱离主观的意愿，编码中的主观性也不能完全摒弃。为了将其中的主观成分降至最低，笔者另外邀请了两位编码员同时对583篇文章的编码与分类进行了讨论和协商。

这两位编码员均是在读新闻传播学博士，也研究过与国外报纸相关的课题，对于报纸内容的编码较为熟悉，笔者同两位编码员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他们对于编码说明、内容文本已经达到了比较熟悉的程度，并具备了编码的能力。笔者随机抽取了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约10%，即60篇报道让两位编码员进行重新编码与分类，利用Holsti reliability formula信度测量，由此得到的平均信度达到了0.89，符合最低信度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

四　不同主题新闻文本的分布情况

了解了对新闻文本内容的抽样、编码和信度检验之后，我们有必要对不同主题的新闻文本分布状况有所掌握，这就需要从主题分布的整体情况入手，只有大体掌握了主题整体的分布，才能够更为细致地分析不同主题间各自的特点。

(一)不同主题分布的整体情况

为了更为清晰地分析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不同主题涉华报道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用较为直观的柱状图来表示，由下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2009年《纽约时报》全部的涉华报道中，社会类的报道数量最多，达到了224篇，其次是经济类和政治类的报道，分别有146篇和132篇。在军事类和科技艺术类的报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艺术类报道，这类报道超过了《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总报道量的10%，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

(二)政治类主题的具体分布情况

由政治类报道的饼状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国际关系这一类别的新闻文本数量最多，其次是与新闻自由相关的新闻报道，排在第三位的是“官员、政策”，此类报道包括与政府责任、政策制定、官员腐败等相关的报道。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纽约时报》对香港与台湾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当地经济、政治、对外关系等的关注。

(三)经济类主题的具体分布情况

经济类报道中，有关某一公司、企业类的报道最多，这可能与西方媒体偏爱从微观、个案入手报道有关;而有关经济危机、贸易保护和经济复苏的报道也比较多，这一现象则与2009年的经济危机有关。同时，间接与经济危机相关，从进出口、经济合作等方向报道经济危机的新闻数量位居第三位。此外，银行、货币、债券类的报道也很引人注目，这或许也与2009年全球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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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类主题的具体分布情况

社会类报道主题的分布对比最为鲜明，由下图可以看出，有三类报道:宗教、人权和公共安全所占的比重最大，约占整个社会类报道的93%，这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主要与冷战以来西方社会报道中国的习惯有关，也与西方媒体自身的专业主义相关。当然，2009年我国发生的新疆“7·5事件”、猪流感事件等也相继成为了美国媒体报道的重点，且连续报道众多，这也使得这三类重要的新闻报道有了数量上的急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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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艺术类主题的具体分布情况

科技艺术类主题中包含了两个大类的报道题材，即科技类和艺术类，其中，艺术类题材包含数量最多的为“演员、演出、书籍、展览”这一类目，共有25篇相关报道，而与科技类题材相关的类目仅有一种，即对新能源、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进行介绍的报道，共有21篇。除了这两个类目之外，其他属于科技艺术类报道的类目中所包含的报道数量都不算多，都在10篇以下，其内容庞杂，涉及面广，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除政治、经济、社会以外的多彩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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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特点总结与原因探寻

经过初步的编码和统计，以及对不同主题新闻文本的分布情况进行的归类，我们可以看出，2009年《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报道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

首先，政治、经济、社会类报道占据主流，社会类报道数量最多。其次，军事类、科学艺术类报道的数量虽与主流报道相去甚远，但两类报道中各具体类目的报道数量却相差不大。最后，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主要的涉华报道类目之下，分别存在着各自占主导地位的报道主题，这些主题占据了主流类目的50%以上。比如政治类报道中的国际关系主题有64篇报道，占了全部政治类报道132篇的48.5%，新闻自由主题29篇，占据了政治类报道的21.9%，这两类主题就占据了全部政治类报道的70.4%，这一现象在三类主流涉华报道中普遍存在，从前文的饼状图展示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纽约时报》中2009年全年一共500多篇的涉华报道进行编码和主题分类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从归类后呈现的三个鲜明的特征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总体情况，在整体上对其有一定的把握。然而，这些特征的呈现也并不是偶然的，它们的存在必定具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美关系与国际环境使然

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中美两国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竞争也日益激烈，美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正在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动摇，因此，美国的主流媒体对有关中国的国际新闻关注度也就日益提升，尤其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等题材的内容关注度极高;此外，“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也逐渐意识到:长期以来大多数美国新闻媒介对国际新闻报道的不重视乃至不断收缩国际新闻的比率，其后果加深了美国人对美国之外世界的漠视与陌生，也蒙蔽了公众对美国外交与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安全的清醒认识，这种“人们所产生的需要更多了解美国之外世界的饥渴”，使得新闻媒介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走俏起来”。[2]
 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对于美国社会的打击也促使了美国媒体对于自身之外的其他国家动态的重视，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国造成经济、安全等威胁的国外动态。因此，在2009年仅一年的《纽约时报》中能够搜索到大大小小近600篇的涉华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美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态度使然

在1997年哈佛大学的一个调查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电视网的国际新闻占新闻报道的45%，但到1995年仅占13.5%。而在199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美仅有2%的报纸的新闻报道关注国际新闻。直到“9·11事件”之后，美国媒体才逐渐意识到需要让国际新闻“回暖”了，但这并不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回升，还包括了国际新闻报道内容方面的转变，正如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主席爱德华·西顿(Edward Seaton)所认为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今天的美国人并非不需要国际新闻，而是需要不同以往的国际新闻报道。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的编辑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也指出:“今天国际新闻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老的国际新闻总是传播战争与政治，新的国际新闻应该注重的是商业与经济，以及科学、技术与文化的报道。”[3]
 这就解释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类的主流报道以外，科技、艺术类报道为何会在美国报纸中逐渐抬头，这也是美国媒体逐渐改变国际报道的策略之一。

(三)美国媒体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运作规则使然

虽然《纽约时报》中主流报道只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类，但是在这三大类中还有诸多小的主题，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些小主题也有明显的数量多寡之分，如政治类新闻中就是国际关系和新闻自由类的题材报道占主流，而经济类新闻中则是公司、工厂和银行、货币类的题材占主流，并且这些主流题材的报道在数量上都占据了这个大类的5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套从题材选择，到采访写作，再到编辑出版的专业运作规则。这些专业的运作规则使得记者们在遇到各类国际事件时，懂得如何寻找新闻源，如何从某一角度切入，如何框架新闻的内容;而编辑也能够按照自己的习惯和规则处理记者的稿件。这些程式化的步骤和过程使得国际报道中的题材分类、写作角度等都有了一些内在的规则，使得众多报道虽表面不同，但本质一致，国际报道中的主流类别和主流题材由此产生。

第二节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框架分析

2009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了不少重大的政治类事件，如中美之间的奥巴马访华、中澳之间的力拓案、中朝之间的谈判等等，这些涉及中国的重大国际关系事件在《纽约时报》中都有相应体现。在《纽约时报》的叙事框架中，中国在与各国的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纽约时报》又是如何塑造中国的政治形象的呢?报道中运用到了哪些具体的策略?新闻框架又是如何体现的?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

一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样本选择、编码与类目设置

在数据统计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将样本的抽样、编码和类目设置进行相应的交代。

(一)样本的抽样

政治类新闻是一份报纸中“硬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份对国际新闻十分重视的美国主流报纸来说，《纽约时报》必定会对涉及中国的政治类新闻进行重点关注。而在政治类新闻中，最为重要的报道方向当属国际关系类报道，在《纽约时报》的131篇政治类新闻中，“国际关系”类新闻就有62篇，占了47.3%，主导地位显而易见，为此，本节就以《纽约时报》中的62篇国际关系类新闻作为主要分析样本。

(二)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涉及以下五个类目的分类与编码，即报道主题、版面设置、报道篇幅、消息来源和标题基调(具体编码表见附录1)。以下分别对其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进行阐释:

第一，“报道主题”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纽约时报》中国际关系类报道的内容和数量的分布，我们将其分为了四个报道主题，即“全球气候谈判”、“中澳力拓案”、“奥巴马访华”以及“其他国际关系”。之所以进行这样的主题分布，一是可以将中国国际关系中所涉及的不同国家、不同事务明确区分，不同主题的重要性一目了然;二是便于接下来不同主题下新闻框架的总结，使得框架分析更为清晰。

第二，“版面设置”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纽约时报》中涉华国际关系类报道的报道主题的版面分布情况，我们将“版面设置”这一类目分为五个部分，即“A1头版”(《纽约时报》的全报头版)，“国际版头版”(《纽约时报》国际版的第一版)，“国际版非头版”(《纽约时报》国际版除第一版之外的其他版面)，“经济版非头版”(《纽约时报》经济版除第一版之外的其他版面)，“A版评论版”(《纽约时报》A版中的评论版面)。

在《纽约时报》的“政治类”涉华报道中之所以仅仅涉及这五个版面，主要是因为受到以上分出的四个报道主题的限制。而为何在“政治类”报道中会涉及“经济版非头版”，也是基于报道主题的原因: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澳力拓案”、“奥巴马访华”以及“其他国际关系”四个以“国际关系”为主的报道主题中，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这一主题，其中的报道出现在经济类版面中也不足为奇了。

第三，“报道篇幅”的编码与分类

我们将《纽约时报》中有关中美国际关系的报道篇幅主要分为了三个类目，即“图片新闻”(以图片为主，文字注释为辅的新闻)、“短篇新闻”(字数、篇幅较少的“消息类”新闻)、“长篇新闻”(字数、篇幅较多的“深度报道类”新闻)。

第四，“消息来源”的编码与分类

《纽约时报》中有关中美国际关系的报道中涉及的消息来源主体较多，一共可分为五大类共17个小类，分别为:1.中国消息源(中国政府与官员、中国记者、中国专家或学者、中国个人、中国公司或机构) ; 2.美国消息源(美国政府与官员、美国记者、美国专家或学者、美国个人、美国公司或机构) ; 3.其他国家消息源(其他政府与官员、其他记者、其他专家或学者、其他个人、其他公司或机构) ; 4.国际组织(国际人权或气候组织) ; 5.模糊引用(那些无法确定身份、姓名、甚至国籍的消息来源，比如“some experts here noted (一些专家指出)”、“some Chinese economists said (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说)”等)。

第五，“标题基调”的编码与分类

对于《纽约时报》中涉华国际关系报道的标题，我们主要以其中涉及的具体词汇为标准，以通读全篇报道为依据，由此推断整篇报道针对中国的积极、消极或中立的情绪。比如，表达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合作的、庆祝的、愉快的”情绪的关键词有“celebrate”(庆祝)、“cooperation”(合作)、“negotiation”(协商)、“agree to”(赞同、同意)、“gain in”(增长、改进)，等等;表达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对抗的、侵略的、压抑的”情绪的关键词有“protest”(抗议)、“distort”(歪曲)、“bilk”(蒙骗)、“strain”(紧张)、“dispute”(争论)、“press”(强迫)、“clash with”(与……冲突)，等等。而标题中不包含情绪倾向的关键词的报道，则属于中立情绪的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纽约时报》标题中所要表达的“中国情绪”的分类，并不单纯以涉华报道的主题、事件等进行的正面、负面与中立的分类(即表达中国进步、上升的报道就是正面报道，报道中国面临的困难、问题的报道就是负面报道)，而是从标题中所包含的“冲突性”大小进行的分类。比如，有关“中澳力拓案”这一主题，从表面上来看，报道的主要事件为中国拘留三名力拓公司员工导致澳大利亚政府强烈抗议，若是从单纯的正、负分类来看，有关此类主题的14篇报道都是属于负面的，因为它们涉及了中澳关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如果从标题中所表达的“中国情绪”来看，仅有一小部分相关报道中提及了负面的、消极的情绪，比如，《纽约时报》在2009年7月18日所发表的一篇有关“中澳力拓案”的标题为“Bad business in China”(《糟糕的中国生意》)的评论就明显地带有评判、压制的情绪，故将其列入消极的情绪之中;而2009年7月13日，一篇相关报道题为“China's detention of mining executives rattles its global industrial partnerships”(《中国对于采矿主管的逮捕动摇了它的全球工业合作关系》)，其中的“rattle”(动摇、下滑)表现了中国工业目前并不乐观的状态，因此也可将其归为消极情绪类。当然，在“中澳力拓案”中包含最多的还是中立情绪的标题，比如，7月10日的报道“China says Australian is detained in spy case”(《中国声称澳大利亚人因间谍案被捕》)、7月13日的报道“Espionage charge in China may be linked to negotiations over iron ore prices”(《中国有关间谍的指控可能与铁矿石价格的谈判有关》)等，这些标题都没有明确的与“中国情绪”相关的词、句，为此可都被归入中立类。

(三)信度检验

在对《纽约时报》中有关中美国际关系的报道中的具体类目进行编码和分类时，我们同样邀请了上文总体编码中提及的两位编码员，笔者与两位编码员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最终，他们对于编码说明、内容文本已经达到了比较熟悉的程度，并具备了编码的能力。

笔者将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涉及的中美国际关系的总共62篇报道让两位编码员全部进行了重新编码与分类，将其中涉及的报道主题、版面设置、报道篇幅、消息来源和标题基调五个具体类目都进行了信度检验，编码员内部信度分析采用了Holsti reliability formula信度测量，由此得到的平均信度约为M =0.92，符合最低信度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报道主题”的编码信度，M =0.90;“版面设置”的编码信度，M =0.99;“报道篇幅”的编码信度，M =0.98;“消息来源”的编码信度，M =0.90;“标题基调”的编码信度，M =0.87)

二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在《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数据分析部分，我们主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即在中美国际关系的相关报道之中“谁最重要”;报道“为谁说话”;表达了“怎样的中国情绪”;建构了“怎样的新闻框架”。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是探索美国主流报纸塑造中国形象所运用的方法、技巧和框架的有效途径。

(一)谁最重要?

探索2009年《纽约时报》中哪些中美国际关系的报道占据了主导地位，报纸又对哪些中美国际关系事件进行了强调和凸显，其中涉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谁最重要”主题下我们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

第一，数据统计

我们主要从版面设置与报道篇幅两个方面考察《纽约时报》国际关系类新闻的报道重要性，其中，全报头版A1版中的新闻显然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是国际版头版中的新闻;而就报道篇幅来说，长篇报道自然要比图片新闻与短篇消息类报道显得更为重要。统计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版面*政治类新闻的具体方向*篇幅交叉制表

[image: img]


第二，数据分析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共62篇国际关系类新闻中，共有20篇报道被安排在了头版，其中全报头版A1版有6篇相关报道，而国际版头版则有14篇，头版设置率达到了32.2%，可见“国际关系类”新闻的重要性还是很高的;而就报道篇幅来说，仅有3篇短篇消息类新闻和1篇图片新闻，其余的58篇均为长篇报道，其中还包括了6篇评论，《纽约时报》对涉华国际关系类报道以长篇的、深度报道为主。

从四类不同的主题来看，3篇短篇消息类报道都属于“其他国际关系”这一主题，而唯一的一幅有关“奥巴马访华”的图片新闻还被安排在全报头版A1版中，虽然该报道仅有一幅图片，但其重要性还是因版面的设置而上升了。此外，从头版报道在四类主题中占有的比例来说，A1版头版报道占有率最高的主题为“奥巴马访华”，比例为33.3%，其次为“全球气候谈判”，比例为15.4%，排在第三位的是“其他国际关系”主题，比例为6.9%，而“中澳力拓案”主题下的报道总量虽然不少，有14篇，但A1版中的数量为0，由此可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才是《纽约时报》中的重点，A1头版中比例靠前的两类主题都属于与中美关系相关的主题(“奥巴马访华”与“全球气候谈判”)，国际报道中的“接近性”原则由此显现。

(二)为谁说话?

新闻报道中体现出的倾向性往往是隐蔽、不易发现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阻碍我们探索它的理由，对于报道中引语使用情况的统计和分析是探索其倾向性的重要手段。

第一，数据统计

《纽约时报》的信条是“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然而，即使那些被刊登的新闻都是适宜的、合适的，那么是不是说明它们也是平衡的、无倾向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无论《纽约时报》中刊登什么题材的新闻，总是有一个确定的立场，也总是代表着明确的主体在说话，倾向性无处不在，但隐藏得很深，明确的数字就是展现暗藏倾向性的最好方法。而判断新闻“为谁说话”的最好指标，则无疑是各类引语的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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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纽约时报》的四个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的主题中，引语的使用几乎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在“全球气候谈判”这一主题中，来自美国的消息源最多，一共有70处，其中，来自“美国政府或官员”的引语有59条，而来自“美国专家或学者”的引语有11条;同时，来自中国的新闻来源有51处，比来自美国的消息源少了19处;此外，来自中美两国之外政府或官员的消息源也有20条，与全部美国消息源相加，共有90条，占了全部该主题消息源的60.4%，来自中国方面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如果说气候谈判属于全球性事件，涉及的国家众多，在中美两国消息源的使用上没有太大差异的话，那么对于“奥巴马访华”这一纯粹的中美关系主题，其中的消息源对比则更能发现问题。在一共68条引语中，就有33条来自“美国政府或官员”，还有8条来自“美国的专家或学者”;而来自中国的消息源虽然在总数上也不少，共有37条，但是，来自中国政府或官员的消息源只有3处，其他34处消息源都是来自独立的个人或专家。对于中国政府声音的习惯性“屏蔽”，以及对于中国独立个人或评论者消息源的相对重视，是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中的常态。因为从中国政府的言论中无法找到与美国政府相呼应的声音，只有从五花八门的专家或个人的声音中寻找合适的引语，并将其作为强化美国消息源的重要手段。

同样，在“其他国际关系”这一主题下，美国消息源以及其他国家的消息源仍然远远超过了来自中国的消息源。由于这一主题下不仅包含了中美间的各种国际关系，还包含了中非、中澳、中朝等不同类型的涉华国际关系，为此，除了来自美国的消息源，其他国家，如非洲国家、澳大利亚、朝鲜等国的消息源也形成了与中国消息源的强烈对比。以数量最多的“政府与官员”以及“专家与学者”两类消息源来说，来自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的消息源分别为76条和51条，而来自中国政府的消息源仅为17条;同样，来自美国与其他国家专家和学者的消息源数量分别为40条和32条，而由中国专家发出的声音则仅为16条。总之，在“其他国际关系”这一主题下，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源远远少于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消息源，甚至没有一处中国引语超过20条。

与以上三类主题相比较，“中澳力拓案”就显得有些“另类”了。在这一主题中，来自澳大利亚方面的消息源共有89处，而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有82处，相差不大，基本达到了中澳两方的消息源平衡;此外，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源也显得很少，只有15处。可见，《纽约时报》在“中澳力拓案”的主题下，既做到了不掺杂自身观点，又做到了中澳双方消息源的平衡，似乎是四类国际关系主题中最难看出倾向性的。然而，如果我们加入另外一个指标——“模糊引用”，则又会呈现另一番景象。在除“中澳力拓案”之外的其他三类主题中，“模糊引用”占全部引用的比例都不超过20%，唯独在“中澳力拓案”这一主题下，186处引语中，就有47处“模糊引用”，比例达到了25.3%，这又为我们对《纽约时报》隐含“倾向性”的方式有了更多的了解，“模糊引用”带来的倾向性要比单纯运用“引语数量”展现的倾向性显得更为隐蔽。

第二，数据分析

通过以上对四类主题进行消息源方面的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纽约时报》的涉华国际关系报道中，仅涉及中美关系时，主要是以美国自身的角度与立场报道，即使是中美两国在消息源总量上差异不大，《纽约时报》还是会利用增加个人或专家学者的消息源使用而使得报道倾向于本国;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时，《纽约时报》便会立刻尽量撇清自身的参与度，转向以中美之外的第三国的角度与立场进行报道，降低使用中国消息源的机会;而当《纽约时报》涉及诸如“全球气候”谈判这类两个以上国家参与的国际事务时，就会在发出美国声音的同时，尽量多使用其他国家的消息源，以此削弱中国消息源的重要性。

总之，在涉及国际关系的主题时，《纽约时报》首先是以自身的立场为主，而将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消息源、个人和专家等多样性消息源作为强化自身立场的工具;当然，如果在报道中不便涉及美国立场，《纽约时报》也不会以表达中国的态度与立场为主，而是以模糊引语等手段，不知不觉地将报道立场转向第三国。

(三)怎样的中国情绪?

报道中的立场和情绪对于受众的影响是逐渐、潜移默化的，也是最难被具体捕捉的，本节需要探讨的重点内容就是如何努力摒弃研究者的主观成分，从众多新闻报道中挖掘出“情绪”的部分。

第一，数据统计

由上文分析可知，《纽约时报》涉华国际关系报道中的中国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但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纽约时报》的国际关系报道中就是被诟病的呢?在《纽约时报》的涉华国际关系报道中，展现了怎样的中国情绪?是合作、庆祝、愉快的，还是被压抑、侵略、抗议的?为了使研究具有针对性，我们将报道中展现的中国情绪集中到新闻标题中，从62篇相关报道的标题基调着手分析这一主题。


政治类新闻的具体方向*标题基调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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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62篇《纽约时报》的涉华国际关系报道的标题中，有39篇的标题中并未体现中国的某一特定情绪，有6个标题比较积极向上，表达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合作的、庆祝的、愉快的”情绪，而有17个标题(27.4% )所要表达的中国情绪则相对比较消极，主要表现了“对抗的、侵略的、压抑的”情绪，近63%的标题都表现出了对中国的较为中立的情绪，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平衡的。

第二，数据分析

在四类国际关系主题中，“奥巴马访华”这一主题里具有消极的“中国情绪”的报道标题比例最大，占了50%，其次为“全球气候谈判”主题，有38.5%的报道标题中含有消极的“中国情绪”。按照常理来推论，“奥巴马访华”这一主题并不属于中美国际关系中的冲突性主题，冲突性小了，有关消极的“中国情绪”自然应该也比较少，但是事实却是这一主题中的消极情绪标题是最多的，仔细分析后发现，在“奥巴马访华”这一主题中，《纽约时报》并没有将重点放在两国领导人的具体会面、奥巴马的行程方面，而是不断强调中国对于奥巴马行程、演讲等的阻碍与控制，比如“Another clue to how China managed Obama's visit”(《中国控制奥巴马访华的另一线索》)、“Openness sought for Obama town hall forum clashes with China's controls”(《奥巴马演讲中所寻求的公开性与中国的控制形成冲突》)、“China holds firm on major issues in Obama's visit”(《中国对奥巴马访华的主要事务进行严格控制》)，等等。

在大部分新闻报道标题都表现出了对中国的较为中立的情绪，总体情绪比较客观、平衡的表象之下，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新闻标题中使读者对中国产生消极情绪的并不一定是那些冲突性事件(比如“中澳力拓案”就是一起冲突性较强的事件，但具有消极情绪的标题只有21.4%，远低于“奥巴马访华”主题中的50% )，而往往取决于具体的报道角度和切入点，这也为我们今后对于报道基调的分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四)怎样的新闻框架?

为了分析《纽约时报》涉华政治关系报道中包含了怎样的新闻框架，我们以甘姆森以及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为起点，将框架视为一种建构过程，并将单个的新闻文本结构拆解成两个重要组件: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及框架装置(framing devices)。其中，诠释包裹就是新闻故事中的主要框架，在媒介议题的框架过程中，诠释包裹决定了什么是故事场景中最重要的中心议题，这一议题又被不同的行动者框架成不同的形貌，媒介一旦介入，就会决定让某个行动者的诠释话题被再现出来;而框架设置则包括了标签(label)、隐喻(metaphor)、范例(exemplar)、关键词(catch-phrase)、描述(depiction)和视觉图像(visual)等，框架装置具有装配、衬托及强化诠释包裹的作用，即运用符号、修辞、情节选择等达到“框入”与“框出”的功能。

第一，框架总结

我们从62篇《纽约时报》涉华国际关系类新闻中提炼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诠释包裹，即①“全球气候谈判:中美两国对彼此应承担的责任互不相让，但两国间的相互合作才是关键”;②“奥巴马访华:强调了中美双方相互合作的必要性，但因中国的操控，访华的重要议题并未得到凸显”;③“中澳力拓案:中国以窃取国家机密之名，行贸易报复之实”;④“中非之间:中国以获取矿产为目的，对非洲国家进行并不平等的贸易投资和援助”;⑤“中国与伊朗、阿富汗:努力平衡中美阿(伊)三国的关系，并伺机从中获益”;⑥“中印之间:印度视中国为威胁，一是边境威胁，二是国际地位威胁”。笔者由此绘制了以下的矩阵图，使得《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新闻框架显得更为明晰、更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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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框架分析

对于新闻报道的框架总结只是框架研究中的一部分，而对于每一具体框架的分析也是其中的必要环节。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对以上总结出的六类具体的新闻框架进行的详细分析。

1.全球气候谈判

在全球气候谈判这一议题下，《纽约时报》将重点放在了中美两国的谈判态度与谈判行为之中，这一议题下所建构的主要新闻框架为:中美两国对彼此应承担的责任互不相让，但两国间的相互合作才是关键。既描述了中美两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具体矛盾与冲突，也强调了双方合作的必要性。《纽约时报》中的相关报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新闻框架。

(1)中美双方设法使对方在全球的气候变化中负更多的责任。

①强调中国的责任。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责任的强调是《纽约时报》气候谈判相关报道中的重点，许多报道中都提及了这一问题，现列举一些典型报道语句。

有的报道中强调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了美国，以此暗示中国应该承担比美国更多的责任:尽管以“个人”为单位中国的污染物(pollutants are measured on a per-person basis)还是远远低于美国，但是中国目前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美国要多。同时，中美两国排放的导致气候变化的污染物占了全球总量的40%。[4]


有一些报道详述了中国“模糊”的碳排放的缩减目标，以此强调中国规避责任的行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及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缩减“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或者根据未来的经济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达到一个“显著”的程度(a“notable”margin)，但他并没有对目标进行详述。胡锦涛既没有定义“显著”的含义，也没有接受任何应履行的排放物的缩减。他还将排放物的缩减努力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联系，因此每一美元产量所对应的排放量——或称“碳强度”——可能是减少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步，碳排放的总量可能依旧在增长。[5]


有的报道则通过美国对中国碳排放目标的评论，进一步对其表示不满，并表示美国不会让步:美国深信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目标太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目标公布的那天，称其是“令人失望的”(a top A-merican official called it“disappointing”the day it was announced)。没有一个强劲的排放承诺以及对于中国进行国际监督的协议，美国国会不可能同意一个严格的新的美国国内气候管理体制。[6]


②强调美国的责任。在《纽约时报》中众多有关气候谈判的报道中，对于美国责任进行强调的内容并不多，经过通篇筛选，我们主要归纳出了以下几处，这几处对于美国责任的强调都是通过中国领导人或者专家、学者等的评论体现出来的。

中国对美国提出碳排放缩减目标感到不满。美国提出的排放目标远远低于中国领导人公开表达的需求，许多中国人——不仅是政治家、还包括学者以及普通公众——将会说，在美国指责中国之前，它应该首先整顿自身(the U.S.should clean up first)。[7]


中国从历史角度强调美国应担负的责任。“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这一过程有一到两个世纪，”中国的气候谈判者说，“那些由发达国家排放的气体积累起来造成了全球变暖。谁应该负起历史的责任呢?”(Who should tak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8]


面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指责，中国明确对其进行反击，强调西方国家的不良动机。中国政府被来自西方的批评所激怒，并对此进行反击(fired back)。西方国家批评说中国阴谋破坏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即规定在哥本哈根谈判中缩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中国声称，发达国家试图在发展中国家挑起冲突，并怀疑发达国家在避免缩减自身的气体排放(in a cynical attempt to avoid reducing their own emissions)。[9]


(2)总结出中美在气候谈判中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首先，中美之间的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新的协议谈判被两个问题所阻碍:一是抑制气候变化的责任是否应该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二是发达国家应该给发展中国家多少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0]


其次，还有一个阻碍来自对各国如何具体“负担”气候变化的争论:总体说来，发达国家应该给发展中国家以一定的资金援助。但是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哪些具体的国家应该支付这笔资金。是不是仅仅发达国家需要做出贡献，或者也包括了那些快速发展的——以及获取日益增长财富的——污染国家，比如中国?但是中国的气候谈判者说，美国不要指望中国能够支付这笔款项，“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的结果，中国是首当其冲遭受不良后果的国家之一。”[11]


(3)强调中美两国在气候谈判中合作的必要性。

中美两国合作的前提是，两国在对抗气候变化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共同产生了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40%，他们能够共同领导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或者他们也能够共同将事情变得更糟。[12]


正因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巨大作用，中美双方才必须在这方面实现合作:在美国白宫发言人佩洛西访华期间，她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气候谈判的问题，号召中美应携手合作，担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我们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们对自己负有责任，对彼此、对全世界也有责任。我们必须一起合作。”(We must work together)[13]
 此外，洛佩西还说:“中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做一些事情的话，他们就不会做任何事。一些与我们谈判的中国人说，美国应该做得更多。我也承认，我们应该要多做一些。但是我们必须一起去面对。”(But we all have to go down this path together)[14]


一些报道中也强调，如双方不能实现合作，则会影响协议的签订:奥巴马政府的主要气候谈判者称，中美两国“对于彼此视而不见”(the two gorillas in the room)，如果他们不停止争辩，那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就不可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国际协定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15]


由此可见，虽然中美双方都应该在气候谈判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双方的合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两国的合作困难重重，并不容易，为此，参加中美气候谈判的一名美国民主人士爱德华J.马奇(Edward J.Markey) 称:“(中美之间的气候谈判)将会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外交谈判之一。”(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16]


由以上的框架分析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对中美两国气候谈判新闻框架的搭建，主要通过双方责任、谈判问题根源、双方合作的必要性等几方面来展示，在这一新闻框架中涉及的关键词有:together (共同、一起)、responsibilities (责任)、obligation (义务)、blame (指责)、emissions target (排放目标)、complex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复杂的外交谈判)，等等。

2.奥巴马访华

由于在2009年《纽约时报》中，有关奥巴马访华的相关报道数量并不多，一共只有6篇，对于框架分析来说，6篇的文本量似乎显得过少，不足以概括出令人信服的新闻框架。但是为了使框架分析更具有针对性、操作更为简便、界限更为分明，我们还是将这一议题所建构的新闻框架进行了概括，即奥巴马访华强调了中美双方相互合作的必要性，但因中国的操控，其中的重要议题并未得到凸显。这一框架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强调中美双方合作的主要议题。

在6篇有关奥巴马访华的报道中，有很多地方重复地涉及了中美双方合作的主要议题，同时，报道中也不时强调中国在这些议题中的重要地位，以显示美国对于中国的重视。比如，奥巴马访华需要中国政府帮助美国完成许多十分重要和艰巨的问题，包括稳定全球经济体系，阻止全球变暖，劝说朝鲜停止核武器试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生产更多的核武器。[17]
 奥巴马说，中美两国在一些事务上担负着“领导的责任”(burden of leadership)，比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行动，并且说中美两国在许多共同关心的事务上需要更为紧密地合作。[18]
 再如，在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抑制全球变暖、劝说朝鲜放弃核试验以及阻止伊朗建造更多的核武器。[19]


(2)中国对于奥巴马访华进行操控的原因与相应结果。

首先，一些报道中认为，中国操控奥巴马访华，并对一些主要议题进行压制是有原因的:中国将包括经济发展、能源供应等在内的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中美之间的适度合作。比如，在国际安全方面，虽然中国也表现出了对于朝鲜和伊朗核武器试验的关注，但是，对于朝鲜:“中国依然是平壤主要的经济支柱，并且实现了在制裁中钻空子的意愿”;而对于伊朗:“中国似乎则更加关注自己对于能源的强大需求，以及伊朗能够满足中国的能力”;同时，中国还与巴基斯坦有长期的、密切的关系。[20]


其次，中国对于中美合作中体现出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产生了一系列“含糊不清”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并不是美国所愿意看到的:因为中国对于奥巴马露面的“微观管理”(micro-management)，奥巴马访华更多地成为了中国抵制外界压力的展示，而没有提升奥巴马议题中的要点，分析者说。正因为中国对于奥巴马访华的一系列操控，在重要议题中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比如针对伊朗问题(胡锦涛并没有公开探讨制裁的可能性)、中国货币问题(胡锦涛并没有同意改变其价值)、人权问题(一份联合声明坦率地承认两国间“存在差异”)，中国在大部分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坚持自己的观点(China held firm against most American demands)。[21]


(3)在对奥巴马访华进行报道的过程中，《纽约时报》仍然不忘穿插对中国在国际、国内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指导”或“警醒”。

一些报道强调美国应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必要的指导:奥巴马需要鼓励中国展现更为强劲的国际角色——但是同时也抑制一些中国的黑暗本质(some of its darker instincts)，包括错误地对待自己的公民、与苏丹之间并不体面的关系以及威胁邻国的倾向。[22]
 奥巴马在访华过程中进行了演讲，演讲的一开始，他就说美国并没有设法将其政治体系强加于其他国家，但是他呼吁言论自由并且尊崇所有人共有的“普遍权利”(universal rights)，同时，奥巴马相信有“特定的基本原则”(certain funda-mental principles)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所有人。[23]
 以上的这些例子强调了美国对于中国目前“恶劣”现状进行“抑制”的必要性，并提醒中国那些“普遍权利”与“基本原则”的存在，以示其对于中国发展的“指导”作用。

还有一些报道强调美国应对中国的未来进行足够的“警醒”:中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超级力量还是“有变数的”(China's success as a modern superpower is not guaranteed.)。失业以及工人的不满引起了巨大的挑战，同时还有来自西藏和新疆独立运动的挑战。中国只有做到尊重自己的人民和邻国，才能变得更为稳定，经济更为强大，具有更多的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更好的伙伴。[24]


总之，可以如此形容奥巴马的访华行程:奥巴马这次访华是美国面对成长中的亚洲力量的担心不断增加的模板(The trip was a template for rising American anxieties about the rising Asian power)。[25]
 而面对中国政府对于奥巴马访华的“操控”，美国则绝不能坐以待毙，“美国总统必须要乐于勇敢地面对北京政府，以此来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精髓”。[26]


在奥巴马访华报道所建构的新闻框架中，所运用的关键词有:cooperation (合作)、help (协助)、micro-management (微观操纵/管理)、China's voracious energy needs (中国贪婪的能源需求)、in defense of core A-merican interests and values (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精髓)，等等。

3.中澳力拓案[27]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澳力拓案时，所建构的新闻框架十分清晰，即中国以窃取国家机密之名，行贸易报复之实。为了使得这一框架的搭建显得顺理成章，《纽约时报》中的相关报道主要强调了案件根源、定性、影响、结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1)挖掘案件发生的根源。

在《纽约时报》的国际关系类新闻中，几乎每篇有关中澳力拓案的报道都会对力拓员工被捕的时机和时间段进行“猜测”与“评价”。

比如，一些报道认为力拓案与中澳之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有关:分析者认为这一案件发生的时机有些奇怪(the timing of the case peculiar) ;近期，中澳两国政府间的摩擦增加，主要是因为中国寻求对澳大利亚矿产和资源公司进行巨大投资的机会。中国的钢铁工厂也与力拓公司领导的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生产者进行紧张的谈判，以寻求价格缩减。[28]


还有一些报道中认为力拓案是一起“报复”事件，将其与中澳之间的铁矿石谈判相联系:这一案件惊动了全球的矿产业，澳大利亚的政治家认为对于力拓员工的逮捕是报复行为(retaliatory)。[29]
 一些分析者认为北京政府利用这一案件来惩罚(punish)力拓公司，因为力拓上个月叫停了中国国有公司19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30]
 一些澳大利亚人将这次扣押看作是报复(retaliation)，因为力拓公司在今年与中国的谈判中表现得比较强硬，而最近也废止了一项给予中国公司大量股份的协议，在谈判破裂后不到一周，中国国家安全局的人就在上海扣押了四名力拓员工，包括了胡先生(力拓高管)，怀疑他们利用机密的文件在那些谈判中获得了并不公平的有利条件。[31]


当然，有的报道中将力拓案的根源挖掘得更为深刻，认为这一案件是中国抢占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体现，也使两种体系间的贸易主体产生了冲突:中澳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增加，澳大利亚认为中国试图在本国开展巨额投资，将会使中国控制太多的澳大利亚珍贵的自然资源(give China control over too much of Australia's valuable natural resources)[32]
 ，一些澳大利亚人将中国对于力拓员工的逮捕视为是一种报复。中澳之间的关系在2009年年初就开始瓦解了，许多澳大利亚人担心中国占据力拓公司以及其他澳大利亚公司大部分的股份，并且获得了一些澳大利亚最为珍贵的资源的控制权(gaining control over some of the country's most valuable resources)。[33]
 分析者说双重的体系在以下两者之间:铁矿石的大型生产者，如力拓公司，和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国钢铁协会——它代表了每年固定协议谈判的大型钢铁厂的利益，产生了摩擦(friction)，通过固定协议中的低价格，钢铁协会成员能够在黑市中交易或售卖铁矿石，但是近年来，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者力拓公司开始与中国钢铁协会进行价格战(battled with the association over pricing)。[34]


(2)关注中国对力拓案的定性。

首先，强调中国对力拓嫌疑人所控诉的具体罪名，即窃取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利益。几乎在每一篇有关中澳力拓案的报道中都提到了对这一罪名的定性，试举几例:开始，中国对三名力拓员工罪行的定性是“窃取国家机密，控告其犯有间谍罪”(on suspicion of stealing state secrets and could be charged with espionage)，同时案件可能还涉及商业贿赂。[35]
 这些力拓员工以窃取国家机密，在中国从事间谍行为，并且危害国家利益为名被捕(stealing state secrets，spying on China and harming the country's interests)。[36]
 中澳之间的关系在2009年7月变得恶化，主要是中国以间谍罪名逮捕了参与铁矿石谈判的四名力拓员工，中国控告他们窃取有关铁矿石价格的国家机密(stealing state secrets about ore pricing)。[37]
 2009年7月国家保密局上海分部逮捕了四名力拓员工，包括了一名在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怀疑四名力拓员工从中国巨大的、国家控制的钢铁制造业中窃取机密文件(stealing confidential documents)。[38]


其次，强调中国特有的“国家机密法”的含糊本性，很多报道在实质上并不认同这一定性。法律学者称，中国的国家机密法并不明确(vague)，它通常用来对政治犯和那些北京政府认为对国家利益造成威胁的人身上。通常，这些违反国家机密法的人甚至不允许与律师见面。[39]
 一些法律专家和澳大利亚官员批评中国将这一显而易见的商业欺诈案看作是基于含糊的国家机密法(its vague state secrets law)之下的国家安全案件。[40]
 真不清楚力拓案究竟是怎样有资格被看作是一种窃取国家机密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北京政府也会利用这一含糊的、专横的、实在过于便利的指控(similarly vague，arbitrary and all-too-convenient charges)来惩罚持异议者。[41]
 法律专家说，抗辩中国的国家机密法十分困难(difficult to defend against)，因为在指控归档之前，嫌疑人并不允许与律师见面。[42]
 《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家机密法”的含糊性、专横性、难抗辩性等特征进行了严重诟病，从侧面否定了中国对于力拓案嫌疑人的指控。

(3)指出力拓案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影响。

在《纽约时报》中有关力拓案的十几篇报道中，零散地提及了这一案件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影响，其中，还有一篇报道专门以力拓案对中国的全球工业合作带来的危害为题，《中国对矿产高管的逮捕动摇了它全球的工业合作关系》(China's detention of mining executives rattles its global in-dustrial partnerships)[43]
 ，认为这一案件可能根源于价格争论的指控，震惊了全球铁矿石工业，使得中澳间的关系紧张，并可能对中国国内的国外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have a chilling effect)。一方面是影响到国外对中国的投资，“这一案件也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焦虑，如果国外投资者感觉不确定因素上升，这将会对来自全球的国外投资者改变在中国投资的方式，也会改变这些企业在中国高管的设置”;另一方面影响到中国对国外的投资，在中国的国外律师称，中国的行为将会遭到报复(invite retaliation)，伤害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力拓案可能会减缓或者停止(slow or stall)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合作、拓展计划，还会对中美、中欧间的合作有所影响。

此外，相关报道中还以引语的方式，指出了国外投资者对于中澳力拓案的“心有余悸”:一名美国专家说，“力拓案将会给中国的商业环境泼上一盆冷水，人们会想‘我们真的要陷入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关的高风险的谈判吗?如果事情运转不当，我们将会被报复(people might retaliate)’。”[44]
 “这一案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任何澳大利亚人或者国际上的商业主管们，如果你同中国人做生意，那么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生意本身(you can lose more than your business deal if you cross these people)”(暗示自身的自由也会被限制)[45]
 中国之后决定对四名力拓员工从轻指控，但是愤怒的澳大利亚人——包括澳大利亚总理——警告说这一起诉将会威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threaten China'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46]


(4)关注力拓案最后的处理结果，即中国政府的“妥协”细节。

首先，中国政府迫于外界压力，决定不以“窃取国家机密罪”起诉四名力拓员工，强调了中国的退让和妥协。在四名力拓员工被捕后，澳大利亚总理劝告中国政府对待这些员工要公平、公开和明智(fairly，openly and judiciously)，因为全世界将都会关注中国如何处理这一案件。一名美国专家说:“在起诉人公告中运用的语言表明了北京政府选择给控告降级”，“中国可能正在设法将力拓案从国家机密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以此来降低全世界对其的过度关注”。[47]
 在周二，四名力拓员工被正式以商业贿赂和违反商业机密罪(on suspicions of commercial bribery and trade secrets infringement)批准逮捕——指控很严重，但是与可能被指控的间谍罪相比争论性小多了。间谍罪是实行闭门审判和严厉惩罚的一种罪行。取消间谍罪的指控可能会帮助减少过去一个月中形成的外交和国际抗议的危险，专家说。因这一案件缺少透明度，来自澳大利亚和国际商业团体的几周以来对此的压力促使了中国官员的退让。[48]


其次，针对中国对四名力拓员工最终控诉的罪名——商业贿赂罪，《纽约时报》也认为中方的举证并不充分，从经济和法律等方面指证中国对这一罪名的认定并不合理。在相关报道中，主要利用了一系列的矛盾展示和追问等方式对“商业贿赂”这一指控进行了质疑。其中，前后矛盾的质疑包括:上周末，一篇刊登在中国国家保密局隶属的网站上的文章声称，力拓公司的欺诈行为导致中国在六年中损失了1000亿美元，但是在此期间中国的进口铁矿石的总价值才为900亿美元，一些分析者如是说。“这并不代表案件不会回到国家机密上来”一位美国专家说，“我们不知道最终情形会是怎样。但是，不继续以国家机密罪定论，似乎可以看出中国不想毁掉外交层面的一些东西(it seems they didn't want to blow things up at a diplomatic level)”。

而以追问的方式提出了质疑的例子有:一些法律专家说，该案件中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Many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in the case)。这些问题包括:如果中国有证据证明力拓参与了贿赂，为什么不对力拓公司进行指控呢?为什么警方或者检方还不对涉嫌接受贿赂并提供内部信息的中国个人或公司提起诉讼?[49]
 由此可见，《纽约时报》不仅对“窃取国家机密罪”进行了反对，还对“商业贿赂罪”进行了质疑，实质就是为了强调中澳力拓案“报复”的本质，暗示被指控的四名力拓员工是无辜的。

在中澳力拓案这一议题中，《纽约时报》从案件的缘由、过程、影响、结果等几个要素出发，建构了一个“中国政府利用莫须有的罪名报复、惩罚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新闻框架，并认为中国对力拓员工的指控本质是“暗杀行为”(thuggish behavior)，并指出:北京政府的这一暗杀行为一定会付出代价。这一案件增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使得国外公司对于在中国投资和派遣高管更为小心，当然还会激起对国外中国国企投资的抵制。这一案件最终将会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That could ultimately prove expensive)。[50]


在《纽约时报》力拓案的相关报道中，包括了以下几个关键词:retaliatory (报复)、tension (紧张)、punish (惩罚)、stealing state secrets(窃取国家机密)、vague state secrets law (含糊的国家安全法)、fear (恐惧、忧虑)、thuggish behavior (暗杀行为)，等等。

4.中非关系

在《纽约时报》有关中非关系的新闻报道中，总是离不开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minerals (矿产)、catch (圈套)、corruption (腐败)等这些关键词。这一议题所展现的主要新闻框架为:中国以获取矿产为目的，对非洲国家进行并不平等的贸易投资和援助，从而恶化了非洲的经济现状。

在这一新闻框架中，首先表明了中国对于非洲国家的矿产觊觎的态度:中国在非洲获取矿产的方法就是与其签订巨大工程的合同，以此交换矿产(in exchange for minerals)。[51]
 从巴基斯坦到安哥拉再到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利用自身巨大的外汇储备来巩固外交同盟，获得自然资源使用权以及为本国大企业招揽生意的机会。[52]
 中国决定在非洲寻找矿产(determined in its pursuit of minerals in Africa)，经常不考虑这些非洲国家是被如何统治的。[53]


在有关中非关系的报道中，《纽约时报》还会利用各种来自非洲国家官员或人民的引语，以此暴露出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本质以及给非洲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这一投资模式在经济危机时显现出了问题，非洲政府现在意识到，这些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在实质上是一种借款，对今后的收入不利，而不断下降的价格可能使他们承担巨大的债务。几内亚目前对于中国的投资越发感到怀疑，许多人都将中国公司像西方公司一样对其进行资源开发的行为，看作是一种侵略。[54]
 中国“被看作支持独裁集团以及军阀，并且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几内亚人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主，国家就不会有发展。因此美国的支持显得更加重要”(So the American support is much more important)，一名几内亚人权官员说。[55]
 对于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行为，越来越多的专家表明，中国的援助伴随着圈套(comes with a major catch) :受援助的国家必须购买来自由中国政府亲自挑选的、许多是国有的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资金借入国的竞标者十分沮丧，同时，中国还对一些重要数据保密，比如工程花费、借款总量和还款条件。甚至是那些作为国外援助的贷款总量也被看作是国家机密。反贪污者抱怨，这种保密行为导致了腐败，而腐败行为又会使对外援助贬值。[56]


在中非国家关系的框架中，还有一种建构方式，即以提示、警醒或指责的话语对中国发展与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发展专家称，他们试图使中国明白，更好的防护措施和更为开放的程序将会加强中国获得影响和贸易的努力。如果工程因回扣和夸张的花费而倒塌，专家们说，中国将会最终成为这样的状态:不仅出口商品和服务，还会出口腐败的名声，中国国内已经与腐败进行斗争了(China will end up exporting not only goods and serv-ices，but a reputation for corruption that it is already battling at home)。此外，在引用了中国总理温家宝有关中国企业在做生意时必须遵循国际规则，保持公开和透明，并以正常程序竞标大工程，杜绝不适合的贸易，反对腐败和回扣的讲话之后，相关报道中立刻指出:“但是中国目前没有具体的处罚贿赂国外官员的法律。而且中国似乎一点也不渴望侦查或惩罚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在国外贸易活动中的行为可疑的企业。”[57]
 通过对这一系列的结果和现状的叙述，相关报道起到了一定的警醒、指责作用，提示中国政府要明晰在非洲援助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并督促其在对外投资腐败的行为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5.中国与伊朗、阿富汗的关系

对于中国与伊朗和阿富汗这两国之间的关系，《纽约时报》将美国的作用也引入其中，主要报道中国在美国、伊朗/阿富汗之间如何游走，从而由此达到预期目标或获取国家利益。概括说来，这一议题中所建构的新闻框架为:中国努力平衡中美阿(伊)三国的关系，并伺机从中获益。而在其中所涉及的关键词有:energy reserves (能源储备)、stiff sanctions(严厉制裁)、balance (平衡)、benefit (益处)、profit (获利)，等等。

(1)与中非关系一样，在中国与伊朗、阿富汗的关系这一议题中，仍然离不开“能源”这一中心话题。

对于伊朗——相关报道中提到了中国对伊朗能源储备的依赖:中国对伊朗的广阔的能源储备严重依赖(China relies heavily on Iran's vast energy reserves)，以此抵消本国的能源短缺。伊朗的能源储备大约占了世界天然气矿藏的15%，以及石油矿藏的1 /10。中国估计已经向伊朗天然气和石油工程投资1200亿美元。作为回报，伊朗也大量进口中国的机械工具、工厂设备、火车以及其他重型商品，使得中国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58]


对于阿富汗——《纽约时报》还是以“能源”为起点，认为阿富汗是其运送自然资源的安全通道，由此体现了中国对阿富汗的重视及其获利手段:正如美国人认为相对稳定的阿富汗将不再是极端分子的天堂，中国认为阿富汗作为陆运和管道运输的安全渠道(a secure conduit for roads and energy pipelines)，能将印度洋和其他地方的自然资源运送到中国。因此，如果美国打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不可调和的成员，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将得到提高。[59]


(2)中国在重视伊朗和阿富汗的自然资源与运送渠道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有效手段以保证本国获利。

对于伊朗——中国不仅反对伊朗的核武器试验，同时还将其看作一个“联盟”:与美国不同，中国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迅速增长，中国的领导人不仅将伊朗看作一种威胁，还看作一个潜在的联盟(a potential ally)。[60]
 ，此外，中国还反对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号召，以保证伊朗对本国的能源供应:中国的快速增长促使它在国外寻找能源。中国将伊朗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石油提供者，并且忽视西方国家的号召，即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从其他资源丰富国家撤回贸易。[61]


对于阿富汗——中国在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中“坐收渔翁之利”:美国正在牺牲将士的生命和金钱，中国却等着收获成果(the Chinese will reap the benefits)。美国军事外交努力的方向是退出战略，中国则希望留下来赚钱。无论美国在阿富汗采取何种策略，中国均能找到获利的途径。但如果美国继续增兵，中国将获益更大。[62]


(3)中国为了能够在伊朗与阿富汗获取最大的利润，努力处理好中、美、伊/阿三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伊朗——在伊朗与美国之间“中国将会尽全力去找到一种平衡”，石教授说。如果俄罗斯加入另一个支持新制裁决议的理事会，“中国将会尽全力去减少其影响，并对其进行限制，而不是直接否决。”(China will do its best to try to dilute it，to make it limited，rather than veto it)[63]
 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本国所使用的一半的石油，但是这些运送石油的路线被美国所控制。中国因此必须要平衡“对保持石油供应的渴望”和“保证这些石油能够运送到中国”这两者间的关系[64]
 。

在阿富汗——《纽约时报》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印度等国获利”的预期表达不平情绪，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阿、美三国之间的博弈:如果我们(美国)继续留在阿富汗并最终取得胜利，其他国家获益比我们多(other countries will benefit more than we will)。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是亚洲势力，离阿富汗较近，我们的军队拼死拼活才可能得到的阿富汗稳定局势，而这些国家却获得实际利益。当然，最终《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中还对美国所面临的这一现状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将其归根于美国的“帝国衰落”，从而暗示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坐收”美国的“渔翁之利”:所有人都说，美国不是帝国，但我们的军队发现，某些情形下，自己非常像古罗马帝国或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上某个遥远的角落复仇，镇压愤怒的反叛者，恢复文明秩序。同时，一些正在发展或复兴的实力正在悄悄丰满羽翼(暗指中国)，自由获取我们提供的公共利益。这正是帝国衰落的方式:允许他人获取自己努力的成果(This is exactly how an empire declines，by allowing oth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its own exertions)。[65]


6.中印关系

《纽约时报》在报道有关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时，将重点放在了两国的矛盾与两国对彼此造成的威胁上。涉及的主要事件包括了中印边境冲突以及中美关系对印度的影响两个方面。而报道框架则从印度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建构，以中国对印度造成的影响为重点，建构了“印度视中国为威胁，一是边境威胁，二是国际地位威胁”这样一个新闻框架。

对于中印边境问题，《纽约时报》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建构新闻框架:

(1)强调中印边境冲突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边境问题会影响中印两国的外交关系:“整个的边境都存在争议，这一问题还未被解决，这对于中印关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阻碍”，一个中国学者如是说;边境问题还会影响中印两国的商业贸易:经济的进步可能会使得两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中印两国去年的贸易总额为520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34%。但是商人们说，边界争端使得商业贸易受到了政治影响，阻碍了中印两国向彼此投资的意愿;中印间的边境谈判举步维艰:自从2005年温家宝访问印度以来，中印两国已经针对边境争端举行了13次的双边谈判。“有关中印边境的谈判是现代历史上持续性最久的谈判之一”(The China-India border has got to be one of the most continuously negotiated borders in modern history)。[66]


(2)强调中国对于西藏地区的一味“霸占”，报道中的话语几乎全被印度所掌握。

中印边境争端涉及的主要地区为达旺地区，虽然达旺地区对于外界来说并不熟悉，但是对于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两个国家来说，它确实一个最大的火药箱(the biggest tinderbox)。达旺地区是中国最为微妙的领土边境争端的焦点，这一争端根源于中国声称拥有历史以来全部西藏地区的主权。

在框架中强调中国对达旺地区及西藏地区的抢占部分，主要运用了引语策略，包括来自达旺地区僧侣的引语、印度官方的引语，等等。比如一名年长的僧侣说:“我恨中国政府，西藏根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拉萨也不是”(I h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Tibet wasn't even a part of China.Lhasa wasn't a part of China)，一名印度专家说:印度军方在去年记录了270次边界侵犯以及将近2300次来自中国军方“挑衅性的边界巡查”(aggressive border patrolling)，不断增长的战争态势使得中印两国的关系恶化，并且促使一名印度军官说:中国已经代替了巴基斯坦成为了印度最大的威胁(China has replaced Pakistan as India's biggest threat)。

而在报道中只给予了中国政府极少的发言机会，比如:“中国对于印度向亚洲银行的这一贷款表示强烈的反对，这一贷款既不能改变业已存在的中印之间的巨大领土争端，也不会改变中国在中印边界事务上的根本地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态[67]
 。与以上引用的边境僧侣和印度官方的话语相比，中国政府对于边境争端的态度体现则显得过于“势单力薄”，几乎无法强调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将报道中的话语权无条件地倒向了印度一方。

对于中国对印度的国际地位的威胁，《纽约时报》则将重点放在了中美间的密切关系对印度造成的深层影响上:在表面的事件之下，存在着深层的紧张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印度将奥巴马政府之下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看作是其作为全球力量而兴起的一个威胁，并且印度担心自身的地区角色被降级后，就会与问题邻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级了(India is being relegated to a regional role on par with its troubled neighbors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此外，中国面对印巴冲突时的漠然情绪，也使得印度惴惴不安:中国发出信号称，不会在印巴之间长期的争端中扮演斡旋的角色。尽管在奥巴马访华最后宣布了联合声明，但是中国没有表达任何涉及巴基斯坦内部问题的兴趣(it has not expressed any interest in getting involved in Pakistan's domestic troubles)。[68]


由此可见，在中印关系中，《纽约时报》重点报道了两国的争端与威胁，所运用到的关键词有:border tensions (边境争端)、barrier (阻碍)、hate (痛恨)、aggressive (挑衅的)、tension (紧张)、threat (威胁)、worry (担忧)，等等。

第三节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框架分析

2009年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这一年全球范围内最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之一。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影响力较大、关系密切的两大经济体，其在2009年中的经济发展情况必定会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内容。《纽约时报》本就是以深度的政治类和经济类国际新闻报道见长，在研究2009年的涉华报道时，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危机期间涉及的中国的经济类报道进行研究。

目前，国内外有关《纽约时报》经济类报道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美国媒体中的中国经济报道的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结论:首先，在主题设置方面，经济话题有了大幅增加，在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1995年、2000年、2005年三年涉华报道样本研究中，有学者得出结论，3家报纸2005年的经济报道量都比1995年提高了20%以上，基本上占了所有涉华报道的三分之一。[69]
 其次，西方媒体中的中国经济形象主要可以表述为以下内容，即高速增长，前景广阔，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交往。经过时间的推移，虽然美国对中国消极敌意的态度在慢慢改变，但是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报道仍持有负面消极的观点和态度。[70]
 最后，还有研究者指出，在西方媒体对华的经济类报道中，除了单谈经济活动以外，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政治化的倾向和意图。不仅把经济问题和政治敏感问题联系起来，还将贸易问题同“中国威胁论”相联系。[71]


可见，学者们立足的角度不同、运用的方法各异，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本节的目的是在肯定《纽约时报》涉华的经济类报道表面上平衡、全面、客观的同时，利用框架分析的方法，深层挖掘《纽约时报》中的涉华经济报道究竟蕴含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新闻框架。

一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样本选择、编码与类目设置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2009年《纽约时报》“经济类”新闻报道进行一定的样本抽样和编码说明。

(一)样本的抽样

为了增强文本分析的集中度、加强文本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纽约时报》中涉华经济报道的搜集范围限定在经济(business)版面之中，同时，为了避免文本零散与统计方面的困难，国际(international)版面中的与经济相关的新闻将不纳入研究范畴，此外，经济版面之中的Breakingviews.com这一评论板块因主观倾向浓烈，也将被排除在文本搜集之外，这既是为了保证研究样本的统一，也是为了避免统计过程中出现过多主观倾向内容而影响研究结果。而《纽约时报》的经济版面之中还有一种消息类报道，一般从属于World Business Briefing或Business Briefing板块之下，这类经济消息篇幅很短(十句以下)，但也属于一种经济报道形式，故也将纳入有效样本之中。

经过初步统计，《纽约时报》经济(business)版面中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共136篇，其中短消息类报道15篇，评论类报道8篇，深度报道114篇，最终，排除评论类报道，我们一共可以得到有效样本128篇。

(二)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涉及以下八个类目的编码与分类，即报道主题、图片运用、版面设置、报道篇幅、标题基调、消息来源方式、消息来源类型、消息来源主体(具体编码表见附录2)。以下分别对其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进行阐释:

第一，“报道主题”的编码与分类

与上文中通过报道主要内容确定报道主题的编码方式不同，对于《纽约时报》中的“经济类”涉华报道，我们主要从“平衡性”上对其进行分类。为了了解《纽约时报》中“经济类”涉华报道在总体上是否平衡，首先需要将128篇有效样本进行分类，根据每篇报道中涉及的主体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所有有效样本分为两个大类，即有关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报道，以及有关中国内部经济状况的报道。同时，再根据新闻报道中体现的总体基调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将两个大类继续细分为四个小类，包括:第一，中美之间合作双赢;第二，中美之间矛盾重重;第三，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第四，中国经济阻力不断。

对于128篇有效样本的主要分类依据是每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首先判断该篇报道是否涉及了中国和美国两个主体，其次通过标题中的用词和组句等因素判断报道的主要内容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颂扬进步的还是警惕阻力的，如仅根据标题无法进行判断，则需要通过通读报道的具体内容进行有效分类。

比如《中国用全球货品堆满自己的仓库》(China Fills Its Pantry With Global Commodities)[72]
 一文，从标题来看，仅仅可以判断该文是报道中国经济的，而无法得出其中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中国经济的进步还是阻力，为此，必须通过全文内容进行判断，该文主要对中国大量购买全球货物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虽然存货对与中国经济的复苏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可能不会持久”，还借专家之口指出:“需求方面的可持续的恢复还需要等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经济的复苏”。为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章主要内容还是讲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阻力，即为了恢复经济而囤货，该文因此被归为第四类“中国经济阻力重重”。

再比如《应届生到中国求职(会普通话者优先)》(New Graduates Finding Jobs In China (Mandarin Optional) )[73]
 一文则较易分类，因为标题中就出现了两个主体，即美国应届毕业生与地点——中国，中美关系的交织在其中展露无遗。当然，这篇有关美国人在中国求职的文章，究竟是讲的美国人到中国后出现的种种不适应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还是讲的美国人能够在中国很好地适应环境，待遇优厚，生活无忧呢?在经过文本阅读之后，可以看出，该报道主要描述的是后者，即美国人在中国良好的就业前景，为此，可将该文归入第一类“中美之间合作双赢”。

第二，“图片运用”的编码与分类

在对《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进行“图片运用”方面的编码时，我们主要从报道的“凸显性”方面入手，从是否使用图片作为编码因素，而不是将图片和图表的数量作为编码因素。主要将其中的“图片运用”分为两类:一是报道中包含图片与图表的运用;二是报道中不包含图片和图表的运用。

第三，“版面设置”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报道“凸显性”的原则，在对《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进行“版面设置”方面的编码时，我们仍然从“是”与“否”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报道版面出发。主要将“版面设置”分为两类:一是“头版”新闻报道;二是“非头版”新闻报道。

第四，“报道篇幅”的编码与分类

为了从“报道篇幅”方面展示具体报道的“凸显性”，我们主要从报道中包含的完整的句子出发，主要以报道中的“句”为单位，每一句为一个数量指标，文章中出现一个英文的句号(.)标志则视为一句，当然如果句号标志包括在直接引语之中，则不另外计算，即在一句直接引语标志中(“”)的全部句子只以一句计算。

主要将“报道篇幅”分为了三个指标，即10句以下的消息类报道，一般是在World Business Briefing或Business Briefing板块之下的消息类报道; 10—30句的中篇报道，这种报道一般较消息类报道内容丰富，报道一般不转页，中篇报道的篇幅能够集中报道在某一版面中; 30句以上的长篇报道，长篇报道主题较为重要、报道句数也较多，因其报道的内容深入、篇幅较长，需要进行转页报道，为此，此类深入报道一般都与头版报道相重合，即从头版B1版面转页至其他经济类版面之中。

第五，“标题基调”的编码与分类

对“标题基调”进行编码与分类，主要的方法是从新闻标题中的搭配，即其中的词项同现，词汇衔接的重要手段来看《纽约时报》的涉华经济类报道对中国的主要态度与基调。

这里我们主要搜集的是在128篇涉华经济类报道中，用来描述或评价与中国相关的人物、企业、股市、政策等具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所有相关的搭配被分为两部分:积极的搭配和消极的搭配，前者使中国经济处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容易使读者产生对于中国的正面的反映，在这一搭配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有:steer (掌舵)，growth (增长)，rebound (反弹)，soar(猛增)，recovery (恢复)，rapid climb (快速上升)，rise (上升)，excitement (兴奋)，lift (提升)，thrive (繁荣)等;消极搭配则相反，它使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不利的环境中，容易使读者产生对于中国负面的反映，在这一搭配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有: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criticism (批评)，lower (降低)，dispute (争论)，fight (斗争)，threat (威胁)，surprise (惊讶)，enemy (敌人)，objection (反对)，problem (问题)，illegally (不法地)，mar (玷污)，block (阻碍)，losses (损耗)，complaint(抱怨)，false (伪造的)，picky (好挑剔的)，fall (衰退)，peril (危险的事)，worsen (恶化)，protest (抗议)，corruptible (易腐败的)，wither(干枯)，falter (蹒跚)，plunge (猛跌)，cut (削减)，等等。

还有一些报道标题中并不包含积极的或消极的报道，为此，《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中“标题基调”的分类主要分为:积极搭配、消极搭配和无明显倾向。

第六，“消息来源方式”的编码与分类

从消息来源的方式出发，我们主要将消息来源分为“直接引用的消息来源”和“间接引用的消息来源”，一般说来，直接引用的消息来源更加注重消息来源的原话，而间接引用的消息来源主要通过记者转述的方式进行引语的使用。

第七，“消息来源类型”的编码与分类

从记者对于消息来源类型的描述上，我们还可以将消息来源分为“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和“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两部分。

其中，前者指的是记者在引用时具体标注了被引者的姓名、职位等，或是某个部门、某个政府的具体名称因素，使得读者能够将消息来源准确地定位，比如，“腾中集团的行政长官杨毅在通用集团发布的声明中说”(Yang Yi，the chief executive of Tengzhong，said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G.M.)，“英国的汇丰控股说”(the British bank HSBC Holdings said)，“据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说”(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the U.S.trade representative)，等等;而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主要是笼统地说明被引者的职位，或者是干脆以分析者、专家等头衔概括被引者的身份，比如，“与事件密切相关者说”(a person involved in the deal said)，“分析者说”(analysts say)，“一些分析者称”(some analysts say)，“支持者说”(supporters say)，“音乐主管说”(music executives say)，等等，读者一般无法将引用内容准确定位，此类引用的真实性不如具体确切的引用。

第八，“消息来源主体”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消息来源的主体不同，我们将其主要分为以下六类，即来源于美国机构/公司;来源于美国个人;来源于美国政府;来源于中国机构/公司;来源于中国个人，来源于中国政府。从这六类的引语搜集和比较中分析《纽约时报》涉华经济类报道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倾向性。

研究材料来源于所有1592条引语之中，也包括了“消息来源类型”分类中的“含蓄引语”部分，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报道中虽然没有确切说明消息来源的具体姓名或职务等，但从上下文的联系中仍然可以判断这一引语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比如，在2009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B2版报道的《编辑的论争威胁中国杂志》(Editorial Dispute Threatens a Chinese Magazine)[74]
 一文中，提到了许多含蓄消息来源:“根据熟悉杂志的人说”(according to people close to the magazine)，“在杂志中工作的人说”(people at the magazine say)，“一个前任作者说”(one former staff writer say)等等，虽然在报道中并没有明确这些人的姓名、职位等条件，但我们还是能判断出这些提供消息的人来自于中国，可归类为来源于“中国个人”这一类中。而对于那些无法判断国籍的个人消息来源，我们则不计入统计，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声称”(some economists contend that)，“分析者说”(analysts say)，等等，对于这些过于含糊的引语的摒弃，可以使得我们的统计分析更为准确，更具针对性。

在引语的六个分类中，有关于“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引语归类，并不是所有的引语都很确切的表明是“政府说”(the government say)，“美国说”(the United States said)，许多政府的言论主要是通过领导人的话语表达出来的，比如，“温家宝说”(Wen Jiabao said)，“奥巴马说”(Mr.Obama said)，“胡锦涛说”(Mr.Hu said)，等等，这些借国家领导人这一来源发表的言论，我们也将其归纳为政府言论。而“机构/公司”这一引用来源，主要包含了各种中美机构的言论，如“商务部说”(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微软公司说”(Microsoft saying)，“路透社报道”(Reuters reported)，等等。

(三)信度检验

在对《纽约时报》中有关“经济类”涉华报道中的具体类目进行编码和分类时，我们同样邀请了上文中提及的两位编码员，笔者与两位编码员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系统地培训，最终，他们对于编码说明、内容文本已经达到了比较熟悉的程度，并具备了编码的能力。

笔者将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中共128篇报道让两位编码员进行了重新编码与分类，将其中涉及的报道主题、图片运用、版面设置、报道篇幅、标题基调、消息来源方式、消息来源类型、消息来源主体八个具体类目都进行了信度检验，分别对其进行了Holsti reliability formula信度测量，由此得到的平均信度均超过了0.92，符合最低信度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报道主题”的编码信度，M = 0.86;“图片运用”的编码信度，M = 0.99;“版面设置”的编码信度，M = 0.99;“报道篇幅”的编码信度，M =0.98;“标题基调”的编码信度，M =0.86;“消息来源方式”的编码信度，M = 0.93;“消息来源类型”的编码信度，M =0.91;“消息来源主体”的编码信度，M =0.90)

二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在《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数据分析部分，我们主要通过一些变量的统计与分析来探索其中的平衡性、凸显性、基调、客观性、倾向性以及报道框架等问题。

(一)《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平衡性分析

对于2009年《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平衡性分析，我们主要从报道主题与报道方向入手，将128篇“经济类”涉华报道的主题分为了四个方向，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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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纽约时报》中“经济类”涉华报道在选题方面遵守了全面和平衡的原则:既重视中美之间的合作，也不回避中美间的摩擦;既肯定了中国经济的恢复与上升，也不否定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阻力。如果与某些国内一些学者一样将“阻力”与“矛盾”看作是对于中国较为“负面”的报道的话，我们从报道数量中也没发现对于“矛盾”和“阻力”的报道要比“合作”和“进步”的报道数量多，反而是正面、积极的报道数量更多一些。

为此，总体上说来，《纽约时报》在进行涉华经济类报道的主题选择之时，注意到了全面性和平衡性，与其大报风格相符。

(二)《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凸显性(Salience)分析

虽然2009年《纽约时报》的四类“经济类”涉华报道在整体数量上差异不大，在主题的选择上保持了平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平衡性能够适用于每一篇具体的报道。为此，我们还需要通过对四类主题中所有报道的版面、篇幅、图片应用等因素进行分析，从中归纳出《纽约时报》在报道“经济类”新闻时所凸显的主题，新闻报道的凸显性分析有助于接下来我们对于其具体新闻框架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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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我们从图片设置、报道版面和报道篇幅等三个方面对报道的“凸显性”进行了数据的统计，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几个凸显性方面的主要特征:

第一，《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中的图片运用较为频繁

在一共128篇“经济类”涉华报道中，就有88篇附上了图片或图表，占全部报道的68.8%。这种图文并茂的报道方式既可以真实、形象地展现一些中国的经济现象，“图片看上去就像是客观纪录的现实”，班克斯(Banks)写道，“因此，编辑常常试图使用图片来证明新闻故事的客观性”[75]
 ;较多的图片，尤其是一些数据类的图表的展现，还可以使读者对于比较抽象的经济类问题有直观上的理解，增强了报道的可读性。

同时，依据主题分类对图片运用的凸显性进行分析，并没有发现某一主题报道中使用图片过于突出，四类报道中图片的使用率基本都在60%上下，总量上比较平衡。然而，四类主题中新闻图片本身的凸显性，如对于图片内容及其文字描述的分析，并无法从笼统的数据中展现出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二，《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中的头版报道差异明显

被安置在头版中的新闻报道无疑是较为重要的报道，由于报纸的头版版面空间有限，那些被安置在头版的报道都需要转页至其他类似版面中进行报道。为此，《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中的头版报道基本都是标题、图片或报道的前几段内容在头版，其他大多的篇幅会被安排在后面的经济类板块之中，只要一篇报道中有内容在头版B1版面中出现，无论是图片图表，还是标题导语，我们都将其看作是经济类头版报道。

从头版报道的各项数据分析中，我们看出，“中美之间矛盾重重”主题下的头版新闻较多，30篇报道中有17篇在头版出现，占了56.7%，在“中国经济阻力不断”这一主题下的头版新闻也不少，占了40%，25篇报道中有10篇是头版新闻。而在“中美之间合作双赢”和“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两个主题下，头版新闻比例分别为14.7%和28.2%。可见，《纽约时报》相对更为重视具有矛盾和冲突的涉华经济类报道，具有“矛盾”和“阻力”成分的新闻更易被安置在头版中，由此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读者翻看转页的内容。

第三，《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中的长篇报道数量较多

在128篇2009年的《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中，有45.3%的长篇报道。其中，“中美之间矛盾重重”主题下的长篇报道比例最高，达到了60%，这一比例与以上这一主题在头版中的数量高度相关，因为一般被安排在头版的报道都是30句以上的长篇报道，既然这一主题下的头版报道比例较高，那么长篇报道数量相对较多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这一主题下，长篇报道的比例位列第二，在39篇中占了19篇，比例为48.7%，但这一主题的头版报道的比例仅为28.2%。从这两个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国经济的进步的、积极报道并没有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更吸引《纽约时报》编辑的重视。总体说来，这种对于长篇报道、深度报道的重视体现了《纽约时报》的大报特征，以长篇、深度报道为主，短篇消息、评论为辅。

此外，在《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凸显性方面，我们还需要提到撰写相关报道的记者们。在经济类报道中，有三位记者撰写的新闻上报率最高，他们分别是大卫·巴尔博扎(David Barboza)，基恩·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以及贝蒂纳·瓦桑纳(Bettoma Wassener)。由这三位记者采写的涉华经济类报道就达到了73篇，占了总数128篇的57%，其中基恩·布拉德舍撰写了31篇，大卫·巴尔博扎撰写了29篇，贝蒂纳·瓦桑纳撰写了13篇。但是三位记者对于四个主题的采写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差异，比如撰写篇数最多的分别在“中美之间合作双赢”、“中美之间矛盾重重”、“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中国经济阻力重重”四个主题中撰写的篇数分别为6篇、8篇、8篇和9篇，比较平衡。由于每位记者都有自己的报道风格，或者是自己独特的建构的新闻框架的方式，从这点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的涉华经济类报道虽然涉及的主题较多、报道的角度较多，但是还是有许多统一性的和专业性的地方，比如，重视长篇、深度的报道，重视专业记者的报道，等等。

(三)《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基调分析

在进行涉华经济类报道的基调分析时，我们主要从新闻标题入手。正如赛特拉(Thetela)所说，“新闻标题发挥着操控观点的作用，是研究报纸意识形态立场的好素材”[76]
 ，当然，标题还“暗示出一个解读新闻内容的具体角度和框架”[77]
 ，也是了解新闻报道大体框架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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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在128篇涉华经济类报道中，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标题共有70篇，其中积极搭配的标题个数为26个，占总数的20.3%，而消极搭配的标题为44个，占全部报道的34.4%，无明显倾向的新闻标题为58个，占总数的45.3%。

可见，在《纽约时报》的“经济类”涉华报道中，中立倾向的报道最多，消极倾向的报道较积极倾向的报道略多，可以说，在对中国经济的矛盾和阻力进行报道时，记者所包含的主观情感要比报道进步和合作时强烈。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体的经济类报道中，中立和积极的标题还是占了大多数，有84条，占总数的65.6%，因此，对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报道仍持有负面和消极的态度”的结论在这一研究结果中并未得到验证。

(四)《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客观性分析

以上对于“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内容分析主要集中于报道的表面，比如标题、主题、篇幅等，而对于其客观性的分析则需要深入至报道的主要内容之中，其中，新闻报道中对新闻来源的交代是判断报道客观性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纽约时报》属于典型的美国大报，其外派记者较多、采写实力雄厚，为此，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新闻都来源于本报记者的亲身采写。就本节涉及的经济类报道来说，除了消息类和极少数短篇的报道没有署名，只注明新闻转载的来源(如通讯社AP、网站等)之外，其他大部分的报道都会有本报记者的署名以及报道地点，即可判断报道源自本报采写。

“在选择个人为报道提供信息和评论时，记者应该寻求适当的新闻源:这些人有资格，是相关机构公认的代表，并且是/或者是新闻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这被认为是客观性的标志的做法之一。[78]
 这里提及的“适当的新闻源”如果体现在具体的报道中，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对消息来源的交代，而对于消息来源的交代又会具体体现在各类引语的使用之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大量记录当事人的语言，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会大量使用引语，而记者自身的语言往往只起串联作用，这种用当事人言说代替记者言说的新闻写作方式即体现了客观报道的精神，这在西方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说来，西方记者都会以摒弃主观评价、交代细致的消息来源作为判断报道客观性的重要指标，即在一篇报道中，如果引语使用的数量多、种类多、够细致、够真实，那么就说明其中对于消息源的交代很到位，报道也尽量做到了客观呈现。

为了判断《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客观性，我们可以从报道中蕴含的不同引语的具体数量入手。这里，我们将引语分为以下两类，即消息来源的方式(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消息来源类型(具体确切的引用和含蓄不露的引用)。

为了了解《纽约时报》中涉华经济类报道的整体的客观性，笔者制作了以下有关引语所占全部报道比例的图表，表格以新闻报道中的“句”为单位，每一句为一个数量指标，报道中出现一个英文的句号(.)标志则视为一句，当然如果句号标志包括在直接引语之中，则不另外计算，即在一句直接引语标志中(“”)的全部句子只以一句计算。

下表中，“直接引用百分比”一栏是指直接引用条数占总引语条数的比例;“含蓄引用百分比”一栏是指含蓄不露的引语条数占总引语条数的比例;而“总引用百分比”一栏则是指全部引语条数与报道总句数之间的比例。这些百分比数据是判断《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记者行文时是否足够客观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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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纽约时报》涉华经济类报道的四项分类中，“引用总数百分比”，即全部引语占报道总句数的百分比都在40%上下，在单独谈及中国经济的后两项分类中，这一比例比前两项中美关系中的数据略高，分别为44.4%与45.0%，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国报纸在报道单纯的中国问题时，由于读者离报道地区距离较远，且对其不太了解，记者需要利用更多的引语来显示其报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

而“直接引用百分比”这一数据，即直接引用条数占全部引用条数的百分比，分布也比较平均，四项分类中都是接近40%的层面，比间接引用数略低，而将所有经济类报道全部纳入研究范畴，这一比例则为45.2%，直接引用比例与间接引用比例相差无几，可以说，2009年《纽约时报》中的“经济类”涉华报道的直接引用比例占了全部引用数的将近一半，还是比较客观的。

在“含蓄不露的引用百分比”一项中，含蓄引语的比例占全部引语比例的百分比，在四项分类报道中差别也不大，也呈现出了与“引用总数百分比”中同样的现象，即单独谈及中国经济时，这一比例略高，分别为39.9%和42.3%，接近40%，而在中美关系的两项分类中，这一指标都在30%上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纽约时报》在对中国经济进行单独展现时，客观性比展现中美经济关系时略差。从总数上说来，《纽约时报》涉华的全部经济类报道35.7%的“含蓄不露的引用”比例虽然不是很高，低于50%，但是这也不得不提醒我们这些深藏不露的消息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总体说来，在全部128篇2009年《纽约时报》的“经济类”涉华报道之中，其引语的使用比例达到了41.7%，完全可以给读者留下客观报道的印象。在所有的引语中，45.2%的直接引语的比例也似乎使读者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各类消息来源的生动呈现。不和谐的因素体现在35.7%的含蓄引语之中，与具体确切的引语运用相比，含蓄引语的运用使得记者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条件来建构具有新闻报道的固定框架，读者因此会在不知不觉中主动接受新闻框架。

(五)《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在整体平衡、客观的经济类报道中，是否存在着隐含的倾向性呢?我们可以对所有涉华经济类报道中的引语主体，即消息来源的主体进一步地分类和比较，将其主要分为以下六类，即来源于美国机构/公司;来源于美国个人;来源于美国政府;来源于中国机构/公司;来源于中国个人，来源于中国政府。从这六类的引语搜集和比较中分析《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倾向性。具体数据统计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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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总计”一栏的统计中，与美国相关的消息来源，只有唯一的一项来源于“美国政府”的引语总数低于来源于“中国政府”的引语，是“中国政府”引语的1 /4还不到，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媒体需要与政府划清界限，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向读者展示其报道方式的客观与专业。

而其他两项“机构/公司”引语和“个人”引语，美国来源都超过了中国来源。其中，来自于“中国机构/公司”的引语是来自美国的62.4% ;而来自于“中国个人”的引语是来自美国的79.8%，这两个数据说明了《纽约时报》对于本国消息来源的偏好，因其独立于美国政府，该报便较为重视来自于美国独立组织与个人的言论。然而，从总体上看来，这一偏好似乎又不是太严重，本国报纸对于本国消息来源的偏好也似乎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将四类主题各自的数据进行综合对比，又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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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两类主题中，除了“政府”这一消息源，来自美国的“机构/公司”和“个人”引语来源大大超过了来自中国的引语，在“中美之间合作双赢”和“中美之间矛盾重重”的主题下，“美国机构/公司”的引语分别是“中国机构/公司”引语的5.9倍和2倍;而“美国个人”的引语分别是“中国个人”引语的3.38倍和1.79倍，来自美国的消息来源远远多于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

而在单独涉及中国经济状况的两类主题中，情况则发生了转变，来自中国的“机构/公司”和“个人”引语来源则多于来自美国的引语，但多出的部分并没有涉及中美关系时那么明显。比如，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这一主题下，“中国机构/公司”的引语数量是美国同类引语数量的1.3倍，“中国个人”的引语数量则是“美国个人”引语的1.2倍;在“中国经济阻力不断”这一主题下，前者的比例则为1.37倍，而后者的比例为1.59倍。这四个比例没有一个超过2倍，与以上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主题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来自中国的引语虽多，但数量上并没超出太多，且由于这类报道主题单独涉及中国经济，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理应多一些，合乎情理，这更可看出报道中隐含的“倾向性”特征。

为此，从《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引语主体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与美国政府划清界限，但并不避讳中国政府言论

虽然在众多的美国记者们看来，来自官方的消息源是权威、准确和可靠的，但是，为了不沦为政府的传声筒，《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过程中还是会极力与美国政府划清界限，努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为此，保证这一原则的简单易行的手段之一就是在能够减少对官方声音传达的报道中，尽量降低对此类消息源的引用。

一般说来，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尤其是两国关系的新闻报道中，会较多地运用来自于政府的声音。然而，对于国际经济类报道来说，情况会有所不同，美国的新闻报道中既要撇清自身与美国政府的暧昧关系，还要证明美国政府并未过多地干涉本国的经济，对其声音的引用自然减少。在国际经济类报道中加强对他国政府言论的引用，则会给美国媒体加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其消息来源的客观、可靠，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媒体都认为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增长与发展，与中国政府背后的推动和扶持是密不可分的，增加中国政府和官方信息的引用，可以在报道中体现出中国政府在经济事件中的频频“出场”次数，从侧面表达对于中国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的不满。

第二，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报道时，偏重美方消息来源，以消息来源作为报道技巧与手段建构新闻框架

虽然《纽约时报》在对国际经济类新闻进行报道时，会刻意减少对于美国政府言论的引用，而在对美国机构、公司、组织和个人的言论进行引用时，却并不吝啬。在总体的经济类报道中，来自于美国机构和个人的引语比来自中国的略多，然而在提及中美经济关系时，这一对比就会显得十分明显，来自美国的机构与个人的引语远远多于来自中国的机构与个人引语，为此，利用本国国内的声音“为自己说话”，成了《纽约时报》引语中隐含的建构新闻框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隐秘、自然，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经济冲突里“我对你错”的观点。

第三，总体说来，《纽约时报》内容的倾向性并不明显

虽然我们可以证实《纽约时报》在进行“经济类”涉华报道时，引语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我们也不能从总体上否定其平衡，比如，在整个经济类报道中来自美国的消息来源为604条，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504条，差异并不明显;而在涉及单独的中国经济报道时，对中美两国的引用使用也较为平衡，倾向性不大。

然而，这只是数量上的观点，我们还是不能绝对地说《纽约时报》中的经济报道是客观公正的，因为正如上节客观性的阐释中所体现的，在涉及单独的中国经济类报道中，即“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与“中国经济阻力不断”两个主题下，分别有39.9%和42.3%的“含蓄不露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这些来自中国的消息是否准确和客观，仅能体现数量上的平衡。

(六)《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框架分析

由以上对《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平衡性和客观性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对相关报道进行选择和采写时，至少在题材的选择和引语的运用上符合了客观报道的原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中的中国经济形象就恰如其分地如现实一般，不受任何限制。相反，在报道表面的平衡性和客观性之下，还蕴含着《纽约时报》的独特新闻框架，这些新闻框架深层而隐蔽，不易被察觉，正因为如此，读者才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们，并由此框限住了自己对于现实的理解。

在以上内容中，我们已经通过对报道主题的区分，将《纽约时报》中2009年所有的涉华经济类报道分为了四大类，即两类中美经济关系的报道，以及两类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在此，我们还是以甘姆森的“诠释包裹”分析法为基础，对一百多篇“经济类”涉华报道进行了全面的通读，由此归纳出了《纽约时报》四大类“经济类”涉华报道主题所对应的框架，它们分别是:对应于“中美之间合作双赢”主题的“互相获利”框架;对应于“中美之间矛盾重重”主题的“无奈与抱怨”框架;对应于“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主题的“清醒者”框架;以及对应于“中国经济阻力不断”主题的“审判者”框架。

这里，我们并没有采用汇总表格的方式表现这四类框架，而是直接从具体的报道叙述出发印证我们业已总结出的具体框架，这也是一种总结新闻框架的常用方法。

第一，“中美之间合作双赢”——“互相获利”框架

“中美之间合作双赢”这一主题下共有34篇“经济类”涉华报道共有34篇，主要采取的报道框架为“互相获利”。在该主题的新闻报道中，主要以中美之间的双边投资、贸易、债券等交易为主要报道内容，强调了中美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各自获得的好处，这种好处又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的:

1.美国向中国的投资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主要是看中中国的庞大消费市场以及逐渐恢复的经济形势，许多企业都是因为经济危机影响下利润连续下滑，不得不向中国寻找增长机会，比如玩具生产商美泰(Mattel)为了缓解第四季度利润46%的下滑，在中国上海开了第一家主营芭比娃娃的玩具店，立志成为像日本“Hello Kitty”一样在中国拥有众多粉丝的玩具品牌[79]
 。美国的汽车厂商也看中了中国新兴的、庞大的汽车市场，纷纷在中国市场推出新品，保时捷就在4月份第一次向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中国进行了汽车展示会，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牌汽车的消费国，并成为了奢侈品牌关注的焦点”[80]
 。

在银行业，基于美国的一些世界级大银行以及投资机构也希望在中国的一些最大的银行中长期持股，充分利用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使自己获利[81]
 。就连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第一次访华的重点也是关注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债券的意愿，因为“中美在货币方面的争论，可能会使中国减少对于美国债券的投资，将美国经济推向危险境地”[82]
 。可见，美国向中国进行投资，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也使得美国寻求到了一些发展机会，两者“双赢、相互获利”的框架由此展现。

2.中国向美国的投资

当报道通用汽车公司将悍马品牌出售给中国四川腾中重工而进行双方谈判时，《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不仅提到了这一交易对于通用汽车的好处，即“不仅对于3000名能够保住自己工作的美国人是个好消息，而且两个美国厂家将保持运营，100多家全美的悍马销售商也将保留”，同时，报道中也提到了中方能够获得的好处，“尽管悍马的生产还将保留在美国，但腾中重工将会成为在北美第一个销售汽车的中国公司”，“在经过几个月的设想之后，如果这一交易能够完成，这便成为中国公司第一次获得美国的著名汽车品牌”[83]
 。

在2009年11月17日的报道《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公司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开设工厂——从“美国制造”商标中获利》(Chinese Solar Panel Firm To Open Plant in Arizona—Capitalizing on‘Made in American’Label)[84]
 一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中美双方相互获利的证据，首先“这是中国太阳能公司在美国第一次开设生产工厂”，“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估计，其目前在美国已经拥有了12%—13%的市场，目标是2010年底达到20%的目标。”不过，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必须贴上“美国制造”的牌子，那是因为“一些联邦政府的建筑指定需要美国制造的太阳能板”，总之，“亚利桑那州的这一投资，是中国尚德公司拥有美国市场和‘美国制造’商品的一个很明智的策略”。然而，美国从中也是获利的，不仅引进了中国的技术和资金，发展自己的太阳能市场，还能够贴上本国制造的商标，应用到自身的建设中，中美双方“相互获利”的框架显而易见。

第二，“中美之间矛盾重重”——“抱怨与无奈”框架

这一主题下的报道共30篇，主要报道中美之间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与矛盾，在上文的倾向性分析中我们已经认识到，此主题下的报道主要倾向于美国的消息来源，对美国机构、个人的消息来源引用，远远地多于对中国机构、个人的引用，其报道倾向本国利益的趋势十分明显，主要是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商品、贸易行为等进行控诉抱怨，并表达了无可奈何的情绪。

这一主题中的冲突基调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情绪性、倾向性的词语运用也较多，从新闻报道的标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地产生意遭丑闻污染》(Morgan Stanley Chinese Land Deal Are Marred by Scandal)，《中国阻止了可口可乐对中国果汁厂商的收购》(China Blocks Coke's Bid For Juice Company)，《失策的豪赌——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资产面临巨大亏损》(Big Bets Gone Bad—Western Investors Face Deep Losses On Chinese Property)，《中国对于国债越来越挑剔》(China Grows More Picky About Debt)，《中国对于谷歌书籍扫描的反对》(In China，Objections to Google's Book Scans)等，其中“mar”(污染、损害)、“block”(阻止)、“deep losses”(巨大亏损)、“picky”(好挑剔的)、“objection”(反对、异议)等词语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与冲突性，而这些标题所反映的内容，有的是关于美国企业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有的是关于美国投资者在中国所面临的亏损，有的则有关于中国的政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美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矛盾与冲突的框架便不再明显，取而代之的则是“抱怨与无奈”的框架，不自觉地将中美两国间的“矛盾”转化为对于中国经济行为的“控诉”，在中国经济行为中寻找责任的归属。比如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行为，就有不少报道中凸显了中方的责任，突出了对中国的抱怨与无可奈何。如2009年4 月10日，就有这么一则短消息《中国:钢铁制造者们的抱怨》(China: steel makers'complaint)[85]
 ，报道的主要内容是七个美国钢铁制造厂向美国政府指控中国对于钢铁的补贴，认为中国这样的经济刺激与补贴计划对美国钢铁业不利，抱怨情绪展露无遗。

2009年6月24日，《纽约时报》的经济类头版B1版报道了一篇题为《随着中国对经济的搅动，一些人看到了贸易保护主义》(As China Stirs E-conomy，Some See Protectionism)[86]
 的新闻，这篇报道中就不止一次地指出对于中国促进出口、减少进口的经济政策的抱怨，虽然这些抱怨是通过引语的方式展现的，但也是《纽约时报》观点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达: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表示“美国和欧盟向WTO投诉，他们控诉中国作为稀有矿产的最大生产者，限制对于铝和锌的出口，给予中国生产商利用这些原料的不公平的便利”，此外，白宫发言人迈克尔·R.韦塞尔(Michael R.Wessel)说:“中国不仅仅是继续进行着，并且集合了许多以前运用过的贸易保护的方法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这是对中国“贸易保护”政策的控诉，认为WTO需要来整顿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不能听之任之，损害他国利益。

7月14日，在《中国企图主导可持续能源，遭到批评》(Drawing Critics，China Seeks to Dominate in Renewable Energy)[87]
 一文中，《纽约时报》也提到了对于中国对于可持续能源保护主义的抱怨，当然，要保持报道的客观性和专业性，这些抱怨的话通常不会以记者的身份发出，而是借某些政府或组织成员的话来表达。“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与美国商业部长加里·洛克(Gary Locke)，抱怨有关北京政府对于可持续能源的保护主义(complaining increasingly about Beijing's green protectionism)。”“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板生产业，将其95%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但是当2009年春天，中国政府授权批准其第一个太阳能工厂时，又要求至少有80%的太阳能电板必须由中国生产。”此外，一些美国的新能源公司也开始恼火(grow exasperated)，GE的风能主管维克托·阿贝特(Victor Abate)也说:“(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对于非中国的厂商来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市场(a tough market for non-Chinese manufacturers)。”此时，在对于中国的能源保护行为进行控诉和抱怨之后，该报道又借个人之口将国外厂商的“无奈”情绪展现了出来。

9月16日《中国人对于鸡爪的爱好，可能使其锅中依旧有美国的家禽肉》(A Taste for Chicken Feet May Keep American Poultry in Chinese Pots)[88]
 的报道主要讲述了中国因美国对其轮胎征税后，威胁要减少美国的鸡肉进口。一些美国人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许多中国人喜欢吃鸡爪，需要从美国进口。但是在报道的结尾，还是提到了中国的鸡肉市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美国的鸡肉协会(the National Chicken Council)给美国的贸易代表罗恩·柯克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中国的市场决定了它们是盈利还是破产”，如今，中国正在威胁要报复美国市场，产业官员说，“他们只能希望中国人的味蕾比保护主义者的压力更为重要。”另一名贸易专家说:“如果我们与中国玩有关鸡肉的游戏，我们将会成为最大的输家。”这两句引语体现出了美国国内对于中国限制鸡肉进口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当然，除了指控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外，一些中国商品也因质量问题成为了美国媒介的指控与抱怨的对象。比如2009年曝出的中国干式墙污染的问题，由于其威胁到了美国住户的健康而成为了《纽约时报》深入报道的主题，针对此类责任归咎较为明显的事件来说，抱怨框架就会显现得更为明显，报道的重点是中国商品对美国人造成的伤害，以及对中国商品危害的进一步证明。11月8日，《纽约时报》经济类头版报道了《屋内杀手——美国的几千人将身体不适归咎于中国的干式墙》(The Enemy at Home—Thousands in U.S.Attribute Ailments to Chinese Drywall)[89]
 ，仅从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中呈现出的责任归咎的坚决态度，而“Attribute…to…”词组的运用也明确地进行了责任的归属，在报道中还呈现了四幅图片，分别展现了美国家庭中各种家装损坏的情况，进一步形象地证明中国干式墙的危害，以及对中国企业和商品的抱怨。

第三，中国经济蒸蒸日上——“清醒者”框架

有关这一主题的新闻篇数是四类新闻主题中最多的，共有39篇，虽然总体数量最多，但是在进行新闻的“凸显性”分析之时，我们发现，在“中美经济矛盾重重”这一主题下的报道有56.7%分布在经济版头版，即B1版，而只有28.2%的“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主题的报道分布在头版，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虽然这一主题新闻报道数量最多，但并不能代表《纽约时报》就对其最为重视。

在提及中国经济的进步之时，《纽约时报》并不是仅仅对其进步进行介绍，还保持了一种“清醒者”的态度，也就是我们所归纳出来的，运用“清醒者”的框架对中国的经济进步进行审视，在各种中国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进行理性地解读，保持喜中有忧的报道方式，在中国的进步中看出种种问题与隐患，使读者保持清醒的头脑。

7月3日，在一篇名为《绿色能源在中国扎根——当美国开始奋力争取之时，北京开发了一系列巨大工程》(Green Power Takes Root in China—While the U.S.Starts Its Push，Beijing Steers a Series of Huge Projects)[90]
 的报道中，主要描述了中国对于绿色能源的开发现状与前景，认为“今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风能市场”，但也理性地对中国绿色能源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清醒”地认为“中国不能一夜间成为绿色大国，一方面因为中国能源消费预计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会稳步增长，因为7.2亿城市中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对空调有了需求，并且其他种类能源消耗量巨大的设施已经在中国6.06亿的居民中普及了”。

7月17日，《中国经济增长的回弹——刺激方式部分可信》(A Rebound of Growth in China—Stimulus Approach is Partly Credited)[91]
 一文中，对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二季度的回升进行了报道，“经过一系列重大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大量的银行借贷，中国经济与去年相比，第二季度增长了7.9%，中国政府在周四声称，这是在经济衰落期间的一个令人惊讶的强劲信号”。然而，在将中国经济上升的情况报道之后，在报道的第二段就提出了对于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的突然增长也同样展现了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对于增长持续性的疑问，担心银行借贷是否会导致挥霍式的消费，以及是否会陷入巨大的无利润的借贷之中”。对于银行借贷的担忧，报道的结尾还进行了重申，并借用引语指出“在如此短期里进行这么多的借贷，不可能不出问题”(It's impossible to make so many loans in such a short period and not have problems)。由此可见，虽然从标题中我们看不出报道中蕴含的“喜中有忧”的方式，但是，在报道的开头和结尾，却重复说出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担忧，“清醒者”的框架由此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12月10日，《缩减开支?不在中国——增长的收入使其更易挥霍》(Cutting Back? Not in China—Rising Income Make it Easier to Splurge)[92]
 主要报道了中国目前的汽车消费情况，以及与美国之间的比较。“今年，中国人将首次比美国人购买更多的汽车”，“在几十年的填塞式的消费之后，美国人如今开始节俭;而被经济学家称为习惯节俭的中国人，却开始消费更多”，在描述中国人对汽车消费的现状之后，该报道立刻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会保持这样的消费吗?”(The question is:will they keep spending?)。随后，报道就提出了意识到的隐患:“当信用卡散播了人类的舒适之时，中国基于借贷之上的繁荣可能埋下了未来经济问题的种子。中国银监会最近告知银行在今年剩余的日子里对借贷进行限制，担心今年的一些借贷可能在未来几年中成为坏账，就像在美国发生的无节制的抵押借贷一样”。报道中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消费总数仍然不及美国在目前价格和汇率基础上消费总数的六分之一，这是因为在中国的人造产品销售增长之时，与美国相比，餐馆、旅馆以及其他的服务业都相对较少”，因此，“中国大多数的商品的平均标价都比在西方市场上要低很多。对于许多商品来说，包括一些在中国消费的绝对数目较多的商品，其在中国销售的美元总价还是要比美国少”。这些分析和报道，无疑让读者在繁荣的中国车市之后，更为清醒地看到了一些深层的问题与预测，避免一些不切实际的有关中美经济竞争中的想法与评价。

第四，中国经济阻力不断——“评判与指导”框架

在“中国经济阻力不断”这一主题下，一共包括了25篇报道，占了全部“经济类”涉华报道的19.5%，主要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限制与困难。《纽约时报》在这类主题下进行的报道，首先当然也以客观、平衡等基本原则为基础，客观地描述中国经济中的阻力与困难，而当我们仔细分析其中的报道内容后，就不难发现，这其中也有着固定的报道框架，即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阻力进行报道的同时，《纽约时报》还充当评判者、指导者的角色，不仅明确地提出问题所在，还会从更深的层次判定优劣、分析原因、预测前景，从而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或经济政策等进行评价、判断或指导。

在2009年2月6日的一篇名为《随着出口下降中国失业者增加——几百万人回到城市找工作》(China's Unemployment Swells as Exports Falter—Millions Return to Cities to Look for Work)[93]
 的报道中，记者以中国广州农民工工作难为例，描述了经济危机给工厂、工人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谈及了隐含的社会危机。报道在对广东的招工现状进行描述之后，提出了两个“谜团”:“一个最大的谜团是，有多少工厂是永久性关闭，又有多少工厂只是给工人放长假。省内和国家有关商业和工厂的数据往往是矛盾的。政府给出的全部失业率的数据被认为并不可靠”，对这一“谜团”的陈述是典型的对政府行为的评判，认为政府散布不实数据;“另一个重大谜团是，在这样一个罢工和其他冲突不断的地方，失业者的增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冲突的担心可以看作是报道对于广东目前现状的一种“提醒”与“指导”。而在描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广东的实施之时，本文记者又提出，“(经济刺激计划的)焦点是建更多的公路、桥梁和铁路线，其实，广东已经拥有一些中国最好的基础设施了”，这句话从侧面对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了评判，认为很多计划都是多余、过剩的，这一评判显得自然而隐蔽。可见，虽然在新闻中展现最多的内容应该是对现状的描述与客观的写照，然而，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寻找出某些有关新闻框架的蛛丝马迹。

6月12日，在《中国经济转向剧烈的国内消费》(China's Economy Takes A Sharp Domestic Turn)[94]
 的新闻中，报道了中国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如何进行国内消费的增长这一内容。中国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对国内经济进行刺激与促进，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使得国内投资逐渐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也有了显著增长;为此，在中国出口下滑之时，中国对于国内固定资产的投资，如公路、工厂与房产方面的投资则在增加。由此可见，中国将经济发展的方向由国外出口转为国内投资与消费的计划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该篇报道并不仅仅是描述中国克服困难的过程，还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问题评价与指导。比如，对于中国政策制定者进行“指导”:“为了使得中国初期的经济恢复保持时间长久，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措施确定消费保持稳定增长的轨迹，投资的繁荣不会加重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又如，对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数据公开行为进行评判，如在对5月中国媒体报道的零售业的增长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为了保证其采用数据的可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进行评价，报道随后指出:“中国政府努力使得经济数据保密，因此，从媒体中报道出来的数据时常是正确的”;又或者，对于中国经济中的问题与未来进行预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在没有有力的出口支持的情况下，经济强劲能够保持多久?在中国以沿海区域的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中，工资和利润已经开始下滑，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从指导到评判、再到预测，该篇报道在通篇讲述中国刺激国内消费与投资的同时，不时地穿插评判与指导性的语句，逐渐形成了“评判与指导”的新闻框架。

11月10日，《纽约时报》的B4版报道了有关中国国内著名杂志《财经》的主编辞职的消息，题为《中国，杂志主编在为摆脱控制而进行的论争中辞职》(In China，Magazine Editor Quits in a Battle for Control)[95]
 。该报道主要讲述了中国《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由于不满对杂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控制而辞职的事件。“近年来，成功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开始增加，胡舒立发现她与母公司的老板们以及他们的共产党的维护者们的矛盾越来越多”，该句体现了主编辞职的主要原因，即“政治成本上升”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政治因素在中国媒介中的作用进行了隐含的评判;杂志对“新疆7·5事件”进行采访之后，母公司命令要开除胡舒立，“《财经》主编与经济控制间的内部纠纷升级到最高点”，这主要体现了经济因素在中国媒介中的重要作用，也有一定的评价作用;“《财经》杂志的问题反映了一个依旧被政党核心控制的媒介市场中的利益的分歧”，报道最后，借中国学者之口说出了主编辞职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即媒介市场中的利益分歧，“一些人仍然坚持他们的理想，但是管理层已经逐渐更为关注利润，杂志也会变得更为保守”。由此可见，“政治、经济这两个重要因素在媒介自由言论中的地位问题”是这一报道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评判与指导”的核心内容。

第四节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框架分析

在社会类的《纽约时报》报道中，我们将民族宗教类报道设为一个单独的类别，主要涉及报道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事件的报道，在606篇涉华报道中，民族宗教类报道有79篇，占了总数的约13% ;然而对于社会类227篇报道来说，79篇的民族宗教类报道占了34.8%，比例还是相当大的，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在2009年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新疆7·5事件”了，它既是2009年里中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宗教暴力事件，也是本研究中所能获得的最为完整的宗教事件的样本，对新闻框架研究十分有利，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

一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样本选择、编码与类目设置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2009年《纽约时报》中与“新疆7·5事件”相关的报道进行一定的样本抽样和编码说明。

(一)样本的抽样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中的报道，而“新疆7·5事件”发生在当年的7月上旬，接下来的半年时间，正好可以追踪《纽约时报》针对这一事件的各类报道，可以在时间上和样本上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总体说来，我们对这一事件采取的是“总体取样”的方法，即将2009年中涉及“新疆7·5事件”的新闻报道都纳入了我们的研究范畴。

自2009年7月5日新疆爆发民族冲突之后，《纽约时报》从7月6日开始便对该事件进行了集中式的连续报道。报道主要集中在7月与8月，这两个月的《纽约时报》中就有与“新疆7·5事件”相关的报道30篇;此后，在9—12月的四个月里，《纽约时报》又对“新疆7·5事件”进行了陆续11篇的后续报道。2009年，共搜集到与“新疆7·5事件”相关的报道样本41篇。

其报道趋势如下图所示，在9月和11月中有关“新疆7·5事件”的报道仅各为1篇，而到了12月，报道量又有所增加，共有4篇相关报道，而这些后续的报道一般都是与对暴徒的审判相关，如果哪个月份中的判决增多，其报道量也会相应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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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

为了逐步分析出《纽约时报》中“新疆7·5事件”报道所蕴含的新闻框架，我们首先需要从新闻框架的建立入手:比如，记者们在报道新闻时，其中框架的建立是如何实现的?具体的步骤包括哪些?甘姆森对于框架的诠释或许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在他看来，框架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框架一件事，可以通过这两个步骤来实施:一是“框限”(boundary)事件，指的是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二是“架构”(building frame)事件，指的是人们由框架建构的内容，代表一种意义联结，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96]
 我们可以由此得到启发，将研究新闻框架的过程分为两个层面，即材料选择层面和建构层面。

在接下来的类目编码与分类中，我们也是根据材料选择和建构两个层面进行梳理的，具体包含了两大部分九个具体类目的编码与分类。(具体编码表见附录2)

第一，材料选择部分的编码与分类

在材料选择部分，主要涉及了报道主题、新闻来源、报道记者、消息来源、图片数量五个具体的类目。

1.“报道主题”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报道中涉及的“新疆7·5事件”的进展阶段，笔者将其报道主题分为了五类:“事件的过程回顾与后果”(交代了“新疆7·5事件”的来龙去脉)、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探究了“新疆7·5事件”的发生原因)、事件的后续惩罚与结果(跟踪了“新疆7·5事件”的后果与判决)、动乱的支持方(为“新疆7·5事件”的支持者正名)、新疆的历史(挖掘新疆地区的悠久历史)。

2.“新闻来源”的编码与分类

这里的“新闻来源”指的是整篇新闻报道的来源，主要分为两个类目:一是由各类新闻社提供的新闻(包括了从美联社、新华社、法新社等全球各地的新闻社中摘选或引用的报道) ;二是本报自制的新闻(主要指的是《纽约时报》自身派遣的涉华记者们所采写的报道)。通过对“新闻来源”的统计，可以计算出《纽约时报》中“新疆7·5事件”相关报道的“新闻自制率”，这一数值能够反映出事件的重要程度。

3.“报道记者”的编码与分类

对2009年《纽约时报》“新疆7·5事件”报道的记者姓名进行分类和统计，目的是为了探究报道记者的“集中性”问题。具体说来，一共有两大类记者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第一类是具体的提及姓名的记者，包括了杰安迪(Andrew Jacobs) ;大卫·巴尔博扎(David Barboza) ;黄安伟(Edward Wong) ;康锐(Erik Eckholm) ;安恩乔(Jonathan Ansfield) ;米歇尔·韦恩斯(Michael Wines) ;沙龙·拉弗兰尼尔(Sharon LaFaniere)。第二类是没有署名的报道，其中的报道记者我们则标注为“无”。

4.“消息来源”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2009年《纽约时报》“新疆7·5事件”报道中涉及的具体的消息来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国消息源”与“国外消息源”两类，前者包括了中国政府与官员、中国记者、中国专家学者、汉族人、新疆信徒、独立或自由的倡导者(以热比娅为代表)、事件旁观者等;而后者包括了外国政府与官员、外国专家学者。

5.“图片数量”的编码与分类

2009年《纽约时报》“新疆7·5事件”报道中“图片数量”的编码与分类与“报道主题”的编码与分类紧密相连，根据不同报道主题中出现的图片数量，我们主要将“图片数量”这一类目分为了五个小类:配发1幅图片;配发两幅图片;配发3幅图片;配发4幅图片;配发5幅图片。

第二，材料建构部分的编码与分类

在材料建构部分，主要涉及了报道篇幅、报道版面、标题中的事件定性类词语、固定词汇的出现频次四个具体的类目。

1.“报道篇幅”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2009年《纽约时报》“新疆7·5事件”的报道题材，我们主要将其报道篇幅分为两类:一是短篇报道(少于十句的消息类报道) ;二是中长篇报道(十句以上的非消息类报道)。

2.“报道版面”的编码与分类

2009年《纽约时报》中与“新疆7·5事件”相关的报道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版面之中:本报头版A1版;国际版头版;国际版非头版; A版评论版。其中，被安排在本报头版A1版、国际版头版的相关报道必定是最为重要的新闻报道。

3.“标题中的事件定性类词语”的编码与分类

在“新疆7·5事件”报道的标题中，报道的立场与倾向一般会通过词语的选择来体现，而在这种民族宗教类事件中，运用最多的词语就是对事件进行定性的各种名词，如“clash”(冲突、交锋)、“riot”(暴乱、骚乱)、“protest”(抗议、反对)、“upheaval”(大动荡、大变动)、“unrest”(动荡、骚乱)、“mayhem”(大混乱、大破坏)、“bloodshed”(流血、虐杀)、“fight”(打架、对抗)、“violence”(暴力、暴力行为)，等等。在“标题中的事件定性类词语”这一类目中，我们将设置两个选项，一是标题中未出现事件定性类词语;二是标题中出现了事件定性类词语。

4.“报道中的固定词汇”的编码与分类

我们将“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的固定词汇”分为了两个具体的类目，一是表达“责任归属主体”的固定词汇;二是表达“事件定性词语”的固定词汇。

前者指的是除正常的引语之外，新闻报道的一般叙述性语言中重复地出现“The Chinese government”(中国政府)、“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中国中央政府)、“Police officers”(警方官员)、“Security forces”(安全部队)、“Chinese authorities”(中国当局)、“Beijing”(北京政府)、“Communist Party leaders”(共产党的领导者)、“Beijing officials”(北京政府官员)、“Han Chinese”(汉族人)，等等此类与中国政府和军队相关的词汇，过分关注中国政府的动机、反应、行为与责任，即便记者在报道中并未明确地对事件进行责任归属，读者也会在不断的重复和暗示中不自觉地将“新疆7·5事件”与中国政府或军队的行为相联系，新闻报道在无形中也完成了事件的责任归咎的职责。

后者指的是除标题之外，新闻报道中还会不厌其烦地使用“riot”、“clash”、“unrest”等事件定性类词语，这也会使读者进一步加深对于事件性质的认知，认定“新疆7·5事件”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新疆人对于中国政府和汉族人发起的暴力抗议和种族骚乱，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破坏。

(三)信度检验

在对《纽约时报》中有关“新疆7·5事件”报道中的具体类目进行编码和分类时，我们同样邀请了上文总体编码中提及的两位编码员，笔者与两位编码员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系统培训，最终，他们对于编码说明、内容文本已经达到了比较熟悉的程度，并具备了编码的能力。

笔者将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有关“新疆7·5事件”的总共41篇报道全部让两位编码员进行了重新编码与分类，将其中涉及的“材料选择”部分的报道主题、新闻来源、报道记者、消息来源、图片数量等五个类目，以及“材料建构”部分的报道篇幅、报道版面、标题中的事件定性类词语、固定词汇的出现频次四个类目都进行了信度检验，分别对其进行了Holsti reliability formula信度测量，由此得到的平均信度均超过了0.93，符合最低信度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报道主题”的编码信度，M =0.90;“新闻来源”的编码信度，M = 0.93;“报道记者”的编码信度，M =0.99;“消息来源”的编码信度，M = 0.90;“图片数量”的编码信度，M = 0.98;“报道篇幅”的编码信度，M = 0.98;“报道版面”的编码信度，M = 0.99;“标题中的事件定性类词语”的编码信度，M =0.87;“固定词汇的出现频次”的编码信度，M = 0.95;“图片类型”的编码信度，M =0.92;“图片倾向”的编码信度，M =0.89)

二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在以上的编码与分类中，我们将研究《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过程分为了两个层面，即材料选择层面和建构层面。在接下来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中，我们也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材料选择”

新闻材料的选择一般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展现:题材的选择、新闻源的选择、消息源的选择、图片的选择。

第一，题材的选择

在题材的选择上，《纽约时报》为何会选择中国的宗教事件为一个重要的报道点?又为何将“新疆7·5事件”作为报道核心事件?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宗教事件中充满了吸引读者眼球的因素:镇压、冲突、暴力、危机，等等。学者古德曼(Goodman)曾经在其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中指出，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有24%的报道涉及严重的危机，70%的报道涉及冲突，有32%的报道涉及暴力。[97]
 虽然古德曼研究的主要时期是冷战时期，这一比例或许并不适用于如今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但是美国媒体对于他国危机、冲突和暴力事件的自始至终的关注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通过对41篇相关报道的粗略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五个具体的主题。由下表可以看出，在41篇有关“新疆7·5事件”的民族宗教类报道中，有关“事件的后续惩罚与结果”这一主题的新闻报道最多，占了全部报道的36.6%，其次是“事件的过程回顾与后果”主题，占了34.1%，而对“新疆的历史”主题的报道只有两篇，仅占全部报道的4.9%，此类报道主要属于事件的背景叙述，与事件本身相比，其数量不多。


报道内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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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闻源的选择

对新闻源的选择也是新闻框架中“框限”一环里的重要步骤，即新闻材料从哪个渠道选择，这也关系到新闻框架的形成。由于《纽约时报》属于美国社会中的大报，十分重视国际新闻的报道，为此，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国家几乎都派有自己的记者，这大大提升了新闻的“本报自制率”。从下表可以看出，在41篇民族宗教类报道中，只有两篇来自各类新闻社，而有39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本报自制，在该民族宗教类事件中，《纽约时报》报道的本报自制率达到了95.1%。


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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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新闻开头显示的报道地点这一变量来看，在41篇有关“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新闻报道地区为中国的有33篇，占了总数的80.5%，来自美国的报道仅有1篇，而未显示报道地区的为7篇，由此看来，《纽约时报》中的民族宗教类报道不仅本报自制率高，且来自事件发生源头的报道也很多，这两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报道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纽约时报》的大报特征由此凸显。

当然，在本报自制的众多新闻报道中，也有一定的规律和特征可循，这可以从采写报道的记者身上分析。在“新疆7·5事件”中，排除未被署名的短篇报道，一共有7位涉华记者参与了该事件的报道，其中，记者黄安伟一共采写了15篇报道，而杰安迪(Andrew Jocobs)采写了12篇，米歇尔·韦恩斯(Michael Wines)采写了4篇，这三位主力记者采写的报道就占了全部41篇报道的75.6%。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纽约时报》的“新疆7·5事件”报道中也存在着不标注作者署名的报道，该类报道都属于十句以下的短篇消息类报道，未标注作者姓名有的是因为消息来自于各大新闻社，而那些本报自制的消息如果过于短小也会忽略记者姓名，仅以“The New York Times”的署名标注，这些不署名的报道有5篇，占了总数的12.2%。总体说来，《纽约时报》较为重视主力记者的深度报道，注重报道的专业性，这一传统为采写国际报道带来了许多便捷;但过多地使用同一记者的新闻报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报道中内容的重复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报道的同质性，无形中限制了新闻的选材与架构。


记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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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消息源的选择

报道中消息源的选择和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材料的“选择”与新闻框架的“框限”。在一共41篇《纽约时报》的民族宗教类报道中，共有间接引用313句，直接引用112句，平均每篇报道中有间接引用7.63条，直接引用2.73条，直接引用数量不及间接引用的一半，大量间接引用的运用，使记者具有更多“架构”事实的机会，新闻框架的搭建将会更为明显。当我们将引用的消息源详细分类，可以制成以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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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在“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来自“中国政府与官员”的消息源数量最多，有113条，而与此性质相同的来自“中国记者”的消息源数量也不少，有67条，这两类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源就占了全部消息源总量的40.2%。位居第二的是以热比娅为代表的“自由倡导者或组织”的消息源，共有77条，而生活在新疆地区“新疆信徒”的消息源也有71条，这两类消息源代表了中国除了汉族以外的不同宗教人民发出的声音。

与众多的“中国消息源”比较起来，来自美国等国外消息源的数量则显得十分势单力薄，仅有22条，4.9%的比例。《纽约时报》在对“新疆7·5事件”进行报道时，既展现了“中国官方”的声音，还发出了“自由倡导者与宗教信徒们”的呐喊，同时还规避了来自国外的第三方的评论，从表面看来似乎无可挑剔。

这一引语分布情况不仅取决于《纽约时报》客观、平衡的报道原则，还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媒体的开放策略”的影响，这些媒体开放政策包括:在“新疆7·5事件”发生之后，当地地方政府在人民广场附近的海德酒店成立了新闻中心，负责接待所有境内外媒体记者，新闻中心安装了50余条网线为记者提供发稿便利，并坚持24小时开放，配有技术人员，随时负责网络技术问题。再如，在7月7日中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乌鲁木齐市政府还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将七五事件的过程与后续发展情况尽快地通报给了境内外媒体。[98]
 这使得来源于“中国官方”的消息源数量多于来自所谓“自由倡导者们”的消息源数量。

当然，这里我们仅是从消息源的选择方面对《纽约时报》的民族宗教类报道进行了新闻“框限”方面的分析，我们不能仅仅从消息来源选择的数量上就判断《纽约时报》能够做到真正的“不偏不倚”，还需要进一步对消息源进行“架构”方面的内容分析，利用批判的话语分析的方法，从报道表面探究报道深处的新闻框架与意识形态的存在。

第四，图片的选择

在记者与编辑对新闻进行“框限”之时，图片的选择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否使用图片，使用多少图片，都会对新闻框架的设立产生一定的影响。新闻中的图片运用，以其强烈的纪实性、鲜明的形象性、手段的灵活性、阅读的醒目性和读者的广泛性在新闻报道的框架与认知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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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报道中配发图片，配发多少幅图片，选择哪里的图片，这些都是可以预先选择的，是新闻框架中“框限”步骤中的重要一环。

首先，我们从“新疆7·5事件”报道中的五个主题入手，看看各个主题中包含了多少图片，从中可以判断，哪些主题的报道最需要视觉图像的辅助，即视觉图像在哪些主题中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由上表可见，运用图片总数最多的是“事件的过程与后果”这一主题，14篇报道中共配发了19幅图片，然而，就图片配发的平均数量来看，这一主题所配发的图片并不是最多的，每篇报道仅配发了不到1幅的图片。而图片平均配发量居首位的是“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这一主题，每篇报道配发了将近3幅图片，排列第二位的则是“新疆的历史”主题，这一主题下仅有两篇报道，但配发了5幅图片，平均每篇也有近3幅的图片量。这一结果可能与我们“冲突越多图片越多”的假设有所出入，由此看来，与冲突程度相比较，报道的深入程度才是《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报道中图片的配发数量多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原因追究或历史性的报道中，由于报道深入性强，没有太多的细节性描述，因此，需要用视觉图像来表达生动的情节与细节。虽然报道内容的冲突性也是配发图片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由于其报道中不乏细节场景与语言表达等的描写，因此视觉图像往往会成为一种细节描述的补充，这一补充不需要过多，适可而止。

其次，我们从图片来源入手，考察众多图片中的“本报自制图片”与“转引新闻社图片”的分布情况。在一共46幅图片中，属于本报自制的图片有27幅，而来自各新闻社的图片则有19幅，本报自制率为58.7%。而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在“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来自《纽约时报》本报涉华记者采写的比率为95.1%，远远高于图片的自制率。与“眼见为实”的图片相比，记者们对文字的架构更为容易，图片作为文字的辅助力量，对其选择和解释是相对自由的，来自于各大新闻社的图片比较丰富，数量大、角度广，《纽约时报》大可以从新闻社提供的众多图片中寻找与新闻框架相符的，同时还可以自由地配上具有本报观点的图片说明，如此照样可以通过非自制的图片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本报自制的图片，有许多是来自《纽约时报》图片库的地图与数据图片。而那些由本报记者拍摄的与报道事件直接相关的图片所费周折当然比来自新闻社的图片大许多，数量也相对较少。

(二)《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材料建构”

上文对《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报道的材料选择部分进行了简单的内容分析，从主题、新闻源、消息源和图片运用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纽约时报》的民族宗教类报道是如何从材料的选择上建构新闻框架的。而这一部分，我们将重点放在新闻框架的“架构”上，即探讨《纽约时报》中民族宗教类报道框架的具体建构过程，此时的重点不仅仅是材料选择的多寡，还包括了材料搭建的方式、方法，以及材料中包含的深层意义，从更为细致的角度考察新闻框架的建构过程。

第一，基于报道重要性的框架建构

虽然对新闻主题的选择和分类我们已经从整体上进行了统计，然而，这仅仅是将某些主题“框限”在了记者们的视野之中，而如何将这些主题进行细致的利用和建构，则需要从不同主题的“报道篇幅”和“凸显性”上做进一步分析:

1.“新疆7·5事件”报道中不同主题的“报道篇幅”分析


报道内容概述*报道篇幅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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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有关“新疆7·5事件”的41篇报道中，有7篇短篇报道，仅占总数的17%。一般情况下，“报道篇幅”变量与“图片分布”变量是相对应的，“图片分布”越多的主题，“报道篇幅”中的中长篇报道应该越多。在上文的图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的历史”与“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这两个主题中配发的图片数量最多，而从报道的篇幅中也可以找到与此对应的关系，即这两个主题中的新闻报道全部是中长篇报道，短篇报道的数量为零。

包含“短篇报道”最多的主题为“事件的后续惩罚与结果”，其中短篇报道的数量为3篇，这是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有关罪犯的逮捕与判刑的信息内容有不少缺乏相应的细节描述，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十句以下的短篇消息来体现。在全部41篇的“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仅有两篇报道是来自新闻社的通稿，而这两篇来自新闻社的报道都属于短篇报道，在“事件的后续惩罚与结果”以及“动乱的支持方”两个主题中各占一篇，“事件的过程回顾与后果”主题下的短篇报道均来自本报自制，该主题下报道的本报自制率达到了100%，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在冲突性事件细节场景的报道方面表现得积极而强势，其强大的国际新闻报道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种在冲突性事件爆发初期就进行密集的自制性报道的方式，不仅有利于对事件的理解与定性，更可为接下来的追踪报道拟定属于本报的报道基调与轨迹，这也是进行新闻“架构”的有效方式之一。

2.“新疆7·5事件”报道中不同主题的“凸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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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版面的设置是继报道篇幅之后最为重要的“凸显性”表现方式。在《纽约时报》全部41篇的“新疆7·5事件”新闻报道中，共有4篇报道被安置在本报头版，即A1版面中，占全部报道的9.8% ;其次有9篇报道出现在国际版的头版之中，有21.9%的比例。就所占头版报道的总数来讲，“事件的过程回顾与后果”这一主题下有6篇头版报道，而“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中包含了4篇头版报道。但就各个主题中头版报道的比例来看，比例最高的属于“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这一主题，共5篇相关报道，有4篇进入了头版版面，比例为80% ;而在“新疆的历史”这一主题中的两篇报道中，也有1篇进入了头版版面，比例为50% ;第三位的才是“事件的过程回顾与后果”，比例为42.9%。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对于“新疆7·5事件”的责任归咎与历史原因关注的程度极高，其在版面重要程度中的体现甚至超出了事件本身，看来通过宗教冲突性事件挖掘出我国历史性的、深层次的民族、宗教矛盾也是《纽约时报》进行涉华民族宗教类报道的焦点之一。

第二，基于标题立场的框架建构

标题是新闻的眼睛。读者不仅可以从标题中得到与详细报道内容相关的重要信息，还能够从标题中感受到报道的倾向与立场。

在41篇“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共有25篇报道的标题运用到了事件定性词语，占了总数的约61%，在这些报道中，读者可以通过标题在第一时间为事件定性，并由此联想到各种生动的暴力场面，比如，两群人之间的“clash”与“fight”的场面，不满者进行的“protest”和“riot”的场景，以及整个社会的“upheaval”和“mayhem”的结果，这些定性类的词语出现的频率越高，在读者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便越深，标题立场的“架构”功能由此显现。


报道内容概述*标题中出现的定性词语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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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纽约时报》报道标题中对于定性词语的使用，也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如上表所示，在标题中使用定性词语最多的主题为“事件的后续惩罚与结果”，15篇该主题的报道中有11篇的标题出现了为事件定性的词语，占到了73.3%，由于该主题中的不少报道都是出现在距离2009 年7月5日之后比较远的日子里，比如10月、12月中，当读者们渐渐将“新疆7·5事件”淡忘的时候，报道的标题中则更加需要事件定性词的出现，这些定性词语不仅可以帮助对事件熟知的读者回想起之前的细节，还可以协助并不熟悉事件的读者在完全不了解事件经过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迅速地定性，这是对新闻进行“架构”的主要步骤。

标题中含有定性词语总量位居第二的是主题“事件的过程回顾与后果”，14篇报道中有8篇的标题中出现了事件定性类词语，占了57.1%，数量虽多但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该类主题中包含许多事件本身发生的细节描写与后果呈现，有一些报道无须将事件的定性词放进标题之中;其次，这类主题中包含的报道角度比较多，包括了内陆向新疆移居者的生活、中国军队政策的改进、中国学者的建议，等等，这也降低了事件定性类词语在标题中的使用频率。

还有两类主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主题下，标题中出现定性类词语的报道篇数并不多，只有4篇，但占到了该主题的80%，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进行“新疆7·5事件”原因的分析时，会比较倾向于预先在标题中对事件定性，并通过业已被定性的事件寻找其发生的原因;而标题立场倾向最不明显的主题当属“动乱的支持方”，在该主题中，仅有1篇报道标题中出现了为事件定性的词语，大多标题都将以热比娅等为代表的“动乱支持方”与定性好的“新疆7·5事件”割裂了开来。其中，仅有的一篇带有事件定性类词语的标题为“China:Letter Blames Uighur for Violence，Officials Say”(《中国官员称，信件中指责实施暴力的维族人》)，其中“Violence”(暴力、暴力行为)一词与其他定性类词语相比倾向性比较弱，定性能力也不是很强。可以分析出，“动乱支持方”主题下的新闻标题中对于事件定性类词语的规避，也就是对动乱支持者责任的规避，新闻“架构”中隐含的倾向性随之显现。

第三，基于报道内容的框架建构

新闻报道的篇幅、版面、标题等都属于显而易见的新闻“架构”因素，这几项因素中的新闻框架的倾向性比较容易被发现和察觉，而仅靠这些表面的新闻“架构”因素还不足以让我们归纳出《纽约时报》中以“新疆7·5事件”为代表的民族宗教类报道的整体而细致的新闻框架，为此，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全部41篇相关报道的内容进行新闻“架构”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为新闻框架的归纳打下坚实的基础。

1.固定词汇的重复使用

虽然《纽约时报》针对“新疆7·5事件”共有41篇报道，且报道的主题和角度各不相同，但是，在整体上进行报道的通读后，我们发现，每一篇报道中几乎都会提到“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中国军队”、“汉族人”的行为，还会将对事件定性的词语，如“riot”、“clash”、“unrest”等进行重复地强调与使用。对这些固定词汇的重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报道对于事件责任的归咎，同时也对事件性质进行了反复强调。


描述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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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在《纽约时报》41篇有关“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除引语之外，共出现“中国政府”等有关责任归属主体的词语245次，而出现“riot”等事件定性类词语的词数为233次。平均每一篇报道中责任归属主体出现5.98次，而事件定性类词语出现5.68次，几乎每篇都接近6次，这样的出现频率还是非常高的。而责任归属主体出现频率的标准差略大于事件定性类词语，这表明，在41篇相关报道中，各篇报道之间责任归属主体出现频率的分布不如事件定性类词语分布均匀。这可能是因为在“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责任归属主体的出现与不同主题间的关系比较紧密，而事件定性类词语的分布受到主题的影响并不大。比如，在报道中专门涉及了一个“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的主题，在该类主题的报道里，记者会集中对事件进行责任归咎，责任主体的出现频率会显著升高，而事件定性类词语在各主题中几乎都会出现，且不会受到明显的报道主题影响。

2.固定背景的重复叙述

在《纽约时报》“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除了不少固定词汇的重复出现，还有一些固定的事件背景也会“不经意地”出现在报道的某一段落中，虽然这些重复的背景在报道中出现的位置不同，也不像固定词汇在每一篇相关报道中都会出现，但是，与单独的词汇相比，成句、成段的重复的背景介绍更易打动人心，达到“重复强化”、“重复定性”的目的。

这些重复性的背景描述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新疆地区人员组成、汉族人入侵的背景描述。这是在“新疆7· 5事件”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报道里出现重复率最高的背景性描述，它主要是强调了汉族人对于新疆地区的入侵和抢占，在七八月份的事件报道中，几乎每篇报道都会涉及与此相关的重复性语句和段落。比如“维族人是新疆地区最大的种族群体，但是在乌鲁木齐的维族人却不多，在那里，汉族人有大约200万人，占了全部乌鲁木齐人口的70%。中国政府鼓励汉族人向乌鲁木齐市以及新疆的其他地区迁移，在维族人中激起了愤怒”(7月6日)。“新疆，这个石油丰富的沙漠地区，维族人是这里最大的种族群体，但是这里却被汉族人统治，汉族人是中国主要的种族群体”(7 月7日)。“汉族人曾经很长时间里将新疆作为一个外在的开垦地，但是现在，汉族人口占据了新疆地区的将近一半，包括了在省会乌鲁木齐的大部分汉族人”(7月7日)。“维族人是新疆地区最大的种族群体，但是汉族移民，在某种程度上被政府鼓励进入了新疆，他们正在快速改变着这里的人口特征: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在新疆地区有40%的人口是汉族人，比1949年6%的比例有巨大提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汉族人一直持有新疆地区的权力”(7月8日)。

②对维汉两族不平等的背景描述。这一部分的重复背景描述将重点放在了汉族人到新疆之后，给新疆人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上，包括工作、收入、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比如，“但是，许多维族人对高失业率以及与汉族人间的收入差距进行抱怨，汉族人控制了新疆大部分的工业:石油、农业和建筑业。他们给其他的汉族人更多的合作和工作机会”(7月8日)。“但是汉族人移居激起了民族紧张，因为维族人抱怨自己的失业，汉族人企业的增殖，以及维族自身文化的瓦解”(7月9日)。“许多维族人对于中国的主导民族——汉族对其的歧视感到愤怒”(11月10日)。

③对中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的背景描述。虽然在对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进行描述和评价时，也会引用某些汉族人的原话，认为政府对于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升学分数线，等等，但是，被重复描述最多的，还是那些对于新疆地区维族人语言、宗教、文化等的压制。比如，“维族人的身份与福利被政府政策‘有计划的腐蚀’了，这些政策规定限制维吾尔文的运用，限制宗教活动，也形成了工作歧视”(7月8日)。“事实上，中国政府逐步淘汰学校对于维吾尔文的使用……在2006年，政府开始实施在学前教育中使用汉语作为主要语言的政策”(7月8日)。“许多维族人抱怨鼓励汉族人移居新疆地区的政策，并且说政府压制维族语言与宗教”(7月16日)。

以上三个方面的背景描述属于“新疆7·5事件”在《纽约时报》七八月份的前期报道中重复最多的内容，几乎每一篇前期报道中都会涉及一个或多个这样的背景描述，虽然每一篇报道中所运用的重复手法有所不同，比如有的是以单独一段内容专门澄清背景，有一些报道是在定语中顺带提及所需要重复的背景，还有一些报道是以引语的方式表达对于这些背景的重视等等。但是，这些背景描述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搭建“政府幕后操纵，鼓励汉族人入侵新疆地区，抢占当地物质资源，侵蚀当地宗教、文化传统，激发当地维族人反抗、暴力情绪”这一主要框架。每一次背景描述的重复，都是对这一框架的再一次认同与强调。

当然，还有一种形式的重复是对中国政府强硬态度的背景描述。这一背景描述虽然不及以上三个方面的重复频次多、内容广，但是重合度是最高的，比如，对于乌鲁木齐一名李姓官员的“对于那些利用残忍手段实施暴力的人，我们将会处决他们。”(“To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crimes with cruel means，we will execute them”Mr.Li said at a morning news conference)这一强硬态度的公开表达，就在七八月份的“新疆7·5事件”报道中出现了4次，且每一次都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出现，一字不差，重合度颇高。这种对于中国政府强硬态度的重复引用叙述，同样也起到了加强框架表达的作用。

(三)《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

从以上对于《纽约时报》中有关“新疆7·5事件”报道材料的“选择”与“架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在材料的选择方面，《纽约时报》的涉华民族宗教类报道:1.重视本报“原汁原味”的集中式采写; 2.重视来自事件发生地的消息来源，淡化本国消息源对于报道的干扰; 3.充分利用各大新闻社丰富的图片资源，以报道的深度为标准，适当安排各篇报道中的图片数量。

其次，在材料的架构方面，《纽约时报》的涉华民族宗教类报道:1.在对事件过程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重视凸显“原因类”、“历史类”等长篇报道，而在标题中则选择性地使用事件定性类词语，从而起到强调或弱化事件责任的作用; 2.重视报道内容中重复性词汇与内容的使用，不仅可以加强读者对于事件性质的肯定，还可以不断强化事件的责任归属，通过重复式的责任强调代替因果式的责任证实。

为了进一步概括和明确新闻文本中蕴含的深层动机和框架，我们将有关“新疆7·5事件”的41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主要运用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法，先解构《纽约时报》中的相关报道，再利用甘姆森等分析电视新闻中有关“核电”议题的框架时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将新闻报道的结构意义分为隐喻、范例、口号、描述、视觉影像、结果预测等几个方面[99]
 ，并根据实际研究情况将其进行改造，再将主要议题重构为“意识形态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由此绘制了以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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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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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新闻文本的结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上表格中展示的五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集束，包括“独裁的中国政府”、“暴力的中国政府”、“虚伪的中国政府”、“阴谋的中国政府”以及“自由的使徒热比娅”。此外，还在这一基础上归纳出了五个不同角度的新闻框架，这五种框架都隐含在2009年《纽约时报》中的41篇与“新疆7·5事件”相关的报道之中，虽并不能轻易被察觉，但会在“隐喻”、“范例”、“警句”等因素的展现中被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为了更加清晰地认清每一种框架中所包含的深层含义，我们将对其进行一一解释和分析。

第一，“独裁的中国政府”意识形态集束下的新闻框架分析

“独裁的中国政府”这一意识形态集束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限制少数民族宗教自由”的框架来表现的，其主要内容是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少数民族政策进行评判。

在《纽约时报》所有的有关“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中，并没有完整确实地将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进行介绍和分析，也没有在报道中明确地提到政策中的某一项或是某一条，而基本是通过维族人和汉族人的口语反应对政策进行主观性的评判，且以维族人对于政策的抱怨为主，以中国政府和汉族人的评判为辅。在41篇相关报道中，内含对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进行负面评价的报道就有10篇，占了近1 /4的比例。

在频繁重复强调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负面评价的同时，《纽约时报》还借国际组织的评价给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进行概念上的升华，将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视为一场精心策划的独裁计划，一步一步地侵蚀维族人民的利益，甚至是民族身份。比如，“大赦国际”这一组织最近说，维族人的身份与福利都被以限制维语的使用、限制宗教活动以及培养职业歧视为内容的政府政策所“系统性地侵蚀”(systematically eroded )了[100]
 。

此外，在这一框架中，《纽约时报》还通过对于中国政府官员无情、严厉的言行的描述进一步强调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应负的责任，比如在7月11日一篇名为《一名强人是中国在民族冲突中的砥柱》(A strongman is China's rock in ethnic strife)[101]
 的报道中，记者就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治疆强人王乐泉对于新疆文化与宗教的限制:不仅在中小学中用普通话代替维语，声称少数民族语言“跟不上21世纪的步伐(out of step with the 21st century)”，更限制政府工作人员的宗教活动，比如蓄须、裹长巾，或是在工作时禁食和祷告。

在众多有关政策的限制、评判等的描述之后，《纽约时报》的记者们还不忘对新疆的现状与未来进行评价和预测，并将“新疆7·5事件”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运动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如今的新疆暴动，就是王乐泉的无情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败”[102]
 这一结论，似乎既替“新疆7·5事件”的爆发找到了根源，又由此暗示了“政策不改、暴动不断”的真理。

第二，“暴力的中国政府”意识形态集束下的新闻框架分析

这一意识形态集束下的新闻框架为“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运动进行暴力压制”，主要通过中国官员的言行与中国军队的行动来体现。

如何体现中国政府的暴力实质，是这一框架中所要展现的主要内容:首先，“暴力指挥者”的言行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比如，新疆官员李志(Li Zhi)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于那些以残忍手段实施暴力的人，我们将会处决他们”……对于那些领导暴动的人，我们将会以“最严厉”(with the utmost severity)的手段惩罚他们[103]
 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言论，《纽约时报》也进行了引用，胡锦涛号召当局“孤立并重击那些一小部分参与流血事件的人”[104]
 ;在暴动结束后，王乐泉的言论也被《纽约时报》所引用，他认为对于暴动的镇压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a“life and death”struggle)[105]
 。这些有关政府官员对于“新疆7·5事件”的口语反应，足以展现中国政府在“新疆7·5事件”中的强硬态度，并毫不避讳利用武力解决事端。

同时，一些报道中还加入了一些官员对维族人进行暴力压制的细节，比如“王乐泉压制伊斯兰教，采用外柔内刚的手段，发展工业、使维语边缘化，建立与外界相联系的公路和铁路，同时，以制止恐怖主义和将维族人民纳入统一大中华的名义，监视、逮捕以及拘留无数少数民族人民。”

此外，《纽约时报》中也有对于暴力行为的反思与指责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对中国政府暴力压制结果的表达，这种对于结果的描述也体现在了引语的使用中。比如，在使用暴力对骚乱进行镇压的问题上，王乐泉说道:“冲突在变化急速的中国在所难免，但是使用暴力往往会适得其反(sometimes it is counterproductive to use force)。”[106]
 而对于中国政府军队镇压新疆骚乱的行为，土耳其总理将这些压制称为“暴行”(atrocities)，并建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干预此事。[107]


第三，“虚伪的中国政府”意识形态集束下的新闻框架分析

“中国政府对‘新疆7·5事件’的事实与后果进行封锁和隐瞒”这一框架是“虚伪的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集束中所体现的。

对于中国政府“虚伪性”的证实，《纽约时报》“新疆7·5事件”的相关报道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

1.对事实的封锁。当互联网以及其他媒体上出现了与中国政府的真实的事件版本相冲突的信息时，中国不仅会寻找压制不利新闻源头的各种新方法，还会颠倒那些逃脱政府控制的不讨好的新闻。当中国政府发现其无法完全对网络进行控制时，他们就会对Twitter或者Internet等网络服务进行关闭与封锁。但是对于外国记者，中国政府认为，只要能够对其进行控制，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政府意图。但由此得到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中国政府再一次对于所有信息的控制都是值得怀疑的和枉然的(cynical and futile)。[108]


2.对维族人死亡数据的隐瞒。对于“新疆7·5事件”中政府公布的死亡数据的质疑，主要来自维族人以及国外组织。报道中不仅指出了对于死亡数量的质疑，还对这些维族人是如何死亡的，谁造成的死亡等都有详细描述，这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中国政府对其无情的压制和暴力迫害。比如，境外的维族拥护者声称，官方少计了事件中死亡的维族人数量，这些维族人是被武装部队以及继初期抗议之后的进行报复行动的汉族人所杀死的。由此，“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暴力，两种不同版本的对于死亡者的叙述。但是对于维族人来说，他们对于‘受害者’的这一角色是再也熟悉不过了(For the Uighurs，the role of victim is all too familiar，they say)。”[109]
 (暗示维族人是受害者)

第四，“阴谋的中国政府”意识形态集束下的新闻框架分析

之所以称这一意识形态集束下的中国政府是颇具“阴谋”的，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唆使汉族人移居、开发新疆，抢占资源”这一新闻框架下，汉族人、维族人都受到了伤害，只有中国政府是最后的赢家。这一框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体现:

1.中国政府对于汉族人的欺骗和唆使。在有关背景介绍的报道中，不仅提及了中国政府给予汉族人虚幻的承诺，还利用口号与标语的使用、汉族人的言行等暗示其被中国政府“洗脑”。比如，报道中如此描述了汉族人刚涉足新疆时的情形:在长达一个月的火车和敞篷卡车的旅途之后，几千汉族人到达了戈壁沙漠寻求一份工厂的工作，每个屋子并没有之前承诺的热水和电话，只有那些把他们吸引到这个遥远地方的无法兑现的承诺;报道中还引用了几例当时为汉族人打气和洗脑的标语和口号:“同志们，你们必须准备为新疆献身”(Comrades，you must prepare to bury your bones in Xinjiang)、“放下武器，为社会建设而努力”(Put your weapons aside and pick up the tools of construction)、“发展新疆，保卫祖国边疆，维持社会稳定”(Develop Xinjiang，defend the nation's borders and protect social stability) ;被“洗脑”后的中国人，将个人信念放在了一旁，开始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政府的安排，那些痛苦的感觉也渐渐消失:“我们是为祖国服务，荣誉是属于党的，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110]
 。以上这些细节的描述，都在强调中国政府对于汉族人的欺骗，也从侧面说明了汉族人的“受害者”身份，他们涉足新疆，完全是受中国政府的欺骗与号召。

2.汉族人对于维族人资源的抢占。对于汉族人与维族人之间的矛盾呈现，《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从不吝啬笔墨与版面。首先是汉族人对于维族人地盘的抢占:维族人是新疆地区最大的种族群体，但是在乌鲁木齐的维族人却不多，在那里，汉族人有大约200万人，占了全部乌鲁木齐人口的70%。中国政府鼓励汉族人向乌鲁木齐市以及新疆的其他地区迁移，在维族人中激起了愤怒;其次是汉族人对于维族人资源的抢占:汉族人向新疆的迁移激起了民族间的矛盾，维族人抱怨由汉族人带来的失业、汉族企业的不断增殖以及维族文化的不断瓦解;最后是汉族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唆使抢占了新疆的资源，而是认为自己才是新疆的主人，报道中引用了一名长期在新疆的汉族老人的原话:“自从我们来到了新疆，维族人就对我们感到愤怒，并对我们促进新疆的发展没有任何的感激之情，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待下去，维族人永远也别想夺走新疆(The Uighurs will never wrest Xinjiang away)。”[111]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汉族人和维族人都是受害者，都是受到了阴谋颇多的中国政府的操纵，目的就是为了侵占新疆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报道中并没有强调汉族人给新疆带来的诸多好处，以及新疆地区的进步与发展，而是将重点放在了维族人对汉族人的抱怨上，并且利用重复叙述和引用的方式加强这一新闻框架的影响力度，将“中国政府唆使汉族人移居、开发新疆，抢占资源”的观念持续断深入读者内心。

第五，“自由的使徒热比娅”意识形态集束下的新闻框架分析

在“自由的使徒热比娅”这一定位下，“热比娅是自由与民族自治的领导者”这一新闻框架在《纽约时报》中得到了凸显。当然，作为一份标榜客观与公正的大报，《纽约时报》的记者们不可能给热比娅以主观的评价，而是继续利用惯常的手段:借他人之口，表达自我立场。对于热比娅“自由使徒”的标榜，就是来自于布什总统之口:布什总统不止一次地会见了热比娅，并在公开场合称赞其为“自由的使徒”(an apostle of freedom)[112]
 。

报道中不仅需要为热比娅的身份做鉴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她的目标:虽然，中国政府一直控诉热比娅及其领导的组织煽动恐怖主义，但是这些组织声称与暴力或伊斯兰极端主义并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只是号召维族人民的民主与“自治”，并与极易引发争论的独立事宜划清界限。

当然，《纽约时报》还不忘借热比娅之口指责中国对于罪犯的处决即对维族人民人权的侵犯:“去接受一个将处决当作家常便饭、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国家是不对的”，热比娅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最后，得出了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向全世界确认热比娅是恐怖主义者的努力失败了(For the most part，China's efforts to convince the world that she is a terrorist have failed)[113]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的“努力失败”是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热比娅的“自由使徒”身份，暗示了中国政府对其动机的诬陷。

第五节　2009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框架总结

对2009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相关个案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以小见大，从个案中总结出2009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整体框架，也就是对其中的“建构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其目的是总结出2009年《纽约时报》中所建构的具体的“中国形象”。

从2009年《纽约时报》中全部的近600篇涉华报道总体的文本分析以及分类的个案分析中，笔者主要总结出了以下几个《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架构出的“中国形象”:

一　中国是美国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

在2009年《纽约时报》的许多政治类和经济类的涉华报道中，都涉及了“中国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一新闻框架。在上文的个案分析中，“全球气候谈判”、“奥巴马访华”以及“中美之间经济合作”这三个主要的政治和经济类主题中都或多或少地提及了“中国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一重要的现实情况。

(一)中国是美国重要的政治伙伴

比如，在“全球气候谈判”这一议题中，就利用美国领导人的发言强调了中美两国合作的重要性:在美国白宫发言人佩洛西访华期间，她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气候谈判的问题，号召中美应携手合作，担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我们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们对自己负有责任，对彼此、对全世界也有责任。我们必须一起合作。”[114]
 同时，一些报道中还对中美双方如果不积极合作的后果进行了陈述:奥巴马政府的主要气候谈判者称，中美两国“对于彼此视而不见”(the two gorillas in the room)，如果他们不停止争辩，那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就不可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国际协定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115]


而在“奥巴马访华”这一议题中，也有很多地方重复地涉及了中美双方合作的主要议题，并强调了中国在这些议题中的重要地位。比如，奥巴马访华需要中国政府帮助美国完成许多十分重要和艰巨的问题，包括稳定全球经济体系，阻止全球变暖，劝说朝鲜停止核武器试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生产更多的核武器。[116]
 此外，还有一些报道中强调了双方的责任:奥巴马说，中美两国在一些事务上担负着“领导的责任”，比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行动，并且说中美两国在许多共同关心的事务上需要更为紧密地合作。[117]
 还有一些报道强调了在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抑制全球变暖、劝说朝鲜放弃核试验以及阻止伊朗建造更多的核武器。[118]
 这些对于中美间合作议题的重复陈述进一步强调了“中国是美国重要的政治合作伙伴”这一新闻框架。

(二)中国是美国重要的经济伙伴

在经济类议题中，专门有一个主题报道了“中美之间合作双赢”的现状。在这一主题中，《纽约时报》所采取的是“互相获利”的框架。该主题的新闻报道中，主要以中美之间的双边投资、贸易、债券等交易为主要报道内容，强调了中美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各自获得的好处，这种好处又是从“美国向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向美国的投资”两个方面来体现的。

首先是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关注:比如，中国已经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牌汽车的消费国，并成为了奢侈品牌关注的焦点”。[119]
 再如，玩具生产商美泰为了缓解第四季度利润46%的下滑，而在中国上海开了第一家主营芭比娃娃的玩具店，立志成为像日本“Hello Kitty”一样在中国拥有众多粉丝的玩具品牌。[120]
 其次是美国的品牌与技术也对中国有吸引力:“在经过几个月的设想之后，如果这一交易(中国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品牌)能够完成，这便成为中国公司第一次获得美国的著名汽车品牌”，“尽管悍马的生产还将保留在美国，但腾中重工将会成为在北美第一个销售汽车的中国公司”[121]
 。此外，中国在美国的新能源市场也占有一席之地:比如“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估计，其目前在美国已经拥有了12%—13%的市场，目标是2010年底达到20%的目标。”可以说，“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一投资，是中国尚德公司拥有美国市场和‘美国制造’商品的一个很明智的策略”。[122]
 总之，从诸多报道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的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时报》主要将中国视为其“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进行新闻的架构，中美双方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彼此依赖的。

二　中国的崛起令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感到担忧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角色并不仅仅是亲密的“伙伴”，在中国日益强大的现状下，美国自然也感受到了不少的压力。而中国带来的这些压力，也不仅仅只威胁到美国本国，在《纽约时报》中的众多涉华报道中，中国显然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压力与担忧。

(一)在国际关系中，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到了担忧

在“奥巴马访华”这一议题中，有评论者对这一国际关系事件如此评论:奥巴马这次访华是美国面对成长中的亚洲力量的担心不断增加的模板。面对中国政府对于奥巴马访华的“操控”，美国则绝不能坐以待毙，“美国总统必须要乐于勇敢地面对北京政府，以此来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精髓”。[123]


(二)《纽约时报》还提及了中国对印度的国际地位的威胁

《纽约时报》将重点放在了中美间的密切关系对印度造成的深层影响上:在表面的事件之下，存在着深层的紧张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印度将奥巴马政府之下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看作是其作为全球力量而兴起的一个威胁，并且印度担心自身的地区角色被降级后，就会与问题邻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级了。[124]


(三)在新能源的开发以及经济复苏等经济事件中，《纽约时报》也呈现了中国超出美国的趋势

比如，“当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了一个法案，要求美国的共用工程通过新能源发电，参议院也将会在整个夏天考虑相似的提议之时，中国早在两年前已经实施了这一需求。”同时，“今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风能市场”[125]
 。在消费市场的增长中，中国也超出了美国，《纽约时报》中有如此描述:中国将在今年首次比美国购买更多的汽车。需求是如此高涨，许多驾驶者都在排着长长的队伍，为了购买最为流行的车型。不仅仅是在汽车市场，在越来越多的消费产品上，中国正在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从汽车到冰箱到洗衣机，甚至是笔记本电脑。[126]
 虽然在这些报道中国新能源发展、经济复苏等的新闻中，《纽约时报》的重点并不是仅仅涉及中国“超越”美国的现状，而是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和问题，但是众多“超越”的现实也或多或少地表达出了美国隐隐的“担忧”。

三　中国能源消耗巨大，已经成为贪婪的能源侵占国

2009年的《纽约时报》在探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时，几乎都涉及了“能源”这一关键词。其中，“中澳力拓案”发生的根源是能源，中国向非洲投资的目的是能源，中国与伊朗、阿富汗保持密切关系的原因还是能源。

(一)“中澳力拓案”中的能源问题

涉及“中澳力拓案”的许多报道都将这一案件看作中国抢占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体现，重点呈现了澳大利亚人民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担心:比如，中澳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增加，澳大利亚认为中国试图在本国开展巨额投资，将会使中国控制太多的澳大利亚珍贵的自然资源[127]
 ，再如，中澳之间的关系在年初就开始瓦解了，许多澳大利亚人担心中国占据力拓公司以及其他澳大利亚公司大部分的股份，并且获得了一些澳大利亚最为珍贵的资源的控制权。[128]
 为此，《纽约时报》中的许多报道都将“中澳力拓案”定性为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矿产贸易而实施的“报复行为”:这一案件惊动了全球的矿产业，澳大利亚的政治家认为对于力拓员工的逮捕是报复行为(retaliatory)。[129]
 一些分析者认为北京政府利用这一案件来惩罚(punish)力拓公司，因为力拓(2009年6月)叫停了中国国有公司19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130]


(二)中非关系中的能源问题

而在《纽约时报》有关中非关系的新闻报道中，总是离不开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minerals (矿产)、catch (圈套)、corruption (腐败)等这些关键词。在相关报道中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主要目的:中国在非洲获取矿产的方法就是与其签订巨大工程的合同，以此交换矿产(in exchange for minerals)。[131]
 从巴基斯坦到安哥拉再到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利用自身巨大的外汇储备来巩固外交同盟，获得自然资源使用权以及为本国大企业招揽生意的机会。[132]
 非洲人民逐渐看清了中国投资的实质:几内亚目前对于中国的投资越发感到怀疑，许多人都将中国公司像西方公司一样对其进行资源开发，看作与西方一样的侵略者。[133]
 对于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行为，越来越多的专家表明，中国的援助伴随着圈套(comes with a major catch) :受援助的国家必须购买来自由中国政府亲自挑选的、许多是国有的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134]
 由此可见，中国以“资源开发”为名实施对于非洲国家的资源掠夺，同时为本国企业招揽生意，中国获利颇多，非洲由此陷入了可怕的“圈套”。

(三)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能源问题

与中非关系的相关报道相似，《纽约时报》在呈现中国与伊朗、阿富汗、越南的关系时，还是离不开中国的“能源侵占”这一主题。比如，中国对伊朗的广阔的能源储备“严重依赖”，以此抵消本国的能源短缺。伊朗的能源储备大约占了世界天然气矿藏的15%，以及石油矿藏的1 /10。中国估计已经向伊朗天然气和石油工程投资1200亿美元。作为回报，伊朗也大量进口中国的机械工具、工厂设备、火车以及其他重型商品，使得中国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135]
 对于阿富汗，中国则认为该国作为陆运和管道运输的安全渠道，能将印度洋和其他地方的自然资源运送到中国，中国因此必须要平衡“对保持石油供应的渴望”和“保证这些石油能够运送到中国”这两者间的关系。[136]
 而中国在越南的矿产开发遭到了一名名为武元甲(Giap)的老将军的反对，武元甲和其他反对者说:“中国在越南的这一工程将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还会迁走少数民族人口，随着中国工人的涌入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工程将会危害国家的安全。”此外，还有另外一些专家和学者反对中国在越南的采矿计划，因为“中国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以造成巨大污染及其他问题而臭名昭著的国家”[137]
 。伊朗是能源来源国、阿富汗是能源的主要运送渠道、越南又因中国的矿产开发遭受了很多不利影响，《纽约时报》中呈现的中国将这几国之于能源的利用价值运用得淋漓尽致。

四　中国利用各种手段，努力在全球谈判或国与国之间的摩擦中占据优势

在这一框架中，《纽约时报》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一直将获取本国利益作为首要关注点;二是中国利用各种“中国式”的谈判技巧、外交策略等获取本国利益。这两方面的内容在许多国际关系的报道中都有所体现。

(一)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利益获取策略

在“全球气候谈判”这一议题中，《纽约时报》利用很多谈判者、专家、媒体等的引语来呈现中国为推诿责任而实施的一系列“策略”:在一开始，中国发布了一份新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意见书，拒绝任何对其设立强制性的排放上限(China issued a new position paper on climate change that rejected any mandatory caps on its emissions)，对于中国的拒绝，全球气候协会的主管是这样评价的:“中国目前所说的意思是:‘我们能够为此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想对任何的目标做出承诺’，中国想要维持自己的发展权利。”[138]
 通过这一引语体现了中国对于本国国家利益的重视，为了获取自身的发展权力而拒绝担负全球责任。

此外，《纽约时报》中还从中国官方媒体对全球谈判的报道中看到了一些推诿责任的证据:在美国能源与商业的高层官员洛克先生(Mr.Locke)对中美两国的气候谈判演讲之后，中国的官方新闻社——新华社对其进行了报道，在报道中提到了洛克先生承认美国在过去的150年间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是报道中并未提到中国在此期间的角色以及美国对中国角色的批评。此外，报道中仅仅顺带指出了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并没有提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139]
 《纽约时报》对新华社发表的相关报道如此重视，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中国不断模糊或降低本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责任，并对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推诿。

同时，《纽约时报》中还将中国领导人作出的缩减“碳排放”的承诺表达了不满:中国主席胡锦涛提及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缩减“碳强度”(the“carbon intensity”)，或者根据未来的经济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达到一个“显著”的程度(a“notable”margin)，但他并没有对目标进行详述。[140]
 对于胡锦涛“模糊”的缩减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纽约时报》的专栏如此评论:这一模糊的构想(vague formulation)不太可能通过哥本哈根会议的检阅。一份协议并不需要适合协议的每一方，但是每个国家都应该对制定真实且可证实的承诺负有责任。[141]
 “碳强度”这一概念的提出也被《纽约时报》看作中国模糊责任、推诿责任的重要体现之一。

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谈判策略，《纽约时报》是如此描述的:“谈判的中国领导人将会一直等待，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当其他谈判者退出时，他们就会说‘嘿，回来吧。’就像他们每天在中国的每一个市场里所做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全球最好的谈判者的原因。”[142]


对《纽约时报》“全球气候谈判”主题中的中国表现进行的框架方面的总结，即包括了媒体和专家引语、模糊责任、谈判策略等，最终建立了“中国利用各种手段，努力在全球谈判占据优势”这一具体的新闻框架。

(二)中国在其他国际关系中的利益获取策略

此外，在其他国际关系主题中，也或多或少地利用各种报道策略和报道内容建立了“中国利用诸多手段获取国家利益”这一框架。比如，在“奥巴马访华”这一议题中，中国对于奥巴马露面的“微观管理”就是其重要“手段”，这一手段使得奥巴马访华更多地成为了中国抵制外界压力的展示，而没有提升奥巴马议题中的要点。由此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在伊朗问题(胡锦涛并没有公开探讨制裁的可能性)、中国货币问题(胡锦涛并没有同意改变其价值)、人权问题(一份联合声明坦率地承认两国间“存在差异”)，中国在大部分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可见，中国对于奥巴马访华“微观管理”这一手段还是十分有效的，可以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权衡着保持本国的利益。

而对于“中澳力拓案”这一议题，《纽约时报》一开始就将其看作了是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报复行为”，建构了一个“中国对澳大利亚企业以窃取国家机密之名，行贸易报复之实”的框架，不仅在报道中强调了这一案件的根源——“报复”行为，还对案件的定性——“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了关注，暗示了北京政府的这一行为是对力拓公司的报复，因为上个月力拓停止了向中国国有企业售卖大量股份的195亿美元的交易。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为了在谈判中获取资源和利益不惜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背后操纵、诬陷高管等以控制或钳制对方行为。

五　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依旧存在，美国“旁观者清”

《纽约时报》在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呈现和揭露的同时，总是保持着一副“旁观者清”的姿态，抓住每一个机会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方向进行指导、评判或者警醒。

(一)《纽约时报》中呈现的中国政治问题

比如，《纽约时报》在“奥巴马访华”这一国际关系议题中提到了奥巴马应该给予中国一定的“敦促”:奥巴马需要鼓励中国展现更为强劲的国际角色——但是同时也抑制一些中国的黑暗本质(some of its darker instincts)，包括错误地对待自己的公民、与苏丹之间并不体面的关系以及威胁邻国的倾向。[143]
 同时还“细数”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给予中国一定的“指导”:中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超级力量还是有变数的(China's success as a modern superpower is not guaranteed)。失业以及工人的不满引起了巨大的挑战，同时还有来自西藏和新疆独立运动的挑战。中国只有做到尊重自己的人民和邻国，才能变得更为稳定，经济更为强大，具有更多的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更好的伙伴。[144]


而在提及中非国家关系时，这一提示、警醒的框架也出现了。比如，发展专家称，他们试图使中国明白，更好的防护措施和更为开放的程序将会加强中国获得影响和贸易的努力。如果工程因回扣和夸张的花费而倒塌，专家们说，中国将会最终成为这样的状态:不仅出口商品和服务，还会“出口”腐败的名声，中国国内已经与腐败进行斗争了。[145]


(二)《纽约时报》中呈现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

在经济类报道中，《纽约时报》的这种“旁观者清”的姿态体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单独提及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时，这一框架更为清晰。比如，在提及中国经济的进步之时，《纽约时报》并不是仅仅对其进步进行介绍，还保持了一种“清醒者”的态度，也就是上文所归纳出来的，运用“清醒者”的框架对中国的经济进步进行审视，在各种中国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进行理性地解读，保持喜中有忧的报道方式，在中国的进步中看出种种问题与隐患，使读者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针对中国绿色能源的发展，《纽约时报》指出:“中国不能一夜间成为绿色大国，一方面因为中国能源消费预计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会稳步增长，因为7.2亿城市中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对空调有了需求，并且其他种类能源消耗量巨大的设施已经在中国6.06亿的居民中普及了”。[146]
 对于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逐步恢复，《纽约时报》则提到了:“但是中国经济的突然增长也同样展现了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对于增长持续性的疑问，担心银行借贷是否会导致挥霍式的消费，以及是否会陷入巨大的无利润的借贷之中”，“在如此短期里进行这么多的借贷，不可能不出问题”。[147]


而在“中国经济阻力不断”这一主题下也有着“旁观者”的固定报道框架，即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阻力进行报道的同时，《纽约时报》还充当评判者、指导者的角色，不仅明确地提出问题所在，还会从更深的层次判定优劣、分析原因、预测前景，同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或经济政策等进行评价、判断或指导。比如，对于中国失业现状中“谜团”的揭露:“一个最大的谜团是，有多少工厂是永久性关闭，又有多少工厂只是给工人放长假。省内和国家有关商业和工厂的数据往往是矛盾的。政府给出的全部失业率的数据被认为并不可靠，另一个重大谜团是，在这样一个罢工和其他冲突不断的地方，失业者的增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148]
 又比如，对于经济危机初期中国克服经济困难的“指导”:“为了使得中国初期的经济恢复保持时间长久，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措施确定消费保持稳定增长的轨迹”[149]
 ，或者是对于未来的问题的预见和警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在没有有力的出口支持的情况下，经济强劲能够保持多久?在中国以沿海区域的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中，工资和利润已经开始下滑，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150]
 。

这些评论、分析、预见性的语句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并不多见，一般都是通过专栏或引语的方式体现，虽然数量不多，但分量很重。与众多描述性的语句相比，这些带有一定主观性的语句往往才是建构新闻框架的重点，它们在不知不觉中体现出了记者或报纸的立场和观点。

六　中国政府无法让人民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对于“中国政府无法让人民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这一框架，《纽约时报》主要是从“新疆7·5事件”这一主题入手的。在相关的41篇报道中，《纽约时报》建构了“独裁的中国政府”、“暴力的中国政府”、“虚伪的中国政府”、“阴谋的中国政府”以及“自由的使徒热比娅”这五种具体的新闻框架，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政府如何欺骗汉族人民、压制维族人民、暴力镇压自由民主运动这三个方面。同时，报道中还将中国政府诟病的热比娅进行重新的定位，认为她是“自由的使徒”而不是中国政府声称的“境外恐怖分子”。具体的框架建构在上文的个案研究中已有所体现，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除了选题、图片、引语选择等方面的框架建构，《纽约时报》的“新疆7·5事件”报道中还利用了许多特殊的话语建构方式，比如定性词语重复、固定语句重复等，这些都十分有助于框架的建构。表面上看来，在这一主题下，《纽约时报》还是将问题的根源设置在了“中国政府的行为”之中，但是追究其本质，这一框架所最终想要诟病的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表达了“有怎样的社会制度就会带来怎样的政府行为”这一观点，框架中的意识形态痕迹十分明显。

第六节　本章总结

2009年，《纽约时报》中共报道了583篇有关中国的新闻，平均每天约有1.6篇涉华报道在《纽约时报》中出现，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而在近600篇涉华报道中，社会类的报道数量最多，达到了224篇，占了近40%的比例;其次是经济类和政治类的报道，分别有146篇和132篇，可见，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纽约时报》紧跟时事，给予了经济类报道以足够的重视。同时，科技艺术类报道超过了2009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总报道量的10%，反映了该报主题分布的多样性特征，有助于反映中国不同层面的社会生活。

由于2009年《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数量比较多，笔者采用了主题分类的方法，同时还结合了具体的涉华事件进行了该报的个案研究，主要对其中的政治类、经济类和民族宗教类的报道进行了研究。在这三类涉华报道中，《纽约时报》主要从本报立场出发，站在本国利益角度看待众多涉华事件，除了在民族宗教类报道中负面性较强之外，在政治类和经济类报道中均未发现普遍的针对中国的负面性，总体还是较为客观的。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还是存在一定的倾向性的，尤其在框架的建构手段，如版面设置、引语使用、标题语气等方面都具有十分灵活隐蔽的展现倾向性的策略。同时，《纽约时报》对框架具体内容的建构也十分巧妙，从报道角度、警句、隐喻等方面设置了一个特殊的中国形象:虽然有不可掩饰的进步方面，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纽约时报》摆出了明显的“旁观者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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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1970年通过揭露水门事件和迫使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退职，《华盛顿邮报》获得了国际威望。许多人认为它是继《纽约时报》后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由于位于美国首都，使得它尤其擅长于报道美国国内政治动态，而《纽约时报》则在报道国际事务上更加有威望。因此，有人指责《华盛顿邮报》过于关心政治而忽略了对其他方面的报道。那么，《华盛顿邮报》在进行涉华报道时，又有怎样的特点呢?是否也会将政治问题放在首位，还是另有不同的报道框架?本章将从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入手，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新闻框架分析。

第一节　新闻文本的数据统计与概述

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2009年《纽约时报》的全部涉华报道上，将2009年全年的涉华报道进行总体的统计与分类。

一　样本的选择与抽样

本章的研究对象是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全部的涉华报道，与对《纽约时报》的样本抽样一致，笔者同样以上海图书馆中纸质的报纸文本为资料来源，利用“中国”(China)、“中国人”(Chinese)、“台湾”(Taiwan)、“香港”(Hong Kong)、“达赖喇嘛”(Dalai Lama)、“热比娅”(Rebiya Kadeer)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的涉华报道297篇，约为《纽约时报》2009年全年涉华报道量的二分之一。但作为一份地方性报纸，《华盛顿邮报》中近三百篇的涉华报道也的确不算少。

总体说来，与前一章节进行的《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研究相同，本研究是对2009年《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内容的一次全面、整体的搜索。

二　主题编码与原则

在通读全部近三百篇的样本之后，我们仍然借鉴了新闻样本分类中最为普遍的“主题分类法”，即根据新闻报道中主要内容的不同进行样本分类。最终，我们将《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分为以下五个大类，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娱乐、艺术人文”。利用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得到了以下统计数据。


报道主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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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在《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报道频次最多的主题是“社会”，共有113篇报道，占了总报道量的38%，而“政治”主题的报道位居第二，占了26.9%。虽说《华盛顿邮报》一直以政治类报道著称，但在进行涉华报道时，政治类报道的数量还是不及社会类报道，这与《纽约时报》中社会类报道数量颇多的现象相同。

此外，虽然《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的“政治”主题不是最多，但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政治类报道还是多于“经济”主题的报道(仅占总量的20.5% )，这又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华盛顿邮报》对于政治类报道的重视，也是同《纽约时报》报道角度相异的最好体现。

三　信度检验

在对《华盛顿邮报》297篇报道进行“细致入微”地编码分类的同时，并不意味着笔者在编码与分类中能够完全脱离主观的意愿。为了将其中的主观成分降至最低，笔者还是邀请了以上章节中提及的两位在读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对主题的编码与分类进行了讨论和协商。

笔者同两位编码员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他们对于编码说明、内容文本已经达到了比较熟悉的程度，并具备了编码的能力。笔者随机抽取了2009年全年《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约20%，即60篇报道让两位编码员进行重新编码与分类，利用Holsti reliability formula信度测量，由此得到的平均信度达到了0.88，符合最低信度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

四　不同主题新闻文本的分布情况

以上对于五大主题的总体分类仅仅是从总量上探讨了《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整体方向，为了进一步细致地了解各类主题中的具体报道角度，我们还需要从不同主题新闻文本的分布情况入手。

在五大类主题中，除了“军事”主题下没有涉及具体的文本分布，其他四类主题之中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报道分支与角度。对于这些报道分支与角度的归类，主要是借鉴了目前众多的对于新闻报道的分类成果以及以上章节中对于《纽约时报》中涉华报道的分类方法，同时，对于报道方向的归类也顾及了《华盛顿邮报》自身的特殊性，在保持“细致入微”原则的基础上，做到尽量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为了与以上主题数量的升序排列相一致，这里，我们以“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经济”、“政治”、“社会”的顺序加以分析。

(一)“科技娱乐，艺术人文”主题下的新闻文本分布情况

在科技与艺术这一主题之下，《华盛顿邮报》共有报道35篇，而涉及最多的方面为“演员、演出、展览”，共有14篇文章。原因在于，作为一份发行于华盛顿特区最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不仅要关注于国际国内大事，更要在国内人民的生活方面提供一定的资讯，当然就包括了演出、展览等信息。在各种展览与演出中，与中国相关的世博会、少林舞蹈、兵马俑展览、木偶剧表演、古装剧拍摄、郎朗钢琴演奏等娱乐艺术信息都会被《华盛顿邮报》的娱乐版所捕捉。

此外，有关中国的旅游、风土人情、国宝大熊猫等的报道在《华盛顿邮报》中也有所体现，共有报道10篇，在这一主题下位居第二。接下来是对中国的“新能源、新技术”所进行的专门报道，共有5篇，此类报道属于纯粹的科技类信息，一般不涉及政治、经济等因素，仅仅是关注中国在科技、能源等方面的研发，所以将其归纳入“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的主题之下。最后，在“体育”与“讣告”这两类主题下，包含的报道最少，各自都仅有3篇，而且这些报道中有一些并不是专门报道中国的，比如，在“体育”报道中，基本没有专门报道中国的比赛与选手的，而是在美国的比赛中对中国有所提及，比如在篮球比赛中提及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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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主题下的新闻文本分布情况

在“经济”主题下，《华盛顿邮报》对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报道得最多，无论是中美之间的经济矛盾，还是中国与巴西、日本等其他国家间的经济矛盾都是其报道的重点，共有25篇该类报道。冲突与矛盾是美国报纸中用来吸引读者眼球的重要因素，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盗版等问题的提出，使得记者在原本枯燥无味的经济类报道中扩大了矛盾与冲突的素材来源，加上适当的图片与口语描述，就会使报道中充满生动、激烈的细节，提高了读者兴趣、增强了可读性。

“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与“经济危机”方面的报道数量相当，前者有15篇，后者有12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重视矛盾与冲突的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数量竟然比“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阻碍的报道量要多，并且，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这一较为积极的分类中，也有10篇的报道量，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恢复较快，经济增速远远超过了欧美国家，中国的经济表现得到了世界瞩目，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自然也就会备受关注，这一前提是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显得较为突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在客观性与平衡性原则的指导下，美国大报并不仅关注中国的矛盾与阻碍，还会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纳入报道重点，注重报道事实、重视报道的平衡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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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主题下的新闻文本分布情况

“政治”主题下的报道数分布不均现象较为明显，在共80篇报道中，有关“国际关系”的报道就有56篇，占了总数的70%，“国际关系”分类下的报道主要涉及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包括互访、谈判、协议签订等在内的各类事件都会被《华盛顿邮报》的政治类报道收入囊中，它不仅关注当下的中国国际关系，还会在适当的时机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史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论与展望，报道形式多样。

在中国与他国的国际关系报道之外，《华盛顿邮报》还将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香港之间的关系纳入了报道范围，共有9篇相关文章，占总数的11.2%，主要是关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香港之间的政治互动与相关协议的签订。在“政府、政策、官员”这一方向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将重点放在了中国目前的政策制定、官员任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国内发生的各类政治事件之上，此类报道共有7篇。“新闻自由”的报道方向共有6篇相关报道，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目前对于普通民众的表达自由的限制，尤其是对互联网信息流通的限制，绿坝软件安装就是这一报道方面中的典型事件。“改善中国形象”的报道方向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对改变自身的国际形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方面，国庆60周年大阅兵就是很好的案例，但是对于这次中国精心策划的国家形象的展示机会，《华盛顿邮报》并没有给予过多报道，仅有两篇的报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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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题下的新闻文本分布情况

“宗教”方面的报道在《华盛顿邮报》的“社会”主题中数量最多，有42篇，占了社会类113篇报道总量的37.2%，这主要是因为在2009年中，中国发生了两起宗教事件:一件是抵制“西藏人民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日”的抗议活动，还有一件是“新疆7·5事件”。另外，有关2008年“西藏3·14事件”的后续报道也会在2009年的民族宗教类报道中有所体现。对这三类事件的集中报道使得《华盛顿邮报》“宗教”方向的报道在“社会”类主题中稳居第一。

“公共安全、医疗、自然灾害”方面的报道有33篇，它与“人权、种族、天安门事件”方向的报道数量(30篇)相当，对前者的报道集中于疾病、矿难、洪灾等危机公共安全的事件，而有关后者的报道则主要包括对持异议者的打压、对在华黑人的歧视以及对天安门事件的回顾等，总体来说，都是一些中国社会中缺陷与危机的体现。而在“教育、就业、慈善”方向的8篇报道中，则偶见中国社会的进步方面，比如对慈善业的逐步重视、创业者的收获与进步等，但数量的确很少，与众多社会缺陷报道比较起来，甚至有些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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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华盛顿邮报》主题分布的特点总结与原因探寻

在全部297篇《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我们运用了五大主题的整体分类法先将其进行了粗略的主题归纳，之后又将除“军事”主题之外的四大主题进行了若干方面的二级归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主题归纳中找到《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一般规律与特点。

(一)总体看来，社会、政治、经济类报道占主流，军事、科技娱乐类报道所占比例较小

占主流的三大类主题共有254篇文章，占了全部297篇文章的85.5%。而军事、科技娱乐类的文章仅有43篇，远远小于三大主题的总和。这一情况也在《纽约时报》的主题分类中出现，主要是因为这两份报纸都属于美国主流的大报，其中的国际新闻的报道重点是一些硬性的重大新闻，而不是一些演出资讯、体育明星、科技创新等软性新闻。为此，社会、政治、经济类新闻必然成为了其报道重点。军事类新闻报道数量较少，一是因为国际大环境是和平的，中国进行对外军事交涉的机会很少，且与他国发生军事摩擦的几率也不大;二是因为有一些军事类的信息会在政治、经济中提及，但一般不会将其单独列出详细报道，毕竟一国的许多军事信息需要保密，也不便于公开报道。

(二)政治类报道多于经济类报道

上文提到，《华盛顿邮报》是以政治类报道而著称的，在其进行涉华报道时，对中国的政治现状与问题进行报道必定也是其制胜法宝。在297篇涉华报道中，有关政治类的报道共有80篇，占了26.9%，而经济类报道有61篇，占了20.5%，虽然11篇的差距并不算大，但还是多了6个百分点，值得引起关注。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华盛顿邮报》的政治类报道仍然要多于经济类报道，可见其对于政治类报道的重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纽约时报》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两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吸引的读者群体也会有所差别。

总体看来，除了在政治类和经济类报道数量上有所差异，《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在主题分类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为此，以上章节中对于《纽约时报》主题分类原因的陈述也可运用至此，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国际大环境、报纸自身特征以及记者职业习惯与规律等几个方面，在此不再赘言。

第二节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框架分析

“凸显性”是提升新闻框架重要性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只要将包含重要框架的报道置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或使报道中最为重要的体现框架的内容安排在报道的标题或导语，就能起到提升新闻框架效果的作用。无疑，将包含主要框架的报道置放在报纸的头版，不仅能够加深读者的印象，提高阅读率，更能凸显其中的重要框架，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框架“影响”。为此，对于《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分析是找寻该报总体新闻框架的较为简便、有效的方法。

一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样本选择、编码与类目设置

在数据统计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将2009年全年《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样本抽样、编码和类目设置进行相应的交代。

(一)样本的抽样

我们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版面”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本报头版”与“国际版头版”，前者指的是作为《华盛顿邮报》封面的A1版面;后者指的是《华盛顿邮报》中“The world”国际版(通常为C1 版)的头版版面。之所以将国际版头版的报道也作为较为“凸显”的部分进行分析，是因为这一版面对于国际类报道来说十分重要，大部分涉华报道都会出现在国际版中，仅从涉及的报道数量上来说，这一头版版面的作用就是不容忽视的。

总之，本部分涉及的2009年全年《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主要指的是“本报头版”与“国际版头版”中涉及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

(二)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涉及以下五个类目的分类与编码，即版面设置、报道类型、报道主题、标题基调和消息来源(具体编码表见附录3)。以下分别对其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进行阐释:

第一，“版面设置”的编码与分类

为了以数据说明《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重要性，我们将其与其他版面的涉华报道进行了数量上的对比，因此编码中涉及了《华盛顿邮报》中全部涉华报道的版面设置。

2009年《华盛顿邮报》共297篇的涉华报道分别被设置在近20个不同的版面之中，但是，涉华报道数量超过10篇的版面仅有6个，其余版面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少，无法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框架。为此，在对报道的版面设置进行编码与分类时，我们仅关注这6个版面。

除了“本报头版”和“国际版头版”这两个主要版面，其余4个包含10篇以上涉华报道的版面包括了“A版或B版评论版”、“A版经济版”、“国际版C版非头版”、“H版中国专题”。

第二，“报道类型”的编码与分类

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有三种重要的报道类型，即图片新闻(以图片为主，文字注释为辅的新闻)、短篇消息(字数、篇幅较少的“消息类”新闻)和中长篇深度报道(字数、篇幅较多的“深度报道类”新闻)。

第三，“报道主题”的编码与分类

以每篇报道涉及的主要内容为标准，我们将《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的报道主题分为了五个类目，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科技艺术。

第四，“标题基调”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报道标题的具体用词，我们将《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的标题基调分为三个类型，即“无情感强烈词汇”(标题中无明显体现记者主观情绪的词汇)、“含有情感强烈的正面词汇”(标题中包含“开放:openness”、“力量、能力:strength”等表现正面情感和情绪的词汇)、“含有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标题中包含“镇压、控制:quash、suppress、crackdown”、“紊乱、混乱:disarray”、“冲突:discord”、“气愤:anger”等表现负面形势和负面情绪的词汇)。

第五，“消息来源”的编码与分类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引语可以分为三大方向，九个类别，即“来自中国的引语”和“来自国外的引语”(其中包括了“来自美国的引语”和“来自第三国的引语”)两大方向;“中国政府与官员”、“中国记者”、“中国机构与专家”、“中国个人”、“美国政府与官员”、“美国记者”、“美国机构与专家”、“美国个人”以及“第三国”等九个类别。

(三)信度检验

在对《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的具体类目进行编码和分类时，我们同样邀请了上文总体编码中提及的两位编码员，笔者与两位编码员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最终，他们对于编码说明、内容文本已经达到了比较熟悉的程度，并具备了编码的能力。

笔者将2009年全年共83篇的《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让两位编码员进行了重新编码与分类，将其中涉及的版面设置、报道类型、报道主题、标题基调和消息来源五个具体类目都进行了信度检验，分别对其进行了Holsti reliability formula信度测量，由此得到的平均信度均超过了了0.94，符合最低信度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版面设置”的编码信度，M =0.99;“报道类型”的编码信度，M =0.99;“报道主题”的编码信度，M =0.95;“标题基调”的编码信度，M =0.89;“消息来源”的编码信度，M =0.92)

二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虽然2009年《华盛顿邮报》共297篇的涉华报道分别被设置在近20个不同的版面之中，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集中性的6个版面中大体了解《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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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除了“国际版非头版”版面中的110篇报道之外，《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最多的就数两类头版报道了，其中，“国际版头版”报道有45篇，“全报头版”报道有38篇，头版报道的总数为83篇，占到全部298篇报道的27.9%。对“头版”涉华报道进行框架分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快速集中最重要的新闻样本，还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

(一)《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报道类型分类

在《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涉及的三种报道类型中，图片新闻都是出现在全报的A1头版之中，而短篇消息则都被安排在C版国际版头版的“世界摘要(World Digest)”栏目之中，中长篇的深度报道则在两类头版中出现频次相当。

具体的报道类型分布，如下表所示:


报道所在版面*报道篇幅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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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共83篇“头版”涉华报道中，共有图片新闻6篇，短篇消息类新闻16篇，中长篇报道61篇，报道类型的分布还是比较全面和合理的。在笔者看来，具体、完整的新闻框架不仅仅存在于中长篇的深度报道中，图片新闻、短篇消息等特殊的报道类型中也会深藏着许多容易被忽略的特定框架，为此，将全部三种报道类型的83篇头版报道全部纳入研究范畴是确保研究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前提。

(二)《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题材分布

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社会类报道的数量最多，共有45篇，占了全部头版报道的一半多;其次是政治类报道21篇，占了25.3% ;经济类报道排列第三，共有11篇相关报道，所占比例为13.3% ;而军事类报道和科技艺术类报道数量相当，各有3篇，所占比例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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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主题分布与上文中分析的全报的主题分布情况是一致的，即社会、政治、经济类报道是主流，军事、科技艺术类报道为辅。在主流报道中，社会类报道最多，而政治类报道的数量多于经济类报道。

头版主题与全报主题分布的一致性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所具有的极高的代表性，这也为下文以“头版”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推测全报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标题基调

从标题用词方面分析整篇新闻的基调也属于一种效率高、准确性强的方法，我们将头版新闻中的标题用词分为三个类型，即“无情感强烈词汇”、“含有情感强烈的正面词汇”以及“含有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


报道所在版面*标题中是否含有情感强烈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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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3篇“头版”涉华报道中，“无情感强烈词汇”的头版新闻标题数量是最多的，共有45个标题中并不存在情感强烈的主观性词汇，占了全部报道的一半多，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在总体上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头版”涉华报道标题中“含有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的数量也达到了31篇。这主要是因为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报道最多的主题为社会类主题，而其中又以“民族宗教类”、“公共安全类”和“人权类”的报道方向为主，这三类报道都属于负面报道的范畴，为此，“含有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在“头版”涉华报道标题中出现的次数较多的状况也实属意料之中。这其中，形容中国政府或制度的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有“镇压、控制”(quash、suppress、crackdown)、“紊乱、混乱”(disarray)、“加紧控制”(tighten grip)、“担心”(worry about)，等等;而形容个人行动和感情的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则包括:“冲突”(discord)、“气愤”(anger)、“悲伤”(grief)、“不公平”(inequality)、“无声的、哑的”(mute)，等等。

当然，“头版”涉华报道中也有一些报道提到了中国目前的开放与进步，在标题中就有所体现，比如《在经济危机中，中国宣布开放政策》(In crisis，China vows openness)、《中国的国庆阅兵显示其力量》(China's gala show of strength)、《中国加强解救被拐儿童的努力》(china intensifies effort to rescue kidnapped children)等报道。但是，这些标题中包含正面词汇的报道占总数的比例总体较少，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中寻找“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的确比较困难。

(四)《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凸显性

一般来说，新闻报道所在的版面就是展示其凸显性的有力证据。对于头版新闻来说，其自身的凸显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通过哪些方法来判定已具备“凸显性”特征的头版新闻重要性的强弱呢?接下来，我们主要通过对“具体版面设置中体现的不同主题的凸显性”的分析来寻找相应答案。

本节涉及的“头版”涉华报道包含了两个部分，即“全报头版”以及“国际版头版”。虽然这两类头版新闻较其他非头版新闻来说具有与生俱来的“凸显性”特征，但事实上，其内部也是具有重要性强弱的对比的。与国际版头版的新闻相比较，全报头版A1版当中的涉及的涉华报道显然是更具凸显性的，对A1版中不同主题的报道数量进行比较，就可以明确全报在新闻主题凸显性方面所蕴含的特殊框架。

如下表所示，虽然两类头版新闻中的报道总量差异并不大，但是，将其分别加以分析，便可看出两类头版报道还是有所区别的:在全报头版A1版的新闻中，“政治”与“社会”两类新闻的数量一致，都各有13篇，由此并没有看出社会类新闻的绝对凸显性;而在共11篇的经济类头版新闻中，只有两篇被安排在国际版的头版之中，而大部分的经济类报道则被安排在了A1版，由此可见，虽然经济类报道在《华盛顿邮报》头版新闻中的总量并不大，但对其凸显性的展现还是很明显的，《华盛顿邮报》不惜利用宝贵的A1版来报道头版新闻中82%的经济类事件，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此外，与其情况相似的还有“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类的报道，共3篇此类报道，有两篇被安排在了A1版中，可见，《华盛顿邮报》对此类主题的报道也十分重视。


报道所在版面*报道主要内容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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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华盛顿邮报》的两类头版涉华报道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该报对政治类新闻的重视程度几乎不亚于社会类新闻，两类新闻在“全报头版”中的数量相同;二是该报经济类和科技艺术类新闻的总量并不多，但是对于这些主题之下的重要事件，《华盛顿邮报》并不吝啬“全报头版”的宝贵位置以达到“凸显”重要议题的目的。

(五)《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倾向性

为了分析《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倾向性，我们依旧从不同主题中所运用的引语，即“消息源类型”入手进行分析。美国学者甘斯(Gans)指出:“消息来源与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关系仿佛一场舞蹈。……虽然跳探戈需要两个人，要么是消息来源要么是新闻从业者领舞，但通常情况下扮演领舞角色的都是消息来源。”[1]
 下表中，我们主要将《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引语分为了三大方面，九个类别。


报道所在版面*消息源*报道主要内容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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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总量上来看，《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来自中国的引语”与“来自国外的引语”数量相差不大，前者总量为380条，后者总量为338条，来自中国的引语略多于来自国外的引语。但是，这些引语分散在不同主题的83篇头版新闻中，如此少量的引语总量差别并不易被察觉，为此，从表面上看，头版新闻的倾向性并不明显。

而从各个主题中运用最多的引语来看，《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的倾向性便会一目了然:比如，在“政治”和“经济”主题下，引语数量最多的类别均为“美国机构与专家”;在“军事”主题下，引语数量最多的类别为“美国政府与官员”，这三类“硬性”主题下所运用的最多的引语都属于“来自美国的引语”这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社会”和“科技人文”这两类“软性”主题下，引语数量最多的类别分别为“中国个人”和“中国机构与专家”，尤以“中国个人”的消息源最为突出，均属于“来自中国的引语”这一方面。

由此可见，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严肃硬新闻时，《华盛顿邮报》比较重视本国的消息来源，以来自本国政府、专家、机构等代表国家利益和话语的消息来源框限主要的报道内容，同时弱化来自中国的消息源，以避免不同新闻框架的干扰。而对社会、科技、人文等软性新闻进行报道时，《华盛顿邮报》降低了“来自美国消息源”的使用频率，表明了“置身事外”的客观报道态度，其中，虽然也对“中国政府”、“中国机构与专家”等代表中国国家或精英话语的消息来源进行了引用，但是最为突出的还是“中国个人”的消息来源，显然是利用来自个人的消息源与来自国家和精英的消息源进行对抗，并明显倾向于前者，由此达到以个人消息进一步弱化甚至消解国家与精英声音的目的，表面“客观”下所形成的隐形倾向由此显现。

(六)《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话语分析

由于《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涉及的主题比较广泛，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五个大类的主题几乎都有所报道，若将五大类主题的83篇头版新闻都一一做详细的话语分析，不仅会显得过于分散，也确实没有必要。

为了在整体上把握每一主题中蕴含的新闻话语，并挖掘出其中的具体新闻框架，我们继续引入甘姆森的“建构主义方法”(constructionist approach)。这一方法将媒介看作“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并值得用动态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而不仅仅将媒介看作“一种环境的刺激物”。同时，建构主义方法还强调了媒介框架在形成政治文化时的重要作用。[2]


通过这一方法，新闻话语可以被“设想为一系列的解释包裹”，其中包含了作为其核心的新闻框架，这些新闻框架又可以作为“一种中心的组织思想”[3]
 。这种解释包裹中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包括了隐喻、范例、警句、描述、视觉符号、根源、结果等。在这里，我们依旧首先将各类报道解构成关键框架和特定的象征手法，之后对其进行重新建构，选择所需的象征手法，形成独特的图表式“特征矩阵”(signature matrix)，其中，各列表示不同解释包裹中的中心框架(the core frames)，各行则展现了不同的象征设置(symbolic devices)[4]
 。通过这一方法，我们可以随着不同的新闻框架来定义不同的新闻话语，由此，不同主题下各自的新闻话语与新闻框架便会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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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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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社会问题严重

在“社会问题严重”这一新闻话语中，包含了许多内容，比如，公共安全、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等。其中，在“公共安全”这一报道范畴中，主要涉及了自然灾害、煤矿安全、火灾等等，而有关“医疗卫生”的报道则涉及了医疗卫生体系、传染病的应对等等，“教育就业”所针对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工和大学生。这一话语中包含的主要框架为:“前进中的中国被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困扰，这可能导致破坏社会稳定的危机和暴动的出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和编辑们主要通过三类报道方式构建了这一框架，包括了有关中国面临社会问题的“细节性长篇报道”、“结果性的短篇报道”和“根源性的深度报道”。

1.细节性长篇报道。这一报道方式强调了事件的细节及其给当事人和社会带来的身心影响，比如在2009年1月2日的“国际版”头版中的报道《中国农民工返回农村老家——被远方城市的破产工厂解雇，农民工们回家后前景渺茫》(Chinese migrants return to rural roots—laid off by struggling factories in distant cities，laborers find few prospects back home)[5]
 这一报道中，记者就从特定的农民工个人Deng Hongshu失业后的心理和行动细节入手，生动地反映了农民工失望的情绪，以及对渺茫前景的担忧:“有什么选择?根本就没有选择”(What choice? There is no choice) ;“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所有家庭来说是没有好处的”(This life is a no-win for families) ;“唯一能形容农民工角色的就只有一个字‘难’。如果你待在家里，日子困难，如果你出去打工，日子也困难。当然，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当下，日子真的是尤其困难(But it's especially tough now)。”

而2009年5月29日《华盛顿邮报》A1头版一篇题名为《被中国强制性的猪流感网络所困——隔离的方式使得病例减少，但是实质上却监禁了健康的游客》(Caught in China's aggressive swine flu net—quarantine measures keep cases down but virtually imprison healthy travelers)[6]
 的报道中，记者主要以被隔离的外国来华者的口语反应为主，描述了他们被隔离后的生活细节和心理反应:“他们说懂我的意思，但是他们仍然将我关着。我想这就是令我恐慌的地方——每个人都被吓得要命(I think it's just the panic—everybody is so scared)”;“与那些完全武装的人交流真的很可怕，看不到对方的脸很是奇怪”。虽然全文中没有一句评价来自记者本人，但是文中所引用的那些被中国政府隔离的疑似病人的语言，间接地表达了记者对此事的看法与立场:对猪流感的小心谨慎情有可原，但不应毫无道理地长时间隔离每一个疑似者，中国对待此事的方法和态度过于“侵略、强制(aggressive)”。

2.结果性的短篇报道。此类报道多利用十句以下的短篇报道强调各类社会问题所带来的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损失或是事件的处理结果，比如，《中国:导致儿童生病的熔炉被关闭》(China:Smelter closed as children fall ill，09 /08 /21) ;《中国加强打击被拐儿童的行为》(china intensifies effort to rescue kidnapped children，09 /12 /10) ;《中国:几百名儿童体内铅超标》(China:hundreds of children have high lead levels，09 /10 /14) ;《中国官员称，煤矿工人过多》(official:mine had too many workers，09 /11 /24)等，虽然这些都属于短篇消息类报道，但其中也会出现一些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评判的语句，如“中国具有世界上最糟糕的煤矿安全记录(China has the world's worst record on coal mine safety)，主要是由于许多非法煤矿都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贡献”[7]
 。

3.根源性深度报道。与细节性长篇报道不同，根源性深度报道不追求通篇的细节描述和口语反应，而是将报道重点放在了原因追寻、问题解决上，《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的根源性深度报道所涉及的主题包括了大学生就业的解决方法、如何依靠国家权力解决中国诸多社会问题、政府在面对由社会问题带来的动乱时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等。此类报道中由于涉及面广、题材挖掘深刻，其中的象征手法(symbolic devices)也就体现得最多，以2009年4月19日的《中国的新左派，旧价值观——新兴运动认为国家权力可以医治自由市场带来的不平等》(For China's New Left，Old Values—Emerging movement views state power as a remedy for free-market inequalities)[8]
 一文为例，这篇头版新闻主要报道了当前中国社会“新左派”运动的发展及其主要思想，看似与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关系不大，但借中国许多“新左派”领军人物之口，报道中包含了许多有关社会问题的描述，还有不少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追寻，比如国家权力运用不当、中国精英们的懒惰、老百姓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各类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的背离等，并从2009年遭受的经济危机中提出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经济危机到底仅仅是因为经济或金融的问题，还是因为发展道路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追求那样的道路就有问题了。”报道最终认为，需要解决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不仅需要从表面上进行遏制和消除，更要从体制、发展方式等深层次寻找原因。

第二，中国对于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侵犯

在“自由和人权被侵犯”这一话语中，《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相关报道数量比较多、报道方向丰富，但总体来说，对于这一话语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对于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侵犯”以及“对于不同宗教和种族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侵犯”。这两个不同的叙述方向不仅有主体与题材方面的区别，在框架象征手法方面的体现也各有特色。以下是对这两个不同方面进行的详细解释与分析。

1.“对于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侵犯”。这类主题的新闻报道涉及的被侵犯主体包括了普通中国百姓、持异议者、罪犯等。

(1)对于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和人权的侵犯主题，《华盛顿邮报》一般会将其穿插入中美领导人的互访、对于中国历史的回顾等相关新闻报道中，在这些报道中，《华盛顿邮报》会借助来自普通人或是倡导者团体(advocacy groups)的选择性的引语来体现本报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与评价。比如，在2009年希拉里访华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就对中国普通百姓的人权问题进行了强调，2月21日的新闻标题为《克林顿被指责不给中国施压——倡导者团体敦促克林顿重视人权议题并将其放入访华中心》(Clinton criticized for not trying to force China's hand-advocacy groups urge her to put human rights front and center)[9]
 ，对于美国在维护中国人民人权方面的地位，以及中国目前“可怕”的人权现状，该文借用倡导者团体的引语进行叙述。“美国是能够有效对抗中国人权问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the only countries that can meaningfully stand up to China on human rights issues)，”“大赦国际”在克林顿的评论之后的一个声明中如是说，“中国人民正在面临一个可怕的现实(The Chinese people face a dire situation)……目前有50万人在劳改所，妇女们面临强制流产和绝育，这成为中国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部分。”

(2)除了普通中国人的人权与自由被关注，中国的死刑政策也成为了美国诟病中国人权现状的重要目标。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处决一名英国籍的毒贩时，多处强调了中国法律对于罪犯人权的侵犯，以及对于中国死刑制度的不满:“最后时刻的上诉在中国几乎不会被考虑，中国每年处决的人数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都要多”(Eleventh-hour appeals are almost never granted in China，which executes more people each year than all other nations combined)。[10]


(3)“天安门事件”也是美国媒体诟病中国人权问题、并且一直紧抓不放的历史证据。在2009年6月5日“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纪念日中，《华盛顿邮报》在国际版头版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大陆的天安门事件纪念日很平静》(Tiananment anniversary muted in mainland China)[11]
 的报道，同样，报道中还是利用强调美国政府和倡导者团体的言语对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进行了“不经意”的评判。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应该公开审查这件发生在过去的黑暗事件，对于那些已经死去、被捕或失踪的人，给公众一个解释，既为了得知真相，也为了治愈旧伤”，敦促中国必须要正视这一历史事件;此外，一个名为“天安门母亲”的中国民主团体也控诉中国政府利用“经济来引诱和收买人民”(using“the economy to lure and buy people”) ;激烈的个人的言论的引用也是媒体表明态度的重要方式，一名进行守夜纪念活动的香港大学生说:“经济进步永远也不能成为中国政府杀害人民的借口”(economic progress is never an excuse for a government to kill its people)。除了对于这些激烈言论的引用，报道中还对中国政府当日封锁网站、逮捕异议者、加强防卫等行动进行了详细描写，强调了中国政府对于普通民众人权和自由的侵犯。

(4)对于激进的持异议者(dissident)，《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不仅关注其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行动，还强调了中国政府对这一群体的镇压，包括对于持异议成员的扣押、逮捕和判刑。《华盛顿邮报》称来自持异议者们的行为是“来自群众的反抗”(a grass-roots rebellion)，报道的主要事件是对于一份名为“零八宪章”的人权宣言的签名声援运动，在该事件中，《华盛顿邮报》使用细节性的长篇报道方式对“零八宪章”的内容进行了摘编，并对参与签字声援运动的个人进行了详细采访，还对美国政府对此事的反应进行了报道，但是，报道中几乎看不见中国政府的言论，仅以只字片语来展现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外交官拒绝了这些号召(释放持异议者)，并将其看作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并以中国官员的引语表达中国此时对于社会现状的担心:“目前，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的形势十分严峻”。该类表明中国政府和官员态度的言论十分稀少，新闻报道引语方面的偏向十分明显。

在诸多支持持异议者的引语中，象征手法的使用显得十分频繁，比如，有持异议者以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为隐喻，说明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现状:“我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政治的三聚氰胺’，恐惧已结成了我们身体里的石头”(we all grew up by feed‘political melanmine’Fear has been consolidated into stones in our bodies) ;还有一些警句，如“你可以想象民主，谈论民主，但不可以做与民主相关的事”(You can think democracy，you can talk democracy，but you can't do democracy) ;由此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中国政府接近‘现代化’的方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disastrous)”、“政治现代化可能并不能与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密切相关，这与以前的预期相反，这些预期想法产生于中国的持异议者、美国商业主管、政治理论家和网络时代的宗教变节者。”

2.“对于不同宗教和种族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侵犯”。该主题涉及的被侵犯主体有以西藏或新疆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人民、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黑人种族群体两大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与宗教冲突相关的报道数量比较多，有17篇，主要是因为在2009年中国有一起重要的宗教冲突事件:“新疆7·5事件”，并且有关2008年“西藏3· 14事件”的后续报道也有所涉及。在有关宗教冲突的头版涉华报道中，不仅报道数量较多，且报道类型多样，囊括了短篇消息、深度长篇以及图片等全部三种报道类型，细节场景、冲突原因、事件进展、事件结果等都得到了详细的报道。这样的宗教冲突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1)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比如，虽然中国政府帮助发展新疆地区，但是少数民族的工人——不仅包括维族人还有哈萨克族人和蒙古族人——还是会抱怨，汉族老板只给他们提供并不体面的工作，而雇佣汉族工人干那些高工资的技术活。[12]


(2)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少数民族受伤平民说:“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如果一些警察殴打平民，这是一个大事件，但是在中国，这什么也不是(but here in China，it is nothing)”，“我觉得中国警察能够像杀死蚂蚁一样杀人，并且不受任何惩罚”(I feel that Chinese cops can kill people like ants with impunity)[13]
 。除了对于中国军队和警察暴力执法的控诉之外，报道中还不时提到了中国政府“不平等”的少数民族政策:比如，少数民族人民控诉中国政府追求一种文化同化的政策;政府努力使普通话成为主导语言;男性的维族公务员必须要剃掉因宗教原因而蓄的胡须;教师和学生不能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里禁食[14]
 。

(3)此外，报道中还借所谓的流亡国外的倡导者团体的引语，强调包括维族人民在内的少数民族并没有独立的企图，而只是想消除种族间的歧视和严惩犯罪行为(“Stop racial discrimination”and“Punish the criminals severely”)[15]
 ，从全方位展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无辜者”与“受害者”地位。

(4)当然，在细节描述之后，对于事件根源的追溯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每一起冲突都有其具体的原因，包括高失业率、对政府官员腐败的不断的辩解以及对于警察过度暴力执法的控诉等。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有一个总体的担心，即官方承认的56个民族间的摩擦被看作是引起社会动荡的最为重大的因素。许多的暴动都是根源于一些少数民族人民的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他们不利(the justice system in China is stacked against them)。”[16]


有关中国社会对于黑人种族的歧视报道在头版新闻中只出现了一次，刊登在2009年11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头版A1版中，名为《奥巴马访华时的种族再思考——经济繁荣带来的种族多样化的增长，迫使中国人面对旧式的歧视》(Racial rethinking as Obama visits—Increasing diversity，born out of boom，forces Chinese to confront old prejudices)[17]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主题，对中国人歧视黑人的现象进行了深度报道。该文从一个黑人女孩在中国遭受的歧视入手，深入挖掘了中国对于黑种人歧视的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于普通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黑人的采访，具体展现了目前中国人的内心想法。其中，隐喻式的象征手法体现在以下两处描述中:“警察会拿着铁棍像殴打一只山羊一样打你”(The security will beat you with irons like you are a goat)一位在中国的黑人说，“他们对待黑人的方式是十分，十分糟糕的。”广东话中对黑人的普遍称谓，被翻译为“黑鬼”(black ghosts)。而对于在中国出现这一歧视的历史根源，报道中如此描述:在中国的种族歧视可以追溯到中国过去的农业社会，皮肤黑的人是农民，而皮肤白的人就是精英。中国虽然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这一历史偏见依旧存在。而在如今的年代里，中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则是“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崇拜西方，而在中国人的眼中，‘西方人’就是白种人”(‘the West’is white people)。

在“自由和人权被侵犯”这一话语中，《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选取普通个人、少数民族人民以及黑种人等不同身份的人群在中国的生存现状作为报道题材，主要为了体现“尽管中国政府宣扬建立‘和谐社会’，但中国人民仍然缺乏基本的自由”这一基本的新闻框架。其中，利用各种具体的描述、警句、隐喻等象征手法和话语方式对这一新闻框架进行了搭建，虽然涉及的主体数量多、内容庞杂、细节丰富，但是通过对于其中重要内容的解构与进一步建构，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理出一些报道主线，并从中归纳出一些关键词汇，如human rights (人权)、social stability (社会稳定)、democracy (民主)、freedom (自由)、force (强迫、强制)、kill (杀害)、prejudice (偏见)、conflict (冲突)、friction (摩擦)，等等。

第三，中国对美国造成了军事威胁，美国需要全面防备

在“军事威胁与防备”这一话语中，《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所采取的主要框架为:“美国需要防备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并且密切关注中国对别国核武器试验的资助”，这一框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美国对于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安;二是美国对于中国直接或间接资助别国核武器制造的不满。

1.对中国建国60周年的阅兵所体现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关注。在《华盛顿邮报》中，有关阅兵的头版新闻不仅将阅兵过程中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描述评论，还通过对阅兵状况的总体考量提出了美国的担忧:当天安门广场上坦克与其他武器的游行和展示在中国人当中产生共鸣的同时，它们也使得一些美国人产生了担心的情绪(they worried some in the United States)，由此，通过一位美国专家的引语提出了中国军事力量值得美国防范的具体方面:“人民解放军不单单是作战部队，让我们坐立不安的还有他们充足的后勤补给力量”(They're not all tooth.They have plenty of tail to worry us as well)。总之，中国在阅兵中展现的坦克等军事武器，以及未能展现的网络战的武器都使美国感受到了威胁。报道中提及的不仅仅是美国自身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担心，还有对由其提供武器的中国台湾的安全问题:“中国目前的确具有严厉打击中国台湾的能力，即使是美国进行干涉，中国台湾也没有任何机会获胜。”由此总结道: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声称，阅兵是为了公开与威慑，但“威慑只是恐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deterrence and intimidation are two sides of one coin)”[18]
 。在“军事威胁”这一框架中，《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提及到的关键词有:worry(担心)、undercut (暗中破坏)、deterrence (威慑)、intimidation (恐吓)、punish (打击)、bring someone to heel (使某人臣服)，等等。

2.美国对于中国直接或间接资助别国核武器制造的不满。在《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所设立的框架中，美国不仅担心中国自身的军事力量发展会威胁到本国的国家安全，还对中国与其他制造核武器或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如朝鲜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联系十分关注。在这些报道中，中国总是在表面上反对核试验、反对核武器的使用，比如:中国严格遵循并强烈反对以任何形式进行核武器增殖的行为[19]
 ;中国批评朝鲜的核计划与核试验[20]
 ，但是在暗地里又会通过经济、甚至直接提供原料等手段对朝鲜、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核试验提供帮助，比如，在朝鲜因核试验遭受联合国军费开支削减的制裁时，朝鲜军队想到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掌管国有的贸易公司并快速增加对于中国煤炭、金属和其他矿产的出口，并运用“中国摇钱树”(Chinese cash cow)这一比喻来形容中国之于朝鲜的地位，即中国与朝鲜密切的经济往来是助长其进行核试验的直接经济动力，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就是其制造核武器的帮凶。在中国对于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制造中的地位，《华盛顿邮报》不惜挖掘出近三十年的历史，以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的创始人Khan的供词证明中国在当时为巴基斯坦提供了高浓缩铀:“在我个人的要求之下，中国的领导给了我们50公斤军用的高浓度铀，足够用来制造两颗导弹”(“Upon my personal request，the Chinese Minister ...had gifted us 50 kg［kilograms］of weapon-grade enriched uranium，enough for two weapons”)，虽然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否认帮助任何国家进行核武器试验，但是现任和卸任的美国官员都说，Khan的陈词证实了美国情报人员一直以来坚定的结论:中国提供了这一援助，在中国进行否认之后，立刻提供另一种反面的引语，利用“虽然……但是……”的话语手法，证明中国这一行为的真实存在，《华盛顿邮报》竭力证明中国对于进行核试验的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原料上的，并期望由此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绝不能使中国资助核武器发展的行为成为影响美国安全的另一大威胁。《华盛顿邮报》这一“军事防备”框架下运用到的关键词包括:help (帮助)、assistance (资助)、gift (赠送)、provid (提供)、increase economic ties (加强经济联系)，等等。

第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在《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中，涉及了两类话语，即“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经济发展话语下所运用到的新闻框架为:“中国在商业和经济上变得更为强大”，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经济模式、全球地位的肯定，二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些许不安和中国对西方国家负面评论的不满。

1.对于中国经济模式、全球地位的肯定。奥巴马访华时的演讲中称中国的经济繁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an accomplishment unparalleled in human history)，并且强调，美国并没有试图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奥巴马同时还做了一些努力试图使听众们相信，“美国欢迎中国作为新兴力量的崛起，并没有想过要试图对其进行限制”(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China's rise as a new power and has no interest in trying to contain it)[21]
 。

而有关中国经济模式的报道的主要内容则集中在对于“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认识及其代替“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可能性上。什么是“北京共识”目前在学术界和经济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甚至它到底存不存在也一直被讨论。有许多人说“北京共识”就是一系列宽松的政治要点，而不是经济模式，并且中国政府也并没有正式地去推动它的发展。但是还是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已经觉得它开始挑战到了现存的秩序。

无论对于“北京共识”的认识是否统一，用它来代替“华盛顿共识”却是十分可能的，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人们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失去了很多信心，但却展现了中国模式的诸多优点，印度、拉丁美洲的国家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许多国家都显示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趣。此外，报道中还涉及了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人民币的地位问题，经济危机显示了“不同国家发展有不同的方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发展模式进行垄断”。当然，国际货币体系中即刻的变化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5到10年间“中国的货币可能会成为新的储备货币”(in five to 10 years“the Chinese currency could be the new reserve currency.”)[22]
 。

2.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些许不安和中国对西方国家负面评论的不满。《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中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显示出了些许不安。比如，“如果中国投资21世纪的技术，而我们只投资20世纪的技术，中国将会最终胜利”[23]
 ;“中国开始小试身手，中国人在商业和经济上变得更为强大，他们希望我们知道这点”[24]
 ;一些美国人从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到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担心，之后又到对“中国占领清洁能源主导权”这一问题的担心(some people to switch from worrying about “the China threat”to the global climate to worrying about the threat of China soon seizing the lead in clean-energy technology)[25]
 ，该句中一连运用两个“worry”(担心)和两个“threat”(威胁)展现了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担忧。同时，《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还对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指责感到一些不满:中国领导人在博鳌经济论坛上抓住每一个机会批评西方国家及其体制;为了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总理温家宝和其他高层领导人指责(blame the West)西方国家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26]
 ，报道中的这些语句似乎表明，中国政府对于西方国家的指责仅仅是为了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关西方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的责任，报道中却只字未提，虽然报道中有许多篇幅提及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优点和发展势头，但还是会通过这样巧妙的隐藏和推卸责任的话语手段，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指责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五，中美间多领域合作。

有关中美多领域合作的话语，主要体现在两类报道中，第一类是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的报道;第二类是专门描述中美经济合作的报道。前者主要包括了两国高层会面所涉及的具体议题以及领导人的引语中体现出中美两国的经济、气候变化等合作状态与前景两个方面;而后者主要从具体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入手，以普通的中美人民的感受为主，从具体的贸易活动体现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影响。这两类报道所要体现的新闻框架为:“美国和中国经济已经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了一起，相互依赖并激烈竞争”。

1.在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面中，“会面主要议题的选择”往往会成为《华盛顿邮报》关注的焦点。在《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四篇有关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的报道中，有三篇都对会面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报道，还有一篇是直接对中美两国目前的经济关系进行的报道。通读全篇之后，我们发现，在这几篇有关中美高层会面的报道中，都无一例外地将两国目前的合作关系放在了重要位置，无论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还是经济方面的合作。比如，在2009年白宫发言人洛佩西访华的过程中，《华盛顿邮报》以《洛佩西在访华前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Pelosi mum on rights before trip to China—speaker，as Clinton has，plays down topic; focus will be climate talks)[27]
 为题，对洛佩西2009年的访华议题与其之前的访华议题进行了对比，并称其为2009年第二个美国高层领导人在访华时拒绝谈论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之前，希拉里·克林顿访华时也拒绝谈论人权问题)，佩洛西如此形容目前应谈论的议题:“我们必须在前进的路上相互学习，这才是主题(We hav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s we go forward.So that is the subject)”，并同时忽略了众多对谈论人权事件的请求。报道中认为，佩洛西对于访华议题的转变原因包括:实用主义现在似乎开始操纵美国的涉华议题;奥巴马政府对于赢得中国在减少有害温室气体方面的合作寄予很高期望;中美两国在经济事务上的密切合作也已经成为了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中的关键。中美之间的全面合作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华过程中，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问题成为了主要的议题。首先强调的是中美双方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经济关系。“美国和中国经济——分别是世界最大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已经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固定在一种共同依赖的状态(become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locked in a kind of co-dependency)，任何一方都不是十分健康，而在当前，任何一方都不会终止两者关系”;其次是强调中美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各自应采取的合理行动，即“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消除差异的方法，并且能够在合适的时候进行相互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实现双赢，否则，中美双方都会遭受损失”(If we can find ways to manage our differences and coop-erate where we can，we both win.If not，we both lose) ;最后是强调中美经济合作过程中两国间依旧存在着隔阂，“尽管相互依赖并有着共同的利益，中美两国中的许多人还是对彼此的动机保持深深的怀疑”(both countries remain deeply suspicious of each other's intentions) ;当然，报道中自然不会忘记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为何在奥巴马这次访华过程中对于中国人权问题保持缄默呢?相关报道中也给出了答案:奥巴马政府需要中国的钱，当他想要向中国借钱时，他就会说一些好话，而不说人权(When he wants to borrow Chinese money，he will say something nice，and not talk about human rights)[28]
 ;总之，如果说这次的总统访华与过去的总统访华有何重要区别，实际上，这一重要区别就是美国新式的安抚性，以及有时呈现的颂扬性的语调[29]
 。

2.在“中美两国多领域合作”的话语中，除了涉及美国领导人的访华报道外，还有一类报道是从具体的商业和经济合作入手，从微观方面描述中美经济合作的报道。这类报道中的关键词是:Change (改变)，重点是报道美国人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如何受到中国人的影响，还有一些新闻报道了中国人在法国等地的投资给该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等。2009年11月14日《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中有这样一篇报道《中国人“改变了我们”——不断增长的全球力量重新塑造了美国人做生意和过日子的方式》(The Chinese are‘changing us’—rising global power is reshaping the way A-mericans do business and live their lives)[30]
 ，主要报道了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农民如何迎合中国采购商的需求，如何转变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时的态度等问题。中国对美国人的生活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报道中以奥巴马访华为切入点，如此描述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奥巴马将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上升的全球力量，还是一个改变和挑战美国人海外和国内生活方式的国家，这些改变和挑战的体现之处由大学教室到房地产事务所再到威斯康辛州中心的人参农场。而在威斯康辛州的农民眼中，来自中国的客人则是“救世主”之类的人(treated their Chinese guest as a savior of sorts)，“几年前，中国不在乎我们种什么，他们购买我们的任何东西，但是如今，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满足他们，他们改变了我们(They are changing us)”。在威斯康辛州的州长Doyle与中国签订人参的独家代理合约之时，他感慨地说，“我们现在需要保证质量，以前的学生现在变成了老师(The student has become the teacher! )”(强调中美间贸易地位的转变)。由此可见，中国不仅与美国进行经济和商贸方面的合作，还对美国人的生活、贸易方式等产生了影响，中国在美国社会甚至全球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不容小觑，中美两国的全面合作也因此不断深入、相互依赖并激烈竞争。

此外，《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的框架中还提到了中美两国间在新的清洁能源开发方面合作的必要性，这主要是从哥本哈根的气候谈判入手，将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作为报道重点，同时提出了美国对于中国发展新能源的担忧，主要是担心中国将会很快领导全球的新能源技术，而将美国甩在身后。但在担心和忧虑之余，美国人还不忘要与中国形成双边合作，而能不仅局限于自身的发展:许多人提到对于新能源发展新的威胁的担心，主要是为了刺激美国自身做出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同时促成与中国的双边合作(Many people cite this new threat in order to spur U.S.climate efforts as well as bilateral cooperation)[31]
 。可见，在美国人的观念中，自身发展虽然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促成与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合作也是不容忽视的。

总体说来，在“中美间全面合作”这一话语下，《华盛顿邮报》所涉及的“头版”涉华报道中不仅重点报道了经济方面的合作，对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方面的合作也有所涉及，“美国和中国经济已经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了一起，相互依赖并激烈竞争”这一新闻框架主导并支撑着相关的头版新闻，在这一框架下co-dependency (共同依赖)、inextricably intertwined(紧密联系)、cooperation (合作)、laudatory (颂扬)、Pragmatism (实用主义)、change (改变)等词汇是其中的关键词，美国对作为全面合作伙伴的中国的积极态度由此显现。

第六，中国的国际责任

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中国的国际责任”这一话语主要是从全球气候谈判、军事责任这两个主题中体现出来的，其所要表达的主要新闻框架为:中国应承担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1.强调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应承担的责任。为了最终使中国在气候变化中负起责任，《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首先对中国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了强调。中国产生出了全球最多的二氧化碳排放物，并且这一排放趋势还将在今后的二十年里继续;其次，被《华盛顿邮报》看作是中国“推卸责任”的行为也在报道中有所体现:一是拒绝承担责任。在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谈判者在内的，参加12月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成员之中，中国经常被认为是其中的阻碍，因为中国并没有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限做出承诺，而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是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二是推卸应承担的责任。在气候谈判中，中国声称，工业化国家应该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步伐中比发展中国家做更多的事，因为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点;三是怀疑发达国家的动机不纯，而拒绝承担责任。一些中国评论家控诉西方国家给中国扣上“二氧化碳的帽子”而将此作为限制中国进步的一种方法(some Chinese commentators have accused Western nations of using a carbon cap as a way to contain China's advancement)[32]
 。

而当中国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作出承诺时，即到2020年，中国将会视经济总量而定，将碳排放量减少40%—45%，美国国会则认为中国应该视经济增长速度而定，并以2005年为基准，并减少50%—55%的碳排放量，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并将中国目前所做的这一承诺评价为“失望的”(disappointing)，或者认为，中国没有承诺更多的碳排放量的缩减而“使一些人失望”(disappointing to some)。并由此认为:除非中国答应减少更多的碳排放量，否则，任何今后的气候协议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33]
 。美国强调将中国的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而非“经济总量”相挂钩，所要展现的就是“国际责任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这一新闻框架，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也以多种叙述形式将这一框架展现了出来，然而中国却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借口，拒绝履行或减少履行更多的碳排放责任，美国对此存在怨言。

2.强调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军事责任。《华盛顿邮报》的展现“中国国际责任”话语的另一个主题为中国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责任与行动。奥巴马在访华期间，在谈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时，认为中国需要做到:“不断增长的经济与不断增长的责任相联系”(A growing economy is joined by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然而，美国政府担心，允许中国参加国际维和与人道主义任务可能“使中国因确保获得资源而部署军事力量，或者介入有争议地区事务”。

在美国看来，中国国际维和部队对于其他国家的帮助重点并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工程、医疗等方面是有深层原因的，尤其是在中国军队最为活跃的非洲地区最为突出，即“中国逐步提升与非洲地区的外交和经济往来，是因为中国需要在这些地区寻找石油和其他资源发展本国经济”(China has ramped up its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ence as it seeks oil and other resources to fuel its economy)。批评者还认为中国在苏丹地区的维和人员最多——将近有800名军人和警察——他们驻扎在苏丹，并且将那里的大量石油提供给中国，而北京政府还对此强烈支持，忽视了达尔富尔的西部地区充斥着大片的死亡与愤怒(Beijing has strongly supported despite widespread outrage over the killing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Darfur)。虽然在《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并没有出现“中国未负起国际责任”这一直接的叙述，但是，通过中国在阿富汗和非洲等地区的表现中，还是可以间接看出该报对于中国的不满，即中国对国际事务进行援助是有选择性的，援助的主要标准是——该国是否能够为中国带来切实的好处，比如石油、矿产资源等。报道总体上隐含着这样一层深意:中国并没有完全担负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而仅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准，有选择地进行国际责任的履行。

第七，中美间的文化交流

一般说来，在头版新闻中很多内容都是关注政治、经济、社会等主要议题，而有关科技、人文和体育的议题则涉及较少，这一现象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也有所体现。在一共83篇头版新闻中，仅有1篇报道与中美间的体育运动和文化交流有关，刊登在2009年9月13日的全报头版A1版中，题名为《将橄榄球带入乒乓球的地盘——美国国家足球联盟希望将比赛直播延伸至中国市场》(Bringing pigskin to land of Ping-Pong—NFL looks to reach Chinese market with reality show)[34]
 。虽然，在框架分析中，仅有的一篇新闻文本不足以归纳出全部艺术体育类新闻的总体框架;但是，毕竟这篇仅有的文本被安排在了头版，其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将其忽略而失去了分析艺术体育类文本的唯一机会，则会对整个头版新闻的框架归纳造成损失。为了保持框架的完整性，我们也不妨从这仅有的一篇新闻文本中提炼出一些值得关注的象征手法，为《华盛顿邮报》中的艺术体育类报道的框架归纳提供一些线索。

在这篇有关在向中国推广美式橄榄球的报道中，记者所运用的主要框架为“推广美国体育与推广美国文化相结合”。报道的一开始就称，美国国家足球联盟(NFL)找到了使得橄榄球进入中国市场的密码(code)，即“关键不在于这一运动本身，而是围绕在这一运动周围的美国文化因素”。对于NFL来说，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的市场实在是“太诱人了”(too tempting)，这些大城市中的年轻人对于美国文化也很痴迷，同时，在中国根本没有一个能够与NFL相抗衡的职业体育联盟，中国唯一的足球联盟在近年内还一直被丑闻所困扰，失去了中国年轻人的信任，这些都为NFL大力进军中国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而使得中国年轻人接触橄榄球的最好途径就是电视，最好是比赛直播，“我们认为电视直播是中美两国文化鸿沟间的桥梁”(we thought a television show might bridge the cultural gap)，NFL的负责人如是说。

那么，在大力进军中国市场的过程中，NFL又运用到了哪些具体的推广手段呢?报道中主要提及的就是利用美式足球的中国代言人——五月天乐队来进行这项运动的推广，五月天既是美式足球运动的代言人(an ambassador)，也是NFL售卖比赛直播权的一个诱饵(a hook)，推广的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年轻人确信，如果他们想要知道美国的本质，就必须要懂得美式足球(convince Chinese children that if they want to learn the essence of America they must come to understand American football)。可见，NFL在进行美式足球的中国推广时，真是做到了“竭尽全力”。在整篇新闻报道中，无论具体的描述推广理由还是推广步骤，有一点中心思想是始终不变的，即美国的体育与美国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正是吸引中国年轻人的最好理由和切入点，也是该话语中最为简练的新闻框架总结。

第三节　《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的框架分析

在《华盛顿邮报》中有一种特殊的涉华报道方式，即由《华盛顿邮报》与《今日中国》(China Daily)英文版合作，集中对中国的社会现状进行的专题式报道，在《华盛顿邮报》中它以“Reports From China (中国报道)”命名，不定期地在《华盛顿邮报》的增刊刊出。而针对这一增刊，《华盛顿邮报》在专题报道的头版有这样一段说明:“这一增刊，来自于CD Features，并不包括《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或专栏部分。CD Features隶属于《中国日报》，报道有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This supplement，prepared by CD Features，did not involve the news or editorial departments of The Washington Post.CD Features，affiliated with China Daily，reports on China's social，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由于《华盛顿邮报》属于地区性报纸，与《纽约时报》相比，它在涉华报道的数量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在为数不多的涉华报道中进行集中式的专题报道，却成为《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与中国主流媒体合作，将反映中国记者框架的涉华报道刊登在自己的报纸上，的确是美国主流报纸中的创新之举，进一步体现了《华盛顿邮报》的客观性、平衡性与专业性。

一　《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的样本选择、编码与类目设置

这一部分中，重点涉及的内容为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的样本抽样、编码和类目设置。

(一)样本的抽样

在2009年全年的《华盛顿邮报》中共出现过两次“中国专题新闻”，分别被安排在6月12日和7月24日的H版中:6月12日的中国专题报道中，共有11篇涉华报道分布在H1到H6的6个版面中; 7月24日的中国专题报道同样包含了11篇涉华报道，分布在H1到H5的5个版面中。

专题中的报道大多由中国记者采写，或是转引自中国的媒体，也有很少一部分报道来自国外记者。在报道主题方面，来自中国专题中的报道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它涉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艺术人文等多个方面，报道范围十分广泛。同时，由于这些专题报道来自于中国，代表了中国记者对于新闻的“架构”方式，这也正好为我们进行涉华报道框架的中西方对比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为此，将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的两个“中国专题新闻”共22篇涉华报道进行抽样研究就具有了强烈的必要性和特殊性。

(二)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

由于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的报道数量并不多，在内容分析时，涉及的类目和编码也比较少，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类目的分类与编码，即报道主题、标题基调和消息来源(具体编码表见附录4)。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主要对其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进行阐释:

第一，“报道主题”的编码与分类

以每篇报道涉及的主要内容为标准，我们将《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中涉及的报道主题分为了五个类目，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科技艺术。

第四，“标题基调”的编码与分类

根据报道标题的具体用词，我们将《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的标题基调分为三个类型，即“无情感强烈词汇”(标题中无明显体现记者主观情绪的词汇)、“含有情感强烈的正面词汇”(标题中包含“innovate:创新”、“comfort:舒适”等表现正面情感和情绪的词汇)、“含有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标题中包含“mess:混乱、乱七八糟”、“气愤:anger”等表现负面形势和负面情绪的词汇)。

第五，“消息来源”的编码与分类

《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的引语可以分为三大方向，十个类别，即“来自中国的引语”和“来自国外的引语”(其中包括了“来自美国的引语”和“来自第三国的引语”)两大方向;“中国政府与官员”、“中国记者”、“中国机构与专家”、“中国个人”、“持异议者或组织”“美国政府与官员”、“美国记者”、“美国机构与专家”、“美国个人”以及“第三国”等十个类别。

(三)信度检验

在对《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中的具体类目进行编码和分类时，我们同样邀请了上文总体编码中提及的两位编码员，笔者与两位编码员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最终，他们对于编码说明、内容文本已经达到了比较熟悉的程度，并具备了编码的能力。

笔者将2009年全年共22篇的《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让两位编码员进行了重新编码与分类，将其中涉及的报道主题、标题基调和消息来源三个具体类目都进行了信度检验，分别对其进行了Holsti reliability formula信度测量，由此得到的平均信度均超过了0.92，符合最低信度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报道主题”的编码信度，M =0.96;“标题基调”的编码信度，M =0.89;“消息来源”的编码信度，M =0.92)

二　《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在《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的数据统计与分析部分，我们主要从报道题材入手考察这一专题报道的平衡性，之后再通过标题用词和引语使用对报道的倾向性进行深入分析。

(一)“中国专题新闻”的题材分布

由下表可知，在22篇中国专题类报道中，除了没有专门涉及“军事”主题的报道外，其他四类主题的分布还是比较平均的。尤其是“经济”、“社会”与“科技艺术”这三类主题，报道篇数是相等的，各有6篇相关报道。可见，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对于“政治”、“军事”等硬性事件报道得并不多，反而比较重视“经济”、“社会”以及“科技艺术”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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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盛顿邮报》全报的涉华报道主题分布情况相对比，“中国专题新闻”并没有对“社会”类主题的报道进行特别多的关注，也没有格外重视“政治”类主题的报道;同时，“中国专题新闻”也没有对“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类报道进行边缘化，该类报道甚至与“社会”类报道持平，比“政治”类报道数量还要多，显然，《华盛顿邮报》中的“中国专题新闻”想为读者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形象:除了政治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还有很多丰富的科技和文化生活。

(二)“中国专题新闻”的倾向性分析

在22篇“中国专题新闻”中，有6篇报道转引自各大新闻社或中国媒体，11篇报道由中国记者采写，6篇报道由外国记者采写。由此可见，中国专题中的报道，主要是以中国国内的消息源为主，国外记者采写为辅。


报道所在版面*标题中是否含有情感强烈的词汇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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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在标题展现的倾向性方面，22篇“中国专题新闻”中只有一篇标题中含有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West's mess(承担首当其冲的西方混乱)”，虽然标题中含有“mess (混乱、乱七八糟)”这一负面词汇，但是并未用来形容中国，而是直指西方国家，为此，针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的报道量可视为0。而在22篇“中国专题新闻”中，有3篇报道的标题中含有情感强烈的正面词汇，如“brighter”(更加光明的)、“innovate”(创新)、“comfort”(舒适)，并且都是用来形容中国现状的。此外，其余的19篇报道的标题并无明显的表达情感的词汇。

由此可见，与《华盛顿邮报》中的其他新闻报道相比，“中国专题新闻”在遵循客观、平衡的原则下，还具有明显的表达“积极、正面”的报道特点，虽然有些报道标题提及了中美双方的冲突或矛盾，但也没有将冲突矛头直指中国，“为中国说话”的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报道的倾向性不仅仅表现在标题中，对于各类引语的使用也是表现报道倾向性的重要方法，并且通过这一方法展现的倾向性更为隐蔽，效果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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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中的“中国专题新闻”的引语使用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倾向性”，在共11种引语中，22篇中国专题报道引用最多的是“美国机构或专家”的言论，共有56条，其次是“中国机构或专家”，共有31条引语。而来自“中国个人”的引语排在第三位。

由此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引语特点:一是“中国专题新闻”中的引语使用在总体上并没有偏向中国的现象，反而在引语的使用上比较重视来自美国的消息源;二是“中国专题新闻”中的引语使用较为重视个人、专家或机构的声音，而并没有过多地发出政府的声音，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三是“中国专题新闻”中的引语使用对“持异议者或组织”的声音进行了选择性的“屏蔽”，该引语数量为0。虽然在中美两国消息源上没有特别的倾向性，因为许多中美两国的消息源并没有明显的“对抗性”，但是中国专题报道中“对抗性”十分明显的“持异议者或组织”还是出现了“失声”的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在27条“中国个人”的引语中，具有16条来自“新疆或西藏个人”的引语，对于少数民族个人引语的重视或许能够解释“持异议者或组织”为何“失声”，因为“中国专题新闻”中的民族宗教类报道将重点放在了生活在西藏或新疆地区的个人身上，重点报道了他们的切身经历与真实感受，而并未将持异议者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作为报道重点。

(三)“中国专题新闻”的新闻框架

为了与《华盛顿邮报》自制的新闻进行比较，我们继续使用“归纳法”的研究路径，引入甘姆森的“建构主义方法”对《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中的22篇具体报道进行解构与重构，归纳其中的新闻话语以及核心的新闻框架，并对隐喻、范例、警句、描述、视觉符号、根源、结果等象征手法进行总结，最终形成有关中国专题报道的“特征矩阵”(signature matrix)。

具体来说，我们将22篇相关报道分类为了以下七个话语类型，即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中美寻求经济和气候合作、西方国家的国际责任、“新疆7·5事件”的真相及影响、中国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不断完善、中美间的文化交流与人道主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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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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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这一话语下，《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中所建构的新闻框架为:在经济危机中，中国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虽保持平衡和持续发展有诸多挑战，但前景依旧乐观。这一框架主要从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经济前景等三个方面进行搭建。其中的关键词包括了:inspiring (鼓舞人心的)、amazing (令人惊异的)、cautious (谨慎的)、Challenges (挑战)、problems (问题)、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平衡与持续)、an emerging market (新兴市场)，等等。

1.对经济危机中中国不俗的经济增长成果进行强调。

比如，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长了7.9%，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经济数据(inspiring economic figures)[35]
 。还有报道如此描述中国的经济成就:中国具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在经济危机中拥有的令人惊异的8%的经济增长率(an amazing 8 percent growth)[36]
 。当然，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数量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和政府对于财富的分配将会产生城市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这将会形成消费者和企业家中中产阶级的成长，代表了巨大的商业和投资机遇(represent a large opportunity for businesses，and thus for investors)。[37]


2.建议对经济复苏现状保持谨慎态度，认清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①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中国政府需要保持谨慎态度，尤其在全球经济显示出复苏迹象之前，过于自信地能够持续保持本国经济复苏这一点上。②通货膨胀是否会出现?在中国经济强力复苏的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中国借贷增长的记录引发了对于快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的担忧，尽管消费价格指数，这一通货膨胀的主要尺度还保持着消极态势。[38]
 ③水源、环境、教育等问题如何解决?中国政府已经实现了惊人的，虽然并不平等的大跨步。但是仍然不清楚中国将会怎样处理与水源、空气、医疗和教育相关的重要的贫困问题。[39]


3.还是肯定了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平稳增长的预期。

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将危机转化为更为平衡和持续发展模式的机会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40]


还对中国市场持续的潜力和容量进行了肯定:2009年中国超过了德国，成为了全球第三大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还在2008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且利用经济刺激计划使得本国摆脱了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大多数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还是认为中国依旧是一个“新兴市场”。“新兴”(emerging)一词意味着活力、高增长以及成为国际水平的抱负和前进动力，这些都适用于中国，因此一些专家毫不犹豫地称中国市场是“新兴的”。[41]


同时还强调了中国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及其强劲的自我恢复能力: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世界经济崩溃，中国也会遭遇不景气。但还有一点也不可否认，在摆脱衰退的过程中，中国将比其他国家展现得更为强劲。[42]


第二，中美寻求经济、气候等多领域合作。

在中美合作的话语中，《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所建构的主要框架为:中美之间的合作，分歧颇多、矛盾不断，合作需要双方的相互理解与责任担负，合作前景乐观。而中国专题报道究竟是怎样具体建构这一框架的呢?我们将报道内容解构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报道中建构了中美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是重要性:“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部分，中美之间的贸易和能源合作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都十分重要”;其次是必要性: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外交部长引用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话，强调了中美双方合作的必要性。此外，美国的商务部长洛克在接受《中国日报》的独家采访时说:“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已成为全世界在清洁能源、能源效能和对抗气候变化中的领导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43]
 再次是紧迫性: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了中美双方会见中的主要议题，这两项议题同时也是中美两国需要加强全球对话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中美双方都没有时间再等待了。[44]


2.报道中涉及了中美双方在合作中的诸多分歧。

在中美间的经济和贸易中，存在着许多棘手(thorny)的问题。比如，中方对于美方清洁能源议案中“carbon tariff”(二氧化碳关税)的不满，称美方的这一做法是“a form of protectionism”(一种贸易保护的形式)。美国商务部长回应说，美国的这一关税针对的只是美国公司，同时声称美国公司在中国没有被公平地对待。[45]
 中美双方互不相让，都认为本国的贸易行为是正当的，矛盾由此产生。

而在中美双方的气候谈判中，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排放量限制都不满意:美国允诺与1990年相比，202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40%，但是中国认为这一目标太低。而美国则希望中国设立自愿的、可证实的目标来缩减能源的使用，并且就长期来说，能够加入发达国家缩减排放总量的队伍。[46]
 对于两国的温室气体来源与排放总量，也存在着分歧:从中美两国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说起，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产生的，但是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则是与投资低效率的传送系统、低效能的大规模建筑，以及奢侈品、快餐和大型轿车的消费中产生的。而对于排放总量:评估显示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国温室气体被嵌入出口中，导致了中国实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远远低于官方数据。而对于美国来说恰恰相反。如果将排放量嵌入进口与出口中，美国则有1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47]
 可见，无论是对于温室气体的来源、总量还是排放数量的计算方式，中美两国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总体说来，报道角度还是倾向于中国，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中涉及的问题和不合理条约都一一呈现，对比中强调了中国在谈判中提出的论据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当然，在报道中，也涉及了中美双方分歧产生的根源:即中美在气候谈判中的合作必须基于双方的信任，这一信任来自对于双方行为、问题、担忧、能力和目标的切合实际的理解。但是这一信任正是目前所缺乏的。[48]


3.强调了中国为合作而做出的努力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是已经开始着手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技术。中国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十分敏感的国家。同时，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也逐渐成为了解决气候问题的主要发源地，比如大量生产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同时，通过美国专家的引语肯定中国业已做出的努力:正如美国进步中心的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所说:“当美国国会或媒体声称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什么也没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错误的——尽管中国仍然必须要做更多的事。”[49]


二是对中国新能源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部的负责人说:“可再生资源将会从2010年的补充角色演变成2050年的主要能源供应方式”。中国将会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说法，中国将会在2020年利用太阳能发电1.8GW。同时，根据全球风能协会的说法，中国将会在2009年成为风能发电增长最快的市场，超过受经济危机重创的美国。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美好前景可以如此描述:暖气装置依靠太阳能和地暖供应，汽车的能源来自生物燃料，家庭拥有自己的光电设备站，这些将会使中国从世界上最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转变成最少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50]


4.揭示了美国对于自身责任的规避。

对于经济危机，《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认为，担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国自己制造了一场混乱，它强迫许多西方国家寻找一个国家来解决由其产生、但又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为了找到一个国家来解决经济危机中产生的问题，西方国家选中了中国。由此，全球的责任似乎就落到了中国的身上，中国具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在经济危机中拥有的令人羡慕的8%的经济增长率，这些都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有能力填补西方制造的几万亿美元黑洞的国家。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却不是如此，中国自己也是西方错误经济行为的受害者，并且也在尽力设法解决本国的问题。总之，可以这么说:西方就是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持续其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以期望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买单。[51]


而对于气候谈判，中国始终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很明显，回首过去，20世纪，美国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一起，以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代价创造财富。但是美国为了减轻自身的减排压力，要求中国使用与其相同的减排标准，以此规避本国应担负的责任:美国希望中国设立自愿的、可证实的目标来缩减能源的使用，并且就长期来说，能够加入发达国家缩减排放总量的队伍。[52]


5.表达中美双方合作的光明前景。

在2009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中，温家宝对中美双方的合作提出了建议和期望:“秉着开放、创新和共同获益的精神，中美双方应该尊重彼此、平等协商，以此推动双方合作，使中美双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获利。”[53]
 在气候谈判中，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但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达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定能够寻找到意义深远的合作方法(find significant ways to work together)。”[54]
 中美两国的目标是:在气候谈判的最后十年中，要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主要排放企业如何减少排放量。下一个十年应该关注机遇，以及那些低排放的企业如何能够提供给高排放领域低碳解决方案。如果中美两国采取了第一步，那么世界国家都将会跟随其后。[55]


在这一框架中，除了对中美双方合作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在框架的建构中还有明显的倾向，即倾向于中国为谈判和合作所所做出的努力，并且关注美国对自身责任的规避，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赞同中方观点，并同时指责美国的行为。当然，在最后，框架还是回归到了一个平衡的、积极的结论，即只要双方勇于承担各自责任、在公平、平等中合作，那么，中美双方的合作前景便是光明的。从总体上来看，此类报道虽具有隐含的倾向性，但总体上看还是客观、平衡、积极的。在所涉及的报道中，主要的关键词有:cooperation/ work together (合作)、thorny problems(棘手的问题)、responsibility (责任)、fairly (公平的)、equally (平等的)、mutual benefit (互惠互利)，等等。

第三，“新疆7·5事件”的真相及影响。

与《华盛顿邮报》自制的涉华报道有所不同，“中国专题新闻”为“新疆7·5事件”所搭建的框架为:“新疆7·5事件”是一小部分暴徒的恐怖主义行为，维汉两族不存在根本上的矛盾，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框架与西方新闻媒体中所塑造的“中国政府镇压少数民族，导致民族起义和暴动”的框架截然不同，而是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以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了事实的真相。

在2009年《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涉及“新疆7·5事件”的报道共有三篇。其中有一篇题为《只有尊重才能修复因暴动而损毁的信任》(Only respect will restore trust rioters destroyed)[56]
 的报道，主要以一名维吾尔族女性在“新疆7·5事件”中的经历及其内心感受为主线，贯穿介绍了这一事件的实施主体、根源、事件影响和解决方法等。而另外两篇则对新疆地区的历史以及“东突”一词的来源这两个历史性的问题进行了挖掘，根据文物、文献等史料，证明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东突”一词的历史开始挖掘，指出这一名词是一个被分裂主义者的诡计所伪造的概念，而并不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使读者对于当前“东突”的恐怖行径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在这三篇报道所建构的框架中，主要体现了以下四方面内容:

1.新疆的归属。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文物对此进行了证实:从新疆地区挖掘出来的石器或者罐子等，都与在甘肃、内蒙古与宁夏挖掘出来的文物具有相似的形状、颜色和装饰。“这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相似之处表明了在这些地区的古代人彼此之间具有一些文化上的联系，”田伟江(Tian Weijiang)学者在其《新疆历史》一书中如是说;还有一些文献也记载了新疆归属于中国的事实:汉朝之后，中原的帝王继续向西部地区派遣官员。新疆地区的历史因此与中国的历史紧密交织，这也被近年来挖掘出的众多古代文献所证明。这些文献许多都是经典的中国文献，被刻在竹片上，或者写在古时的纸上。但是利用其他语言所写的文献中，也记载了同样的当地生活与社会的故事。

总体来说，新疆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具有坚实的历史证据，而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古代畜牧部落与农耕部落之间文化与经济的交流是十分平常的，这就是中国成为统一而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蒋英良(Jiang Yingliang)在其《民族历史》一书中指出。[57]
 这又在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再次证明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长久以来的密切联系与归属关系。

2.“新疆7·5事件”的性质。在这一框架中，“新疆7·5事件”并不是由根本的民族矛盾或少数民族政策引起，而是少数被唆使的暴徒的恐怖主义行为。“新疆7·5事件”的实施主体为一帮横冲直撞的暴徒，他们由二十岁上下的维族男孩组成，这些人显然没有体面的工作(the rampaging mobs of“20-something Uygur boys，who clearly had no decent jobs”)，并且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fundamentalist boys)。这些暴徒不仅殴打维族的妇女，并且还杀害汉族人，最终有192人被杀，其中大部分为汉族人。最终的死亡人数达到了300人。这些维族暴徒，被境外势力所资助和唆使，残忍地屠杀众多在乌鲁木齐生活的汉族人。[58]
 由此可见，杀害汉族人的只是一小部分被境外势力所利用的维族暴徒，而不是所有的维族人都以汉族人为敌，维族与汉族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3.“东突”恐怖分子的本质。到了20世纪早期和之后的时间里，新疆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教极端主义者，被境外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影响，使得“东突”一词政治化，并编造有关“东突”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根本从来都没存在过。自从新疆地区和平解放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些从新疆逃到国外的一小部分分裂主义者，勾结在国内的人员，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伺机寻找机会实施各种行动，设法分裂中国。“东突”实施的恐怖行动包括了爆炸、暗杀、纵火、投毒和殴打(explosions， assassinations，arsons，poisonings and assaults)，严重危及中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给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了威胁。但是，“9·11事件”之后，全球的反恐呼声日益强烈，“东突”力量就开始利用“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human rights”，“freedom of religion”and“interests of ethnic minorities”)为借口，设法回避反恐战争，并且由此误导世界舆论。[59]


4.维汉两族相互信任的必要性。通过普通人的引语表达维汉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信任是一种十分真实而可信的方法，尤其是借普通维族百姓之口表达维汉间的真实联系和情感，更具有说服力。从一个维族平民而不是汉族平民入手，大量引用其对于“新疆7·5事件”的看法和建议，首先表明了这一报道并不是替汉族人说话，而是平等的对待双方。中国专题的相关报道中就是通过维族女孩古丽(Guli)之口，说出了维族与汉族人之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相互联系:“许多汉族人和维族人相爱或结婚。如果没有这一事件的爆发，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双方的同化将会发生，因为这一现象也是目前的生活所需要的。”同时，Guli还补充道:“当然，同化是一方面，但是你必须永远也不要失去让你成为‘你’的那些东西。必须要有彼此间的尊重。”最后，还是借古丽之口，报道中表达了解决维汉两族矛盾的具体方法:“将事情处理得过于严厉和专横将会产生双方的紧张情绪并且对双方都没有帮助。我认为下一步应该理性与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阻止一切伤害双方的行为。总之，我们离不开彼此(After all，we can't live without each other)。”[60]
 由此可见，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是保持维汉之间稳定团结的基础，同时也必须要避免两族之间的严厉和专横行为，保持双方的理性沟通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在“中国专题新闻”为“新疆7·5事件”所搭建的框架中，所涉及的关键词包括:integration (结合、统一)、“East Turkistan”forces (“东突”势力)、forces overseas (境外势力)、the unified but multi-ethnic nation(统一而多民族的国家)、respect (尊重)、trust (信任)、rationally (理性的)，等等。

第四，中国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是《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中的重点，这里指的中国企业不仅包括了具体的生产企业或集团，还包含了某一具体的行业，如手机行业、电脑行业等。这一话语下所建构的新闻框架为: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压力，中国企业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前景光明。

这一框架中所包含的新闻报道基本都是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切入，比如被美国媒体所一直诟病的中国的“山寨手机”泛滥现象，《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也是从其不断创新、不断努力以寻找新的市场这一积极的方面来报道的，虽然对山寨机的缺点、山寨机与品牌机的抗争也有所涉及，但是，报道主要还是对山寨产品的创新充满了信心。而在对“中国化工集团”这一具体的中国企业进行报道时，2009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个“中国专题新闻”中都对其有所涉及，两篇报道的重点都放在了企业如何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和扩大企业规模之上，几乎可以将报道看作是对该企业的品牌宣传。具体说来，在“中国企业创新”这一话语下，新闻框架的建构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展现的:

1.中国企业创新意识的觉醒。

在做了30年的“世界工厂”之后，中国已经准备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一转变——从低成本的制造业到世界级的创新、设计和营销——将会改变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竞争格局，包括了中国内部。目前，在中国生意圈中经常听到的词汇和短语是:“世界级”、“高性能”、“全球的”、“更好”和“最好”。企业领导也很少谈论“中国制造”(“manufacturing in China”)，而更多地谈论“中国营销、设计和创新”(“marketing，desig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61]


除了整体的中国企业重视创新，“山寨”行业也开始在残酷的竞争中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作用。几年前，大多数用户使用“山寨”就是意味着使用“赝品”。但是随着山寨机厂商之间残酷的竞争，使得这一产业从效仿转变成了创新。利润低、竞争激烈使得山寨机制造商必须实现创新以求生存(shanzhaiji makers must get creative to survive)。[62]


而对于中国化工集团来说，虽然经济危机给企业带来的许多挑战，但是也促使了中国企业进军全球。因此，企业认识到了在经济危机中实现创新和改组的重要性，创新、挑战意识由此产生:这一关键时刻(指的是经济危机)比之前的任何时刻都要关键，要求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并且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需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萎缩时接管经济的领导权。我们当然意识到了胜利者今日的冒险有可能带来未来的失败，但是我们不惧怕挑战，我们将会像从前一样自信。[63]


2.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

首先展现了中国企业在经济危机中的灵活应对。对于中国化工集团来说，为了应对当时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主要采取了四个应对策略和两个重要步骤。四个应对策略为:今年中国化工集团继续注重生产和销售的政策;集团将同时对工业设备进行重要升级;重视公司的人力资源;必须要密切注视世界其他化工生产商的行动。两个重要步骤是:贸易重组和海外市场的拓展。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相信，高效能源和保护环境的产品将会对世界十分重要。根据这一点，中国化工集团进行了贸易重组。同时，“对于中国化工集团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兼并。通过合并和兼并，公司可以进入更加广阔的市场，拥有更加先进的技术。这也是吸引人才进入该领域的重要方式。”[64]


其次，实现了在模仿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创新点。中国的“山寨手机”在复制品牌手机的基础上，实现了怎样的创新?一名研究“山寨机”的专家魏卡尔(Karl Weaver)解释道:“山寨手机展示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技术、外观与功能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很难找到相似之处。”同时，“许多独特的技术和设计被结合在一起。这些结合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功能，虽然在某些方面大多数功能都侵犯了品牌厂商的利益。”[65]


3.中国企业的创新成果。

在过去十年中，来自中国公司的专利申请增加了十倍，每年的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2%。1995年只有3家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名单。到了2000年是10家，2005年增长到18家，而到了2008年——仅仅3年之后——这一数量达到了35家。中国的许多企业都力争成为高效能的商业竞争者，许多还是世界级的竞争者。比如，中国电子厂商华为，2008年的年度收入比2007年增长了45%，有6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中国海尔家电集团，目前是世界第四大家电制造商，2008年的全球收入将近180亿美元。来自海外的销售比2007年增长了10%。[66]


对于中国化工集团来说，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实现的种种创新，克服的种种挑战就是印证了正确的经营哲学和核心价值，即诚实、可信赖、共同获利、不断创新、追求卓越以及为社会作贡献。而中国化工集团来的经营哲学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以及为社会创造就业。

“山寨手机”的不断创新也为其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现在的山寨手机生产商具有一个真正的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机会(a real chance to move from back alleys to boardrooms)——这是创造国际品牌的潜力。”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最为著名的山寨机品牌是“天语”，这一山寨机制造者领导了国内的生产商，根据赛迪顾问公司的数据，“天语”在2008的Q4市场中具有16%的市场占有率。

虽然“山寨手机”的普及并不现实，但是“山寨手机”也不可能在一时间很快消失。有人说，山寨精神有时是一种反叛精神，并且还是中国人能够创造一切的精神(the shanzhai spirit is sometimes a spirit of rebellion but also a spiri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apable of creating anything)。[67]


在“中国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一话语所建构的框架中，中国专题报道的记者们主要运用了manufacturing in China (中国制造)、marketing，desig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中国营销、设计和创新)、get creative to survive (创新以求生存)、never be afraid of challenges (从不惧怕挑战)、impressive innovation (印象深刻的创新)、on a global scale (达到世界级别)等关键词或短语表现了中国企业走创新发展道路的决心，总体上采用了积极向上的报道基调。

第五，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不断完善。

在这一话语下，《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所建构的新闻框架为:生育、医疗等社会政策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进步。这一框架中涉及的关键词有: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fertility rate (人口出生率)、medical resources (医疗资源)、medical reform (医疗改革)、uneven (不平等的)、challenge (挑战)、in harmony with (与……相协调)。这一框架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建构:

1.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与过程。

1979年中国共产党向全党以及共青团的成员发布了一封公开信，指出:“快速增长的人口将会给教育和就业带来许多问题，导致对于能源、水源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还会使环境污染更为严重。”三年之后，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写进了宪法之中。但是这只是计划生育政策实现的第一步，因为这一政策与保持家庭血统的几个世纪的传统观念相抵触。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充满了曲解和指责，如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计划生育的口号和标语也经历了演变，在20世纪80年代口号十分刺耳，标志性的口号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It is better for a couple to have only one child.”)、“少生孩子多养猪”(“It is better to breed more pigs than children.”)，而到了如今，口号的基调有了不同:“地球母亲太累了，别再给她增加人口负担”(“Our mother earth is too tired to support too many children.”)[68]


多年来，中国城市地区占据了80%的医疗资源。直到2006年，8亿农民——13亿中国人的主体，享有足够的医疗设施还存在着困难。城乡地区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是中国实现医疗改革的最大障碍。在2009年4月初，情况有了转变，中国推出了一项三年的医疗改革计划。这一计划将到2020年为全体中国人公正、广泛地获取基本的医疗保障奠定坚实的基础。2009—2011年间的医疗改革将投入8500亿元(1240亿美元)，中国政府承诺广泛普及基本医疗保险，引入必要的药物体系，改进基本的医疗设备，公正配备基本公共医疗服务以及在国有医院中进行改革试验。这一计划要求在农村地区逐步建立一个乡村—城镇—全国的医疗服务网络(a village-town-county medical service network)，鼓励一些富裕地区的政府采取新型的方式来改进乡村的医疗设施。[69]


2.政策带来的实惠和进步。

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是人口总数方面的变化: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从9626万的总人口，以及每一育龄妇女有5.8个孩子的基数，降到了每个妇女拥有1.8个孩子。中国同时也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其次是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变化:中国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从1978年的2.5亿降到了2008年的1500万。15岁以上的成年人平均拥有8.5年的受教育年限，比1978年提高了3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的人口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105位升到了2007年的81位。[70]


在这一医疗改革体系下，城市医院能与乡村诊所分享其先进的医疗设备、专家和医疗手段，同时，城市医院能够分享乡村诊所的利润。用一位城镇大医院医生的话来说:“对于城市大医院和乡村诊所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交易(It is a win-win business for both the hospital and the clinic)。”同时，乡村诊所的就诊环境和设施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的诊所现在更加现代化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已经拿到从医资格证的“赤脚医生”说，“我们有7位医生24小时轮流值班。我们还有一台电脑能够链接因特网，因此我们能够将病人的就医信息保存在数据库中。”[71]


3.未来任重而道远。

从一个普通的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中折射出计划生育的未来重任:但是马桂林(Ma Guiling)的工作负担加倍了，因为她必须照顾那些外出打工者在家乡留下的孩子和老人。马桂林的更为沉重的责任反映了中国目前的人口负担。最近，计划生育负责人李彬说，中国必须要维持“一个合适的生育率，这有助于平衡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进步相协调。”[72]


第六，中美间的文化交流与人道主义援助。

在“中美两国间文化交流与人道主义援助”这一话语中，《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主要建构了这样的框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在文化、旅游和援助等方面的交流也逐渐频繁。这一框架中包含的具体事件有:美国逐渐重视汉语教育、美国人对于中国四川地震的人道主义援助、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以及美国的参与、成都地区的风土人情等等。在相关报道中，主要突出了以下几个重点:

1.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

“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这一框架主要是通过美国的俄亥俄州开始重视在儿童中推广汉语教育这一事件来展现的。首先强调了汉语推广的重要性:美国官员们为了适应中国作为重要性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武装学生的技能显得十分必要”。

虽然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孩子自身的哭闹和压力，还有许多社区居民的反对，但是发起者们还是会继续这项计划，主要是因为:推广汉语的工作能够推动这里的孩子们前进，并且为全球经济而做准备。[73]
 总体说来，这一报道反映了美国逐步重视中国的地位，寻求与中国经济方面的合作，并将掌握汉语作为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技能，即使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难，但还是不能阻止汉语推广计划的实施。这从侧面展现了中国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报道情绪是积极正面的。

2.中国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区域经济。

对于中国风土人情和区域经济的展现，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包含的两个“中国专题新闻”中都提到了同一个城市——成都。

其中一篇报道名为《发现成都》(Discovering Chengdu)[74]
 。这是一篇有关成都历史和文化的报道，其中包含了成都的象征:古老的金色太阳鸟圆盘(an ancient golden sunbird disc)、著名的茶室(famed teahouses)、变脸戏(the face-changing marvel of Sichuan opera)、大熊猫(giant panda)、诸葛亮故居(Temple of Zhu Geliang)、都江堰(Dujiangyan Dam)、辣味菜肴(spicy cuisine)、酒吧(clubs and pubs)等等，同时还对成都的环境、气候、人文等进行了概括，主要提及了这几个特点，即优越的环境(excellent environment)、适宜的气候(mild climate)、友好的人民(friendly people)、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文化(meld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等等。

还有一篇有关成都的报道名为《成都延伸其东部区域》(Chengdu extending its eastward reach)[75]
 ，主要展现了“成都是中国内陆投资的里程碑”(Chengdu is a landmark for investing in inland China)。成都能够获得这一声誉，主要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条件:成都具有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集散站和集装箱厂等交通设施，而这些交通设施的建设使得成都与中国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联系，成都已经具备了电子、计算机、汽车生产和新能源的核心产业。成都还是一个著名的投资胜地。简化而高效的行政流程、广泛的金融服务以及对于知识产权的强化保护都加强了成都对于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世界500强企业中的130个企业已经在成都设立了工厂，包括了丰田汽车和西门子。成都因此成为了中国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代表，值得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3.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

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首先表现在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一位名为兰迪·西蒙(Randy Simmon)的来自美国的心理健康咨询师在北川中学帮助中国学生平复地震心理创伤，他的无私、有爱心、感情丰富等特质在报道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个“爱心心理学”的咨询服务(the counseling service“Psychology of the Heart”)中，西蒙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中国孩子。尽管西蒙与许多中国学生之间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也有了一定的优势。美国人尤其擅长利用身体语言，比如触摸和拥抱。一些轻拍学生肩膀或握住他们手这样的小动作通常会很有帮助。“如果我想和你亲近，就轻抚你。”西蒙说。西蒙还说:“每天我都会与50 或60名学生互动，我就像学生们的爷爷。”西蒙说他将竭尽全力每天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陪伴那些受创伤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在地震中致残的孩子。对于西蒙，未来还不确定，但是他说，只要有可能，他将一直和学生在一起，只要学校允许他待在那儿。[76]


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还表现在美国对于世博会的参与方面。虽然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在美国法律中，世博场馆的建设是不能利用公共资金的。然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发言人说，美国“非常希望能够参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此外，上海的“友好城市”(sister city)旧金山计划在上海世博会中进行为期一周的活动。旧金山和上海已经合作了两百多个工程，包括医学、法律、体育、教育和基础设施。在世博会上，旧金山将有望派出一个超过300人的代表团出席。他们将带着旧金山的歌剧、芭蕾舞、交响乐和戏剧剧团到上海一周时间。[77]


第四节　2009年《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总结

以上章节中，我们对《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头版”涉华报道以及“中国专题新闻”进行了个案分析，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华盛顿邮报》中的“中国专题新闻”并不是由该报的记者采编的，也不包含该报的新闻或专栏内容，“中国专题新闻”属于《华盛顿邮报》的增刊内容，内容来自《中国日报》，主要报道有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为此，《华盛顿邮报》本身所建构的新闻框架内容与该报增刊的“中国专题新闻”所建构的框架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对2009年《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进行总体归纳时，我们主要针对的是这两种框架的对比与结合。

一　《华盛顿邮报》与“中国专题新闻”中建构的相同框架

虽然《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分别建构了来自美国和中国主流媒体的有关中国形象的框架，但是其中还是包括了一些相同的框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在《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进行了详细解读，但是这两个版面中的相关报道又具有不同的切入角度。

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从“中国经济地位”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两方面展开的。比如，“头版”涉华报道中提及了奥巴马访华时的演讲中称中国的经济繁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an accomplishment unparalleled in human history)[78]
 ;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呈现出了许多优点，印度、拉丁美洲的国家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许多国家都显示了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趣，因此，“用‘北京共识’来代替‘华盛顿共识’是十分可能的”;而处于发展模式中心的货币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国际货币体系中即刻的变化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5到10年间“中国的货币可能会成为新的储备货币”。[79]
 由此可见，中国利用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人民币地位的提升等条件获得了在国际上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并且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并没有专门的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即使在一些报道中提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效或是快速的经济恢复能力，也是夹杂在领导互访、经济危机等重大的主题之中。

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则是从“具体的经济增长数据”以及“乐观的经济预期”两方面体现的，有许多报道专门地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比如，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长了7.9%，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经济数据(inspiring economic figures)[80]
 。还有报道如此描述中国的经济成就:中国具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在经济危机中拥有的令人惊异的8%的经济增长率[81]
 。而对于“乐观的经济预期”这一方面，“中国专题新闻”从应对经济危机与乐观的市场容量两方面来建构，中国具有应对经济危机的强大实力:“中国将危机转化为更为平衡和持续发展模式的机会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82]
 “在摆脱衰退的过程中，中国将比其他国家展现得更为强劲。”[83]
 同时，中国还具有潜力巨大的市场容量:大多数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还是认为中国依旧是一个“新兴市场”。“新兴”一词意味着活力、高增长以及成为国际水平的抱负和前进动力，这些都适用于中国，因此应毫不犹豫地称中国市场是“新兴的”。[84]


当然，还有一些事件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美好前景，比如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开始重视在儿童中推广汉语教育主要是因为:美国官员们为了适应中国作为重要性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武装学生的技能显得十分必要”。同时，推广汉语的工作能够推动这里的孩子们前进，并且为全球经济而做准备。[85]
 总之，推广汉语教育这一事件从侧面展现了中国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报道情绪是积极正面的。同时，《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还有一些报道是专门介绍中国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的，此类报道也主要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切入，并且基本都是从微观的具体产业或行业入手，主要从中国企业创新意识的觉醒、创新实践与创新成果三方面进行框架的建构，关键性的语句包括:目前，在中国生意圈中经常听到的词汇和短语是:“世界级”、“高性能”、“全球的”、“更好”和“最好”。企业领导也很少谈论“中国制造”(manufacturing in China)，而更多地谈论“中国营销、设计和创新”(marketing，desig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86]
 一名研究“山寨机”的专家魏卡尔解释道:“山寨手机展示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技术、外观与功能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很难找到相似之处”。[87]
 在过去十年中，来自中国公司的专利申请增加了十倍，每年的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2%。1995年只有3家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名单。到了2000年是10家，2005年增长到18家，而到了2008年——仅仅3年之后——这一数量达到了35家。[88]


虽然《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两个版面中的涉华报道的切入角度有所区别，但是两者中建构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框架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比较容易归纳与总结的。

(二)中美两国间寻求政治、经济等重大领域的合作

《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两个版面中的新闻报道都对这一合作框架有所涉及，并且在强调中美合作的同时也提及了两国间不可避免的矛盾。

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两国高层会面所涉及的具体议题以及领导人的引语中体现出中美两国的经济、气候变化等合作状态与前景。比如，在洛佩西访华的过程中，她如此形容目前应谈论的议题:“我们(中美两国)必须在前进的路上相互学习，这才是主题”，并同时忽略了众多对谈论人权事件的请求。[89]
 而在奥巴马访华过程中则在显要位置提及了中美双方合作的重要性:“美国和中国经济——分别是世界最大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已经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固定在一种共同依赖的状态，任何一方都不是十分健康，而在当前，任何一方都不会终止两者关系”，同时，强调中美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各自应采取的合理行动，即“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消除差异的方法，并且能够在合适的时候进行相互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实现双赢，否则，中美双方都会遭受损失”[90]
 。

另一方面，主要从具体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入手，以普通的中美人民的感受为主，从具体的贸易活动中体现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影响。比如，一些商业方面的报道以奥巴马访华为切入点，如此描述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奥巴马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上升的全球力量，还是一个改变和挑战美国人海外和国内生活方式的国家，这些改变和挑战的体现之处由大学教室到房地产事务所再到威斯康辛州中心的人参农场。[91]
 当然，还有一些报道中强调了中美两国在能源方面的竞争与合作:美国担心中国将会很快领导全球的新能源技术，而将美国甩在身后，但在担心和忧虑之余，美国人还不忘要与中国形成双边合作，而能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发展:许多人提到对于新能源发展遭遇新威胁的担心，主要是为了刺激美国自身做出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同时促成与中国的双边合作。[92]


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中美两国间的合作则主要从重要性、现状与前景等三方面着手:首先，中美两国的合作具有重要性，“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部分，中美之间的贸易和能源合作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都十分重要”，“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已成为全世界在清洁能源、能源效能和对抗气候变化中的领导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93]


其次，中美两国的合作现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比如在经济问题中，中方对于美方清洁能源议案中“carbon tariff”(二氧化碳关税)的不满，称美方的这一做法是“a form of protectionism”(一种贸易保护的形式)。[94]
 再比如，在气候谈判问题中，美国允诺与1990年相比，202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40%，但是中国认为这一目标太低。而美国则希望中国设立自愿的、可证实的目标来缩减能源的使用，并且就长期来说，能够加入发达国家缩减排放总量的队伍。[95]


最后，中美两国的合作前景是光明的，在2009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中，温家宝对中美双方的合作提出了建议和期望:“秉着开放、创新和共同获益的精神，中美双方应该尊重彼此、平等协商，以此推动双方合作，使中美双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获利。”[96]
 在气候谈判中，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但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达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定能够寻找到意义深远的合作方法。”[97]


(三)中美两国注重文化、体育、艺术等人文领域的交流

在这一“人文领域交流”框架的建构中，《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两个版面中的新闻报道涉及的报道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在“头版”涉华报道中，仅有1篇报道涉及了这一框架的建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这一框架的存在，有必要将两个版面中的这一重合框架进行单独探讨。

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中，有1篇报道与中美间的体育运动和文化交流有关，发表在2009年9月13日的全报头版A1版中，题名为《将橄榄球带入乒乓球的地盘——美国国家足球联盟希望将比赛直播延伸至中国市场》[98]
 (Bringing pigskin to land of Ping-Pong—NFL looks to reach Chinese market with reality show)。报道的一开始就称，美国国家足球联盟(NFL)找到了使得橄榄球进入中国市场的密码(code)，即“关键不在于这一运动本身，而是围绕在这一运动周围的美国文化因素”。对于NFL来说，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的市场实在是“太诱人了”(too tempting)，这些大城市中的年轻人对于美国文化也很痴迷。同时，利用五月天乐队来进行美式足球运动的推广，五月天既是美式足球运动的代言人(an ambassador)，也是NFL售卖比赛直播权的一个诱饵(a hook)，推广的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年轻人确信，如果他们想要知道美国的本质，就必须要懂得美式足球。在整篇新闻报道中，无论具体的描述是推广理由还是推广步骤，有一点中心思想是始终不变的，即美国的体育与美国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正是吸引中国年轻人的最好理由和切入点。

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中美之间人文领域交流”的框架属于其中较为重要的框架之一，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具体事件:美国逐渐重视汉语教育、美国人对于中国四川地震的人道主义援助、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以及美国的参与、成都的风土人情等等。首先是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主动推广，对于成都风土人情的介绍就属于这一类型;其次是美国对中国文化的主动吸取，美国逐渐重视汉语教育即是典型案例;最后是中美两国间的互动交流，美国人对于中国四川地震的援助、美国积极参与上海世博会就是集中体现。

二　《华盛顿邮报》与“中国专题新闻”中建构的不同框架

除了一些相同的新闻框架，《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中还针对中国形象建构了许多并不一致的新闻框架，我们将这些不同的框架进行了对比分析，共总结出了四种对比类型:

(一)“中国社会问题严重”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不断完善”

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一直是美国主流媒体中报道的重点内容，以上章节对于《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涉华报道的整体统计中，“社会类”报道的数量都排在了第一位。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两个版面的新闻报道中，“社会类”报道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报道类型，但是，在这两个不同的版面中，针对中国社会状况所建构的框架却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代表美国主流媒体立场的《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主要聚焦于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而代表中国主流媒体立场的《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则聚焦于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取得的诸多进步，这两类框架的对比性显得十分强烈。

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所建构的“中国社会问题严重”的框架中，包含了许多具体的社会事件范畴，比如，公共安全、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等。其中，在“公共安全”这一报道范畴中，主要涉及了自然灾害、煤矿安全、火灾等等，而有关“医疗卫生”的报道则涉及了医疗卫生体系、传染病的应对等，“教育就业”所针对的主题主要是农民工和大学生。具体框架内容可以如此表述:“前进中的中国被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困扰，这可能导致破坏社会稳定的危机和暴动的出现”。

对于中国农民工的现状，《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强调了他们的困难处境:“唯一能形容农民工角色的就只有一个字‘难’。如果你待在家里，日子困难，如果你出去打工，日子也困难。当然，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当下，日子真的是尤其困难。”[99]
 而针对中国防治猪流感的策略，《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更是提出了些许抱怨:对猪流感的小心谨慎情有可原，但不应毫无道理地长时间隔离每一个疑似者，中国对待此事的方法和态度过于“侵略、强制”(aggressive)。[100]
 中国目前的煤矿安全问题更是没有逃脱《华盛顿邮报》的“法眼”:“中国具有世界上最糟糕的煤矿安全记录，主要是由于许多非法煤矿都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贡献”[101]
 。除了对于各类社会问题的具体现象进行报道，《华盛顿邮报》还不忘对根源进行挖掘，列举了许多造成中国社会问题的具体原因:比如国家权力运用不当、中国精英们的懒惰、老百姓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各类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的背离等等，同时，还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质疑。[102]
 此类有关中国社会问题根源的报道进一步体现了《华盛顿邮报》深度报道的能力。

而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有关中国社会状况的报道角度显得更为正面与积极，具体框架为:“生育、医疗等社会政策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进步。”

这一框架建构的重点主要是计划生育、医疗保障等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成果展现和未来展望。首先是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充满了曲解和转折，如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但是自从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现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比如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从9626万的总人口，以及每一育龄妇女有5.8个孩子的基数，降到了每个妇女拥有1.8个孩子。中国同时也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103]
 其次是医疗改革。多年来，中国城市地区占据了80%的医疗资源。直到2006年，8亿农民——13亿中国人的主体，享有足够的医疗设施还存在着困难。城乡地区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是中国实现医疗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自从医疗改革实施之后，给城市和乡村医院都带来了好处:城市医院能与乡村诊所分享其先进的医疗设备、专家和医疗手段，同时，城市医院能够分享乡村诊所的利润。[104]
 对于中国社会改革实施过程与成果的重视是《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的重要内容，报道切入角度与“头版”涉华报道完全不同。

(二)“中国对于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侵犯”与“恐怖分子是造成民族矛盾的罪魁祸首”

中国国内的民主自由、民族矛盾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相比社会类报道中的公共安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报道方向来说，人权与民族的报道方向显得更为突出、更为尖锐。

在《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有关“中国对于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侵犯”这一框架的报道数量比较多、报道方向也较为丰富，但总体说来，对于这一话语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对于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侵犯”以及“对于不同宗教和种族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侵犯”，前者涉及的主体有普通中国百姓、持异议者、罪犯等等，而后者涉及的主体有以西藏或新疆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人民、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黑人种族群体两大类。《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有关人权、自由和民族的报道所涉及的主体之多、报道角度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我们摘录一些典型的意识形态性较为明显的语句来展现《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中国对于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侵犯”这一框架:“美国是能够有效对抗中国人权问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中国人民正在面临一个可怕的现实……目前有50万人在劳改所，妇女们面临强制流产和绝育，这成为中国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部分。”[105]
 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应该公开审查这件发生在过去的黑暗事件(暗指‘天安门事件’)，对于那些已经死去、被捕或失踪的人，给公众一个解释，既为了得知真相，也为了治愈旧伤”，一名进行守夜纪念“天安门事件”的香港大学生说:“经济进步永远也不能成为中国政府杀害人民的借口”(economic progress is never an excuse for a government to kill its people)。[106]
 “我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政治的三聚氰胺’，恐惧已结成了我们身体里的石头”(we all grew up by feed‘political melanmine’Fear has been consolidated into stones in our bodies)、“你可以想象民主，谈论民主，但不可以做与民主相关的事”、“中国政府接近‘现代化’的方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107]
 “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如果一些警察殴打平民，这是一个大事件，但是在中国，这什么也不是”，“我觉得中国警察能够像杀死蚂蚁一样杀人，并且不受任何惩罚”[108]
 ，“警察会拿着铁棍像殴打一只山羊一样打你”(The security will beat you with irons like you are a goat)一位在中国的黑人说，“他们对待黑人的方式是十分、十分糟糕的。”[109]
 根据这些警句，我们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对于中国人民当前遭遇的人权和自由问题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并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判，引语的使用是展现本报立场的重要手段，利用这一手段，《华盛顿邮报》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尽管中国政府宣扬建立‘和谐社会’，但中国人民仍然缺乏基本的自由”的新闻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中国政府、社会主义制度等都成为了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暗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法享受到真正的民主的自由。

而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并未出现单独的有关人权、自由或民主的报道，而是对“新疆7·5事件”这一典型的民族暴力事件进行了澄清与挖掘，在这一系列的报道中主要建构了这一框架，即“恐怖分子是造成民族矛盾的罪魁祸首”，这一框架与西方新闻媒体中所塑造的“中国政府镇压少数民族，导致民族起义和暴动”的框架截然不同，而是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以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了事实的真相。

首先，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文物对此进行了证实:从新疆地区挖掘出来的石器或者罐子等，都与在甘肃、内蒙古与宁夏挖掘出来的文物具有相似的形状、颜色和装饰。“这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相似之处表明了在这些地区的古代人彼此之间具有一些文化上的联系。”[110]
 其次，“新疆7·5事件”是少数被唆使的暴徒的恐怖主义行为。“新疆7·5事件”的实施主体为一帮横冲直撞的暴徒，他们由二十岁上下的维族男孩组成，这些人显然没有体面的工作，并且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fundamentalist boys)。这些维族暴徒，被境外势力所资助和唆使，残忍地屠杀众多在乌鲁木齐生活的汉族人。[111]
 再次，“东突”是恶劣的恐怖组织。“9·11事件”之后，全球的反恐呼声日益强烈，“东突”力量就开始利用“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为借口，设法回避反恐战争，并且由此误导世界舆论。[112]
 最后，与少数民族和平相处的必要性。通过维族女孩古丽之口，表达了解决维汉两族矛盾的具体方法:“将事情处理得过于严厉和专横将会产生双方的紧张情绪并且对双方都没有帮助。我认为下一步应该理性与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阻止一切伤害双方的行为。总之，我们离不开彼此。”[113]
 可见，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像美国媒体报道的那样，由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或是暴力统治造成的，而是由境外恐怖分子一手调唆的，恐怖分子是造成我国民族矛盾的“罪魁祸首”。

由此可见，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主要运用了建设性、发展性的眼光看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民族问题，注重根源的、历史的描写，而不像“头版”涉华报道那样专注于对现状的批判，注重现场的、细节的描写，两者间的差异一目了然。

(三)“中国是美国的军事威胁”与“中美两国友谊深厚”

与美国媒体中视中国为威胁的观点不同，中国的主流媒体中主要关注中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一特点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两个版面的新闻报道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在“军事威胁与防备”这一话语中，《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所采取的主要框架为:“美国需要防备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并且密切关注中国对别国核武器试验的资助”，这一框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美国对于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安，主要事件是中国建国60周年的大阅兵，而关键语句包括:“人民解放军不单单是作战部队，让我们坐立不安的还有他们充足的后勤补给力量”、“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声称，阅兵是为了公开与威慑，但‘威慑只是恐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deterrence and intimidation are two sides of one coin)。”[114]
 二是美国对于中国直接或间接资助别国核武器制造的不满，主要事件是中国面对待朝鲜、巴基斯坦核试验的态度，比如，运用“中国摇钱树”(Chinese cash cow)[115]
 这一比喻来形容中国之于朝鲜的地位，即中国与朝鲜密切的经济往来是助长其进行核试验的直接经济动力，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就是其制造核武器的帮凶。而针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制造中的地位，《华盛顿邮报》不惜挖掘出近三十年的历史，以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的创始人可汗(Khan)的供词证明中国在当时为巴基斯坦提供了高浓缩铀。[116]
 总之，《华盛顿邮报》不放弃报道中国的任何一个对其造成“威胁”的军事行为，包括和平阅兵、几十年前的军事历史等事件都会成为其质疑中国军事发展动机的敏感事件。

而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中美两国间的关系就从“剑拔弩张”转为了“密切友好”，重点关注了中美两国间的深厚友谊。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表现在了“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美国积极参与世博会”两个方面。一位名为兰迪·西蒙的来自美国的心理健康咨询师在北川中学帮助中国学生平复地震心理创伤，“如果我想和你亲近，就轻抚你。”西蒙说，“每天我都会与50或60名学生互动，我就像学生们的爷爷。”[117]
 西蒙的无私、有爱心、感情丰富等特质在报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在美国法律中，世博场馆的建设是不能利用公共资金的。然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发言人说，美国“非常希望能够参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此外，上海的“友好城市”旧金山计划在上海世博会中进行为期一周的活动。[118]
 《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利用生动的细节描写、关键引语的运用等手段加强了“中美两国深厚友谊”的框架，虽然涉及的报道数量不多，但是还是能够从报道的具体方向与细节等方面观察出其与“头版新闻”框架建构的巨大差异。

(四)“强调中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与“强调中国为履行责任而付出的努力”

有关国际责任这一主题，《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涉及的主要事件为全球气候谈判，在这一事件中，中美双方都对各自的规避责任的行为表现出了不满，同时，“头版”涉华报道中还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军事责任进行了强调。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与“中国专题新闻”这两个分别代表美国媒体与中美媒体立场的版面中，两国都对对方的责任进行了强化，报道的倾向性体现得十分明显。

《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涉华报道是如此强调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应承担的责任的:首先，为何要承担责任?“中国产生出了全球最多的二氧化碳排放物，并且这一排放趋势还将在今后的二十年里继续”;其次，怎样拒绝承担责任?“在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谈判者在内的，参加12月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成员之中，中国经常被认为是其中的阻碍，因为中国并没有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限做出承诺”;再次，拒绝责任的理由?“一些中国评论家控诉西方国家给中国扣上‘二氧化碳的帽子’而将此作为限制中国进步的一种方法。”[119]
 最后，拒绝承担责任的后果?“美国将中国所做出的减排目标评价为‘失望的’(disappointing)，或者认为，中国没有承诺更多的碳排放量的缩减而‘使一些人失望’(disappointing to some)。并由此总结:除非中国答应减少更多的碳排放量，否则，任何今后的气候协议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120]


“头版”涉华报道中强调中国国际责任的另一个主题为中国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责任与行动。奥巴马在访华期间，在谈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时，认为中国需要做到:“不断增长的经济与不断增长的责任相联系”。然而，美国政府担心，允许中国参加国际维和与人道主义任务可能“使中国因确保获得资源而部署军事力量，或者介入有争议地区事务”，美国认为“中国逐步提升与非洲地区的外交和经济往来，是因为中国需要在这些地区寻找石油和其他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虽然在相关报道中并没有出现“中国未负起国际责任”这一直接的叙述，但是，通过中国在阿富汗和非洲等地区的表现中，还是可以间接看出该报对于中国的不满，即中国对国际事务进行援助是有选择性的，援助的主要标准是，该国是否能够为中国带来切实的好处，比如石油、矿产资源等。

在《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新闻”中有关全球气候谈判的报道与“头版新闻”中涉及的角度刚好相反，强调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很明显，回首过去，在20世纪，美国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一起，以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代价创造财富。美国希望中国设立自愿的、可证实的目标来缩减能源的使用，并且就长期来说，能够加入发达国家缩减排放总量的队伍。[121]
 而对于中国方面，“中国专题新闻”则更多地强调了其为改变气候变化现状而做出的努力，比如着手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技术:中国将会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说法，中国将会在2020年利用太阳能发电1.8GW。同时，根据全球风能协会的说法，中国将会在今年成为风能发电增长最快的市场，超过受经济危机重创的美国。[122]
 在《华盛顿邮报》的“中国专题新闻”中，中国并未规避自身的任何责任，并且积极为改变现状而努力，为了强调中国为履行责任所做出的努力，“中国专题新闻”甚至以一篇单独报道介绍了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情况，由此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发达国家对于自身历史责任的规避，报道显然是倾向于中方的。

第五节　本章总结

与全国性大报《纽约时报》相比，地方性报纸《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的数量并不算多，只有近300篇的报道量，约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总量的一半。其中，社会类报道数量最多，共有113篇报道，占了总报道量的38%，而“政治”主题的报道位居第二，占了26.9%，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华盛顿邮报》的经济类主题报道比例也仅有20.5%，比政治类主题低了近7个百分点，《华盛顿邮报》对于政治类新闻的重视程度也是其区别于《纽约时报》的一大特色。

为了与《纽约时报》的个案研究样本相区分，也因考虑到具体主题报道数量较少的实际情况，在本章中，笔者并没有以不同主题为分类标准进行个案分析，而是以版面为分类标准，分别对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的“头版”涉华报道和增刊中的“中国专题新闻”进行了个案分析，前者代表了《华盛顿邮报》的本报观点，而后者则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中国日报》的观点。个案分析中，本章同样运用了量化的内容分析法以及质化的框架分析法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既对两个个案中的框架建构方式进行了统计分析，也对个案中的具体框架进行了归纳总结。

在上文的研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涉华报道中具有“妖魔化中国”的倾向，虽然在框架的建构手段上有一定的倾向性，且选题中的负面性特征较为明显，但是该报也注意到了对于“前进中的中国”这一框架的建构，当然，“中国专题新闻”这一体现“中国主流媒体声音”的增刊的存在本来就体现了《华盛顿邮报》注重公正、平衡报道的原则。有关《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的框架比较与思考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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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比较

以上，我们主要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所有的涉华报道进行了总体统计和个案分析，分别在总体统计和具体的个案分析中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并总结出了两报整体的涉华报道框架。

虽然在以上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利用的分析方法较为多样、分析结论也较为细致，对于框架建构结果的总结也较为概括，但是总体上还是缺乏对于两报不同建构方式和建构内容的具体比较，也就是说对于两报所建构的有关中国形象的框架，我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为此，在这一章节中，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即“在总结中比较”和“在比较中总结”对两报所涉及的具体建构方式与内容进行比较研究。通过这两种方式的比较，我们既可以得出两报涉华报道在设置框架时的技巧与方法的异同，还可以通过两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内容比较探究出其本质上的一致性。总之，本章是对以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框架分析成果的集中体现与根源总结。

第一节　在总结中比较《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异同

我们知道，在框架分析的研究路径上，主要有归纳(inductive)和演绎(deductive)两种方法:前者的分析始自于一系列相对模糊的框架体系/类别，试图在分析过程中逐渐厘清，并尽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框架类型;而后者在分析开始之时即已有明确定义的框架类目，并一次为标准系统检视所有被考察的话语/行动/文本，将其归入事先确定的框架类型，考察其出现的频数。[1]


回溯前文，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们利用“诠释包裹”的研究方法分别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框架总结的研究即属于典型的“归纳法”的框架分析路径。与研究之初即具有明确定义的框架类目的“演绎法”的框架分析路径相比，“归纳法”的路径看似并不容易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也不是绝对意义上而言的，在本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就尝试着从“归纳法”得出的种种结论中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框架建构方式和结果进行比较，即对两报进行“总结中的比较”。

一　在总结中比较《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建构内容

以上章节的框架总结和归纳部分，我们分别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中所建构的新闻框架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归纳和总结，具体归纳结果如下: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共有六条:一，中国是美国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二，中国的崛起令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感到担忧;三，中国能源消耗巨大，已经成为贪婪的能源侵占国;四，中国利用各种手段，努力在全球谈判或国与国之间的摩擦中占据优势;五，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依旧存在，美国“旁观者清”;六，中国政府无法让人民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共有七条:一，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二，中美两国间寻求政治、经济等重大领域的合作;三，中美两国注重文化、体育、艺术等人文领域的交流;四，中国社会问题严重;五，中国对于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侵犯;六，中国是美国的军事威胁;七，强调中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同时，中国主流媒体《中国日报》在《华盛顿邮报》中也具有发出声音的机会，表现在增刊“中国专题新闻”之中，其中主要建构了七个涉华报道框架:一，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二，中美两国间寻求政治、经济等重大领域的合作;三，中美两国注重文化、体育、艺术等人文领域的交流;四，中国人民社会生活不断完善;五，恐怖分子是造成民族矛盾的罪魁祸首;六，中美两国友谊深厚;七，强调中国为履行责任而付出的努力。其中，前三条框架与《华盛顿邮报》所建构的涉华报道框架是重复的，而两者最大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后四条中。

由以上对于《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中所建构的新闻框架内容进行再次集中阐释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总结”中“比较”两报涉华报道框架内容中呈现出的主要异同。

(一)《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内容的相同点

在两报涉华报道所建构的新闻框架内容的相同点里，我们需要归纳出了以下五个关键词，分别是:合作、威胁、问题、自由、责任，这五个关键词在两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内容里都有所涉及。其中，仅有“合作”这一关键词所体现的框架是正面和积极的，即主要强调了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人道等领域的合作，其余的四个关键词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国的负面形象上，主要体现在中国国内并不乐观的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对于美国或国际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两个方面。

总体说来，《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框架内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具体框架内容的差别并不大，可以说两报在进行涉华报道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二)《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内容的不同点

虽然《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框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两者建构框架内容时的具体方式也是同质的。从以上归纳出的框架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报在具体的框架建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点:

第一，《纽约时报》中涉华报道框架的辐射面比《华盛顿邮报》广。

所谓“涉华报道框架的辐射面”指的是在两报的涉华报道中以美国自身为辐射原点，以世界各国为辐射终点而形成的涉华报道的辐射面。在《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中，由于相关报道数量众多、题材选择的角度也十分丰富，为此，其中涉及的国家数量也相对较多:比如非洲的肯尼亚、澳洲的澳大利亚、亚洲的越南和缅甸、美洲的美国、欧洲的英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会在《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中出现，甚至有许多涉华报道就是围绕中国和这些第三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与事件展开，美国仅仅是作为一个评判者与旁观者。在《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框架中，有不少框架都是与中美以外的第三国密切相关的，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能源消耗巨大，已经成为贪婪的能源侵占国”这一新闻框架，涉及的主要事件就是中国在亚洲、非洲等国的矿产投资，而并未直接涉及中美之间的关系。

而在《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由于所涉及的报道数量较少，仅有《纽约时报》的一半，涉华报道的辐射面必然会比较窄小，该报主要将框架的建构聚焦在中美两国的关系之中。经过对《华盛顿邮报》298篇涉华报道的引语统计分析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有32篇涉华报道中涉及了中美两国之外的“第三国”的引语，占了涉华报道总数的10.7%，比例并不算高。而再将“第三国”引语可能出现最多的政治类报道作为案例进行《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之间的引语比较，我们则得出了如下结论:在81篇《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政治类报道中，涉及“第三国”引语的报道仅有13篇，比例约为16%，而在62篇《纽约时报》的涉华国际关系报道中，涉及“第三国”引语的报道则有30篇，比例约为48%，远远高于了《华盛顿邮报》。从“第三国引语”的数量与比较这一指标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出“《纽约时报》中涉华报道框架的辐射面比《华盛顿邮报》广”的结论。

第二，《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框架中“旁观指导”姿态的展现比《华盛顿邮报》强。

“旁观指导”姿态的展现与上文中提及的“辐射面”的广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般说来，涉华报道框架中的“辐射面”较广则意味着报道中制造“旁观指导”姿态的机会就会越多，当然，在单独涉及中国国内事务时，也会存在这种“旁观指导”姿态。

在本书第一章对于《纽约时报》的政治类和经济类涉华报道进行个案分析时，我们归纳出了该报作为“评判者”、“指导者”、“旁观者”、“清醒者”等的姿态展现。在国际关系类主题的涉华报道中，每当提及中国与除美国之外的第三国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在新闻框架中体现出“旁观者”和“指导者”的姿态，而在某些经济类的涉华报道中，尤其是那些单独涉及中国国内经济现状的报道中，《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框架则更容易展现出“清醒者”和“评判者”的姿态。

而在《华盛顿邮报》中，由于涉华报道的数量相对较少，且较多题材聚焦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类事务之中，尤其关注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性题材，为此，《华盛顿邮报》一般无法做到“置身事外”，而只能“融入其中”，即利用版面设置、引语使用等框架建构手段来实现框架内容的倾向性，在不知不觉中获取涉华报道中的话语权。

第三，《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中体现的“中国声音”比《纽约时报》多。

之所以说在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中，《华盛顿邮报》体现的“中国声音”比《纽约时报》要多，主要是因为《华盛顿邮报》中“中国专题新闻”的存在。虽然这一专题新闻仅仅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的增刊部分，并在显眼位置进行了“不涉及《华盛顿邮报》观点”的说明，同时，2009年全年仅出现了两次，涉及的报道只有22篇，但是，这一对于“中国声音”集中式展现的特殊专题仍然成为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内容的重要不同之处。

虽然特殊的“中国专题新闻”使得《华盛顿邮报》体现了更多中国主流媒体的声音，但这并不代表《华盛顿邮报》本身体现的“中国声音”也较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涉华报道框架建构得较为平衡与温和，“纯粹的中国声音”在《华盛顿邮报》中得到了一定的展现机会。

二　在总结中比较《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建构方式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主要在两报建构方式的总结过程中归纳出其中的异同点。在归纳之前，对两报框架建构方式的量化分析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框架“建构方式”的总结，其实是对相应涉华报道的技巧和方法的总结。

(一)对《纽约时报》框架建构方式的总结

通过对《纽约时报》中的新闻源、篇幅、版面等框架建构方式要素的量化分析，总结出了以下技巧与方法:

第一，大报风范——具有较高的“新闻自制率”与“长篇报道率”。

《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报道是其国际新闻报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地理上距离美国甚为遥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纽约时报》一直坚持向中国派驻记者来满足其关注国际新闻的宗旨和特性。在2009年共583篇《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中，有90.1%的报道属于《纽约时报》本报自制的，“高自制率”已经使《纽约时报》成为美国最为主要的主流报纸的关键原因。


新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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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闻自制率”一般都是与“高长篇报道率”相联系的，《纽约时报》之所以自派记者常驻中国，目的也是为了将众多“中国事件”看得真切、看得透彻，以期利用鲜明的“本报立场”观察中国的新闻事件。在近600篇的涉华报道中，《纽约时报》具有83.4%的“长篇报道率”，而仅有16.6%的短篇和图片报道。由这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纽约时报》对于深度报道的重视。


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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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组数据更能证明《纽约时报》的实力:在《纽约时报》的583篇涉华报道中，仅有1篇“转引自新闻社”的新闻进入了“头版新闻”(包括了A1头版，国际新闻头版、经济新闻头版)之中;而共58篇“转引自新闻社”的涉华报道之中，有42篇属于短篇新闻，两篇是图片新闻，仅有14篇属于长篇报道，且其中有13篇都被安置在非头版的版面之中。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尽量避免使用“转引自新闻社”的新闻通稿，一旦需要使用也尽力降低其重要性，一般会采用篇幅和版面设置等技巧达到这一目的。


新闻源*版面*篇幅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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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客观性——对新闻标题中“主观情绪”的限制。

学者赛特拉(Thetela)指出:“新闻标题发挥着操控观点的作用，是研究报纸意识形态立场的好素材。”[2]
 此外，标题还“暗示出一个解读新闻内容的具体角度和框架”[3]
 ，也是了解新闻报道大体框架的入口。在上文对《纽约时报》政治、经济和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分别进行个案研究时，都涉及了标题的“主观情绪”问题。对于标题“主观情绪”的关注，主要是针对新闻标题中出现的明显的情绪化的词语进行统计和分析，并由此概括出具体新闻报道对于“中国形象”的总体上的正面或者负面架构。这里，笔者之所以利用标题中的词语来体现对于新闻报道的正负判断，而不是通过报道内容本身来判断，主要是因为在具有冲突性的报道主题或内容中(比如中澳力拓案)，《纽约时报》的切入角度并不一定是冲突性和情绪化的，反而在一些诸如两国互访、克服经济危机等“中立性”的主题下，因报道角度的不同会在标题中出现“情绪化”的词语。

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个案研究中，笔者并没有发现新闻标题中频繁使用“负面情绪”词语的做法。总体说来，大部分的新闻标题中并未体现某一特定的情绪，只是在正负情绪词语的对比中，“负面情绪”词语的使用频率略显偏高，这与《纽约时报》追求冲突、矛盾题材的特征有关。比如在《纽约时报》“新疆7·5事件”这一个案的研究中，积极搭配的标题个数为26个，占总数的20.3%，而消极搭配的标题为44个，占全部报道的34.4%，无明显倾向的新闻标题为58个，占总数的45.3%。虽然“负面情绪”的词语比例较高，但是就一场暴力冲突事件来讲，34.4%的“负面情绪”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仅仅关注报道标题中具有“负面情绪”词语的使用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需要与具体的报道主题与方向相联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并不是冲突性强的主题，标题中所运用的“负面情绪”词语的数量就一定多，这还与报道角度相关，比如冲突性并不明显的“奥巴马访华”主题，由于报道角度的原因，《纽约时报》在标题中所运用的“负面情绪”词语的比例就比较高;其次，在不同的报道角度中，标题中“负面情绪”词语的使用与报道时机、报道主体都有一定的关系，记者对于报道主体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将直接影响报道标题中“负面情绪”词语的使用。

总之，单从数量上来看，《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新闻标题中对“主观情绪”词语的使用并不过分，体现了其在表面上追求客观、公正的原则;而从标题中具体的“主观情绪”词语的使用情况上来看，并没有十分固定的规律可循，《纽约时报》的记者们会根据具体的报道需要来适时地体现报道立场，保持客观、公正固然重要，但最终目的还是要服务于预先建构的新闻框架。

第三，报道地位——以“接近性”与“冲突性”为标准。

在报纸呈现的新闻报道中，最能体现报道地位的因素是“版面设置”，其次是“篇幅长短”。在对《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地位进行总结时，我们也将重点关注这两个因素。经过本书中对《纽约时报》政治、经济和民族宗教类报道的内容分析，可以得出，报道地位的高低与报道主题的“接近性”和“冲突性”密不可分。

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政治关系类主题中，报道地位体现最为明显的具体主题为“奥巴马访华”以及“全球气候谈判”，前者具有较高的报道地位主要是基于“接近性”的标准，而后者的报道地位则是来源于“冲突性”的标准，而在“中澳力拓案”主题下的报道总量虽然不少，有14篇，但A1版中的数量为0，因为这一主题虽然符合了“冲突性”的标准，但是与美国本国的“接近性”并不密切，为此，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报道地位。

在经济类报道之中，由于本书仅研究《纽约时报》“B版”中的经济类报道，为此“B1版”被看作是头版。在四个经济类的具体主题之中，“中美之间矛盾重重”和“中国经济阻力不断”这两个主题下的头版报道率最高，分别为56.7%和40%，前者强调了“接近性”和“冲突性”，而后者强调了“冲突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美之间合作双赢”和“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两个“接近性”和“冲突性”都不太明显的主题下，头版报道的比例也相对较低，分别为14.7%和28.2%。由此可见，《纽约时报》相对更为重视具有矛盾性和冲突性的涉华经济类报道，如果是有关中美之间“冲突性”的报道则更易被安置在头版版面中。

在“新疆7·5事件”这一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中，《纽约时报》将41篇相关报道中的4篇安置在了本报头版A1版中，占全部报道的9.8%，不到10%的比例对于这一冲突性较强的事件来说并不算高，这主要是因为“新疆7·5事件”虽然具备了“冲突性”的特征，但是与美国之间的“接近性”并不明显。当然，还有9篇报道出现在国际版的头版之中，有21.9%的比例，这也属于头版报道的范畴，但重要性毕竟不如A1版的新闻。就头版报道所占比例来讲，比例最高的属于“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和“新疆的历史”两个主题，头版报道率分别为80%和50%，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对于“新疆7·5事件”的责任归咎与历史原因关注的程度极高，其在版面重要程度中的体现甚至超出了事件本身。如此看来，如果报道本身没有体现出“接近性”，《纽约时报》就会将“冲突性”追究到底，深入挖掘出相关历史性的、深层次的民族、宗教矛盾，使得“冲突性”体现得有理有据。

第四，框架固定——报道主题的“集中性”及“主力记者”的专业报道。

《纽约时报》中涉华报道的“框架固定”首先体现在报道主题的“集中性”上。我们将《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分为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等五个类目的主题，其中，社会类的报道数量最多，达到了224篇，所占比例为38.4%，其次是经济类和政治类的报道，分别有146篇和132篇，这三个主要类目的主题就占据了总数的86.1%，主题分类的“集中性”不言而喻。

此外，在五类具体的主题类目之下，也存在着报道方向的“集中性”状况，即在各类目主题之下(除了未被二次分类的军事类主题)，分别存在着各自占主导地位的报道方向，这些主导性的报道方向基本占据了主题类目报道总数的50%以上。比如政治类报道中的“国际关系”方向和“新闻自由”方向的报道量占据了政治类报道总量的70.4% ;而经济类主题下的“公司、工厂、股份、股票”和“经济危机、贸易保护、经济复苏”这两个方向的报道数量占据了该主题总量的53.1% ;在社会类主题下，三个主导的报道方向“宗教”、“公共安全”和“人权、种族”则占据了该主题总量的92.9% ;科技人文类主题中，“演员、演出、书籍、展览”和“新能源、新技术”两个报道方向的报道量占据了该主题报道总量的63.9%。

《纽约时报》中涉华报道的“框架固定”还体现在“主力记者”的专业报道上。在2009年《纽约时报》共583篇的涉华报道中，有480篇报道涉及到了75名记者，还有103篇报道来自多方转载，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记者姓名。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在75名记者中，有7名主力记者，他们总共报道了373篇报道，占了总数的约60%，而其余的68名记者则只贡献了约40%的涉华报道。7名主力记者的姓名和报道量分别为:黄安伟(Edward Wong) (82篇)、基恩·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 (64 篇)、大卫·巴尔博扎(David Barboza) (64篇)、杰安迪(Andrew Jocobs) (63篇)、米歇尔·韦恩斯(Michael Wines) (54篇)、沙龙·拉弗兰尼尔(Sharon LaFraniere) (32篇)、贝蒂纳·瓦桑纳(Bettoma Wassener) (14篇)。《纽约时报》利用一批专业的“主力记者”进行涉华报道，不仅有利于提升报道的时效性和便捷性，更加能够起到对于主导性新闻框架的“框架固定”作用，因为“占主导地位的新闻框架正是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每天的新闻话语才取得了表面上这种自然的、天经地义的地位”[4]
 。虽然这些主力记者们所报道的涉华主题多种多样，但是为了快速、有效地进行报道，每位记者都具备了一套较为固定的框架模式，通过不断的重复使用，某些主导的新闻框架模式便获得了“固定”。

具体来说，在本书中具体分析的《纽约时报》的三个个案之中，“主力记者”的专业报道也有所体现:在“国际关系”主题下，大卫·巴尔博尔(David Barboza)、基恩·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黄安伟(Edward Wong)、马克·兰得勒(Mark Landler)和米歇尔·韦恩斯(Michael Wines)五名主力记者共采写了35篇涉华报道，占据62篇“国际关系”报道总量的56.5% ;在经济版中的相关涉华报道中，有三位主力记者所撰写的报道最多，他们分别是大卫·巴尔博扎(David Barboza)、基恩·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以及贝蒂纳·瓦桑纳(Bettoma Wassener)，由这三位记者采写的涉华经济类文章就达到了73篇，占了总数128篇的57% ;在“新疆7·5事件”中，排除未被署名的短篇报道，一共有7位涉华记者参与了该事件的报道，其中，记者黄安伟一共采写了15篇报道，而杰安迪采写了12篇，米歇尔·韦恩斯采写了4篇，这三位主力记者采写的报道就占了全部41篇报道的75.6%。

总之，为了使《纽约时报》中涉华报道的主导框架牢牢“固定”于读者的头脑中，对于报道主题和报道话语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重复和强化是《纽约时报》中最为惯用、也最为高效的报道策略，这一框架建构方式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第五，框架倾向性——巧妙的“引语运用”

通过以上章节中对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三类主题的个案进行“引语运用”方面的分析之后，我们主要得出了以下两方面的特征，即“想尽一切方法传递‘美国声音’”和“利用隐蔽方法削弱‘中国声音’”，这两方面的特征看似简单，其中却蕴含着很多高超的框架建构技巧。

1.利用增加来自美国或“第三国”方面的消息源数量直接或间接体现“美国声音”，削弱“中国声音”。

通过增加引语数量在报道中增强“美国声音”的方法主要出现在政治类主题和经济类主题之中，比如政治类新闻中的“奥巴马访华”、“中印关系”、“中非关系”主题、经济类新闻中的“中美之间矛盾重重”和“中美之间合作双赢”主题等，这些主题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中美或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政治类新闻中，《纽约时报》主要是通过增加来自“美国/第三国政府”或“美国/第三国专家学者”的消息源数量展现报道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体现得较为明显，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源数量明显遭遇了“削弱”。而在经济类新闻中，《纽约时报》则并不是一味地增加来自“美国政府”的消息源，甚至在某些经济类报道中，还会故意减少来自“美国政府”的消息源，这主要与美国媒体自诩为“第四权力”，宣称要监督、限制政府的性质有关。既然不能增加来自政府的消息源，《纽约时报》就在中美关系的相关主题中大量使用来自美国机构、专家学者或是个人的消息源，在看似脱离美国政府控制的报道中，十分隐蔽地实现了报道的倾向性。

这种单纯利用引语数量以达到建构对自身有利的新闻框架的做法在《纽约时报》中体现得并不是十分明显，即使有这种现象，也基本无法从报道表面上轻易看出，而是需要通过细致的量化分析才能显现。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即《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在体现“美国声音”的时候，很少有报道一味地增加“美国政府”的引语数量，使其与中国消息源形成鲜明对比，《纽约时报》会更多地利用“美国机构”、“美国专家学者”、“美国个人”、“第三国”等消息源表达美国观点，美国主流媒体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界限在表面看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2.适量、有目的的展现“中国声音”、同时减少“美国声音”。

《纽约时报》中对于“中国声音”的集中体现主要出现在那些发生在中国国内的新闻事件报道之中，比如经济类报道中的“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和“中国经济阻力重重”主题、“新疆7·5事件”主题等等。

之所以说在这些主题之中，体现的“中国声音”是适量的，这主要是同那些展现“美国声音”的报道相比较得出的结果。比如在经济类新闻中，“中美之间合作双赢”和“中美之间矛盾重重”的主题下，“美国机构/公司/媒体”的引语分别是“中国机构/公司/媒体”引语的5.9倍和2倍;而“美国个人”的引语分别是“中国个人”引语的3.38倍和1.79倍，来自美国的消息来源远远多于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而在单独涉及中国经济状况的两类主题中，情况则发生了转变，来自中国的“机构/公司/媒体”和“个人”引语来源虽然多于来自美国的引语，但多出的部分并没有涉及中美关系时那么明显: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这一主题下，“中国机构/公司/媒体”的引语数量是美国同类引语数量的1.3倍，“中国个人”的引语数量则是“美国个人”引语的1.2倍;在“中国经济阻力不断”这一主题下，前者的比例则为1.37倍，而后者的比例为1.59倍，这四个比例没有一个超过2倍，可见《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对于“中国声音”的体现还是比较适量和节制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声音”，但引语数量上的悬殊使得削弱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为何又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体现的“中国声音”又是有目的的呢?我们以“新疆7·5事件”的报道为例，其中来自于“中国政府与官员”的消息源数量最多，有113条，而与此性质相同的来自“中国媒体”的消息源数量也不少，有67条，这两类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源就占了全部消息源总量的40.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美国等国外消息源的数量则显得十分势单力薄，仅有22条，4.9%的比例。表面上在这一主题中，《纽约时报》做到了“置身事外”的客观报道，但是如果我们将话语分析也纳入其中，就会发现，这些众多的来自中国的消息源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突出中国政府亟须表达的“新疆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7·5事件是境外民族分裂分子唆使的结果”这一事件本质，而更多的是为了批判中国政府镇压维族人民的“暴力”行为及其实施的不公平政策。可以这么说，更多的引用来自中国政府和媒体方面的消息源并不是为了支持中方观点，而是以突出中国政府声音的方式深刻批判其民族政策和暴力镇压手段。《纽约时报》在“新疆7·5事件”报道中引用的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源大多都是一些有关政策实施、镇压方式、逮捕人数、死亡人数等，而不是其民族观念，如此有目的地使用中国方面的消息源并没有给《纽约时报》带来更多的客观和公平的特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美国声音”。

3.利用“间接引用”或“模糊引用”的方法在看似平衡的消息源中体现“美国声音”。

与单纯的增加来自美国的消息来源的数量相比，这种利用“间接引用”和“模糊引用”的方法建构新闻框架的方法显得更加隐蔽、更为有效。对于“模糊引用”的过度使用，许多报业从业者和学者们都呈现出了反对的态度:《纽约时报》前任总编罗森塔尔曾说过:“令人作呕地不停地使用匿名新闻来源(即本书中的‘模糊引用’)，简直就是为没有证据和不可回答的攻击和诋毁提供一张假面具。”甘尼特公司的前董事长、《今日美国》创始人纽哈斯指出，“不透露姓名的新闻来源公开违背了记者职业道德的两条准则，一、匿名的新闻来源经常透露得要比他或她知道的要多得多;二、记者报道的内容要比新闻来源透露给他的要多得多。”[5]
 而新闻报道中过多的“间接引语”的使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报道的客观性。虽然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都表明是引用他人的话语。两者从语用角度看，具有相同的交际功能，但是直接引语实则是一种“展示”，间接引语则是一种“描写”。展示是直接将物品摆放出来，好坏优劣自己区分，而描写则是你看了物品，把它描绘给没有看过的人，其中的主观“建构”特色十分明显。

本书中也不乏利用“间接引用”和“模糊引用”的案例:在本书第一章提到的“中澳力拓案”主题中，来自澳大利亚方面的消息源共有89处，而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源有82处，相差不大，基本达到了中澳两方的消息源平衡;此外，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源也显得很少，只有15处。《纽约时报》在“中澳力拓案”的主题下，既做到了不掺杂自身观点，又做到了中澳双方消息源的平衡，似乎是四类国际关系主题中最难看出倾向性的。然而，经过统计发现这一主题之下的“模糊引用”在国际关系主题下的使用率是最高的，《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利用这种隐蔽的方法达到了实现报道倾向性的目的。

这一情况还体现在那些表面上较多展现“中国声音”的新闻主题之中，比如，在一共41篇《纽约时报》的“新疆7·5事件”报道中，共有间接引用313句，直接引用112句，平均每篇报道中有间接引用7.63条，直接引用2.73条，直接引用数量不及间接引用的一半，虽然在这一主题下，来自中国政府和媒体方面的消息来源占到了40.2%，但是报道中大量间接引用的运用，使记者具有更多“架构”事实的机会，即使是使用到了中国政府的消息来源，也可以利用间接引用的方式与技巧以记者主观的方式建构这一消息来源，以达到体现“美国声音”、建构和巩固新闻框架的目的。

(二)对《华盛顿邮报》框架建构方式的总结

与《纽约时报》这一全国性的大报不同，《华盛顿邮报》虽然也在读者中建立起了一定的威信，但是其本质还是一份地方性报纸，国际新闻在两报中的地位一定也会有所区别。就两报中涉华报道的总量来说，《纽约时报》2009年全年中报道了583篇有关中国的新闻，而《华盛顿邮报》仅有298篇，几乎仅是《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数量的一半。

由于以上章节对《华盛顿邮报》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头版新闻”和“中国主题新闻”之中，对《华盛顿邮报》整体的框架“建构方式”探讨得较少，为此，在这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对《华盛顿邮报》总体上的版面、篇幅、图片运用、引语等框架的“建构方式”进行细致探讨，为此后与《纽约时报》进行一定的异同比较做好充分准备，经过分析，我们总结出的《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主要有:

第一，本报自制率不高，重视吸收外来稿件。

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90.1%的“高自制率”不同，《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的本报自制率并不高，在298篇相关报道中，有172篇本报自制报道，本报自制率仅为57.7% ;有107篇转引自新闻社或其他媒体的新闻，占涉华报道总量的35.9%。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转引类新闻就是上文个案分析中的“中国专题报道”，它发出了中国主流纸质媒体《中国日报》的声音，2009年《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共出现了两次“中国专题报道”，总共涉及了22篇相关报道，这一转引新闻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同时，在《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还有19篇报道的来源“无法确定”，即此类报道既没有明确的本报记者姓名，也未标注特殊的新闻社或其他媒体的名称，这种无法确定来源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中是不存在的。

以上这些特殊的有关新闻来源的特征可能与《华盛顿邮报》的地方性报纸的性质相关:虽然它也因许多深度报道获得了国际威望，但是与《纽约时报》相比，它还是比较擅长报道国内动态，尤其是国内政治动态，而《纽约时报》则在报道国际事务上更有威望，更重视本报自身的观点展现。

第二，头版率与长篇报道率较高，涉华报道的地位得到凸显。

虽然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的本报自制率并不是很高，只有57.7%，但是对于“头版率”以及“长篇报道率”这两个展现报道地位的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之后，我们又发现了《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另一个特征，即对于涉及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华盛顿邮报》对其报道地位给予了必要的凸显，甚至高于以国际报道为主的《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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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我们分别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布在各头版版面中的涉华报道数量进行了统计，虽然两报在“头版报道总量”这一变量中的数量差异较大(《华盛顿邮报》共有88篇头版报道，而《纽约时报》共有162篇头版报道)，但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总量”占“全报报道总量”的百分比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以国内新闻为重点的《华盛顿邮报》并没有忽略涉华报道的地位。

此外，最能体现报道重要性的“A1头版”的数量更加显示了《华盛顿邮报》对于涉华报道的重视。在《华盛顿邮报》298篇涉华报道中，共有38篇被安排在了全报的头版A1版，占了“全报报道总量”的12.8%。与《纽约时报》8.2%的“A1头版”比例相比，《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的凸显性更为强烈。

除了“头版率”之外，还有一个变量能够显示涉华报道在两个美国主流纸质媒体中的地位，那就是“长篇报道率”。上文中我们提及，在近600篇的涉华报道中，《纽约时报》具有83.4%的“长篇报道率”，而仅有16.6%的短篇和图片报道，由此可以判断出《纽约时报》比较重视对于中国的长篇、深度报道。在《华盛顿邮报》的298篇涉华报道中，长篇报道具有222篇，占了总量的74.5%，它的“长篇报道率”比《纽约时报》略低，之所以出现这一现状，与《华盛顿邮报》中较低的“新闻自制率”有一定的关系。尽管如此，作为一份地方性报纸，《华盛顿邮报》给予涉华报道以12.8%的“全报头版率”和74.5%的“长篇报道率”，已经足以说明涉及中国的报道在该报中的分量。

第三，主题分布的“集中”与记者分配的“分散”。

与《纽约时报》相同，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也具有主题“集中性”的特点。这种集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报道类别的集中性，二是各主题报道方向的集中性。在298篇2009年《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就有114篇社会类报道，占总量的38.3%，而社会、政治和经济这三类报道共有256篇，占总数的85.9%，总体报道类别的集中性由此可见。在各个主题中也具有报道方向的集中现象，比如，在114篇社会类报道中，“公共安全”、“人权”和“宗教”这三类报道方向就有87篇，占76.3% ;在81篇政治类报道中，仅“国际关系”报道方向就有57篇报道，占政治类报道总量的70.4% ;此外，在61篇经济类报道中，展现“国与国间经济矛盾”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这两个报道方向的报道数量就占了总数的65.6%。可以看出，在2009年《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各主题报道方向也具有一定的集中性，虽然各个主题的集中性程度或多或少，但是“集中性”这一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与主题的“集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所涉及的记者并没有明显的“集中性”特征，而是显得有些“分散”。在298篇相关报道中，有93篇报道并没有标注记者姓名，而剩余的205篇署名报道中，就涉及了85名记者，记者的分配显得十分分散。其中，报道5篇以上新闻的记者共有6名，《华盛顿邮报》的本报记者查恩俊(Ariana Eunjung Cha)在2009年共报道了35篇涉华报道，是报道数量最多的记者，其次是莫琳(Maureen Fan)和瑞凯德(Keith B.Richburg)，两人各贡献了10篇涉华报道。与《纽约时报》7名主力记者报道了2009年涉华报道总量约60%的比例相比，2009年《华盛顿邮报》的6名“主力记者”的报道量仅占全报涉华报道总量的28.5%，集中性远远不如《纽约时报》。这当然也与《华盛顿邮报》的注重转引类消息的新闻来源特征密切相关，然而，记者的分散与较低的新闻自制率并不影响《华盛顿邮报》对于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因为即使没有很多来自本报的报道，《华盛顿邮报》还是具有对相关报道的自主选择权，自由选择适合建构本报框架的新闻，以此加强本报的立场与观点。

第四，偏向性明显的引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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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2009年《华盛顿邮报》的298篇涉华报道引用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引语的使用情况分为以下三种类别:

1.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新闻中的引语使用较为偏向美方。

在《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三类硬性新闻中，都出现了引语使用偏向美方的情况，当然，这三类报道中的偏向程度也是有区别的。其中，政治类新闻中的引语偏向性最为明显，排在引语使用最前列的就是“美国政府和官员”这一类目，其次是“美国机构或专家”。而在政治类新闻中美双方的引语中，仅有“个人引语”这一类目中出现了中美倒置的现象，即来自“中国个人”的消息源数量多于来自“美国个人”的消息源，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了除军事类新闻之外的其他几类新闻主题之中，可见，《华盛顿邮报》从不吝啬发出“中国个人”的声音，与“中国政府或官员”等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来自中国主流声音的消息源相比，来自“中国个人”的声音更为灵活、可塑，这也是美国主流媒体表明自身立场、加强本报观点的重要手段。

在三类硬新闻的引语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来自美方的各类消息源，同时还不能忽视来自“第三国”的声音，在三类硬新闻的引语中，来自“第三国”的引语分别是46、49和14条。为了使得引语偏向显得不是那么明显和突兀，美国媒体还会经常使用来自包括“中国个人”、“第三国”等“对抗”中国主流声音的消息源进行自身立场的提升。

2.社会类新闻中的引语使用较为偏向中方。

就偏向程度来看，《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的社会类报道的偏向性是最强烈的，要比政治类新闻的偏向程度更甚，来自中国方面的引语数量远远超出了来自美国和第三国的引语数量。出现这一情况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类新闻讲述的一般是中国国内的事件，比如公共安全、宗教事件、人权事件等，为了凸显报道的客观性，《华盛顿邮报》必须要做到“置身事外”。

当然，社会类报道中来自中国方面的引语数量较多并不能说明《华盛顿邮报》就能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说话，相反，中国方面引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个人”，其次是“持异议者或组织”，而“中国政府”的引语数量排在第三位。显然，在无法进入中国国内社会事件时，美国媒体就会利用“中国个人”或“反对者”的声音弥补这一缺憾，这也是美国媒体达到引语偏向目的的重要手段。

3.科技娱乐类新闻中的引语使用无明显偏向性。

在《华盛顿邮报》的五类涉华报道主题中，科技娱乐类主题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性是最弱的，因此，在这类主题中，美国媒体一般不会“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表达自身立场，因为此时的美方立场与中方立场往往是没有激烈冲突的，甚至是重合的。在这类主题中，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往往选择更为公正与平衡的方式进行报道，至少在表面上展现出的偏向性并不是十分明显。

(三)在总结中比较《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框架建构方式的异同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的框架建构方式主要是与“版面设置”、“新闻源”、“引语使用”等变量相关，经过量化总结之后，我们又能得出两报在框架建构方式上的哪些异同呢?

第一，《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建构方式的相同点。

与框架建构内容的不同，对于新闻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我们或许无法轻易地从已有的结果中比较出更为归纳性的结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还是有一些值得一提的框架建构方式的相同点:比如，两报都对众多涉华报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强调，这从两报涉华报道的“版面设置”和“新闻篇幅”等变量中可以看出;两报在框架建构方式的设定中都遵循了“主题集中”的原则，即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主题事件进行了集中式的报道，进一步提升了相关主题的重要性;两报都从具体的“引语使用”技巧中呈现出了各自隐含的“倾向性”，以达到传达“美国声音”的目的。

第二，《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建构方式的不同点。

作为地方性报纸的《华盛顿邮报》中虽然也包含了众多的涉华报道，但是在框架建构方式上，即报道的技巧与方法方面肯定会与全国性的大报——《纽约时报》有所区别，其不同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纽约时报》框架建构的“主体性”比《华盛顿邮报》强烈。

作为全国性的大报，《纽约时报》在“新闻自制率”、“长篇报道率”，以及“主力记者”等表现本报“主体性”的因素都远远高于地区性报纸《华盛顿邮报》。这主要是因为《纽约时报》实力雄厚，具有强大的经济和人力基础制作出本报特有的国际报道，由此展现大报独有的“主体性”。

当然，作为地区性报纸的《华盛顿邮报》也并未由于过多地采用外界稿件而完全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其实，在进行稿件的选择、版面的设置时，《华盛顿邮报》必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经过特定的框架建构方式的设置，《华盛顿邮报》也可以展现属于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只不过在主动操控报道的“主体性”方面较为逊色于《纽约时报》。

2.《纽约时报》框架建构的“策略性”比《华盛顿邮报》丰富。

这里我们涉及的框架建构的“策略性”主要指的是报纸利用各种巧妙的新闻报道策略，以达到建构服务于本报、服务于本国的新闻框架的目的。

从上文的具体量化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时报》框架建构的“策略性”相较于《华盛顿邮报》的丰富程度主要体现在其新闻标题的设置、新闻图片的运用以及报道引语的使用等三个方面。同时，这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策略性”还与《纽约时报》框架建构的“主体性”密切相关:由于该报中多数的涉华报道均由本报采制，记者和编辑对于新闻报道的标题、图片、引语的设置就具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既能够避免在新闻标题中掺杂明显的主观情绪，还能够巧妙地通过图片穿插、模糊引语的使用达到隐性的建构本报新闻框架的目的。

3.《纽约时报》框架建构的“倾向性”比《华盛顿邮报》明显。

虽然《纽约时报》在进行框架建构时，表现出了丰富的“策略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报道的“倾向性”就会有所减弱，相反，相较于地区性的《华盛顿邮报》，其框架建构中体现出的“倾向性”反而更为明显。

在上文对于两报框架建构内容的总结性比较中，我们提到了《华盛顿邮报》体现的“中国声音”比《纽约时报》要多，这是因为《华盛顿邮报》中“中国专题新闻”的存在，这一专题新闻展现了中国主流媒体的声音，“纯粹的中国声音”在《华盛顿邮报》中还是具有一定的展现机会的。这一主题新闻的存在，既体现了《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建构中的平衡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报的“倾向性”。

同时，在涉华报道的引语使用方面，《华盛顿邮报》所体现出来的“倾向性”也是不如《纽约时报》的。《华盛顿邮报》在社会类、科技艺术类涉华报道中给予了“中国声音”一定的呈现机会，而《纽约时报》则运用了一些“第三国消息源”、“模糊消息源”等策略在实质上将立场偏向美方，在丰富的框架建构的“策略性”中体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当然，我们在这里得出“《纽约时报》框架建构的‘倾向性’比《华盛顿邮报》明显”的结论，仅仅是针对两报涉华报道框架建构方式的“表象”，实质上，这两份主流的美国大报是绝对不会完全倾向于中方而进行涉华报道的，它们永远都将是站在本国立场，服务于本国利益的。

第二节　从比较中总结《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异同

上节中，我们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新闻框架进行了“总结中的比较”，这一节中，我们则另辟蹊径，进行两报涉华报道新闻框架的“比较中的总结”。

从比较中总结两报的涉华报道框架的异同，当然需要先“比较”后“总结”。这里，我们将会脱离以上几个章节中利用“诠释包裹”的研究方法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中国形象所归纳出的各种框架建构方式、各类框架建构结果，而进行重新的、总体性的量化分析，将两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进行归类式的比较，从而总结出两报各自的特征。之后，在框架的建构内容方面，我们则采用框架分析的演绎(deductive)研究路径，利用已有的明确定义的框架类目，对两报的涉华报道框架进行比较，以期在最终的结论中探究出两报的一致性。

一　从比较中总结两报异同时的样本选择、编码与类目设置

在对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进行“比较中的总结”之初，我们首先要对其中的样本抽样、编码和类目设置进行一定的交代。

(一)样本的抽样

与以上章节中对两报中各个主题、各个版面的涉华报道进行分别研究的思路相区别，在这一部分的比较分析中，我们设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2009年全年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其中，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为583篇，2009年全年《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为298篇。本部分主要将两报中的全部涉华报道的建构方式和建构内容进行比较，探索两报框架建构的异同。

(二)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

由于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数量较多，在内容分析时，涉及到类目和编码也较多，为此，我们将其分为两大部分共七个类目进行分类与编码:在框架的建构方式中，主要分为版面设置、报道类型、新闻来源、图片运用、报道主题五个类目;在框架的建构内容中则主要有报道切入角度、报道主导框架两个类目(具体编码表见附录6)。

在具体的数据分析中，除了对于这两部分的分析，我们还涉及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框架建构的比较与总结部分，其中也涉及了一些与报道类型、图片运用、报道切入角度和报道主导框架等相关的内容，这些类目的编码与分类原则均与以上两报框架分析中的原则相一致，我们将在编码与分类中不再赘述。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主要对这一节中涉及的两大部分共七个类目的编码原则与分类标准进行阐释:

第一，“版面设置”的编码与分类。

由于《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自身性质的不同，其版面设置必定也有所区别，具体来说，作为全国性大报《纽约时报》版面设置较为完整，版面种类相对较少;而作为地区报的《华盛顿邮报》则不同，其版面设置十分丰富，种类庞杂。为此，两报中与涉华报道相关的新闻也会分散在两报具体名称迥异、分类标准不同的版面之中。

虽然《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版面名称与分类标准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间版面设置在本质上还是可以统一归类的。比如，《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名称为“International”，而《华盛顿邮报》的国际版名称则是“The World”，虽然两者的名称不同，但是都可归为统一的“国际版”。

根据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将两报中的版面设置归为以下10类:A1头版、国际版头版、国际版非头版、经济版头版、经济版非头版、国内新闻、娱乐休闲版、评论版、讣告版、其他版。其中，“娱乐休闲版”包括了《纽约时报》中的“The Art”艺术版、“Science”科技版等，也包括了《华盛顿邮报》的“Style”流行版、“Car/Tour”汽车文化和旅游版等;而由于《纽约时报》的版面设置较为完整，也较易归类，为此，“其他版”中的报道数量为0，但是《华盛顿邮报》中有一些特殊的版面，比如上文中提及的“Reorpts From China”——中国专题报道，就可归为“其他版”。

第二，“报道类型”的编码与分类。

我们将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共881篇的涉华报道分为三个重要报道类型，即“图片新闻”(以图片为主，文字注释为辅的新闻)、“短篇新闻”(字数、篇幅较少的“消息类”新闻)、“长篇新闻”(字数、篇幅较多的“深度报道类”新闻)。

第三，“新闻来源”的编码与分类。

“新闻来源”也是涉华报道框架的“建构方式”的主要研究变量，在《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我们可以将新闻来源分为“不确定”(报道中没有明确新闻来源)、“本报自制”(来自本报采制的新闻报道)以及“转引新闻社或其他媒体”(来自除本报采制以外的新闻报道)三种类型。

第四，“图片运用”的编码与分类。

在两报涉华报道的图片设置中，可以以图片的数量为研究类目，从“无图片”到“大于或等于6幅图片”，共设置了7个具体的类目，即“无图片”，“1幅图片”，“2幅图片”，“3幅图片”，“4幅图片”，“5幅图片”，“6幅图片”，“大于或等于6幅图片”。在每一类目下，我们都统计了相应的频数，以便进行接下来的卡方检验。

第五，“报道主题”的编码与分类。

与以上章节对于“报道主题”的编码相类似，在两报共881篇涉华报道的“报道主题”中，我们也根据每一报道中的主要内容，将“报道主题”分为五个大类目，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类”。

第六，“报道切入角度”的编码与分类。

对于“报道切入角度”这一变量的设置主要是根据梵·迪克(Van Vdjk)和阿伦·贝尔(Allan Bell)两位学者对于新闻文本话语结构的研究演变而来，我们主要将新闻内容的切入点分为六个部分:①主要事件:指主要事件的过程，即与主要角色直接产生的言行;②细节场景:指对主要事件及角色的补充描述和详细刻画;③事件后果:指主要事件引发的后续事件或行为;④口头反响:指主要事件引起的相关对象的口头响应;⑤事件评价:指媒体对事件的分析、预测和评价;⑥事件背景:指近期或远期的相关片段、语境和历史。[6]
 对这些切入角度的比较，同样能够检验《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在涉华报道框架建构内容方面的差异性。

第七，“报道主导框架”的编码与分类。

目前，研究媒介框架的学者们主要归纳出了两种框架类型，即“具体事件框架”(issue-specific frames)和“一般类目框架”(generic frames)。“具体事件框架”只与具体的主题或者事件相关;而“一般类目框架”则超越了主题的限制，能够运用于彼此联系的不同主题、一些框架类型甚至超出了不同时间和不同文化背景的限制。[7]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使用的是“一般类目框架”，它的适应性、概括性、可比性都比较强，十分有助于《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框架内容的比较与总结。其中，由塞米科(Semetko)和瓦尔肯堡(Valkenburg)两位学者建立的五种框架类型是“一般类目框架”中使用较为普遍的，这五种框架类型包括了:“冲突”(conflict)、“人情味”(human interest)、“责任归属”(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道德”(morality)和“经济结果”(economic consequences)。“冲突框架”强调个人、组织、机构或者国家之间的冲突，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冲突框架”是美国新闻报道中运用最为普遍的[8]
 ;“人情味框架”中展现了人类的面孔、个体的故事，或者从人类情感的角度展现事件、议题或者问题，这一框架被认为能够抓住并维持受众的兴趣;“责任归属框架”根据政府、组织或者个人对于问题产生或解决的责任归属来展现议题或问题;“道德框架”是指根据宗教信条或道德原则来解释事件或问题，这一框架经常间接地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信息或者社会建议;“经济结果框架”根据在个人、组织、机构、宗教或国家身上即将产生的经济结果来展现事件、问题或议题。塞米科(Semetko)和瓦尔肯堡(Valkenburg)对于国家报纸和电视新闻的研究结果为，“责任归属框架”是使用最多的框架，其次是“冲突框架”和“经济结果框架”。[9]


除此之外，我们还从两份报纸的涉华报道中归纳出了另一个特殊的框架类型，即“合作框架”，这一框架主要展现的是中国与美国，或者中国与第三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愿望、合作过程以及合作结果等。比如，刊登在2009年2月22日的一篇名为《中美聚焦经济危机与气候问题》(U.S.，China to focus on slump，climate)[10]
 的报道就是典型的利用“合作框架”作为主导新闻框架而进行的涉华报道。在这一报道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希拉里访华过程中的议题选择问题，美国将中国的人权议题置于经济危机与气候谈判议题之后，关注中美两国的合作，淡化甚至忽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这一强调中美合作的报道中，塞米科(Semetko)和瓦尔肯堡(Valkenburg)所归纳的五种框架类型似乎都不太适用，为此，我们才归纳出了第六种框架——“合作框架”，比较适用于与“各国与中国经济、气候等方面的合作议题”等相关的新闻报道。

当然，在每一篇报道中，并不一定仅有一种框架类型，还可能包括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框架，但是，为了便于统计和分析，我们只分析每篇报道中的“主导框架”，即通过对于报道标题和内容的详细分析，找出展现得最为明显的某一个主导式的框架进行分析。以《华盛顿邮报》2009年2月28日的一篇名为《西藏僧侣自焚——在西藏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之时，中国警察向自焚的僧侣开枪》(Monk sets himself on fire in Tibet—Chinese police shoot at burning man as tensions rise in region)[11]
 为例，从这篇报道的标题和具体报道内容来看，它主要包含了两个新闻框架，即“冲突框架”和“责任归属框架”。“冲突框架”关注的是中国政府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责任归属框架”则聚焦于向自焚者开枪的警察的责任。但是，通读报道后发现，对于开枪警察的责任归属只是一个从属性的框架，主要用来服务于汉藏之间矛盾所体现的“冲突框架”，由此可见，“冲突框架”才是整篇报道的主导框架。

为此，在确立某一篇新闻报道的“主导框架”时，我们不仅需要对框架类型有所了解，更需要对报道内容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分析，由此才能够准确地定位该报道。

(三)信度检验

在对两报进行先比较后总结的具体类目的编码和分类时，我们同样邀请了以上章节编码程序中提及的两位编码员，笔者与两位编码员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最终，他们对于编码说明、内容文本已经达到了比较熟悉的程度，并具备了编码的能力。

笔者将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共881篇的涉华报道让两位编码员进行了重新编码与分类，将其中涉及的版面设置、报道类型、新闻来源、图片运用、报道主题、报道切入角度、报道主导框架等七个具体类目都进行了信度检验，分别对其进行了Holsti reliability formula信度测量，由此得到的平均信度均超过了0.94，符合最低信度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版面设置”的编码信度，M = 0.99;“报道类型”的编码信度，M =0.99;“新闻来源”的编码信度，M = 0.98;“图片运用”的编码信度，M =0.98;“报道主题”的编码信度，M = 0.90;“报道切入角度”的编码信度，M = 0.88;“报道主导框架”的编码信度，M =0.89)

二　从比较中总结两报异同时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在数据统计与分析部分，我们还是从框架的建构方式和框架的建构内容两部分出发，对其中涉及的具体共七个类目进行细致的数据方面的统计和研究，以期归纳出两报涉华报道框架比较时的特殊的、有针对性的结论。

(一)从比较中总结《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

我们首先需要比较的是两份美国报纸中涉华报道框架的“建构方式”，这里所涉及的框架建构方式主要是指两份报纸在进行涉华报道时，运用到的版面设置、篇幅长短、新闻来源、图片运用等报道形式上的框架建构要素。

虽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美国的影响力都比较大，但是两报的报道内容和方式各有侧重，前者比较充分和详尽地报道国内国际大事，消息比较灵通，社会新闻比较严肃;而后者地处美国首都，一些记者、编辑与政界很熟，对联邦政府和国会活动的报道、评论、分析较多，政治类报道相对集中。

因此，根据两报中对于国际新闻、政治类新闻的重视不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两份美国大报进行与中国主题相关的报道时，所采取的新闻框架的具体建构方式肯定也会有各自的特点，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在对涉华报道进行框架的建构时，方式上会呈现明显的区别。

第一，两报涉华报道“版面设置”的比较。

经过对于两报涉华报道的版面整合和分类，根据两报不同版面中涉华报道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交叉统计列表。


报纸名称*版面交叉制表

[image: img]
x2
 =125.150，df =9，P =0.000



在《纽约时报》中，“国际版”中的涉华报道最多，其次为“经济版”;而在《华盛顿邮报》中，“国际版”中的涉华报道也是最多的，但是位列第二位的则是“A1头版”。总体看来，两报中涉华报道的版面设置具有显著的差异性(P =0.000)。

第二，两报涉华报道“报道类型”的比较。

我们将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共881篇的涉华报道分为三个重要报道类型，即图片新闻、短篇消息和中长篇报道。两报中“中长篇”的涉华报道数量相对来说都是最多的，“短篇消息”位居第二;然而，虽然《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总量比《纽约时报》要少近200篇，但其中的“图片新闻”的数量却是《纽约时报》的两倍多。


报纸名称*报道类型交叉制表

[image: img]
x2
 =17.550，df =2，P =0.000



通过对两组数据的卡方检验，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的“报道类型”差异也是较为显著的(P = 0.000)，换句话来说，两报中涉华报道的“报道类型”与“报纸名称”两个变量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的关系。

第三，两报涉华报道“新闻来源”的比较。

“新闻来源”也是涉华报道框架的“建构方式”的主要研究变量。由下表可知，在《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不确定”、“本报自制”以及“转引新闻社或其他媒体”三类新闻来源之中，《纽约时报》中涉华报道的新闻来源都很明确，“不确定”的报道数量为0，且“本报自制率”较高，583篇涉华报道中有525篇属于“本报自制”的新闻，比例达到了90%。

而在《华盛顿邮报》中，本报自制的比例则为57.7%，远低于《华盛顿邮报》，此外，还有19篇无法明确新闻源的报道。


报纸名称*新闻来源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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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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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于两报新闻源差异的卡方检验，得出了与以上“版面设置”和“报道类型”两个变量同样的结果，即两报涉华报道的新闻来源存在着显著差异(P =0.000)。

第四，两报涉华报道“图片运用”的比较。

新闻报道中的图片运用也属于框架的建构方式之一，但是在许多研究中，有关新闻图片的框架经常被忽略，为了弥补这一欠缺，我们在进行《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研究时，将图片的设置和建构也作为重要的研究变量。在两报涉华报道的图片设置中，可以以图片的数量为研究类目，从“无图片”到“大于或等于6幅图片”，共设置了7个具体的类目，在每一类目下，统计了相应的频数。比如，在《华盛顿邮报》“两幅图片”类目下的“36”这一变量，就表明在该报中有36篇报道中运用了两幅新闻图片，其中的“36”是频数，而不是图片的总数目，这样才具备了进行卡方检验的必要条件。


报纸名称*新闻图片的数量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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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18.304，df =6，P =0.006



经过对两报涉华报道中图片运用情况的卡方检验，我们得出，P = 0.006 (＜.05)，可见两报涉华报道的图片运用存在着显著差异，即涉华报道中的图片运用与两报名称具有显著相关性。

第五，两报涉华报道“主题选择”的比较。

“主题选择”主要是指对两份报纸中881篇涉华报道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艺术人文等五个主题的分类，对这五种不同类型的报道分别在《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的分布情况进行差异性比较，由此判断两报在涉华报道内容中是否具有实质上的差异。

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报道数量最多的都是“社会类”主题，各占了涉华报道总数的38.4%和38.3%。排在《纽约时报》第二位的主题为“经济类”，其次才为“政治类”;而在《华盛顿邮报》中第二位的则是“政治类”主题，“经济类”排在第三位。但两报的“军事类”和“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类”主题的报道量都相差不大。


报纸名称*报道主要内容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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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5.020，df =4，P =0.285



根据对两报主题选择的卡方检验，我们得出P = 0.285 (＞.05)，可见两者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一结论表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主题方面是同质的，并不像上文分析的几类框架“建构方式”存在着两者间的显著差异。

主题的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两报在进行涉华报道的选题时，记者和编辑的主要习惯、观点和原则是相似的，虽然两报在对待“政治类”主题时出现了重视程度和排序方面的不同，但是22.1%和27.2%的政治类报道占有率差异并不大，《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表面上的主题排序并不能完全掩盖两者间主题同质的本质。而这一结论与前文“在总结中比较”方式中得出的两报涉华报道“主题集中”的相同点的结论是一致的。

第六，从比较中总结出的两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

通过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框架建构的四个重要方式——“版面设置”、“报道类型”、“新闻来源”、“图片运用”、“主题选择”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报在涉华报道的前四种框架建构方式上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四个主要的衡量指标都展现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之间的显著差异性。

这一结论既显示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各自作为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对待国际新闻时的差异，也展现了两报在进行涉华报道时努力在新闻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上避免雷同，至少避免两报的涉华报道在版面、篇幅和新闻来源等要素在报道表面上的同质性，进一步强调了两报各自的独有特征。

然而，在第五个框架建构方式的变量——“主题选择”的比较结论中，我们得出了一些不同点，即《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主题方面是同质的，并不像以上四种框架“建构方式”存在着两者间的显著差异。这一结论显示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在涉华报道的“主题集中性”方面是同质的，这与我们在上文中从“总结中比较”出的两报涉华报道的结论是一致的，这将会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带来不少启发。

(二)从比较中总结《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内容

框架的“建构方式”是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进行比较的第一个步骤，第二步，我们将对两报涉华报道中所建构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与总结。对框架所建构的报道内容的比较主要从“主题选择”、“报道切入角度”、“报道主导框架”三方面入手。

第一，两报涉华报道“报道切入角度”的比较。

根据报道内容具体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将“报道切入角度”分为了六个类目。从两报涉华报道的“报道切入角度”的统计、分析和比较中，可以看出，“主要事件”是两报中运用数量最多的切入角度，而其他五类切入角度的排序在两报中都有一定的差异。


报纸名称*报道切入角度交叉制表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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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我们得出的卡方结果为:P = 0.000，这表明两报在涉华报道的“报道切入角度”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报道切入角度的不同进一步掩盖了两报在主题选择方面的同质性:虽然两报选择了同质的主题，但却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报道角度的切换，两报各自的特色由此体现。

第二，两报涉华报道“报道主导框架”的比较。

对“报道主导框架”进行比较是新闻框架内容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报道主导框架”也是最能够体现两报框架实质的变量。为了使比较过程易于操作、比较结果一目了然，本节将采用演绎法，利用“框架清单”的研究路径对不同涉华报道的内容进行研究，这与本书的第一、二主体部分中分别对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研究中采用归纳法，利用“诠释包裹”研究路径的方法截然不同。

“框架清单”研究路径的特点是，在进行框架分析之前，针对新闻事件订立架构目录，然后再为目录上的每一种“框架”建构定义和指针。登陆人员从新闻事件的内容分析中找出所谓的“框架表格”，并从新闻样本中找出指针，最后再将这些样本分配到某一种“框架类目”之下。而怎样建立合适的“框架类目”是使用这一研究路径的核心内容。

1.两报涉华报道主导框架的总体分布


两报中的主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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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09年全年中共881篇的涉华报道主导框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报道中“根据宗教信条或道德原则来解释事件或问题，间接的提供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信息或者社会建议”的以“道德框架”为主导框架进行报道建构的新闻数量最少，共有30篇。而“强调个人、组织、机构或者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以“冲突框架”为主导框架进行框架建构的报道数量最多，两报中共有305篇该类报道，占到总数881篇的34.6%。

此外，以“经济结果框架”和“人情味框架”为主导框架的涉华报道数量大致相当，各有180篇和187篇。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大爆发给两报涉华报道带来了“经济结果框架”20.4%的总占有率，高于了占有率为12.4%的“责任归属框架”。

“人情味框架”在涉华报道中所占比例略高于“经济结果框架”也是有原因的，首先，这是笔者主观分类的结果，许多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犯罪审判等现象或结果为主的短篇消息报道，笔者都将其归入了“人情味框架”，笔者认为这些短篇消息更多的是展现了与“人类利益”相关的主题，能够起到吸引读者眼球的效果，归入这一框架更为合理;其次，这也反映了在以《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主流报纸中，各类“展现人类的面孔、个体的故事，或者从人类情感的角度展现事件、议题或者问题”的报道数量的日益增多，由于这一框架“被认为能够抓住并维持受众的兴趣”，为此，对于“人情味框架”的运用对于提升报道的多样性、使读者从多方面了解中国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以2009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总体特征而设立的“合作框架”类目中，则包含了70篇的相关报道，占了总数的7.9%。虽然以“合作框架”为主导框架的报道数量并不多，但在中美关系日益密切的21世纪，我们几乎无法忽略两国间的“合作”主题。

总体看来，虽然在2009年的《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以“冲突框架”为主导框架的新闻报道是其中的主体，但是，以其他五类框架为主的报道数量也不在少数，美国主流报纸对于中国形象报道的多样性由此显现。比如，“人情味框架”和“经济结果框架”，以这两类框架为主导框架的新闻报道数量占到了总数的41.6%，多于“冲突框架”新闻数量近10% ;此外，以“合作框架”、“道德框架”为主导的新闻报道数量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两者共11.4%的比例也是不容忽视的。

2.两报涉华报道主导框架的比较


报纸名称*主导框架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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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1，df =5，P =0.003



由上表所示，2009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的主导框架也是具有显著差异的P = 0.003 (＜.05)。虽然两报中运用比例最高的主导框架均为“冲突框架”(两报的使用率都超过了30% )，但是，在《纽约时报》中，采用“经济结果框架”的报道数量所占总数的比例排列第二位(22.3% )，与《华盛顿邮报》中的“人情味框架”的使用频率(22.5% )相当。此外，两类运用数量相对较少的框架:“道德框架”和“合作框架”，在《华盛顿邮报》中的运用比例都要高于《纽约时报》，总体上看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方向、角度和报道重点与《纽约时报》还是具有一定差异的。

第三，从比较中总结出的两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内容。

通过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框架建构的两个主要内容——“报道切入角度”、“报道主导框架”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报在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内容上都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其中的“报道切入角度”、“报道主导框架”变量都展现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之间的显著差异性。

可见，同上文对两报涉华报道的“版面设置”、“报道类型”、“新闻来源”、“图片运用”等建构方式的比较结论相同，在其具体的“报道切入角度”、“报道主导框架”上，两报也是同样尽量地避免雷同，在表面上体现出了两报涉华报道框架内容中各自的特色。

(三)从比较中总结《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的框架建构

在上文中，我们从“版面设置”、“篇幅长短”、“新闻来源”、“图片运用”、“主题选择”五方面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进行了差异性比较，并从“报道切入角度”、“报道主导框架”两个方面对涉华报道的内容建构进行了差异性的比较。从比较的七个方面来看，大部分比较的结果都是“两者存在着显著差异”，即P＜.05，但其中有一个方面——“主题选择”的比较呈现出了不同的结果:P =0.285 (﹥.05)，这说明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主题选择”这一要素的比较呈现出了同质化的倾向，这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发。

为了更为准确与详细地比较《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差异性，而不是仅仅从整体上比较两者的差异性，我们有必要以“主题选择”作为一个主要的分类变量，研究两报中的涉华报道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等五个主题下是同质性的，还是差异性的。加入“主题选择”变量之后的差异性比较显得更为深入和细致，更能挖掘出《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隐含”的同质性。

第一，两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的“报道篇幅”比较。


报纸名称*报道篇幅*报道主要内容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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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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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主题选择”这一研究变量之后，《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比较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娱乐、艺术人文”五个主题的比较中，除了“社会类”报道(P =0.014＜.05)的篇幅出现了显著差异，在其余的四类主题中，两报的涉华报道篇幅方面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全部的P值都在＞.05的范围。由此可见，《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在相同主题中的报道篇幅基本上是同质的。

但在“社会类”主题的涉华报道中，两报的篇幅设置出现了差异:《华盛顿邮报》利用了约40%的图片新闻和短篇消息来进行相关的涉华报道;而在《纽约时报》中，涉华报道的图片新闻和短篇消息比例不到30%，长篇报道的比例大于70%。可见，在“社会类”主题中，《纽约时报》依旧不改其大报风范，还是以其擅长的“中长篇报道”来展现这一主题的涉华报道;而作为地方性的大报，《华盛顿邮报》则更比较吝啬其在“社会类”涉华报道中的篇幅，虽然中长篇的涉华报道也占到了近60%，但图片、短篇消息的比重明显增多，使得该报与《纽约时报》间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差异。

第二，两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的“新闻来源”比较。


报纸名称*新闻是自制还是新闻社*报道主要内容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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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主题选择”这一变量后，《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在“新闻来源”的比较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在未加入这一变量之前，两报之间的“新闻来源”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P = 0.000)，而在这里五个不同主题的比较中，除了“军事类”主题中两报涉华报道的“新闻来源”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其余的四类主题的“新闻来源”还是具有明显差异的(四类主题的P值均为.000)。造成“军事类”涉华报道中“新闻来源”的同质性的原因是报道总量:《华盛顿邮报》的“军事类”涉华报道只有7篇，而《纽约时报》中有9篇，总量较小，造成两者差异的几率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了，同质性由此产生。

由此可见，《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在“新闻来源”上的差异性的确十分明显，在《华盛顿邮报》中，“无法确定”与“转引类”涉华报道的比重明显偏大，而在《纽约时报》中，“无法确定”的新闻来源是不存在的，且“转引类”涉华报道的数量远远低于“本报自制新闻”，两报间的差异性由此显现。

第三，两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的“图片运用”比较。


报纸名称*新闻图片的数量*报道主要内容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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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报总体的“图片运用”差异性结果不同(P = 0.006)，在五类主题中，《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在“图片运用”上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五组比较的P值都大于.05。这一同质性的结果与主题中“报道篇幅”的比较结果很相似，两者都属于新闻框架建构方式方面的比较，“报道篇幅”与“图片运用”还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并不意味着两者间的比较结果就一定是相同的:在“报道篇幅”中具有显著差异的“社会类”报道这一主题下，两报的“图片运用”却显现出了同质性的结果。

总体说来，《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在五类主题的“图片运用”中是不存在显著差异的，这也是两报涉华报道框架建构方式上的同质性表现之一。

第四，两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的“报道切入角度”比较。


报纸名称*报道切入角度*报道主要内容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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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切入角度”属于“框架内容”建构的主要变量之一，在前文中对于《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总体的“报道切入角度”的比较结果是两报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P = 0.000)。而将该类比较细化至各类主题之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在两报的“军事类”和“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类”涉华报道中，两者的差异性并不明显，各自的P值分别为.481和.056;但是在其他的“政治类”、“经济类”和“社会类”涉华报道中，两报间的差异性达到了显著的程度，P值均不大于.05。

由此可见，在报道数量众多、报道重要性显著的主题中，《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各自具有独特的报道切入角度，两报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在诸如“军事类”和“科技娱乐、艺术人文类”等报道数量少、报道角度单一的主题中，两报的差异性被缩小了，这些主题中“报道切入角度”的同质性并不影响两报展现各自的独特性和特点。

第五，两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的“主导框架”比较。


报纸名称*主导框架*报道主题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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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各主题间的主导框架呈现出了一致的结果，即五组P值都大于.05，五组间的主导框架都不具有显著差异，这与前文中对两报涉华报道中整体的主导框架比较结果(P =0.003＜.05)是截然相反的。各主题间涉华报道“主导框架”的同质性，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主导框架”的设置与“五类主题”的设置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二是两报各主题间涉华报道的重点是同质的，并没有很强的差异性。

第六，从比较中总结出的两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的框架建构结果

经过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不同主题间的框架建构方式和内容进行比较，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两报涉及到的五个主题中，涉华报道的“报道篇幅”与“图片运用”基本是同质的，仅有“新闻来源”这一变量在两报不同主题间具有显著的差异。这一结论与前文“在总结中比较”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即《纽约时报》比《华盛顿邮报》更注重涉华报道的“自制率”。

然而，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还不能忽视“报道切入角度”和“主导框架”这两个建构报道内容框架的主要变量，如前文研究所得，《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报道切入角度”并不是完全同质的，仅有两类报道量较少的主题出现了同质现象;而“主导框架”这一变量则出现了五组同质的结果。

我们通过这两类变量的比较结果得出了以下结论:在对报道的内容框架进行建构时，《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虽然在报道角度、方式、形式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它们报道的主导内容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主导框架”方面的一致性是《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本质相同的重要证据，两报在表面多样性下隐含的同质性本质由此显现。

第三节　本章总结

本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的具体建构方式与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一是“在总结中比较”，即根据以上研究中总结出的两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内容，对两者进行比较;二是“从比较中总结”，即通过对两报涉华报道整体的量化分析过程进行比较，之后进行比较结果的归纳与总结。

对于两报涉华报道的“总结中的比较”，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两报涉华报道所建构的新闻框架内容里，都提及了以下五个关键词，分别是:合作、威胁、问题、自由、责任，这是两报涉华报道框架内容的相同点。而两报涉华报道的报道辐射面、“旁观指导”姿态、体现出的中国声音的多寡却各不相同。

在两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中，则存在以下相同点，如两报都对众多涉华报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强调;两报在框架建构方式的设定中都遵循了“主题集中”的原则;两报从具体的“引语使用”技巧中呈现出了各自隐含的“倾向性”。而两报涉华报道的主体性、策略性和倾向性也各有不同。

对于两报涉华报道的“比较中的总结”，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框架的“建构方式”中，《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在新闻来源、版面设置、图片运用、主题选择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框架的“建构内容”中，《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总体上在报道切入角度、主导框架方面差异性也十分显著。这些显著的差异与我们在以上“总结中的比较”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即表面上看来，两报的涉华报道无论在框架内容和框架方式上都是具有明显的差异的。

然而，如果将两报中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文化五类主题中框架的“建构方式”与“建构内容”进行归类比较之后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结果:除了两报中框架“建构内容”中的新闻自制率与报道切入角度这两项指标在各主题中有显著的差异之外，其他有关篇幅、图片运用、主导框架等的比较结果几乎都是同质的。

由此可见，在新闻来源和报道切入角度差异性明显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同质(主要表现为各主题主导框架同质)的深层内涵，这与我们利用“在总结中比较”的方法而得到的两报涉华报道框架建构中的众多相同点又是相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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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建构过程

以上三章内容中，笔者主要将2009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归纳出了两报各自的涉华报道框架，也对两报具体的框架建构方式和建构结果进行了比较。在第四章的内容中，我们将会对上文中的研究结果进行根源性的追溯，从框架研究的理论前提入手，以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具体建构过程为主要研究内容，探究相应研究结果形成的根本原因。

第一节　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

为了从根源上追溯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建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媒介框架研究的前提，即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分为总体的“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的“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两个部分。

一　框架研究的理论前提

框架研究具有坚实的多学科的理论来源，包括社会学和心理学两方面。不同的理论前提不仅提供了多种研究视角和方向，还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多样化和创新。

美国著名学者朔伊费勒(Scheufele)对框架研究的理论前提曾有过详细阐述[1]
 ，他认为，在宏观的社会学科层面，虽然对媒介框架的研究方法从众多研究领域和学科中吸收了营养，但是普遍都与海德(Heider)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和高夫曼(Goffman)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有关。

其中，海德归因理论的研究假设人类无法理解世界中所有的复杂事物。因此，人们试图从感官获得的信息中推论深层次的因果关系。这一假设被众多的试验证据所证实，基于这些试验，海德将“归因”(attribution)定义为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认为该负责的人之间的联系。之后，海德又将其有关“归因”的定义扩展到了环境因素，即一个观察者的行为可以被归因至个人和社会或者环境的因素。

虽然高夫曼没有明确的涉及海德的成果，但他也假设个体无法完全理解世界，因此主动将其生活经历进行分类和解释，并由此理解身边的世界。所以，个体对于感官信息的反应依赖于叫做“初级结构”(primary framework)的诠释方案。这一初级结构或者说框架，可以被分为自然框架和社会框架，其中，前者用来解释自然界的事件，而后者则用来“定位，感知、定义和标签”根植于全部人类的行为与事件。

而不同于社会学层面对于框架分析的理解，在微观的心理学层面，框架分析是作为个体对于所获信息的处理和搭建过程。这一心理学层面的框架分析可归纳入指称框架(frames of reference)研究和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研究之中。[2]
 这一领域的代表包括了如明斯基(Minsky) (1975)、卡尼曼(Kahneman)与特韦尔斯基(Tversky) (1984)等认知心理学者，他们视框架为记忆中之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它是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3]


对框架分析理论前提的分类和理解，造就了一些学者对于框架分析的焦点的分类总结:一是将框架(如新闻框架)视为因变量，考察其建构的动态结构与过程，二是将框架视为自变量，研究其对受众的认知、态度、意向和行为的影响，即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此一效果通常与所谓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相勾连。[4]
 这种分析焦点的分类正是与框架分析的宏观社会学层面以及微观心理学层面相对应。

通过以上对于框架分析理论前提的阐述，我们可以为众多新闻传播学中框架分析法的运用提供可依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各种不同研究视角的获取也离不开这两方面的理论前提。以下，我们将以媒介框架为例，细述不同的理论前提为新闻传播学中的框架研究所带来的不同分析角度。

二　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

进行媒介框架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清新闻媒体与社会真实之间的关系。其中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包括:真正的新闻客观性是否存在?新闻媒体究竟是在反映，还是在建构社会真实?厘清新闻媒体与社会真实之间关系的意义何在?

(一)新闻客观性

有关记者是否应该遵循客观报道的争辩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早在古圣经时期就已成为政治领袖与民众互动的重要议题。而具体的“新闻客观性原则”则是起源于19世纪，是对美国历史学家称之为“政党报纸的黑暗年代”的深刻反省，在美国与英国被广泛地称赞为20世纪前25年对新闻学的独特贡献。

此时的新闻客观性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是客观地反映现实;二是客观地反映现实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事实和意见是应该而且可以完全分开的。美联社负责人奥利弗·格拉姆林于1938年在其著作《美联社:新闻的历史》中引用的南北战争时期美联社作者劳伦斯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形象地展现了这两方面的内容:“我的任务就是传播事实，我的机构不允许我就我传播的事实作任何评论。我的电讯稿发往各种政治报刊，那里的编辑说，他们能够为送来的电讯稿里的事实配上自家的评论，因此我考虑的是以正统的新闻为界限，我不充当属于任何派别的政治家，但我试图做到真实和公平，我的电讯稿仅仅是一些不加渲染的事实和细节材料，一些特派记者可能会按照其机关报的旨意从事采写。虽然我企求不顾外人或政治进行写作，但是我总是不能免遭指责。”[5]


如今，许多学者认为保持新闻的客观性仍然是新闻报道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保持新闻客观性时要求新闻必须达到中立、客观、平衡的说法，从而进一步促成了“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理想，台湾学者彭家发就认为，客观性原则不但是新闻报道的“专业贞操”，或新闻学最重要的专业信条，更是新闻专业立意甚高的价值观，“容不得蹂躏，容不得污蔑”。[6]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传统的新闻客观性原则受到了诸多的质疑，其中所涉及的不少缺失也一一被提及:一是认为新闻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传统新闻学强调新闻客观性，同时认为新闻的呈现需符合如时宜性、接近性、显著性、影响性及人情趣味等新闻价值，且多半采取自然科学对于知识的看法，认为这些新闻价值是原本就附着在这些新闻事件上的特质，记者的工作就是去发掘这些附着在新闻事件上的新闻价值。[7]
 二是夸大了新闻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英国学者施莱辛格(Schlesinger)和布卢姆勒(Blumler)都抨击传统新闻学者过于钟情于新闻媒体对新闻产生的影响力，可谓之为媒体独大的情怀，忽略了其他社会变项如消息来源、议题情境或甚至政经环境亦对新闻走向具有关键性引导作用。[8]


客观性意味着真实、明确，而与个人的想法和信仰无关。但是报纸是上千个主观因素决定的产品:派出一个记者做这个报道而不是另一个;记者采访这个消息源，而不是另一个消息源;记者会问这些问题而不问别的问题……客观新闻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公平似乎更合理些。公平是一个主观标准，但是比较容易解释，使人满意，只要问一些基本问题:是否代表了各方利益?是否争辩的正方和反方都认识到报纸对他们的争论问题的看法?报纸解释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吗?[9]


由此可见，在如今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新闻的客观性问题，认清真正反映真实的、客观的新闻是不存在的，新闻事件的价值也是由新闻制作者所赋予的，新闻事件并不是事实经由镜子被反射到媒体上的，而是经过多种力量的博弈、多种来源的参与、多样报道手段的运用而“建构”成的。

(二)新闻报道是新闻媒体对于社会真实的建构

既然真正的新闻客观性并不存在，那么，可以说，各类新闻媒体中的内容都是社会创造的产品，并非对客观真实的反映。虽然一篇报道起自真实世界中的某些事件或问题，并可透过社会资讯的来源测知其可靠性，但决定哪些部分会被转送或会被如何处理的因素极多。[10]
 这些因素包括了版面限制或截稿时间等，记者只能从多个方向中挑选少数加以描述(也就是框架事实的过程)，因此新闻媒体根本无法完整地呈现社会真相。

新闻报道是新闻媒体对于社会真实的建构这一论点主要基于“社会建构”的理论，这一理论由伯格和拉克曼(Berger＆Luckmann)提出，强调了社会实践对社会世界的外化、客观化和内化建构过程。[11]
 后来阿多尼和瑟尔里(Hanna Adoni＆Sherrill Mane)提出存在着三种“真实”的形态，即“客观社会真实”(Objective social reality)、“媒介/象征社会真实”(Symbolic social reality)和“主观社会真实”(Subjective social reality)。而媒介内容既是“象征社会真实”也是“主观社会真实”的关键因素。人类是真实的社会建构“辩证过程”中的“创造者和产品”。[12]


塔奇曼(Tuchman)在伯格和勒克曼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新闻是建构的现实”的学说。“新闻与真实(reality)之间不必然有对应关系”，这一观点就是建构学派的重点。作为人们对于社会真实的主要来源，新闻媒介“并非被动的镜子，而是一盏不断移动的‘探照灯’”[13]
 ，新闻报道是由众多因素共同建构而成的。可以说“新闻是在主、客观辩证过程之中所产生的社会真实，是社会真实的一部分。”[14]
 正是在这一建构论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才进一步发现了新闻报道中“框架”行为的存在。因此，社会建构论是框架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一切框架分析都是从社会建构的基本理论入手的。框架分析就是对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裁选和诠释现实生活的某一部分，将之置于某特定意义体系内——的分析。[15]


(三)媒体对于社会现实的建构离不开媒介框架

既然“新闻报道是新闻媒体对于社会真实的建构”，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无处不在的“媒介框架”。所有的记者都会在对社会事件的报道中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到媒介框架，框架是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框架使一个偶发的事实变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变成了一则新闻报道。“框架”一词既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该词在大众媒介的研究中开始逐渐变得重要起来。

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可以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照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由此，这一框架就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编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了的部分，而且可能在受众解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16]
 可以说，媒介框架存在两个研究角度，心理学研究角度认为框架是“心灵的内在结构”，而社会学研究角度认为框架是“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17]
 。也有学者将传播学中的框架分析分成了三个研究领域，即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18]


由此可见，有关媒介框架的研究不仅可以运用至新闻的生产阶段，还可以用来解释受众如何解读媒介的信息，在整个新闻生产链条中始终都不能忽视媒介框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与影响因素

在了解了媒介框架的理论基础及其重要性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其主要的建构过程，对于建构过程的探讨可以系统地理解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还可从整体上归纳出影响媒介框架的主要因素，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做到“知其所以然”。

一　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

媒介框架的研究中涉及许多因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将其统一称为“框架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而不加详细区分。正如学者朔伊费勒所说:“框架”(framing)这个词在描述个人层面的媒介效果和宏观层面的对新闻内容的影响，或是其他相关过程中几乎是“可以互换的”(interchangeably)。[19]
 但是这个框架过程中究竟涉及了哪些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又产生了哪些具体的框架过程呢?朔伊费勒为了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整体的、系统的程序，绘制了一幅框架研究过程模型图(见图一)，并对其中所涉及的各个因素和过程进行了阐释。

根据这一模型图，我们可以看出，在媒介框架的分析过程中，除了媒介框架自身的重要作用之外，还蕴藏着一种不能忽视的框架类型，即受众框架，在分析框架研究的具体过程之前有必要对受众框架进行界定，受众框架指的是“个体在思维中储存的成群的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能够主导个体对信息的处理”。[20]
 在框架研究的过程中离不开宏观层面上的媒介框架和微观层面上的受众框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框架研究过程中的重点内容，以下模型图不仅说明了这两者间的关系，还打破了信息输入、框架过程和信息输出结果间的先后关系，即某些框架过程的结果成为了接下来框架过程的一种信息输入方式，即形成了一种循环式的反馈。

[image: img]
图一　框架研究过程模型图[21]




此外，朔伊费勒还将框架的过程分为了四种相互联系的具体过程，即框架建立、框架设置、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作为受众的记者，它们处在不同的研究和分析层面。

首先是框架的建立过程，框架建立部分是从议程设置研究中借鉴而来的。框架的建立部分主要研究的是影响新闻选择和生产的影响因素，至少包括了五种因素会潜在地影响记者“框架”一个给定的事件:社会习惯和价值，组织压力和限制，利益集团的压力，新闻规范，记者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导向。有关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框架建立过程是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所重点探讨的，主要是为了解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何会建立出方式迥异，但内容同质的涉华报道框架的原因。

其次是框架设定的过程，这一过程来自于对议程设置研究与框架研究间的关系的探讨，议程设置的研究者们认为框架研究是第二层面的议程设置研究，议程设定的过程关注事件本身的突出部分，而框架设定的过程则强调事件属性的突出部分[22]
 ，但也有许多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框架通过加强特定的价值观、事实和其他关注点来影响人们的观点，使得这些特点看起来比其他框架下的特点展现更与这一事件相关。”[23]
 总之，这一过程将媒介框架看作自变量，而将受众框架作为因变量，主要研究怎样设立媒介框架来影响受众框架。框架的设定过程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重点阐释的第二个重点内容，主要是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的具体的建构方式进行探讨，找出两报如何“加强特定的价值观、事实和其他关注点来影响人们的观点”以及具体的原因。

之后，第三个过程，即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对于受众框架的个人层面的影响集中于诸如行为、态度和认知等变量之中，但一般研究并不细致，也就是说，一般的研究只专注于“输入”与“结果”两方面，而忽略了“过程”之中蕴藏的诸多关键变量。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分析框架之于个人层面的结果，但是并没有回答行为、态度等变量是如何与结果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本书并未将涉华报道框架的受众纳入研究范畴，因此，有关“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也将不会有过多涉及，当然，在完整的框架研究过程中，这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未来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第四个过程——记者作为受众的框架过程是政治传播学的学者们发掘的，这一过程主要是对记者的框架信息的循环反馈进行研究，强调了框架分析中的反馈过程，在没有直接涉及框架观点的前提下，菲什曼(Fishman)认为，与普通的受众一样，记者们的确也会受到由媒介设置的框架的影响。[24]
 这一现象也常常被研究者们所忽略，可以成为未来的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接下来的因素研究中，“记者作为受众”这一因素也将被严格纳入探讨范围，这主要是因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建构的大同小异的有关中国形象的种种框架必然是与报道相关新闻的记者密切相关的，而这些记者也会受到不同媒介中涉华报道框架的影响，也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受众”，并因此而影响自己的涉华报道框架，为此，“记者作为受众”也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虽然学者朔伊费勒构建的框架研究过程模型图主要是从“框架作为媒介效果”这一理论入手的，重点是框架研究的效果，但是他仍然将框架研究中的不同主体与过程都形象地呈现在了模型图中。为此，我们不能因为切入角度的不同而磨灭这一过程图对整个媒介框架研究过程的系统性的贡献。

二　影响媒介框架的因素

许多学者对影响媒介框架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渥夫斯菲德(Wolfsfeld)曾归纳了五个影响新闻框架形成的因素，分别为:新闻媒体组织的自主性，或是受政府控制的程度;社会事件的信息提供者(消息来源) ;新闻组织的流程或常规;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社会事件受到原始组织影响的程度。[25]
 而台湾学者臧国仁等人则根据学者渥夫斯菲德(Wolfsfeld)和李仁济(Rhee)有关媒介框架内涵的论述绘制了一幅“新闻或媒介框架与社会议题的关联”图，其中涉及了一些重要的媒介框架影响因素，比如，新闻常规、组织内部的控制机制、消息来源、记者个人框架、读者个人框架、政治情境、历史文化脉络等。[26]


而本书对于“影响媒介框架的因素”研究则还是从上文中提及的朔伊费勒绘制的“框架研究过程模型图”入手，从其中涉及的框架建构的四个过程中研究影响媒介框架的各类因素:在框架建立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一些影响新闻生产者的因素，比如社会习惯和价值，组织压力和限制，利益集团的压力，新闻规范，记者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导向等;在框架设定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一些影响新闻文本内容的因素，比如具体的文本选择与重组策略，构成框架的象征符号和表意元素等;在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这一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一些影响受众行为、态度和认知等变量的因素，比如受众的社会习惯和价值、意识形态或政治导向等;在记者作为受众的框架这一过程，主要涉及的是一些媒体框架影响记者的因素，比如特殊媒体中所呈现的媒介框架、记者对权威媒体的认知等，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基本可以与以上“框架建立过程”所涉及的影响新闻记者的因素合并。

当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对国际新闻造成影响的种种因素是一个“多层次的模式”(the multi-level model)，这些因素中不仅包括了一些社会体系因素、社会制度因素、组织因素、媒介规则因素和媒介生产者因素[27]
 等层次，还包括了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了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倾向、国家特性等[28]
 ，这些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影响因素也将被纳入本书的研究范畴。至此，我们几乎将影响媒介框架的各类因素全部囊括到了研究范围之中，以下就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同时，为了加强研究的针对性，我们仅以本书涉及的两份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例进行相关分析。

(一)国际大环境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差异以及各自的国家特性等国际体系层次的影响因素在媒介框架的建立过程中作用重大。同理，2009年当年的国际大环境对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仅关系到涉华报道的选题，还影响到了各类主题报道数量的多寡和框架的建立。

首先，通过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可以有效地预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情况。从1979年到2009年，中美建交整整30年。在这30年中，两国间经历了不少的合作与摩擦，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也因政治局势的转变而不断变化。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地位的提升，美国与中国间的政治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在不断转变，不仅寻求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合作，还对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感到隐隐的不安。在200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个十分重要的美国主流媒体不仅关注到了中美高层间的频繁互访，还关注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举一动，同时，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中的政治类涉华报道中，除了奥巴马访华、全球气候谈判、洛佩兹访华等有关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被纳入了报道范畴之外，那些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也会成为两报关注的焦点，比如中印关系、中非关系、中越关系、中澳关系等。在承认中国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还会不时地提及中国国内面临的官员腐败、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推卸、中国对非洲等地矿产的侵占等“负面”问题，当然还会在一些报道和专栏评论中提及对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隐隐不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于这些中国议题的报道是完全与当时的中美政治关系相符的: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既寻求与中国的政治合作，也希望中国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美国也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警惕。

其次，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被看作是扩大国际新闻报道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经济类涉华报道提供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经济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框限了此类报道的主题，有不少经济类涉华报道都是与金融危机息息相关的。此时的中美经济关系可以这样概括:经济危机期间，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发达国家都受到了经济危机的重创，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恢复力，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刮目相看，希望中国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并同美国实行多方面的经济合作，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同时，美国也将其与中国间的经济矛盾进行了强调，并以旁观者的姿态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有了这样的国际经济背景与对华态度，《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经济类报道既对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描述，也对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矛盾进行了强调，选题角度十分丰富。而《纽约时报》涉华经济类报道中特殊的“旁观者”姿态也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似乎在提醒中国“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再次，除了中美两国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美间的文化差异也是影响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重要因素，中美间的文化差异包括了:中国人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注重群体的合作和个人谦虚;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取向则十分明显，更加重视不受外部制约的“自由”。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更正式，等级更分明;美国人则更侧重于非正式的平等关系，不太重视社会等级。中国人所受的教育通常是避免直接冲突、公开批评和具有争议的话题;美国人则通常愿意直接面对问题、提出批评、讨论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并坚持自己认为是“事实”的意见等[29]
 。以上这些只是中美间文化差异的一部分，但仅从这几个方面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基本判断出它们对于新闻报道的影响。中美间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两国媒体报道同一事件时角度的不同，也会由此形成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文化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美国媒体对于中国的社会类事件的报道上，一些在中国看似平常的社会现象或事件，很可能在美国人的眼中就会变成有关人权、民主、自由的重大新闻，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过滤软件安装等事件;而一些在中国认为是国家内部矛盾的事件，在美国媒体看来就是统治者压制人民的表现，比如中国西藏和新疆的暴力事件、官员腐败案件等事件。可以说，美国的媒体天生就是“到处寻找问题和矛盾”的媒体，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媒体中不断报道负面的中国形象”这一现象就显得较易理解了。

最后，从国家特性方面理解美国主流媒体中的涉华报道框架也是一个不错的角度，这里的国家特性既包括了两国间地理上的接近性，国家人口与面积，也包括了两国的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首先，中美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并不接近，在国家人口与土地面积上的差距也比较大，中国的人口与土地面积显然要比美国大得多;其次，中美两国的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方面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美国是复合制中的联邦制，民主共和制中的总统制。虽然中美两国间在国家特性方面的差异十分明显，但并不代表两国在彼此的媒体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关键还要看两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status in the world system)[30]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代表，其重要的国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两国媒体才会将彼此作为国际新闻中主要的报道对象。而正是因为两国间国家特性方面的巨大的差异，才使得双方的互补和合作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矛盾，中美两国一直在相互“缠绕”，相互“纠结”，这些特殊的情绪和态度都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其中的媒介框架也是由此而搭建的。

(二)新闻生产者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有人认为，美国的信息和观点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流通的，这显然是错误的比喻。市场是物品的重组之地，集市上的消费者可从一个摊位走到另一个摊位，从货架上任意挑拣选购。但是，我们现有的传媒思想市场倒更像是一个大型经济市场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经过了垄断和标准化的市场，只有那些握有大量资金的财主和观点可以取悦他们的文人才最容易打入这个市场。[31]
 这些“握有大量资金的财主和观点可以取悦他们的文人”就是我们本节所涉及到的“新闻生产者”，其中，“握有大量资金的财主”指的是对新闻生产施加影响的各种利益集团，比如，政府、广告商、社会精英等;而“观点可以取悦他们的文人”则是直接参与新闻生产的记者、编辑、制片人等。

与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差异以及各自的国家特性等无处不在的国际体系层次的“大环境”影响因素相比，新闻生产者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是动态性的、系统性的，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明显:影响力的动态性主要与媒介框架建立过程的动态性相关;而系统性则是与各种影响因素的互动性特征相联系，即这些新闻生产者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多阶段、多因素互动存在的，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这些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同时的、互动的和系统的。然而，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会从单个的影响因素入手对新闻生产者的媒介框架建构过程进行研究，但这并不能抹杀其中的互动关系。

第一，政府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西方国家媒体与政府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没有离开过媒介研究者们的视线，学者们对于西方媒体的“第四权力”地位的辩论也从未间断。那么，在媒介框架的建构中，尤其是在国际新闻的框架建构中，政府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美国政府的哪些行动和行为会影响到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建立?

当今社会中，政治精英们所具有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对信息的掌握和有策略地运用，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政治精英们会采取诸多手段展现其在大众媒介中的地位和影响。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曾经说过，官员寻求公众支持就是要把自己的政策观点表述得“比真理还清楚”。他还指出，有能力的公共官员不会想方设法去教授或传达“客观的”形象:他的目标是以能够赢得支持、塑造行为并影响结果的方式来展示问题或事件。[32]
 可见，包括总统在内的政治精英们具备着一套利用大众媒介的技能，他们不仅作为主要的新闻源定期给媒体提供与政府相关的信息，还会在各种合适的场合中轻易地利用媒体给自己做宣传，赢得公众对其的支持和信任。虽然大众媒介给政治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达观点的阵地和场所，但是这种一味的信息控制难免也有不利之处，即不利于民主的发展。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总结所说，在纵观世界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信息越来越被控制在部分政治精英手中。对于朝着更多公民公平参与方向发展的民主来说，这是最大的障碍。[33]


以上的有关政治精英利用大众媒介获得支持和影响力的论述主要还是适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报道，国内新闻过分传达政治精英的声音自然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但是对于国际报道来说，大众媒介中政治精英的出现就不仅仅是代表其个人或某个团体了，而是代表着整个国家，对于政治精英在大众媒介中地位的重视也就是对其中所体现的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视。正如爱德华·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Edward S.Herman＆Noam Chomsky)所认为的，当遇到重要的涉及国家利益的事件，如经济的、军事的和外交政策时，新闻媒体显得过于保守，顺着大企业集团的利益、华尔街和政府的政治暗示进行报道，更多的时候是俯在主人膝下的“宠物狗”，而没有担负起“看门狗”的角色。[34]
 对于这一现象，本书在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涉华报道框架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政治类、经济类等涉华报道的硬新闻中，两报相关报道的引语都具有明显的偏向美方的现象。与《华盛顿邮报》相比，《纽约时报》的相关涉华报道中对于美国政府的偏向并不是十分明显，但是该报并不吝啬对于“美国专家和学者”、“美国各类机构”声音的传送，在很多时候，这些专家、学者和机构正是扮演着美国政府和官员的传声筒的角色，来自“美国政府”的声音并未因此而削弱，反而进一步增强了。

第二，以大财团、广告商等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压力一直影响着新闻。新闻学家杰拉德·巴德斯蒂(Gerald Baldasty)认为，在这个国家(美国)的历史上，新闻最根本的变化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开始，政治新闻开始让路于商业新闻:“在19世纪前期，编辑把新闻定义成政治工具，为的是推销政党利益。到了19世纪末，编辑把新闻定义为企业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或增加盈利。新闻已经商业化了。”[35]


当今，由于大众传媒时代的新闻机构依旧受到日益控制他们的大财团的利润压力，他们普遍的趋势是寻求最方便采写、也最容易吸引读者的稿子。新闻内容常常直接为商业价值所限，所以新闻主管和市场顾问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样的新闻能卖得出去，而不是如何教育人民理解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由于缩减开支，每天硬新闻的定额不断减少，新闻越来越向生活方式方面的特稿和实用新闻靠拢。同时，媒体兼并狂潮也给新闻业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冲击，成本较高的新闻业不得不面临与低制作费用的游戏、厨艺节目的竞争，以此来证明新闻的经济价值高于其社会价值。因为兼并的压力直接反映在对于新闻业财政预算的削减上，这就意味着裁员，同时成本较高的国际新闻等部门也将会不可避免地被取消。且不论国际新闻对于报纸的主要受众来说是否真的平淡而乏味，至少在当时大部分的传媒业决策层是持这种观点的。[36]


目前，许多大城市的报纸已经被大型财团收购，这些财团通过中心机构向旗下所有的连锁报纸提供相同的新闻素材，有学者认为:“私人经济聚积的权力直接威胁言论和讨论的根基——多元化。而多元化又是一个健康社会机体的精华。美国媒体的这种趋势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消亡，对新闻操纵、歪曲、检查和传播工具的控制的危险性增大。”[37]
 然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少数仍然保持着大量的驻外机构并向规模较小的机构出售他们新闻的二手新闻供应商。虽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并没有被媒体巨头所收购，但这并不代表它们能够免受大财团和广告商等利益集团的压力。就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宣布要削减各自旗舰报纸的工作岗位，以帮助应对营收下滑的严峻局面。[38]
 由于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从互联网上阅读新闻，同时受到委靡的经济形势的影响，报纸出版商的广告营收出现急剧下滑趋势，就连《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报也不例外。可以想象，不受媒体巨头管束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虽然在新闻报道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广告商们仍然是其维持运营的重要后台，如遇到广告商急剧减少的情况，两报还是逃不过“裁员”和“关厂”的命运。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于广告商等利益集团的依赖，也会给其涉华报道的框架内容带来重大影响。虽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均以严肃的硬新闻为主导内容，并且也涉及了一些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方面，但是，总体看来，两报所涉及的报道方向和角度大多都是具有较强的冲突性和接近性的。此外，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两报在进行中国方面的报道时，还对人情味、冲突性较强的社会类报道进行了强调和凸显，其中，《纽约时报》2009年的涉华社会类报道有224篇，占了全部2009年涉华报道的38.4%，而《华盛顿邮报》中有114篇社会类报道，占2009年涉华报道总量的38.3%篇，均超过了各自政治、经济、军事类等硬新闻的数量。同时，两报还不时地强调和夸大其中的问题和矛盾等负面内容，为的是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使报道内容更加贴近读者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从而达到增加读者数量，扩大了广告来源的目的。可见，即便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类表面上不受大的媒体公司和大财团约束的独立的主流媒体，在媒介框架的建构上也不能免俗，时刻都会受到以广告商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影响。

第三，新闻组织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台湾学者臧国仁曾对“新闻组织框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别从新闻常规、内部控制和专业意理三个面向，讨论了新闻媒介如何在组织层次影响真实事件的报道。[39]
 魏诚则认为影响新闻的组织内部因素有:政策(报社内部的权力支配关系)、惯例(即传统)、行规(从众心理)等三者，加起来可谓之“编辑室(即新闻室)观点”。[40]
 笔者看来，以上两位学者提及的“专业意理”和“行规(从众心理)”这两个指标涉及了新闻工作者个人对于新闻框架的影响，而本书主要论述的是“新闻组织”对于框架的影响，为此，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仅对新闻组织内部的惯例和控制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1.新闻组织的“组织惯例”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所谓新闻内部的“组织惯例”，是指新闻院校和新闻机构训练记者和编辑在决定报道什么、如何报道和刊播格式时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条例和行为规范。这样的规则使新闻能够以一种熟悉的、稳定的形式展现给受众，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保证了新闻产品稳定的供应。[41]
 有学者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新闻生产组织运作的轨道”进行了阐释[42]
 :在空间上，新闻是一张网而不是“毯”。无论哪一家新闻媒体，无一例外是以“网”的形式展开:对外，它是以地域为界，以中心城市为锚地，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确定编辑部的部门划分和人力调配(如条线记者、驻外记者、通讯员等) ;对内，各地分支机构和内部不同部门，等级分明，边界有定，分工把守，各司其职。而在对付新闻发生在时间上的不测，新闻业的杀手锏就是典型化……“典型化”的类别不一定清晰，相反倒是常常只能意会，但很是实用。像是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性新闻、发展性新闻及连续性新闻，都属于这样的典型化类别。

在本书涉及的《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中，报刊内部的“新闻生产组织运作的轨道”，即“组织惯例”也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最为鲜明的表现是主题的“集中性”以及“主力记者”的专业报道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了新闻生产者针对新闻的时间性而体现出的报道类型的“典型化”特征;后者则体现了新闻生产者针对新闻的“网”的特性而体现出的部门划分和人力调配特征。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主题都呈现出了典型的“集中性”，比如《纽约时报》2009年涉华报道中社会类、经济类和政治类三类报道数量占了总数的86.1% ;在75名记者中，有7名主力记者，他们总共报道了373篇报道，占了总数的约60%。而在《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涉华报道中，虽然“主力记者”这一特征展现得并不明显，但是，主题的集中性还是很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在298篇2009年《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社会、政治和经济这三类报道共有256篇，占总数的85.9%，总体报道类别的集中性由此可见。在各个主题中也具有报道方向的集中现象，比如，在114篇社会类报道中，“公共安全”、“人权”和“宗教”这三类报道方向就有87篇，占76.3%。这些案例生动阐释了新闻组织的“组织惯例”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2.新闻组织的“内部控制”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所谓新闻组织的“内部控制”指的是“新闻编采人员的工作环境如何影响新闻或成品的内容”。[43]
 新闻组织的“内部控制”主要体现在一些新闻制作过程中的指标、规范、纪律等方面。

首先，新闻组织内部有一套“信息准入指标”，如何选择和利用新闻源和消息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新闻源对于报纸来说十分重要，而报纸的无可匹敌性来自于他们的新闻源，以及他们利用新闻源的方式。美国各地电子媒体记者与报纸记者的人数相差很多，报纸记者在数量上超过电视记者，而且是电视记者的好几倍。比如，200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各有12名记者驻在华盛顿(由不出镜记者组成，这样的记者叫做制作人)，而《洛杉矶时报》有35名，《纽约时报》有42名。[44]
 报纸记者人数众多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纽约时报》等主流大报比电子媒体更注重深度报道;其二，报纸接触到的新闻源要比电子媒体更多。

但是，报纸在进行新闻源和消息源的选择时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还存在一套“信息准入指标”，这一指标决定了是否把新闻的大门对民众敞开，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当权者以及能够影响事件方向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当权者或利益集团提出一种观点，其他持有同样观点的社会团体就很容易跨进新闻的大门。这是最常见的“把关”行为。[45]
 这一套“信息准入指标”在本书所研究的《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体现十分明显，其标志就是其中所体现出的消息来源的倾向性，在对两报涉华报道的引语进行分析后，我们得出了引语使用方面的两个主要特征，即“想尽一切方法传递‘美国声音’”和“利用隐蔽方法削弱‘中国声音’”，尤其是在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新闻中，引语偏向美方的现象就更为明显。当然，这其中还蕴含着诸多引语使用的技巧和方法，本书之前的章节中已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新闻组织内部还存在一些类似企业的规范和纪律，新闻主管、编辑等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了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教化人民等积极、神圣的目标和功能之外，美国的新闻业还有一个最不可忽视的目标，那就是赚取利润。为了赚取足够的利润维持美国新闻业的正常运转，各媒体组织内部都会存在着一套类似企业的规范和纪律。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帕伦蒂所论述的:新闻业与任何赚取利润的公司一样，从上到下都有一整套指挥系统，最终权力掌握在公司的拥有者或代表公司拥有者利益的人手里。从记者到编辑，到新闻主管，到公司经理，到董事会成员，到银行家——将他们连贯到一起的并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是阶级的权力关系。[46]
 这其中，最为显要的影响来自于新闻主管与编辑，他们对记者的日常生活施加压力，并由此达到获取利润的目标。

美国新闻业的企业性质造成了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采编的“有条件的自治权”，这种特殊的自治权给予新闻主管、编辑等上级以更多的建构媒介框架的权力。之所以说新闻工作者的自治权是“有条件的”，主要是因为只要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时不做超出允许范围的事，他们便可享有自治权。他们可以自由地报道他们喜欢报道的东西——但必须是，他们的上级也喜欢这些报道。[47]
 但是，新闻主管和编辑等上级没有必要从早到晚地进行控制，断断续续地加以管教已经足矣，这是因为记者在面对上级压力时能够产生一种自身的适应和调节能力:编辑能够左右哪些稿件能成为真正的新闻、哪些记者能在机构中获得提升。这些压力对记者来说非常有效。随着时间的流逝，记者会去调整他们的风格以适应机构对他们的期望。在许多情况下，记者都会通过保持自己所在媒体的风格，也就是使自己媒体区别于其他媒体的报道语气、腔调和格式，来实现媒体对自己的期望。当然，上级不仅仅会以强制、晋升等强度较大的方式来控制记者，他们还会利用一些组织内部的规范或文化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比如《纽约时报》报头中每天刊出的“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正是属于此类规范。由此可见，记者实现机构和组织期望的同时也遵循了编辑等上级指示，此时形成的媒介框架在本质上更多地来源于组织上级的意愿，记者们的“有条件的自治权”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大报中也不可避免。

美国新闻业的企业性质还造成了不同媒体新闻内容的同质性，也造成了美国媒体中整体媒介框架的一致性。记者们每天采写的新闻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如何从众多的新闻稿件中挑选出适合刊登的新闻?对编辑来说，最保险的编辑方式就是跟其他媒体的新闻内容一样，但是包装不同。比如启用关注政治的导播、非常吸引人的主题曲或者是黑体的标题来吸引关注。大部分的编辑从通讯社和主要报纸——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那里获得导语，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依赖通讯社和有声望的报纸，将其视为绝对标准，这对于有纸媒体、广播媒体同样适用。[48]
 虽然在这一论述中，《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成为了其他报纸的新闻来源，但是我们也不能抹杀这两报之中存在的本质相同而“包装不同”的媒介框架和报道内容，这两份主流报纸相互之间也会成为对方的新闻来源，同时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各大通讯社的影响。为此，在以上章节的有关两报的框架总结中，我们虽然得到了两者间具有差别较大的涉华报道的框架建构方式，但却总结出了两报间十分相似的涉华报道的框架内容。

第四，新闻个人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记者、编辑等新闻个人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这一部分我们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突破口是新闻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基础和认知结构，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新闻个人的内部框架。

首先，新闻个人的生活经历是其内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工作者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经过了相同的社区、中学、大学、研究生院的生活，又经受了相同的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熏陶，其信仰已经适应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体系。他们也是根据淹没读者和观众的基本相同的新闻做出反应的。[49]
 这种与普通读者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媒介接触经验使得新闻工作者个人对新闻产生了某种“偏见”，即很少注意或主动寻找不同的媒介观点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历，而将这种偏见注入到自己生产的新闻报道之中，如此反复循环，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创造的思想概念拿来为现在的报道所用。

其次，美国新闻工作者个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础方面的一致性在涉华报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美国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塑造了一些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就是美国人所标榜的民族特性与基本价值观，其特点是强调自立、自决、隐私权和对他人的尊重，这点在上文中的“影响媒介框架的大环境”一节中已有所论述。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人中普遍存在的“美国使命”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美国的使命观在美国文化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当第一批移民踏上北美大陆时，他们便把固存于自己思想中的命定论与开拓一个新世界的神圣计划结合在一起，在这里播下了美国使命“神话”的种子。[50]
 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发展模式就是普世的模式，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义务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散播文明的火种。可以说，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神话中，他们是一个由一致的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多元的、讲究实际的民族，虽然有数以百计的派别，彼此之间毫不相干，但却都在“执行着同一使命”。[51]
 当今的美国记者同样抱有这种引导世界的使命感，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向全世界宣扬美国自由、平等的梦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记者和编辑们常常会在政治体制、人权、宗教自由等方面对中国表示不满。

既然美国新闻工作者个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那么他们在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之上形成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必然也是一致的、具有美国特色的。西方传播学者贝克尔(J.Becker)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支配我们认识世界及自我的方式的一整套意义、价值观念与信念”。贝克尔指出，“它控制我们视为‘自然’或‘显然’的东西，并经常用来建立和维持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表现为系统的不对称特征。”[52]
 比如，有学者对《纽约时报》中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报道进行研究后发现，在《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乃至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就存在着一个关于中国的刻板化的意识形态“脚本”或“神话”，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少数专制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践踏人权，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府。[53]
 当然，美国社会中有关中国的刻板化的意识形态绝对不仅仅只有关于中国政府、中国人权的部分，有关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等的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性的观念和想法在美国社会也十分普遍，可见，极端的“反共主义”属于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同时，意识形态也几乎总是与种族中心主义密不可分:“我们的”价值观念与“他们的”价值观念相对立;“我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是邪恶的代表。这样一种典型的西方两极思维模式在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中屡见不鲜，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最后，新闻工作者个人对于媒介框架的建构还受到个体认知结构的影响，这里的认知结构主要指的是新闻工作者个人的心理结构部分。有学者对记者的新闻写作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新闻写作是一种具有结构策划的思考活动。记者依据有关写作文体的基模知识，决定整体写作目标，包括文章结构、导言或躯干所要置放的主题以及反映这些结构与主题的新闻修辞与字句。最终的结论是，写作与采访同样是一种认知思考的转换过程:记者对事件的认知框架不但决定了新闻写作的主题方向，也决定了新闻内容的文字细节。[54]
 还有学者分析新闻的产制过程，发现记者无论在选择事件、导言或报道角度时，都习惯以认知结构中所熟知的惯用方式进行。此一过程不断影响随后展开的采访工作，凡是与原有思考模式不合之事件与角度，记者或者不予选择，或者不予重视。[55]
 由此可知，新闻个体所拥有的认知结构无论是在记者的采访与写作，还是在编辑的选择与版面安置方面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它与前文中提及的新闻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是新闻个人内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生活经历、文化基础、意识形态和心理认知结构等在内的个人框架能够协助新闻个体选择、组织和诠释素材，不同的新闻个体选择、组织和诠释新闻的方式与角度也会有所不同。这种由新闻个体内在框架带来的新闻报道的不同在同一国家中的体现并不十分明显，不同国家间新闻个体框架的差异才是相对较大的，比如，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所采写的涉华报道与由《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等中国主流媒体记者所采写的美国报道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虽然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是新闻工作者个人内部框架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和美国的记者和编辑自然拥有差异较大的个体内部框架。

第五，新闻文本结构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上文提及的大环境、新闻生产者等都属于影响媒介框架的外部因素，而新闻文本自身的结构则属于媒介框架的内部表现形式。新闻文本的结构的组织方式，不仅体现出了新闻生产者的社会性和主观性，还能够直接地影响到媒介框架内容的展现和凸显。由于本书研究的重点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份美国的主流报纸媒体，为此，我们主要从报纸媒体的新闻文本结构入手研究其对媒介框架的影响。

首先，报纸媒体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能够容纳许多类型的文本结构形式。严肃的报纸认为，其使命不仅是报道公共事务，还要揭露那些被隐瞒的信息。即使是最糟糕的报纸每天也报道数十个事件性新闻，好的报纸可能有近百条。《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每天各有10万字——大概相当于一本书的长度，典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只有3600字。[56]
 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每天各10万字的报道中，报道主题多种多样，报道角度千差万别，报道的内容结构错综复杂，由此建构的新闻文本框架也呈现得多姿多彩。面对如此丰富的新闻文本框架和新闻文本结构，我们需要认清:“新闻故事中的字词选择与组合并非雕虫小技，确实决定辩论情境、议题定义、引发‘读者’心智再现、与启动讨论的重要利器”。[57]


其次，新闻文本结构主要包括了句法结构、情节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四个部分。[58]
 其中，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是指新闻报道中使用主动词态或语态以表示预期强弱或对事件、过程以及参与者的安排;情节结构(script structure)，又称为故事文法，如新闻中的倒宝塔写作是将事件的联结次序打破，依重要程度分别处理，因而产生与一般叙事结构相异的阅读形态，愈重要或愈与读者相关的情节愈易受到记者妥善处理，也因而与记者所认定的“重要性”或“接近性”有所关联;主题结构(thematic structure)，即新闻故事中包含接近社会科学逻辑实证原则的因果关系，如记者常使用“因为”、“如果”、“假使”等词来表达事件组件彼此间的关联，不同因果关系当然产生不同文本框架结构;修辞结构(rhetoric structure)，即新闻工作者实际选用的修辞风格，类似甘姆森所提出的框架设计，包括隐喻、警句、视觉符号等。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将文本结构的重点放在了“修辞结构”方面，利用甘姆森和雷恩的诠释包裹法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某些主题或版面的文本框架内容进行了概括，并由此总结出了两报整体上的涉华报道框架类型，这一研究也是文本结构对于媒介框架影响的重要体现。

最后，新闻文本结构中蕴藏的主观因素和巧妙策略赋予了新闻报道以特定的媒介框架，并对其进行了固定和强化。在区分报纸的表达模式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对于新闻价值的专业感觉”，作为“社会个性”的一方面，这一点受到不同组织性、技术性和商业性因素的限制，也受制于报纸自身如何推断自己的固定读者群(即“目标受众”)可能持有怎样的观点。因此，各个报纸，即使那些观点相近的报纸，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处理相同的话题。由此，不妨把每家报纸独特的表达方式形容为那家报纸特别的“公众习语”(public idiom)。[59]
 语言绝非中立体系，选择某种句法或用字都代表了记者或编辑如何认识或了解事件，也暗示了记者与编辑希望受众如何认知与了解。但是，我们不能只要一出现新闻框架，就视其妨碍了“信息”的编码过程。其实，框架的权威性恰恰取决于它本身对于“客观性”的追求，也就是说，它需要经常地包容“尴尬的事实”(awkward facts)，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接受不同意见的声音。新闻框架暗含全面性，决定了它在对待反对立场时，必须在表面上做到“平衡”和“公正”。占主导地位的新闻框架正是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每天的新闻话语才取得了表面上的这种自然的、天经地义的地位。[60]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中，几乎每篇报道都涉及了不同方面的引语类型，在表面上看来报道是“平衡”和“公正”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表面平衡公正的引语在本质上还是具有偏向美方的倾向性，这可以通过对于引语的量化研究体现出来。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种对新闻话语的建构的巧妙策略建立、固定并强化了主导框架的重要地位。

第六，新闻接受者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

媒介框架与新闻接受者两者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媒介框架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策略和技巧，潜移默化地将其蕴含的中心议题或观点传递给新闻接受者，而新闻接受者们也并不是“新闻的奴隶”，他们不会盲目地相信他们在媒体中听见、看见和阅读到的东西，他们会主动利用过滤、筛选以及置之不理等办法，避免每天没完没了的新闻事件所困扰。此外，新闻接受者很多时候对于信息主动的过滤和筛选还会反过来影响到媒介框架的建立，媒介框架的生产者们能够利用其所搜集到的有关新闻接受者兴趣、态度、观念等信息来调整他们的建构策略甚至是框架内容，以此达到增强框架接受效果的目标。

政治学家多里斯·格拉博尔在理解人们怎样“驯服信息大潮”方面是一位先驱。她对人们把新闻进行重新处理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许多个人因素影响着人们关注的新闻，以及他们对于新闻意义的理解。如新闻报道的事件和问题牵涉的个人利益，提供最新消息和最新解释的朋友的影响，以及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61]
 “新闻报道的事件和问题牵涉的个人利益”这一点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当今的新闻接受者的兴趣之中，国际新闻的得票率是最低的，而对于犯罪新闻的得票率则居高不下:因为国际新闻中所涉及的主题离他们个人利益的差距实在太大，而犯罪新闻则不同，其中涉及的内容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为了使国际新闻能够摆脱被忽略和漠视的境地，媒介框架的生产者们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和策略，在国际新闻的框架中挖掘出一些涉及新闻接受者切实利益的、迎合其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内容，以保证媒介框架的高效接受效果。关于这一点，即使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报纸中涉及的国际新闻也不能免俗，在两报所涉及的众多涉华报道中，不断地宣扬“美国立场”、“美国利益”、“中国劣根性”、“中国缺点”等观点的媒介框架比比皆是，新闻接受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

这里，还存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即新闻记者和编辑作为某一层面的“新闻接受者”对媒介框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记者作为受众的框架过程是政治传播学者们发掘的，这一过程主要是针对记者对于框架信息的循环反馈所进行的研究，强调了框架分析中的反馈过程。比如在上文的“新闻组织对于媒介框架的影响”一节中就曾提及:在美国，大部分的编辑都会从通讯社和主要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那里获得导语，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位美国学者的调查也表明，其他美国媒体的记者都从《纽约时报》记者的肩膀上往下看，看他们怎么写导语，然后如法炮制。[62]
 导语是新闻报道核心内容的浓缩，导语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直接导致了接下来呈现的新闻框架建构内容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因此，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内容的同质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一情况下，不少媒体中的记者或者编辑就成为了通讯社或者是主流媒体内容和框架的“接受者”，与普通民众接受媒介框架、对媒介框架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过程不同，记者、编辑等作为媒介框架的接受者，对之后该媒体的媒介框架的影响是更为直接和明显的，而记者和编辑究竟是如何对媒介框架造成影响的，这一来自反馈过程的框架影响过程又是怎样体现的，这些主要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调查研究过程中逐步解决。

第三节　媒介框架的作用与评价

在媒介研究中，框架指的是解释事件的核心想法或角度。它既是记者报道事件时运用的策略，能协助其迅速组织或包装信息使受众了解，也是受众赖以建构真实事件的工具。框架被视为是分析媒介文本对受众建构真实时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利器，大多研究者也同意媒介框架可一定程度地框限受众对外界事物的认知。然而，对媒介框架的研究、提炼和总结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以上章节中提炼出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涉华报道框架究竟能够给今后媒介框架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这些具体的框架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一　媒介框架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媒介框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介框架能够协助记者迅速组织或包装信息;二是媒介框架能够框限受众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前者主要体现的是媒介框架在记者工作中的作用，后者则主要体现了媒介框架影响受众接收信息方面的作用。

(一)媒介框架在记者工作中的作用

媒介框架在记者生产新闻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强大，仅从媒介框架的不同界定中就可略见一二，比如潘忠党与克斯基(Pan＆Kosicki)则提出:“媒介框架就是符号工作者长期组织言说(包括口语与视觉)的过程，长期以来形成固定的认知、解释与呈现形态，以选择、强调以及排除”。[63]
 这一界定中强调了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生产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认知、解释与呈现形态”，这种固定的形态，即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工作者降低新闻生产的难度;又如，甘斯指出:“媒体框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框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64]
 在甘斯对媒介框架的界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记者使用媒介框架的最大好处就是“只需例行公事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再如，诺里斯(Norris)将媒介框架定义为一种认知图式，记者们通常利用新闻框架来简化、凸显和组织事件的叙述方式。[65]
 这里，新闻框架不仅可以“凸显”和“组织”事件的叙述方式，更可以“简化”事件叙述方式，以达到协助记者迅速组织或包装信息的目的;而我国学者李希光则认为:“新闻框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时无刻不在幕后管制着新闻。新闻的框架设计是为了使新闻稿件条理分明，逻辑严密，对读者更有诱惑力，但也反映出了记者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框架是概念框架、意识形态框架和知识框架的翻版。”[66]
 这一针对新闻框架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其在新闻生产中的幕后操纵和管制作用，强调新闻框架中是存在记者的偏见的。

总之，新闻生产者为了应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需要采用一些经过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以便很快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比如选择吸引读者的新闻，遵从截稿时间，依据不同事件套用不同文体写作方法，利用惯用的采访路线等，这些常规模式帮助新闻工作者快速生产出大量新闻，可见，媒介框架在记者生产新闻过程中体现出了许多重大的作用，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

(二)媒介框架在受众接收信息方面的作用

媒体影响受众对特定议题的认知，因为媒体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呈现议题。媒体甚至为受众建构了一种虚拟环境，为受众提供了一种思考、理解和谈论议题和事件的方式。有关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过去研究指出，不同性质的媒介框架可影响受众对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因、对议题的思考焦点及对示威团体的容忍度等。[67]
 比如延加(Iyengar)的系列实验指出，看片段式框架的新闻，使受众交易将问题责任归因于个人，看主题式框架的新闻则易归咎于社会因素，而不同的责任归因则可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立场(比如，贫穷现象若以主题式框架报道，受众倾向认为贫穷乃社会整体所致，而持此看法者较支持社会福利方案)。[68]
 沙赫(Shah)等人也对框架影响受众这一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媒介框架隐含的价值观可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诠释，而其路径分析也显示，媒介框架可透过受众诠释间接影响其投票策略。[69]


可以说，新闻框架起到的现实再现效果会引发受众原有的认知网络，受众框架会因而延伸，与其他事件议题纠葛、联结，从而会产生出不同的效果。我们应该改变过去将媒介与受众二元分类的线形模式，重视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关联互动。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不仅应注意主动、积极寻求议题、建构议题，还应注重媒介框架在受众接收信息方面的作用，重视媒介框架对于受众框架的影响。

二　评价媒介框架

以上我们对媒介框架的影响因素、形成过程、功能和作用等进行了详细分析，那么我们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对于新闻报道过程中所隐藏的媒介框架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呢?不同的媒介框架之间是否具有优劣、好坏之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媒介框架之间并不存在优劣好坏之分，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媒介框架是普遍存在的，且不同的媒介框架并无优劣之分。新闻是对现实的建构，由记者所报道出来的新闻仅仅是现实的一小部分，而新闻的建构过程中必定会涉及媒介框架。因此，不同的媒体类型(如电视媒体、广播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等)中会涉及各自的媒介框架，不同国家的媒体(如中国媒体、美国媒体、日本媒体等)中同样会涉及各自的媒介框架。虽然本书所研究的重点是美国主流报纸涉华报道中所体现出的媒介框架，然而，并不是说中国媒体中就不存在媒介框架，其实，中国媒体在报道与美国相关的事件时也会建构出适合本国媒体和报道目的的特殊的媒介框架，并且时常与美国媒体中的媒介框架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只要有新闻报道存在的地方都会有媒介框架的存在。然而，我们并不能说，电视媒体中所体现出的新闻框架就比报纸媒体要好，中国媒体所展示出的媒介框架就比美国媒体要好。每一种媒介框架的存在都有其理由，都是为特定的媒体和特定的国家利益而服务的。

其次，没有十全十美的媒介框架，媒介框架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是并存的。上文中提及了媒介框架对于记者和受众在生产和接受信息时所起到的作用，重点关注了媒介框架在其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介框架的普遍存在并不代表它的十全十美，媒介框架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是并存的。比如，媒介框架在受众接收信息时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就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而言，媒介框架在设定公众议题中起了巨大作用，面临重大事件，受众主要还是期望从新闻媒介中获知关于事件的消息。媒介提供受众“再现”客观现实的素材，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受众建构主观现实时可供选择的范围，有利于受众快速、有效地掌握事件信息;消极而言，受众所接触到的特定媒体中的媒介框架不过是众多框架中的一个，其地位应与其他媒介框架一样，不过是大众可以选择、重组的一部分素材，信息的完整性和客观性都会有所限制。受众虽然会依据其过去经验、各种传播渠道获知的消息为基础，重新选择、组合出各种不同的主观现实，甚至对媒介框架进行对抗性的解读和理解，但是总体上来说，特定的媒介框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众接收信息的范围，限定了其理解事件的角度。

第四节　本章总结

本章是对本书的主体部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研究”的理论性思考与探索，探讨了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建构过程，主要从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与影响因素、媒介框架的作用与评价三个具体方面入手。

框架研究的理论前提可以从宏观的社会学科层面以及微观的心理学层面两个方面来探讨，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则是“社会建构”理论，社会建构论是框架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一切框架分析都是从社会建构的基本理论入手的。框架分析就是对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裁选和诠释现实生活的某一部分，将之置于某特定意义体系内的分析。[70]


对于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本章主要采取了学者朔伊费勒所绘制的框架研究过程模型图对其进行了详细阐释。朔伊费勒将框架的过程分为了四种相互联系的具体过程，即框架建立、框架设置、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作为受众的记者，它们处在不同的研究和分析层面。由这四个具体的过程，我们又延伸出了对媒介框架产生影响的各种不同因素:在框架建立过程中的社会习惯和价值，组织压力和限制等因素;在框架设定过程中的具体的文本选择与重组策略，构成框架的象征符号和表意元素等因素;在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这一过程中的受众的社会习惯和价值、意识形态或政治导向等因素;在记者作为受众的框架这一过程中的记者对权威媒体的认知等因素。同时，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倾向、国家特性等因素也被纳入了本章的阐述范畴。

之后，本章还分析了媒介框架在记者工作和受众接收信息两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对媒介框架的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媒介框架是普遍存在的，且并无对错之分;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媒介框架，其积极和消极作用是并存的。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理性对待媒介框架是研究之根本，将媒介框架为我所用才是始终的王道。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摒弃极端的民族主义，不应一味情绪化地批评或憎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媒介框架，而应从更为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其中的框架内涵，以及形成相应框架的原因，并针对具体的新闻框架研究出高效的对外传播的对策，争取将更为客观、更为真实的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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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与中国形象

以上几章中，我们主要对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所建构的涉华报道框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从涉华报道框架的建构过程中进一步深刻地了解了媒介框架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框架研究，只是一种了解美国媒体中中国形象的特殊手段，我们最终还是需要明确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从框架研究中探究有关国家形象的问题。

第一节　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通过媒介框架的建构，美国主流媒体究竟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有没有发生过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中频频出现的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呢?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一一阐释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　国家形象的定义

目前，学界有关“国家形象”的探讨颇多，形成的定义也十分丰富。有的学者将一国的国家形象看作是国际社会对该国的反映和评价:比如，“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1]
 ，“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
 ，“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3]
 。

有的学者将一国的国家形象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两个部分:比如，“国家形象是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某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4]
 ，“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5]
 。

有的学者则从国家形象接受者的认知活动中理解这一定义:比如，“国家形象是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6]
 ，“国家形象是国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文化、自然等各个领域里，现实的与历史的客观存在，在认识主题(包括政府、政党、社会集团、组织机构、大众等)中所形成的模式化的总体印象和群体观念”[7]
 。

本书比较倾向于以上的第二类有关国家形象的定义，即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可以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两个部分，并且“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显然，本书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国的国际形象，而并未涉及其国内形象。虽然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都离不开大众媒介对其广泛的传播，但是，在一国的国际形象中大众媒介的作用就显得更为明显，对其中所涉及的传播技术和技巧的要求也更高，为此，我们有必要厘清国家形象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本书所重点涉及的美国主流媒体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

二　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我们知道，在信息社会里，人们主要通过新闻报道来认识一个国家，由此形成对一国国际形象的印象。而西方媒体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新闻采编和传输手段、健全的网络、丰富的传播经验以及语言优势，在当今世界占据了信息传播的优势地位。因此，西方媒体尤其是英、美媒体的国际报道对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本书所涉及的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社会中享有极高荣誉和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的国际地位更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主要并不是由本国的媒体向世界传递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国家的媒体，尤其是一些美国的主流媒体塑造的。

为了进一步深刻地认识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我们需要对其不同阶段的演变进行总结和归纳，目前，对于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研究，他们大多是按照不同的时间段作为节点，总结出了不同时期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一)“崇敬时期”、“蔑视时期”、“仁慈时期”、“钦佩时期”……

20世纪40年代，曾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的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1958年首版的《浮光掠影——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一书中，针对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做出了一个“可信的编年史”，他将这段历史——从18世纪开始，主要是20世纪——分为了6个阶段:①崇敬时期(18世纪) ;②蔑视时期(1840—1905年) ;③仁慈时期(1905—1937年) ;④钦佩时期(1937—1944年) ;⑤幻灭时期(1944—1949年) ;⑥敌视时期(1949—)。[8]


对于这6个在肯定与否定两极之间摇摆时期的划分，伊萨克斯并未对其进行机械的割裂，而是在划分各个阶段的同时还承认其中的变化、共存和互动的关系:“每一种想法都始终贯穿于其他时期，与其他时期的许多想法共存，并直至进入。这是因为这些时期不是仅仅由日历或环境所划分的，而是由其中各式各样的人们所决定的……几乎每个人所见到的都是万花筒般的情景，其中所有的形象都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任何一种形象能够静止片刻。”[9]


伊萨克斯对于美国的中国形象的调查与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莫舍尔(Mosher)完成他的著作《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一书时发现20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间摇摆，依旧是无知、误解、一相情愿、异想天开……莫舍尔延续了伊萨克斯此后30年的研究，他发现自己也可以沿用同样的范畴分期，从1949年到1989年，莫舍尔将其分为了4个时期，分别为:①敌视时期(1949—1972 年) ;②二次钦佩时期(1972—1977年) ;③二次幻灭时期(1977—1980年) ;④二次仁慈时期(1980—1989年)[10]
 。这四个阶段依旧是在肯定与否定两极之间摇摆，只不过上下跌宕的幅度比伊萨克斯研究的时期要小一些，而且变化的时间更紧凑。[11]
 莫舍尔的著作出版于1990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刚刚结束，苏联即将解体。若是延续莫舍尔的阶段划分，在其“二次仁慈时期(1980—1989年)”之后的阶段便应是“二次敌对时期”，因为自1989年之后，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一是在社会舆论上，中国几乎变成世界上最残暴专制的国家;二是在国际政治上，使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将中国设定为最大的“假想敌”。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连续的阶段式的划分并没有延续下去，但是“编年史”的国家形象研究方法则不可避免地对今后的相关研究产生了诸多启发。

(二)“迁就时期”、“鄙视时期”、“恩宠时期”、“恐惧时期”、“尊重时期”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人，曾在1978年出版了一本论述中美关系的书，题为《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与未来》，其中有一章“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认为美国对中国经历了迁就、鄙视、恩宠、恐惧到尊重的五个认识时期[12]
 。

《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中所说的第一个时期是“迁就时期”(1784—1841年)。当时美国刚刚建国起航，虽然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大力推动通商贸易，但无奈雄鹰羽翼未丰，对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无可奈何，只有迁就。第二个时期是“鄙视时期”(1841—1900 年)。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屡战屡败，每每丧权辱国，使欣欣向荣的美国对日暮途穷的清朝帝国充满了鄙视。第三个时期是“恩宠时期”(1900—1950年)。随着美国羽翼日丰，大力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不断扩张其在华势力，并同中国政府建立了某种特殊的关系。美国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得仰赖自己赐予，并在中国的内战中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恩宠有加，以救世主的身份频频介入中国事务。第四个时期是“恐惧时期”(1950—1972年)。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蔓延深感恐惧。第五个时期是“尊重时期”(1972年以后)。由于该书出版于1978年，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尊重时期”应该是1972—1978年之间，其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两国联合对苏联说“不”。中国不惧强权、反对霸权的立场赢得了美国的尊重。[13]


(三)“浪漫化”、“天使化”、“妖魔化”

学者李希光和刘康对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至2000年间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总结[14]
 ，他们认为美国媒体并不从来都是消极地报道中国和妖魔化中国的。美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妖魔化中国，这里面有个演变过程: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28年间(至2000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历了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三个阶段。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演变过程的:在7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在8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在9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见不同政见者。”

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媒体“浪漫化”和“天使化”中国的情景，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富·斯密斯在回忆当时的美国电视画面时这样说，“瞧，一打开美国电视，就会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美国人了。”进入90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消失，在妖魔化的作用下，中国成了坏孩子。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长期处在阴雨天。在这个时期，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力是主流，这股势力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

李希光和刘康认为，中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在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上有进步，美国媒体对之的报道离中国的现实越远。究其原因，美国媒体关心的不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社会开放和个人自由，他们的新闻价值标准只有一件东西:美国的利益。

(四)“红色中国”、“绿色中国”、“黑色中国”、“灰色中国”

与李希光和刘康不同，学者彭增军选取的时间节点是1949年至今，他将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总结成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分别以红色中国、绿色中国、黑色中国和灰色中国为比喻进行阐释。[15]


第一，红色中国(1949—1979)。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1979年这30年中，意识形态的偏见主导了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学者张康聪(Chang，K.T.)发现，在这一时期，美国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似乎反映了中美两国间的关系转变，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报纸中的中国形象从利用意识形态和情感的象征(红色中国，共产主义中国)转变成了利用合法的和精确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张康聪[16]
 解释道:强调从共产主义中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清晰的象征转变，表明了美国渴望改进与中国的关系。而学者Hao[17]
 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时代》杂志中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的研究表明，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时代》对中国的“不支持”态度有所减缓。

第二，绿色中国(1979—1989)。“绿色”在这里被用来象征美国媒体中“有前途”的中国形象。中美两国间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放松了两国间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美国媒体利用更为客观和支持的方法来报道中国。Dorogi[18]
 认为这一具体时期的美国报道关注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家的改革主义的特征(the reformist nature)，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束缚特征进行了淡化。

第三，黑色中国(1989—1992)。“天安门事件”标志着美国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自由的理想主义的终结。“天安门事件”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国改革者及国外支持者对中国充满希望的想法也被消除。

第四，灰色中国(1992年至今)。“天安门事件”使得美国对中国不抱希望，但是中国经济的大幅进步也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媒体发现他们正面对一个复杂的和无法预料的中国。媒体的态度开始呈现混合态势:一方面，美国媒体对于跨文化形象的不太客观的报道导致了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演变的十分负面的形象和主观的模式化见解。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与中国联系密切并日益强化。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的核心关注的是中美商业合作中的基本经济利益。中国既被看作是战略伙伴，也是一个潜在竞争者。为此，美国媒体对于中国的强调，逐渐充满了全球背景，主题也从经济发展，共产主义极权的本质和人权，扩大到了中国膨胀主义，及其与香港、台湾的关系。

三　本书所总结的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以上总结出的各国学者对于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基本是将不同的时间段作为归纳的节点和标准，这主要与其研究样本的选择、方法的运用等密切相关。而在本书中，笔者仅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份美国主流报纸的2009年全年的涉华报道进行了分析，主要是横向的研究，而并未涉及历史性的纵向的研究。

为此，在对本书中所涉及的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总结时，笔者所依据的主要是以上章节中所研究归纳出的两报涉华报道的具体框架，而不是每一时期的时间节点。由于归纳依据的差异，本书所总结出的中国形象与其他学者相比，虽缺乏了纵向的历史性的演变展现，但是内容会更为具体、形象和突出。在本书的前几章节，笔者曾总结出了五个涉华报道框架的关键词，分别为:合作、威胁、问题、自由、责任，而通过对这五个关键词的进一步地提炼与深化，我们又可以归纳出两报中所隐含的以下几类中国形象:

(一)中国形象之一——迅速崛起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所塑造的“迅速崛起”的中国形象是唯一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这一中国形象主要与“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中国是美国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中美两国注重文化、体育、艺术等人文领域的交流”等具体的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相联系。

这两份美国主流大报之所以将中国的“迅速崛起”形象进行重点塑造，一是因为遵循了新闻的客观性。近年来，中国的确呈现出了政治、经济等方面迅速崛起的态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在气候、军事、国债等政治、经济类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同时也逐渐重视与中国在文化、体育、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二是因为2009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国际社会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并且迟迟未从经济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而在这时，中国却表现出了强劲的经济复苏能力，这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对中国刮目相看。同时，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西方国家纷纷寻求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希望中国购买其国债，并扩大对其经济投资，以此帮助其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少描写中国“迅速崛起”形象的细节都是在此类涉华经济类报道中呈现的。

(二)中国形象之二——引发忧虑

“引发忧虑”这一中国形象显然与以上“迅速崛起”的中国形象是息息相关的，2009年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强调中国不断上升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同时，当然也免不了提及因中国崛起而引发的忧虑情绪。对中国的上升地位表达忧虑的国家不仅仅是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还包括了诸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亚洲国家: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损害他们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而亚洲国家则担心中国一旦崛起，他们的国际地位就会随之而“降级”。

当然，使国际社会引发忧虑的，不仅仅是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还有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科技实力。中国的国庆大阅兵使得美国“坐立不安”，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声称，阅兵是为了公开与威慑，但是美国则认为“威慑只是恐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同时，中国对新能源的开发也使美国感到了不安，美国认识到，中国不仅比美国早两年通过新能源发电满足公用工程，而且在2009年“中国也取代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风能市场。”美国因此感到危机重重。

(三)中国形象之三——利益独大

2009年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于中国“利益独大”这一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中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成为了贪婪的能源侵占国”以及“中国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国家利益”三个框架来展现。在这三个框架中涉及的具体新闻事件比较多，重点包括了:全球气候谈判、中国维和部队的国际行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奥巴马访华、中澳力拓案等。

仅从这些新闻事件的本身来看，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展现中国形象中“利益独大”的特点，但是，如果仔细通读相关新闻报道，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对这些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采取的报道切入点是很特别的。比如，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强调中国对本国缩减二氧化碳排放量责任的规避;中国维和部队的人道主义援助可能“是中国因确保获得资源而部署军事力量，或者介入有争议地区事务”;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也变成了中国为了获取非洲自然资源和矿产的“圈套”;而在奥巴马访华过程中，中国则采取了“微观管理”的手段，降低了奥巴马议题中的要点;在中澳力拓案中，《纽约时报》则一开始就将该案看作了是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报复行为”，并从各方搜集证据证明这一观点。可见，美国媒介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并不仅仅受到报道了哪些新闻事件的影响，而主要在于从什么角度来报道这些事件，采取的是怎样的新闻框架等，这些才是塑造中国形象的重点。

(四)中国形象之四——问题重重

与中国的“利益独大”形象塑造的隐蔽性不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对于“问题重重”的中国形象的塑造则显得十分突出。中国的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在国内社会事务中显得更为突出。

在美国媒体看来，中国是存在一些“黑暗本质”的，比如腐败、人权、失业、宗教民族问题等。针对中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纽约时报》一直保持着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针对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该报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还会不时地给予一定的“警示”和“指导”:“中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超级力量还是有变数的”;“(中国)在如此短期里进行这么多的借贷，不可能不出问题”。而针对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所涉及的报道展现得则更为尖锐，报道中，无论是中国的普通百姓，还是持异议者、罪犯;或是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非洲国家的黑人族群等，在中国都享受不到应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报道的涉及面广、言辞激烈，许多报道话语中都体现了典型的西方的意识形态性的特征，这在之前章节的框架叙述中已有详细列举，在此不再赘述。

(五)中国形象之五——专横独断

“专横独断”一词既被用来形容中国政府形象，也被用来形容中国自身的国家形象。《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主要展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类报道和民族宗教类报道之中。

比如在《纽约时报》有关“新疆7·5事件”报道的框架分析之中，笔者就归纳出了四个与中国政府相关的框架，分别为“独裁的中国政府”、“虚伪的中国政府”、“阴谋的中国政府”和“暴力的中国政府”，这些框架的建构就是为了塑造“专横独断”的中国政府形象。此外，在中澳力拓案中，《纽约时报》不仅将该案件定性为“报复事件”，还对“危害国家安全”这一罪名表示了不满:真不清楚力拓案究竟是怎样有资格被看作是一种窃取国家机密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北京政府也会利用这一含糊的、专横的、实在过于便利的指控来惩罚持异议者。中国政府“专横独断”的形象由此展现。

而中国自身国家形象中的“专横独断”则体现在中印关系的相关报道之中:《纽约时报》一味强调中国对于达旺地区的“侵占”，通过引语策略将话语权倾向印度一方，给读者造成了“中国霸占他国领土、压迫当地人民”的印象。这些引语包括:“我恨中国政府，西藏根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拉萨也不是”;“中国已经代替了巴基斯坦成为了印度最大的威胁”;“印度军方在去年记录了270次边界侵犯以及将近2300次来自中国军方‘挑衅性的边界巡查’”[19]
 等，在此，中国被塑造成了一个“专横独断”的、肆意侵犯他国主权的国家。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本身的“专横独断”形象，都在这两份美国大报的涉华报道中得到了明显的展现和强调。

第二节　评价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以上，我们对一些学者所总结出的不同时期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梳理，并从框架分析的角度出发，总结出了本书所涉及的五类具体的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即迅速崛起、引发忧虑、利益独大、问题重重和专横独断。在这一节的内容中，笔者将会阐释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影响力，并对其中的负面形象进行理性的解读和评判。

一　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影响力

大众媒体在构建一国的国家形象时，具有强力的话语地位，然而，并不是所有媒体在塑造一国的国家形象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媒体当属那些作为大众媒介精华的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比如本书重点探讨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就是其中的代表。美国的主流媒体对塑造国家形象的影响不像普通大众媒介那样和风细雨，而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权威式的姿态，主流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在信息传播中占据着信息垄断地位。今天的世界，每天在全球传播流通的新闻信息中，有70%左右是由美国这些主流媒体发布的。[20]


而对于特定社会的受众来说，他们从本国媒体所获得的国内报道不管如何负面，不管如何扭曲，甚至不管如何不真实，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是有限的，完全误导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对本国现实的切身观察和体验、与他人的交流以及其他各种渠道所获得的多样化信息，对照、校正乃至否定媒体所提供的虚拟现实。但是关于国外的报道就不一样了，对于国内受众来说，媒体往往是他们及时了解其他国家情况的唯一渠道。在国内受众的头脑里，本国媒体描绘的外国“现实”就是该国的现实本身。因此，在缺少多样化的替代信息可资鉴别的情况下，国内媒体的国外报道完全有可能误导国内受众;国内媒体对于某一外国过分负面的报道，必然使该外国的负面形象深深扎根于某国国内受众的记忆乃至情感深处，最终成为某国国内受众对某一外国的全部判断。

目前，已经有许多研究和试验都证明了针对外国形象的新闻报道与公共认知之间的强烈关系。麦克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就认为，大众媒介具有在公众认知中建立事件突出性的能力，通过专业性的新闻选择和新闻事件的展现，媒介传递了一系列的突出的线索(salience cues)，这些线索能够帮助公众组织和决定事件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公众舆论的起始阶段。[21]
 当然，新闻报道除了会影响到公众针对某一国家的兴趣，在形成针对这一国家的公众态度方面也会起到重要作用。学者万塔(Wanta)等人就证明了报道某一国家的新闻报道与公众对这些国家的态度之间具有十分明确的相互联系:他们发现，公众的态度十分容易受到新闻故事中有关某一国家的负面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比正面或中立的国家形象对公众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换句话说，新闻媒体中针对某一国家形象的负面报道越多，公众对这一国家的认知也就越负面。[22]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国家媒体对于中国形象的较为负面的塑造，对于其公众认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然而，虽然美国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地位十分重要，但目前这一信息垄断情况已有所缓解。随着中国的经济进步、国际地位的提升，她已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众，包括美国人民不断进入中国旅游、工作、生活，他们不断向本国输送了有关中国的准确信息，有效地降低了美国主流媒体中负面涉华报道的影响力。同时，我国也逐渐摆脱了国际传播中的被动角色，积极将真实的中国形象通过各种渠道，如形象片、中国专题报道等传送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公众，然而，这些宣传方式目前并未完全受到西方国家公众的认可，这也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当然，在实施多样的国际传播策略之前，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对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负面中国形象进行理性的评判，而不能一味抵制和排斥这些负面中国形象的形成和影响。

二　理性评判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负面中国形象

由上文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演变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自从进入了21世纪，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爱恨交加的情绪随处可见:一方面，美国无法否认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无法避免地与中国进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各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也视中国为一个强劲的竞争者与威胁者，并且对中国国内的问题呈现出不满的情绪，不放过任何一个揭露中国政府、人权、对外政策等问题的机会，大量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充斥于主流媒体之中。

上文，我们得出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所塑造的五类具体的中国形象，分别为“迅速崛起”、“引发忧虑”、“利益独大”、“问题重重”、“专横独断”。可见，这两份美国主流大报在塑造中国形象之时，虽然注意到了中国的“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合作伙伴”等角色，但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难点”、“军事威胁”、“能源侵占”、“责任规避”等负面问题上。同时，虽然两报在塑造中国形象时采用了不同的框架建构方式，但是在框架内容的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塑造了一个较为负面的中国形象。对于美国媒体所塑造的以负面形象为重点的中国形象，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呢?对于为数众多的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理念差异、内涵与作用的界定两个方面入手。

(一)评判美国主流媒体中塑造的负面中国形象，应考虑中美两国不同的新闻理念

为何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等得到巨大提升的21世纪，美国主流媒体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仍是以负面为主?负面消息在美国主流媒体中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新闻理念的差异。新闻理念是指新闻媒体所遵循的系统思想和根本原则，它内化为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集中反映在新闻内容、新闻形式、新闻风格、新闻态度以及政府对新闻的主导地位等方面。[23]


美国主流媒体中所体现出来的新闻理念和根本原则就是寻找问题和矛盾，“这就是新闻——全是坏消息”仍为美国媒体的主流报道模式。美国新闻界一向认为，优先关注天灾人祸和具体地揭露一个个社会腐败行为是他们的基本使命[24]
 。正如美国专栏作家威廉·拉斯伯里所指出的:“我们所受的训练、我们被反复灌输的新闻价值观和我们从编辑那里得到的反馈等都在鼓励我们寻找麻烦、寻找失败、寻找丑闻，最重要的是寻找矛盾和冲突。”而中国媒体中所体现出来的则是“喜鹊”式的正面新闻和宣传模式，偏重于说好的方面，而阴暗面披露得较少。中美两国的新闻理念都有一些缺憾，两者需要互为补充、互为借鉴。

面对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所呈现的追求负面效应的报道倾向，国内学术界有两种态度:多数学者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过于负面的报道，是对中国形象的恶意扭曲乃至“妖魔化”;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不必对此大惊小怪，因为重视负面新闻报道是西方新闻学一贯的传统。[25]
 我们不能否认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新闻事件中故意歪曲事实，通过过于负面的报道，对中国形象进行恶意扭曲乃至“妖魔化”的事实，比如《纽约时报》对于李文和案的报道、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报道等。但是，我们也需要理性地看待西方媒体中呈现的负面的中国形象:新闻理念的驱使、新闻传统的约束等都是产生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美国主流媒体在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的同时，对其他国家，甚至是美国自身都是以负面报道为主的。为此，对待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负面报道，我们不仅要关注报道本身的正面和负面的性质，更要对其报道动机、报道方式、报道结果等进行综合考虑，以防因感情用事而做出错误判断。

(二)评判美国主流媒体中塑造的负面中国形象，还应考虑对“负面报道”的内涵与作用的界定

中国学者关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的批评首推李希光的“妖魔化”论述。李希光认为:“最初，‘妖魔化’一词指的是那些读过之后，让人在政治上、道德上、种族上和文化上产生厌恶和仇恨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存在的新闻报道和言论，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宣传、支持西藏或台湾独立的言论、把中国人形容为屠杀少数民族的法西斯的报道。但是，我从不认为报道和揭露中国的腐败问题、艾滋病问题属于‘妖魔化’。”[26]
 这里，李希光在学术界首次区别了“破坏性”负面新闻和“建设性”负面新闻，对西方新闻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并未全盘否定。遗憾的是，李希光对“妖魔化”概念的谨慎限定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人们往往指责他出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狭隘地抨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一切负面报道。对李希光的这种责难显然有失偏颇。[27]


对理性看待美国媒体中的“负面报道”进行深刻思考的不仅仅是学界人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2003年12月的一次报告中也提到了关于怎样看“负面报道”的问题:“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我们需要辨别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说我们的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判定这个报道的正面、负面问题，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比如对之前SARS的报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负面报道。”这里，赵启正所提到的“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李希光所指出的“破坏性”的负面报道和“建设性”的负面报道的本质是一致的，即不应仅仅关注报道本身，更应将其所起到的作用纳入考虑范围。

有关负面报道的作用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负面报道确实给一些贫穷国家带来了不利影响，记者出身的荷兰学者金尼肯认为:“负面报道原则更多地应用于报道非西方文化圈的国家。其结果，很多贫穷国家都认为(西方新闻媒体)很少有‘发展新闻’，很少关注地方团体持之以恒的努力以及数以万计的人们日复一日的勇气、力量、创造力和齐心协力的奋斗。有的只是片面地强调‘政变与地震’，强调一切负面的东西。这样的报道使广大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永恒的问题地区;他们无法独立成就任何事情，只能永远伸手要求施舍。”[28]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负面报道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大众传媒专家约翰·马丁博士认为:“报纸之所以对负面新闻感兴趣是因为这种新闻有一种缺憾，而有缺憾的东西才更有吸引力。”

联系实际情况来看，负面报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一定全是“负面”的，首先，美国公众习惯了本国媒体负面报道的传统，可能会表现出从反方面理解报道内容的现象，产生对抗性的理解媒介内容的现象。其次，在美国媒体中出现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总比没有报道好，只要美国媒体报道了中国，无论报道的是中国的哪些方面，都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视。再次，美国媒体中出现的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只要这些报道是客观准确的，它们也会给中国带来进步。比如，一次矿难，一场火灾，一起重大案件，它已经发生了，如果不让媒体进行报道，表面看来歌舞升平天下无事，但这样做一方面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使得这些事件的处理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同时也不可能引起政府部门对这些事件的深刻反思，不能吸取教训就意味着为下一次“坏事”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这当然是对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害。在如此前提下的及时的负面报道反而是起到了积极、有利的作用。

总之，让国外公众看到、听到有关中国的一些负面消息有时并不一定是坏事。一个民主政府不能只想听好话，也不可能只听到好话，应该学会听不同的声音，学会听不中听的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国家的活力与创造力之所在，这也是开放的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必要条件。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首席记者麦白柯所提出的:“我不认为，在西方传媒的报道中不时地从中国人民那里听到不同的声音是一件坏事。人们会发现，中国不再是新华社一种声音，说明中国开放了，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对国事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和友好的地方。”[29]


因此，对于国际新闻中的负面报道应采取的一种态度是，只要这篇负面报道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即使它暴露了一个有损于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那么，应该指责的不是这篇负面报道，而是我们未能及时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而面对那些故意歪曲事实、饱含偏见的负面报道，我们则应毫不含糊地进行抵抗，并尽全力向大众传送客观、准确、公正的信息。

第三节　本章总结

本章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美国主流媒体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了解了国家形象的定义，之后对美国主流媒体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进行了梳理，一共总结出了国内外四位学者的研究结果。

之后，本章又将重点转移到了本书中“由各类涉华报道的媒介框架所总结出的中国形象”上，经过对不同框架的梳理，本书一共总结出了五个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即迅速崛起、引发忧虑、利益独大、问题重重、专横独断，并对这五个形象进行了一定的阐释。

最后，为了探索研究美国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本章又对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中的负面形象进行理性的解读和评判。主要将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塑造同“中美两国不同的新闻理念”以及“对‘负面报道’的内涵与作用的界定”两个方面相结合，找出了美国主流媒体为何会如此关注和突出负面的中国形象的原因，并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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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语

本书分别从样本分析、框架总结和比较、框架过程探究、国家形象提升等几个方面对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近千篇涉华报道进行了研究。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不仅详细梳理了国内外涉华报道研究的现状，分别总结了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的特点，还在这一总结的基础上引入了目前较为新颖的框架分析法，利用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近千篇的涉华报道样本，对美国主流媒体中涉及的有关中国形象的框架进行了归纳、思考与运用。在结语部分，笔者主要从内容概述、文章创新与不足、课题的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对本书进行最终的思考与总结。

一　本书的内容概述

在进行媒介框架研究的过程中，本书不仅运用到了定量的内容分析法，还采用了分别隶属于归纳和演绎分析路径下的“诠释包裹”和“框架清单”的研究方法，虽然在框架建构方式的比较中，两报出现了许多差异，但是在框架建构结果的总结中，这种差异就消失了。由此，笔者归纳出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类型中共同涉及的五大关键词，分别是:“合作”、“威胁”、“问题”、“自由”、“责任”。其中，仅有“合作”这一关键词所体现的框架是正面和积极的，即主要强调了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人道等领域的合作，其余的四个关键词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国的负面形象上，主要包括了中国国内并不乐观的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对于美国或国际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两个方面。最终，本书认为，《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框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从具体的框架总结与比较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两报涉华报道框架的同质性倾向，而在利用“框架清单”研究法进行两报涉华报道主导框架的比较时，同样也得出了同质性的结果。

为了探究《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建构时的差异性”以及“框架建构结果的同质性”这两方面的特点产生的具体原因，本书还进一步将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建构过程纳入了研究范畴，分别从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媒介框架的影响因素、媒介框架的作用和评价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我们认为:媒介框架是普遍存在的，且并无对错之分;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媒介框架，其积极和消极作用是并存的;理性对待媒介框架是研究之根本，将媒介框架为我所用才是始终的王道。

为了使本书有关《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框架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主要探讨了美国主流媒体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不同时期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文献综述，还对本书中所涉及到的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总结，经过对不同框架的梳理，本书一共总结出了五个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即迅速崛起、引发忧虑、利益独大、问题重重、专横独断。此外，为了探索研究美国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本书又对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对其中的负面形象进行理性的解读和评判，即只要美国媒体中有关中国的这篇负面报道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即使它暴露了一个有损于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然而，应该指责的并不是这篇负面报道，而是我们未能及时面对和解决这一有损国家形象的具体问题;而面对那些故意歪曲事实、饱含偏见的负面报道，我们则应毫不含糊地进行抵抗，并尽一切力量向大众传送客观、准确、公正的信息。

二　本书的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摒弃了目前国内研究中框架研究方法的单一性，本书实现了框架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在研究过程中，框架分析法是其中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它具有四个分析取向和两个分析路径。在本书中，我们运用到了其中的两种分析取向，分别为甘姆森与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以及坦克德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而这两种分析取向又分别隶属于归纳与演绎两个分析路径，本书中框架分析法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框架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和综合性还体现在本书研究过程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上:具体说来，在进行《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建构方式的研究时，主要运用了定量的内容分析法;而在对两报的涉华报道框架进行归纳和总结时，定性的诠释包裹法又成为了主要的研究方法;然而，到了两报涉华报道框架的比较阶段，定量的内容分析法又成为了主导。这种研究方法方面的频繁、适时、高效地转换足可以展现本书“实现了框架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其次，摒弃了目前国内研究中框架研究结果的分散性和一致性，本书实现了媒介框架研究结果的归纳性与可比性。我们知道，“框架”的概念可被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本书就是要通过对作为动词的文本“框架”过程进行分析，并从中归纳出作为名词的具体“框架”类型。目前，国内有关媒介框架的分析多集中于动词的“框架”，即对新闻来源、版面、消息来源等框架建构方式进行简单的定量分析，而鲜有对媒介框架类型进行归纳的研究，研究结果较为分散，从这一方面看，本书突破了国内主流研究的藩篱，进行了新的尝试。当然，本书不仅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的具体框架进行了归纳，还对两者进行了比较，不仅比较了两报涉华报道的动词性的“框架”，也比较了两报涉华报道的名词性的“框架”，找出了两报框架建构过程和结果中呈现出的异同，并总结出了两报涉华报道同质性的结论。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了对归纳和对比的具体框架进行二次汇总，总结出了五类美国主流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即迅速崛起、引发忧虑、利益独大、问题重重、专横独断。由此可见，本书不仅“实现了媒介框架研究结果的归纳性”，同时还“实现了媒介框架研究结果的可比性”。

再次，摒弃了目前国内研究中框架研究过程的狭隘性和片面性，本书实现了框架建构过程研究的延伸性和全面性。本书对框架建构过程的研究主要从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与影响因素、媒介框架的作用与评价三个具体方面入手。虽然这三方面的研究主要来源于以往针对媒介框架的理论分析，且相关理论基础几乎都来源于国外，比如海德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高夫曼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朔伊费勒的框架模型研究等等。虽然在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不少成果对于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会有所涉及，但是普遍不够深入，且论述较为片面，而本书在综述这些理论背景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延伸，同时也实现了框架建构过程的全面性研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深入。比如，我们通过朔伊费勒框架模型中的四种相互联系的具体过程，延伸出了对媒介框架产生影响的各种不同因素，即在框架建立过程中的社会习惯和价值，组织压力和限制等因素;在框架设定过程中的具体的文本选择与重组策略，构成框架的象征符号和表意元素等因素;在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这一过程中的受众的社会习惯和价值、意识形态或政治导向等因素;在记者作为受众的框架这一过程中的记者对权威媒体的认知等因素，框架建构过程研究的“延伸性”由此体现。同时，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倾向、国家特性等因素也一一被纳入了本书的研究范畴，而此后本书对于媒介框架的作用和评价的研究则进一步体现出了框架建构过程研究的“全面性”。

当然，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缺憾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样本数量的不足，导致了本文历史性的纵向研究的缺乏。本书主要以2009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近千篇的涉华报道作为研究样本，但为了便于研究，笔者主要将这近千篇的涉华报道分为了不同的类别与个案，比如，针对《纽约时报》主要采取的是样本的主题分类，而针对《华盛顿邮报》则采取的是样本的版面分类。因此，在进行框架分析时，所涉及的样本数量并没有上千篇，而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框架总结的准确性。此外，由于本书样本所涉及的年份主要为2009年，对其他年份的涉华报道并未进行抽样和分析，这也导致了本书历史性的纵向研究的缺乏，无法涉及《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涉华报道的框架演变，也无法跟踪多年来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这成为了本书研究过程中的一大不足。

其次，研究方法的重叠，导致了本书研究方法多样性和综合性的削弱。在以上本书的创新点的总结中，我们归纳出了“本书研究方法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特征，但是，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的是，本书的框架研究中涉及了《纽约时报》中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三类主题报道的框架分析，还有《华盛顿邮报》中的头版新闻、中国专题新闻两类报道的框架分析，一共涉及了五类报道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研究方法的重叠，比如定量研究中多次出现的对于报道数量、新闻源、消息源、图片数量、标题情绪等的分析，定性研究中多次使用甘姆森的“诠释包裹”的分析取向等。这些研究方法的重复与重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本书研究方法多样性和综合性的削弱，但换句话来说，这种重叠又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效果研究的缺失，导致了本书研究过程完整性的缺乏。我们知道，媒介框架分析主要有三个分析范畴:话语，即文本为再现的体系;话语的建构，即框架建构的行动与过程;话语的接受，即框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在传媒与政治传播领域，学者们素来将分析文本作为框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1]
 本书也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将第一个分析范畴“话语”作为了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纳出了美国主流报纸涉华报道中所呈现的框架类型，同时，本书也涉及了以上第二个分析范畴，即“话语的建构”，对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和影响因素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本书唯一缺失的就是第三个分析范畴——“话语的接受”，没有涉及媒介框架的效果研究，以及由媒介框架所带来的受众心理机制的变化研究，这就导致了本书的研究过程的“完整性”的缺乏。如果有一些实证的框架效果的调查数据进一步来支撑本书的研究结论，那么，本书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完善和完整，也会给未来的相关研究带来更多的启发。

三　相关课题的未来发展

本书所涉及的一系列有关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少经验与启发，鉴于目前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未来的涉华报道框架研究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样本的完整性与多样性

对国外媒体涉华报道中所展现的媒介框架进行分析时，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样本的选取问题。本书主要选取的是2009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中近千篇的涉华报道研究样本，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样本的数量并不算少，但是总体看来，这些集中于某一年中的样本还是缺乏一定的完整性与多样性。样本“完整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上文中提及的“历史性的纵向研究”，不仅要重视某一年的样本，还要实现样本的跨年研究，总结出具体框架的演变过程。而样本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媒介的涉华报道样本的搜集上，不仅要重视纸质媒体，如报纸、杂志等，还要重视电子媒体和新媒体，因此，广播、电视、网络等也应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目前与媒介框架相关的研究主要还是将样本集中于样本搜集较为便利的纸质媒体之中，仅有少部分涉及了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体，而针对新媒体——网络、手机等的媒介框架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于涉华报道的框架分析，研究者们不仅需要关注同一国家中多种媒体的样本采集，还要关注不同国家多种媒体之间的比较，在重视样本整体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将涉华报道框架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入。

(二)重视对框架分析理论范式的探讨

框架分析似乎从其诞生的初始就带有一种神秘的气质，而当学者们将其运用至新闻传播学中，框架分析的神秘面纱似乎并没有因运用领域的拓展而被渐渐掀起，难怪有学者这样评价框架分析的研究现状:“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架构分析(framing analysis)都是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自从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将其概括为‘破裂的范式’(fractured paradigm)之后，不少学者都试图整合文献，以提出一种‘架构分析理论’。但是这些努力至今成效甚微，乃至最近有人说，架构分析其实是个多范式的研究课题，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是其应有的特征。”[2]


可以说，国外新闻传播学中有关“框架”的研究，大多都是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甚至“也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研究方法”，“更准确地说，框架分析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方法，尽管有时会出现部分的矛盾”[3]
 。框架分析作为一种“破裂的范式”，它涉及了多个学科和多种取向，学者们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有关它的完整的理论范式的体系至今还未真正地建立起来。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框架分析理论范式的探讨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中的重要方向，框架分析中涉及到的路径、取向、范畴、方法等都会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帮助他们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框架理论。而有关框架分析理论范式的完善将会对各类媒体中涉华报道框架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能够发展出更多的研究路径、方法等，以此充实国际社会中涉华报道的框架研究。

(三)加强对媒介框架与受众解读间互动体系的探索

由以上对于本书的缺憾与不足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尤其是国内有关媒介框架的研究多数都停留在找出不同媒体的不同框架上，而并未能实证地探索新闻框架与受众解读之间的互动体系。而多数有关媒介框架对受众态度影响的判断也都基本停留在假设的层面，缺乏相应的实证支持。即使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注意到了对于受众认知、态度等的实证型的研究，不同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验证的方法等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由此也带来了研究结果的差异性，这些目前暂未解决的问题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今后的涉华报道媒介框架的研究之中，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本书第四章“媒介框架的影响因素”部分，涉及到了“作为个人的记者”这一研究方向，它的发展也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框架分析反馈过程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作为形成媒介框架的主体——记者，究竟又是如何受到其他同类或对抗媒介框架的影响，并由此形成属于自己的框架建构特色的?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究。

此外，我们在建立媒介框架与受众解读间的关系之时，不仅要关注某一种媒介框架的影响，还需要注意到同一事件中竞争性框架的存在，比如“北京奥运会”这一媒介事件，在国内媒介中呈现出一种“集体、爱国、进步、向上”的框架类型，而在某些国外媒体上则会建构出“威胁、统治、限制自由、缺乏民主”的框架类型，这两种竞争性的框架肯定会对受众的解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同一事件的竞争性框架究竟是如何影响到受众的解读和态度的，目前国内外还是比较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或许这也会成为未来框架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四)注重框架分析的本土化

框架研究来自于国外，且发展时间并不长，有关它的完整的理论范式也并未形成，为此，我们在利用框架分析进行本土课题的研究之时，要做到“不可忽视对西方语境下框架分析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理解，要结合中国的语境比如社会特征、传媒特征和受众特征来展开分析，把这些同西方社会的差异作为理论假设的前提。”[4]
 这就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国际社会中建构的种种涉华报道的框架，以及形成这些特殊框架的原因，还需要依据我国本土受众的社会特征、心理特征等科学地解释这些表面充满偏见和负面框架的新闻报道，引导中国受众理性对待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报道中国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味地排斥和愤恨。

同时，研究者们还需具备敏锐的捕捉研究对象的直觉，不仅要关注国内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是如何被媒介框架、被受众认知的，还必须做到注重框架分析中的科学化、应用性以及互动性等因素，无论何时进行框架研究，无论对何种媒介进行框架分析，都必须要重视框架分析和研究的本土化。总之，最为重要的是，对框架分析的理论引介和方法学习并不是研究的目的，而是研究的手段;最终将其拿来“为我所用”，才是真正的研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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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文部分(报刊)

1.2009年全年纸质《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报道

2.2009年全年纸质《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


附录1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一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主题

1.全球气候谈判　2.中澳力拓案　3.奥巴马访华　4.其他国际关系

二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版面设置

1.A1头版　2.国际版头版　3.国际版非头版　4.经济版非头版　5.A版评论版

三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报道篇幅

1.图片新闻　2.短篇新闻　3.长篇新闻

四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消息来源主体

1.中国政府与官员　2.美国政府与官员　3.其他政府与官员　4.中国记者　5.美国记者　6.其他记者　7.中国专家或学者　8.美国专家或学者　9.其他专家或学者　10.中国个人　11.美国个人　12.其他个人　13.中国公司或机构　14.美国公司或机构　15.其他公司或机构　16.国际人权或气候组织

五　《纽约时报》“政治类”涉华报道的标题基调

1.中立　2.合作、庆祝情绪　3.侵略、压抑情绪


附录2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一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内容与总体基调

1.中美之间合作双赢　2.中美之间矛盾重重

3.中国经济蒸蒸日上　4.中国经济阻力不断

二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图片与图表的运用

1.是　2.否

三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版面设置

1.头版　2.非头版

四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报道篇幅

1.10句以下的消息类报道　2.10—30句的中篇报道　3.30句以上的长篇报道

五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标题基调

1.积极搭配　2.消极搭配　3.无明显倾向

六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消息来源方式

1.直接引用　2.间接引用

七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消息来源类型

1.具体确切的引用　2.含蓄不露的引用

八　《纽约时报》“经济类”涉华报道的消息来源主体

1.美国机构/公司　2.中国机构/公司　3.美国个人　4.中国个人

5.美国政府　6.中国政府


附录3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第一部分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材料选择

一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主题

1.新疆的历史　2.动乱的支持方　3.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4.事件的过程回顾与后果　5.事件的后续惩罚与结果

二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新闻来源

1.新闻社提供　2.本报自制

三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记者姓名

1.杰安迪　2.大卫·巴尔博扎　3.黄安伟　4.康锐

5.安思乔　6.米歇尔·韦恩斯　7.沙龙·拉弗兰尼尔　8.无

四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消息源

1.中国政府与官员　2.中国记者　3.中国专家学者　4.新疆信徒

5.自由倡导者或组织　6.旁观者　7.汉族人　8.国外政府　9.国外专家学者

五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图片数量

1.1幅图片　2.2幅图片　3.3幅图片　4.4幅图片　5.5幅图片

第二部分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材料建构

一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报道篇幅

1.短篇报道　2.中长篇报道

二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的报道版面

1.本报头版A1版　2.国际版头版　3.国际版非头版　4.A版评论版

三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标题中出现的事件定性类词语

1.未出现　2.出现1次

四　《纽约时报》“民族宗教类”涉华报道中固定词汇的出现

1.表达“责任归属主体”的固定词汇　2.表达“事件定性词语”的固定词汇


附录4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一　《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的主要版面

1.A1版全报头版　2.A版经济版　3.A版或B版评论版

4.国际版C版头版　5.国际版C版非头版　6.H版中国专题

二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报道篇幅:

1.图片新闻　2.短篇消息　3.中长篇报道

三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的题材分布:

1.政治　2.经济　3.军事　4.社会　5.科技艺术

四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标题中的情感表达:

1.无情感强烈词汇　2.含有情感强烈的正面词汇　3.含有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

五　《华盛顿邮报》“头版”涉华报道中的消息源:

1.中国政府与官员　2.中国记者　3.中国机构与专家　4.中国个人

5.美国政府与官员　6.美国记者　7.美国机构与专家　8.美国个人　9.第三国


附录5　《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一　《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涉华报道的题材分布

1.政治　2.经济　3.军事　4.社会　5.科技艺术

二　《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涉华报道标题中的情感表达

1.无情感强烈词汇　2.含有情感强烈的正面词汇　3.含有情感强烈的负面词汇

三　《华盛顿邮报》“中国专题”涉华报道中的消息源

1.中国政府与官员　2.中国记者　3.中国机构与专家　4.中国个人　5.持异议者或组织　6.美国政府与官员　7.美国记者　8.美国机构与专家　9.美国个人　10.第三国


附录6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比较的内容分析编码表

第一部分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框架建构方式的比较

一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版面设置

1.A1头版　2.国际版头版　3.国际版非头版　4.经济版头版　5.经济版非头版　6.国内新闻版　7.娱乐休闲版　8.评论版　9.讣告版　10.其他版

二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类型

1.图片新闻　2.短篇消息　3.中长篇报道

三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来源

1.不确定　2.本报自制　3.转引新闻社或其他媒体

四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图片运用

1.无图片　2.1幅图片　3.2幅图片　4.3幅图片　5.4幅图片　6.5幅图片　7.大于或等于6幅图片

五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主题

1.政治　2.经济　3.军事　4.社会　5.科技娱乐、艺术人文

第二部分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中框架建构内容的比较

一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切入角度

1.主要事件　2.细节场景　3.事件后果　4口语反应　5.事件评价

6.事件背景

二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主导框架

1.道德框架　2.合作框架　3.责任归属框架　4.经济结果框架　5.人情味框架　6.冲突框架


致谢

《媒介框架论:中国形象在美国报纸中的呈现》一书由我在攻读上海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时的毕业论文——《美国报纸涉华报道的框架研究》一文修改完善而成。论文的选题、主题的确立和写作角度的选择等都得到了导师戴元光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上海大学的郑涵教授、许正林教授、沈荟教授等也针对本论文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对各位老师表示十分衷心的感谢!

很幸运，从上海大学毕业之后，我于2012年初成为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更为幸运的是，在2012年6月，经过修改的《媒介框架论:中国形象在美国报纸中的呈现》一书的书稿得到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的认可，成为了201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后期资助项目，获得到了资金、出版方面的资助，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并成功出版。

在此，我不仅要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的各位专家和学者，更要感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对书稿修改、项目申请等过程中的支持和帮助!浙江大学教授、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院长邵培仁老师的博学、真诚、和善给了我最为强大的前进动力;刘建民、何镇飚、黄少华、李文明、季爱娟、朱小红等学院领导也给予了我众多的关心、帮助与指导;王军伟、徐艳蕊、朱丹红、林小秋等同事更是用他们的热情、诚恳、乐于助人的美好品质感化了我这名“新人”，让我对传媒与设计学院这个大家庭充满了感恩，更坚定了我在将来的工作中全身心的投入至她的发展和建设中去的信念!

此外，浙江大学的彭凤仪老师、浙江工商大学的邵鹏老师、上海政法学院的孙健老师、浙江传媒学院的曾海芳老师、上海社科院的李敬研究员、上海商学院的倪琳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的邵慧博士等都对本书的写作和修改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并给予了我精神上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宫京蕾编辑也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诸多帮助。借此机会衷心地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最后，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你们永远是我默默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感谢巩瑞鹏先生和巩小邵小朋友的一路陪伴，有了你们，我将一直乐观、幸福地走下去!

邵静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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